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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1981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

“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本”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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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话

一

加里·斯坦利·贝克尔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贝克尔1930年12月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先后获得过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学士、硕 士和博士学位。27岁时出版了《差别待遇经济学》一书，向当时在经济思想领域内占统治地 位的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30岁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从1970年起，一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并担任过该校经济学系主任。贝克尔先后获得过美国著名的克拉克奖、赛德曼奖、威廷斯基奖、麦瑞特奖。他现已退休，但仍担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并继续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探索。

贝克尔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重要成员。在几十年的研究和 教学生涯中，他独树一帜发动了一场以其开创或研究的新家庭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犯罪 经济学等为主要内容的“贝克尔革命”，对整个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1992年瑞典 皇家科学院的授奖词指出：贝克尔“把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延伸到人类行为及其相互关系 ”，“不仅对经济学，而且也给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带来了较大影响。” 
[1]

 法国经济学家帕勒日曾给贝克尔以高度的评价，他说 ，贝克尔在不满50岁时“已跻身于当代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列”，“是个极为多产的作 家，又具有非凡的概念化能力，因此成为经济理论新探讨的轴心人物，他作出的一系列答案 以全新的方式解释了当代的大部分问题。”贝克尔的“研究打破了以往被社会学家、心理学 家和人类学家视为禁区的领域”。 
[2]

 贝克尔对“经济分析的最新重大贡献之 一”，是他“在家庭范畴全面应用了传统上只用于研究企业及消费者的分析框架”， 
[3]

 从而“完成了一项革命性的突破”。 
[4]

 

二

贝克尔是一个勤奋多产的经济学家，他先后发表、出版了一大批论文和著作，如《差别待遇 经济学》（1957年）、《生育率的经济分析》（1960年）、《非理性行为和经济理论》（1962年） 、《人力资本》（1964年）、《时间配置论》（1965年）、《人力资本和个人收入分配》（1967 年）、《歧视经济学》（1971年）、《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1976年）、《家庭论》（1981年第 1版，1991年扩大版），等等。

家庭理论是贝克尔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家庭论》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1981年，贝克尔把他长期以来关于家庭问题的研究整理出版成《家庭论》（第一版）一书。该书除了前言和导 论以外，共包括11章内容，约25万字。它从单个人的居民户分析开始，不仅研究了家庭内的劳动分工和一夫多妻制现象，而且还探讨了对孩子的需求、教育和动物群体的家庭等问题。

1981年版《家庭论》（第一版）出版以后，在西方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赞扬者称它为一本划时代的著作，批评者则认为其内容是浅显的。贝克尔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并根据 90年代家庭出现的种种新变化，于1991年出版了《家庭论》（扩大版）。《家庭论》（扩大版） 除了阐述和重新阐述了《家庭论》（第一版）的全部内容以外，又以四个附录的形式增加了约三分之一的文字，使其内容更加全面系统。

贝克尔认为，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最基本的一个细胞，尽管千百年来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家庭却依然保留了对全部制度的最大影响。在包括现代市场经济在内的一切社会里，家庭对一半或一半以上的经济活动都承担着责任。通过对家庭的分析，不仅可以窥见人类历史的许多方面，而且可以指导人们未来的行为。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也在或快或慢地变化着。尤其是最近30多年来，西方世界的家庭更是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对其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样，对家庭的讨 论也就成了90年代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许多人口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等都从其专业的角度对家庭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然而，这些分析大都局限于“ 就事论事”，不能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人口学、生物学等不同学科领域中关 于家庭问题的研究有机地联系起来。

在贝克尔看来，要完成这一任务，不仅需要采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且还不能“仅仅局限于研究家庭的物质生活内容”。他说：“我的构想则更为远大，我力图用研究人类物质行为的工具和理论框架去分析婚姻、生育、离婚、家庭内的劳动分工、威望和其他非物质行为” ，即“用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去分析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扩大版前言第1页）。

贝克尔利用自己提出的方法，对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而独特的分析。他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不同成员的商品、时间、货币和技能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会产生联合效用，这些效用主要包括孩子、商品、技艺、健康、声望等家庭产出。家庭行为受货币和时间两个因素的限制，决策的代价要用时间和货币来衡量。当一个家庭的时间和货币为既定时，为了使家庭行为最大化，家庭成员就在户主的组织下，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最合理的配置，进行家庭生产。正像企业一样，夫妻双方通过订立一份把他们长期结合在一起的契约 ，避免了支付交易费用，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了解、相互信赖，这就大大减少了监督和管理费用。因此，家庭就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单位。

家庭之所以会亘古已有、绵延长存，其原因在于，家庭生产以明确、细致的分工协作为基础 ，最初的分工发生在已婚男女之间，妇女主要致力于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等非市场活动；而男子则专心于狩猎、种田等市场活动。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分工部分地取决于生理上的差异 ，但主要取决于经验和人力资本投资上的不同。这种差异的存在构成家庭产生的物质基础。男女彼此结合，扬长补短，能使家庭产出最大化。因此，一个完全家庭的效率要比不完全家庭的效率高。

人们为什么要结婚、离婚?怎样才能降低离婚率?贝克尔认为，人们结婚的目的在于想从婚姻中得到最大化的收入。如果婚姻收入超过单身的收入，那么，人们就会选择结婚；否则，就宁愿独身。

如同存在着商品市场一样，也存在着一个婚姻市场，它表明人类的婚姻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组织性。在一个有效率的、自由竞争的婚姻市场上，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最佳伴侣，因而能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比如，高质量的男子和高质量的女子结婚，低质量的男子和低质量的女子握手言欢。一些人宁愿和低质量的人白头偕老，是因为他们觉得高质量的婚姻成本太昂贵。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里，男性的婚配可能是一个低质量的女子，其平均质量低于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同样一个上等人的婚配，其获得的相对收益低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所以，一夫多妻制婚姻市场不断缩小。

能否及时、准确地掌握婚姻市场上的信息，是一个人能否从婚姻市场上获得最大化效用的本质所在，也是决定离婚与否的一个根源。尽管人们在婚前总是想千方百计地了解对方，但由于时间短缺、知识片面等原因，人们难以获得完全、准确的信息，因此，草率结婚就成了离婚的重要原因。但由于寻求新的伴侣需要投入时间、货币等资源，所以，大多数人尽管在婚姻市场上没有得到最大化的效用，但也不愿打破已存的家庭。如果一个人从新婚中得到的效用大于离婚的成本，那么，他就会选择离婚。

虽然家庭收入、父母的时间价值、孩子的质量、兄弟姐妹的数量和其他家庭变量都影响着对 孩子的需求，但生育率始终主要取决于经济因素：孩子是双亲拥有的“耐用消费品”。生育孩子与否以及生产数量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比较成本。如果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成本 和收益分别小于不生育孩子的成本，那么，生产孩子就有利可图。如果一个孩子和两个孩子 获取的预期总收益一样多，那么，就会出现提高质量、减少数量，用质量代替数量的行为，这也是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出生率降低而对孩子投资增加的主要原因。

尽管很多经济学家总是怀疑家庭中利他主义的重要性，但是，贝克尔仍旧坚持认为，如同市场活动中普遍地存在利己主义一样，利他主义在家庭内是随处可见的。这是因为，在市场交换中，利他主义的效率较低；而在家庭生活中，利他主义的效率较高。利他主义可以提高家庭成员的产出水平，“保证了家庭成员能够抵御自然灾害和其他随之而来的不测事件”。此外，《家庭论》（扩大版）还论述了传统、古代、近代社会中的核心家庭及其血缘关系和非人类物种的家庭等一系列问题。

三

贝克尔认为，经济学是充分享受生活的艺术，经济学研究方法提供了应用于分析一切人类行为的结构。经济人能够解释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在这种认识的驱使下，他始终用自己首先提出的经济学方法来探讨人类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不仅填补了对家庭进行系统的经济分析的空白，而且在犯罪、消费、教育、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因此，贝克尔的思想不仅在方法和理论上有创新意义，而且具有实践上的应用价值。

比如，我们认为，贝氏理论对社会学方法的变革就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从19世纪中叶前后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以来，西方社会学家及其理论观点可谓层出不穷、迥然各异，从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到20世纪以来美 国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冲突理论和符号互动论等等，不一而足。但综观一百多年来社会学 发展的历史，我们又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社会学家们基本上都是从社会有机、形式、团结 、结构、功能、冲突、交换、符号等角度来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而几乎没有人从“经济 ”的角度另辟蹊径。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学研究经过27年的“监禁、整顿”和10年的重建恢复之后，在80年代末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可喜局面。但毋庸讳言，我们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翻译”、“补课”，仍然未能打破“先天不足”的困扰而实现真正的“角色转换”。今天，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全面而深刻的转轨变型，社会学研究方法和内容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在这种形势下，学习和借鉴贝克尔的“经济方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5]



当然，贝克尔的理论和方法也有局限性，有人甚至认为他的“著作全部简易得很容易被人当作漫画讽刺的对象，因为为了得到有时不说是平庸的、也是浅显的内容，它们使用了相当复杂的工具”。 
[6]

 也有人认为，其理论“实质上完全掩盖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尖锐的矛盾和激烈争斗的现状”。“具有十分明显的辩护作用”，“歪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本质”。 
[7]

 即使贝克尔本人也认为，关于家庭方面“研究的本质性进展正在进行，一些难题正在被克服。同时我也意识到写作中的一些疏忽和分析上的不完善”。 
[8]

 

四

该译本根据哈佛大学1991年英文版翻译。导论的前半部分、第1—7章由王献生翻译，扩大版前言、导论的后半部分、第8—11章由王宇翻译。

原著中的参考书目索引较长，在国内图书馆中也难以查阅，为了节省篇幅，该译本未将其译出。

在该书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中，商务印书馆王湧泉、程秋珍、吴衡康同志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程秋珍同志十分认真地对全部译文进行了审核和修改。谨在此对他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

由于时间和水平有限，译文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E-mail:wangxs1203@sohu.com）

王献生

199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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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版前言

我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研究关于家庭的经济学或理性选择的方法。不过，本书名并非特指家庭的经济方面，这是因为大多数非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总是喜欢把“经济学”仅仅局限于研究家庭的物质生活内容，即收入和支出类型。我的构想则更为远大，我力图用研究人类物质行为的工具和理论框架去分析婚姻、生育、离婚、家庭内的劳动分工、威望和其他非物质行为。也就是说，这本书包含着研究家庭的经济学方法，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家庭生活的物质方面的探讨，更重要的是用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去分析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过去的二百年内，理性选择方法已经变得更加完善。它假设，短期内人们的偏好是不变的，每个个人使其效用最大化，不同个人之间的行为则由显性或隐性的市场来协调。我在早期的著作中就曾经提出，经济学方法不应当局限于针对物质产品、生活必需品或者有货币交易的市场。而且，从概念上看，主要决策和次要决策之间、“情感性”决策和其他决策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

为了得到对家庭的系统分析，本书首先需要作出以下假设：最大化行为、显性或隐性的市场均衡、稳定的偏好。在过去的20年中，我主要致力于如下方面的研究：对孩子和外出工作的时间分配、“一夫多妻”制社会和“一夫一妻”社会中的结婚和离婚问题、家庭中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家庭中两代人之间沟通的可能性，以及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虽然这些研究并没有把家庭问题的所有方面都包括进来，但这些重要方面的系统而一致的解释则足以证明旧题目上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虽然我的书不是为经济学“门外汉”所写的，但是，对于那些具有基本经济学常识的人来说大部分内容都是可以理解的。本书的第五、十、十一章和十一章的附录是最容易被接受和最具有欣赏价值的部分。其他各章也可以为有一定经济学分析技能的人提供一定的帮助。我希望读者不要为本书中的一些专业术语和专业分析方法所吓倒，因为这些都是提出和理解家庭的理性选择问题所必须使用的。有一些经济学家对理性选择分析方法仍然持怀疑态度，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考古学家、律师、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正在使用理性选择方法或有关的方法来对家庭问题进行分析。我的文章就是想为这些跨学科的探讨交流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一直感到十分愉快，因为它的主题是非常有意义的，而家庭组织及其行为对经济学来讲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挑战。为了表明我的诚实，我必须向大家说明，这方面研究的本质性进展正在进行，一些难题正在被克服。同时我也意识到写作中的一些疏忽和分析上的不完善。我曾多次推迟1981年版的出版以试图来填补某些空缺和改进某些讨论。但这一版的出版我却不再要求推迟，因为我已经认识到了其他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可以在家庭问题的研究方面做出更为杰出的贡献。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世界范围内家庭行为和结构的变化使该书的第一版受到了广泛的重视。该书被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和少数生物学家以及心理学家所评论并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再加上近年来我对家庭问题的继续而深入的研究，因此，我欣然接受了哈佛大学出版社对出版该书扩大版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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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家庭的研究得到了以下组织和机构的大力支持：芝加哥大学研究中心、全国幼儿健康和人类发展协会、全国科学基金会、林德和哈里·布雷德利基金会、斯隆基金会。后两者还帮助了我们的家庭研究室。国家经济研究局，特别是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经济分析中心为我们提供了多年的资金赞助、精神鼓励以及选择研究方向的自由。不过，本书中所表达的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是赞助者的初衷。

最后，我真诚地感谢：盖尔·莫斯特勒在第一版的工作中主动热情、持久和杰出的合作；迈克尔·吉布斯对附录的有意义的研究；戴维·梅尔泽在索引、书目和其他方面的出色工作；默纳·希克的打字和其他秘书的繁杂工作；还有我的妻子吉蒂·娜莎特，我们之间的大量讨论，尤其是关于伊斯兰社会的家庭讨论，对我的写作是大有裨益的。



导论

最近30年来的发展，使西方世界的家庭发生了根本变化，有些人甚至认为它已近乎解体。离婚率的迅速上升大大增加了女性户主居民户的数量，使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也急剧增多。已婚妇女劳动力参与率极大提高，有年幼孩子的母亲也不例外，这就减少了孩子和母亲的接触机会，也加剧了两性间在就业和婚姻上的冲突。出生率的迅速下降缩小了家庭规模，进而推动离婚率和已婚妇女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反过来，离婚和劳动力参与率的长升，又淡化了人们建立大家庭的欲望。不同代人之间的冲突日趋公开化，现在的父母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指导孩子的行为充满信心。

一些最重要的统计资料已为这些变化程度提供了数量上的证据。在美国，50年代初第一次结婚的妇女中，现在已离婚的不到15%，而80年代初第一次结婚的妇女中，约有60%的人最终可能会离婚（普雷斯顿，1975年；马丁和邦帕斯，1989年）。从17到19世纪，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平均家庭规模显然非常稳定，但自19世纪末以后，家庭缩小了1/3（拉斯莱特，1972年，表4.4）。在美国，由于离婚率上升和女性寿命较长，促使女性户主居民户占总居民户的比重，由1950年的15%上升到1987年的31%（美国人口普查局，1977年b，第41页；1989年，第46页）。在瑞典，75岁以下已婚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由1960年的39%上升到1984年的70%（瑞典国家中央统计局，1980年，1986年）。在美国，有6岁以下小孩的已婚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甚至也从1950年的12%迅速上升到1988年的57%（美国人口普查局，1977年b，第392页；1989年，第386页）。自1958年以来，由于出生率下降了40%以上，终于使美国1989年的人口再生产率低于其更替水平（美国人口普查局，1989年）。在日本，从1958到1987年，人口出生率也下降了50%以上（日本统计局，1989年，第53页）。

正是由于这些显著变化，所以，从黎民百姓到专家学者，都比以前更加关注家庭问题。对家庭衰落及其未来走向的讨论，成了90年代报刊杂志的热门话题。另一方面，人口学家和历史学家出版了大量苦心孤诣和饶有兴趣的论著，论述了几百年前乡村的家庭构成及其行为（亨利，1965年；拉斯莱特，1972年；拉杜里，1978年）。人类学家（古迪，1976年）、生物学家（特里弗斯，1974年；威尔逊，1975年）和心理学家（凯尼斯顿，1977年）对家庭问题也兴趣盎然。

在50年代以前，除了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变化理论以外，经济学家们对家庭问题几乎都是熟视无睹，自那以后，他们才开始探讨配偶、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员问题。雅各布·明塞尔（1962年；也可见朗在1958年的文章）雄辩地说，已婚妇女劳动力参与率不仅取决于她们的收益，而且也取决于其丈夫的收益、孩子的数量以及家庭其他特性。对生育率的现代经济分析开始取代马尔萨斯主义的分析。它表明，对孩子的需求取决于家庭收入、父母的时间价值（特别是母亲的时间价值），孩子的“质量”和其他家庭变量（贝克尔，1960年；伊斯特林，1968年）。人力资本研究则把私人教育支出视为父母对孩子生产率的投资（舒尔茨，1963年；贝克尔，1964年）。

《家庭论》以上述有关家庭问题的研究为基础，提出了一种对家庭的经济分析。虽然我利用了自己以前的研究成果，但许多分析都具有独到之处。第二章分析男女两性和品质相同的个人之间的家庭分工。第三章把一夫多妻制的影响和对孩子的需求、男人之间的差别及其他变量融为一体。第九章分析非人类物种的交配及其后代的数量。第十一章则论述传统、古代、近代社会中的核心家庭、扩展家庭及其血缘关系问题。

其他章节的基本分析，在我以前出版的论著（有些是合著）中已有叙述，但此次对其讨论的内容又进行了重写。首次探讨的内容有：多配偶制的影响、稳定婚姻的“价格”、理性婚配选择偏好的差异（第四章）；孩子数量和质量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生育率长期变化和同一时点上不同群体间生育率差异的影响；兄弟姐妹的数量和其他家庭背景对生育率的影响（第六章）；家庭中的利他主义、敬慕与市场上利己主义的比较（第八章）；离婚的羞辱（第十章）。

虽然本书主要侧重于分析上的深化，但大多数章节也有经验材料：近期统计数据，特定乡村、城市和国家的历史研究；伊斯兰教、非洲和东方社会的情况；还有原始社会人类学中的人种史。和理论相比，这些材料很不系统，但其广泛性却正好表明我力求提出一种全面的分析。无论对于过去还是现在的家庭，原始还是近代的家庭，也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这种分析至少有一部分都是适用的。

该导论把本书中的四个新附录和前几章的讨论结合起来，答复一些批评，评论有关家庭的一些基本问题。

第二章中建立的模型表明，即使夫妻品质相同，由于其中一人更专心于市场活动，另一人更擅长于家庭活动，所以，他们也能从市场和家庭活动的分工中获益。这种收益来源于特殊部门人力资本报酬的增长，而这种资本主要提高了市场和非市场部门的生产率。因此，即使男女之间的细微差别——这至少和妇女在生儿育女方面的部分优势密切相关——也将引起性别间的分工，这是因为妻子更擅长于家庭活动，而丈夫更擅长于其他工作。

如果人们认为某一部门（如家务活动）更令人讨厌、更无价值，或者离婚现象司空见惯，那么，婚姻中的专业化程度就不可能达到极点。

第二章清楚地表达了我对许多观点（见博塞鲁普1987年文章中的例子）的看法，即我只是依据生物学差异——在生儿育女方面，妇女天生就比男人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来解释家庭和其他活动的分工。这显然不是我的意旨，因为我一贯认为，职业妇女当然受到了歧视。虽然我坚信，生物学差异对于解释妇女为什么主要从事抚育工作十分重要，但我从分工的剖析中得出的结论却是：生物学差异或歧视不会引起男女活动的传统划分。

而且，正如我在1985年写的《人力资本、精力和性别分工》（已收入本书第二章附录）一文中所强调的那样，即使对妇女的市场歧视很少，或者男女之间的生物学差异微小，也能引起夫妻活动的巨大差别。因此，无需用严重的市场歧视或显著的生物学差异，来理解为什么过去男女两性间收入差别的悬殊。只要妇女局限于家庭活动，在人力资本市场上很少投资，并把主要精力放在家庭上，那么，就会产生收入差别悬殊的现象。

第二章的附录还认为，有效分工与“夫权”制度下妇女受丈夫和父母的剥削密切相连，它减少了妇女的福利及其对生活的驾驭能力。当包括男女分工在内的资源配置变得更有效，并能增加商品产量、提供更多的服务时，男子从剥削妇女中得到的收益就会增加。博塞鲁普等许多作者都未认识到对妇女的剥削，这种剥削主要是从性别分工效率中产生的一个特殊问题。

通过决策、环境和遗传组织，家庭将其文化、能力、教育、收益和资产传给年青一代。第七章是根据我和托姆斯1979年发表的论文写成的，它建立的捐赠和资产由父母流向孩子的模型，分析了不平等和世代变动性的决定因素。但是，该模型有严重的局限性，尤其是它假设父母会把财富和债务一同留给孩子，并把人力和非人力资本划入同源资产中。

1984年，我和托姆斯为一个会议撰写了一篇关于家庭兴衰的论文，但直到1986年才发表。该文提出了较为现实的假设，即，父母不会留下债务。文章还对人力资本和资产作了区分，它假设资产收益率由资产市场来确定。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则主要取决于其天赋“才能”，而这种收益率会随着对孩子投资的增加而（最终）下降。

这些假设产生了一系列比第七章（我把1986年的论文新增为该章的附录）的分析更丰富、更合理的含义，与第六章的分析也更相吻合。第六章区分了人力资本和资产，并假设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随着个人投资的增加而下降。

阿瑟·戈德伯格在1985年声称，第七章的分析与不公平和世代变动性的旧模型大同小异，该模型没有假设效用最大化和理性选择。我在《兴盛与衰落》一文中指出，其他模型还没有发现效用最大化和该模型中的其他许多作用。我在其他地方对他的反批评（参阅戈德伯格在1989年和贝克尔1989年的论文）作了系统的答复。

第七章和第八章附录的分析都假设父母是利他的：孩子的处境较好时，父母的效用就增加。利他主义的父母乐意担负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但其奉献受到下列认识的制约：对孩子支出越多，对自己的支出就越少。因此，当孩子人力资本均衡边际收益率超过父母拥有资产（的增长）率时，即使利他主义的父母也会对孩子投资不足。

当父母投资不足时，如果孩子向父母借款来筹措人力资本中福利最大化的投资，待孩子长大成人、父母年迈时再还给父母，那么，父母和孩子的境况都会更好。较贫穷的家庭从这种组合中得到的收益最多，因为和较富有的家庭相比，他们对孩子的投资可能更为不足。

第十一章的附录《国家与家庭》是我和凯文·M.墨菲合写的一篇论文，它分析了父母无力约束孩子还贷的各种后果。除了对孩子投资太少外，这些后果还包括贫穷之家养老储蓄不足，以及古老而困难的“理想”人口问题的异常方面。父母多生孩子，未出世的孩子显然不能保证对此的报答（见帕菲特1984年关于未出世孩子应得利益重要性的哲学讨论）。因此，即便多生孩子能使父母和孩子的处境都更好，父母也不会要多余的孩子。

请注意，只是在无遗产可留的贫穷之家，父母和多生孩子福利的改善才是可能的。有遗产的家庭不希望从孩子（包括多余的孩子）那里得到补偿，因为如果他们想得到补偿的话，他们只要少留遗产就可以了。

第十一章的附录还揭示，广泛涉足家庭的政府会发现，各地通过教育补助、社会保险项目、孩子补贴、调整结婚和离婚的法律以及其他途径，常常能帮助克服父母和子女间确立约束义务的困难。比如，把教育和社会保障结合起来，也许既能把对孩子的投资提高到更适当的水平，又能对那些用缴税来筹措投资的老人进行补偿。

第七章和第十一章的附录论述了多代家庭体系中父母利他主义的后果。第五章的附录是我和罗伯特合写的一篇论文《生育率经济分析的重新表述》，它把对孩子的需求放到这个体系中去认识，在这里，父母根据遗产和对每个孩子的投资来选择孩子的数量。该分析把单代家庭不同世代之间的生育率（以及开放经济中不同群体的情况）和孩子的成本、收入、利率、利他主义的程度以及其他变量联系在一起。

这种对长期生育率动态分析的一个意义是：从长期来看（如果利率不提高），减少婴儿死亡的健康知识的增加，必然能降低出生率，但出生人数的减少是先快后慢，短期内甚至还会增加。

如果长期内人均消费增长率保持不变，那么，生育率显然就随着长期利率的变动而变动；相应地，在所谓的利率决定的生物学模型中就会出现相反的因果关系（萨缪尔森，1958年），在这个模型中，利率和出生率及其他决定人口增长率的变量相关。虽然我们的模型好像是第一次把生育率和利率联系起来，但小说中已经对这种关系有了认识。故事家在《福尔赛世家》中写道：


“一名统计学学生已经注意到：出生率随着你手中货币利率的变化而变化，在19世纪初，祖父‘苏皮瑞尔·道斯蒂’·福尔赛得到10%的利率，因此，他有10个孩子。剔除其中4个未婚者，而且朱莉的丈夫塞普蒂默斯·斯莫尔又即将死去，那么，这10个孩子得到的平均利率是4%—5%。对他们来说，生育率也就相应地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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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分析中，每个孩子的利己主义程度决定了他们在消费上的贴现率及其未来的孩子数目。随着孩子边际效用的减少，每个孩子的利他主义就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而减少。因而，出生率的上升会提高对未来的贴现率，从而阻碍未来的消费。因此，长期利率的上升可能不会提高长期的人均消费增长率，因为较高的贴现率抵消了较高利率的影响。

第五章到第七章（包括第五章的附录）的分析，主要论述孩子数量和每个孩子质量的相互关系，认为孩子的质量可用孩子福利的不同替代值来衡量。一篇早期文章表明（贝克尔和刘易斯，1973年；也可见威利斯1973年的文章）：孩子数量和质量相互影响，其部分原因在于，通过对孩子的总支出，他们日益进入父母的预算体系中。这种相互影响意味着，即使在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与父母效用函数关系不大时，他们与父母的决策也密切相关。

这些变量间的链环关系，也可以从它们进入父母效用函数的方式中找出。因为每个孩子利他主义的程度，从而与未来相关的权数，会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而减少，所以生育率对未来贴现率的影响，是孩子数量和质量相互关系的另一个根源。

现在，很多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把孩子数量和质量的相互关系引入他们对生育率的分析之中（比如，可见布莱克1981年的文章，他早在1968年就批评生育率的经济分析）。一些人仍然怀疑对孩子质量的分析，其中，他们抱怨我把孩子质量的需求主要建立在生物学认识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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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实际上明确反对生物学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是不适当的（见第五章前面部分和第九章的结束语）。

经济学家几乎从未探讨过，为什么消费者喜欢香蕉或其他商品，但却容易理解父母为什么对自己的孩子是利他主义的。我和巴罗在1989年指出，利他主义的父母既想建立较大的家庭，又想用同样的资源在每个孩子身上比利己的父母花费较多。我们的探讨回答了第八章中提出的问题，即关于利他主义的父母是否有较多的孩子以及在每个孩子身上是否花费较多。如果孩子从文化和生物学上“继承”了类似父母的特性，那么，具有较强利他主义的家庭在长期内就会相对较多。几千年来运行的这种选择机制，将使现代社会里对孩子的利他主义随处可见。

尽管很多经济学家为了给儿女馈赠和遗产而经常否定自己，但他们还是怀疑家庭中利他主义的重要性。而且，自圣经时代以来，父母之爱，尤其是母爱，一直被人们所颂扬。比如，1580年，一位伟大的法国随笔作家米契尔·德·蒙田就说道：“如果有任何真实的自然法则，……一旦他们注意到所有禽兽都会自我保护、避免遭到伤害以后，那么，父母关怀后代的现象就会出现。”

尽管大多数家庭中的利他主义都是重要的，但有一些父母仍然会虐待孩子，有些父母则想从孩子那里获得权力和金钱帮助。但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肯定会主要通过友爱和关照而区别于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的交往。

而且，利他主义极大地改变了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第八章是根据我1974年（b）的分析成果写成的，它表明，如果父母是利他的并给孩子馈赠，那么，父母和孩子之间收入的微小再分配，也不会改变双方的消费或效用。巴罗于1974年在考察消费和公债的影响、社会保险和世代间政府的其他转移性支出时，也得出了这种“折中”的结论。他的分析是过去20年间公共财政问题上最重要、最有争议的分析之一。

这些折中的结论仅仅利用了利他主义对预算约束的影响（见图8.1）。利他主义也影响到动机和策略。“罗登·凯德定理”就是一个重要例证，它表明，如果满足一些条件，那么，即便孩子是利己的，利他主义的父母及其孩子也会使相同的效用函数最大化。其主要假设是：凡商品都能买卖（闲暇是不能买卖的一个例子）；单一时期，父母向孩子提供馈赠；在双方参加的“游戏”中，孩子比父母先选择。

第八章中的一些评论认为，该定理的无根据的概括超出了刚才做出的假设的范围（尤其是见对逃学、躺在床上看书和其他行为的讨论）。但是，当某些物品不能买到时，或者，当消费超出一个时期的时候，这个定理也许就不能成立了（见第十一章的附录；布鲁斯和沃尔德曼，1986年；林德贝克和韦布尔，1988年；尤其是伯格斯特龙，1989年）。

然而，在我的论述中，最不能令人满意的方面不是没有正确运用“罗登·凯德定理”（无论这是多么的不幸），而是没有把“价值产品”的讨论和利他主义成功地结合起来。我所说的“价值产品”是指父母所关心的孩子的特殊品质和行为，即他们是否懒惰、在学校是否用功、是否经常去看望自己的父母、是否酗酒、婚姻是否美满以及对自己的兄弟姐妹是否友善。

当利他主义的父母为了孩子也需要“价值产品”时，父母和孩子之间产生相互影响，便不仅仅是因为孩子可以提高或降低自己和父母双方的效用，“罗登·凯德定理”考虑了这一结果。此外，孩子减少对“价值产品”的消费，会降低父母对孩子的利他主义程度，进而会减少他们对孩子的馈赠。例如，一个在学校不用功的孩子，就不能得到父母较多的馈赠，因为他的行为使父母难过。所以，一个理性的孩子总是要考虑父母对他学习努力程度的反应（或者说在父母看来他是如何努力学习的）。

为了分析这一互相影响，我们没有假设父母与孩子之间直接进行讨价还价，或者父母做出馈赠的预先承诺，而是假定首先由孩子选择他们的“价值产品”，然后父母再选择馈赠和自己的消费，最后孩子再选择他们的其他产品。“罗登·凯德定理”提出过一个类似的顺序。设孩子的效用函数 U=U（x1
 , x2
 ）, 父母的效用函数 V=V（x3
 , x2
 , U）, 这里 x2
 表示孩子的产品，对父母来说它是“价值产品”。孩子会选择 x1
 和 x2
 , 父母无法直接影响这一选择，但他们可以通过馈赠 （g） 来间接影响它。在一个完全预期的均衡中，孩子 U 的最大化取决于他们的资源，其资源等于 IC
 + g, IC
 代表孩子的收入。父母关于 x3
 和 g 的最大化取决于他们的收入 IP
 和孩子所给予的 x2
 的选择。对父母来说，一阶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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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λp
 和 λC
 分别是父母和孩子收入的边际效用，p3
 是 x3
 的价格。等式（I.2）左边的前两项构成 g 的一阶条件，左边第三项表示 dU/dg 等于孩子的边际效用，最后一项来源于这么一个事实，即对孩子来说，λc
 =U1
 /p1
 是一个一阶条件。

孩子知道改变 x2
 可能会影响父母的馈赠，因为 x2
 也进入父母的效用函数，对 x2
 来讲，孩子的一阶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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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dx2
 项表明“价值产品”x2
 的增加可以改变父母的馈赠。如果 x2
 和父母的利他主义是“互补成分”——例如，假设 Vu2
 >0, VB2
 =0, 那么 x2
 越大，父母的利他主义动机就越强，从而父母的馈赠也就越多。

当 x2
 增加时（如果 dg/dx2
 >0）, 如果 g 也增加，那么 x2
 的净价或影子价格就会低于其市场价格（Π2
 <p2
 ）。较低的价格有助于增加孩子对 x2
 的需求，这会使其父母感到高兴。正如“罗登·凯德定理”所阐述的那样，假设没有讨价还价，没有许诺或威胁，父母对孩子 x2
 的选择会作出自动反应，引导孩子朝着父母所希望的方向努力。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机制就不仅仅只是利他主义，而且还包括“价值产品”对利他主义程度的影响。

父母的自动反应会使孩子增加 x2
 , 但其水平一般要低于父母直接控制孩子的行为时所希望达到的水平。换句话说，当父母使效用达到最大值并控制了 x1
 , x2
 , x3
 和总收入时，前面所说的孩子和父母的一阶条件就不等于父母的一阶条件。为了说明这一点，假设 U 仅仅对 V 有微弱的影响，并假设 x1
 和 x2
 以固定的比例进入 U，那么当由孩子自己选择时，他们会按照这一比例消费 x1
 和 x2
 ; 但是，当由其父母选择时，相对于 x2
 来说，孩子几乎得不到 x1
 。

伯格斯特龙（1989年）在其很出色的分析中就曾经提出，事实上，如果存在“可转移的”效用，孩子将选择与父母相同的结果，不过，可转移性会严格限定效用函数。在其他情况下，孩子也选择同样的结果，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罗登·凯德定理”的普遍适用性做出一个一般性的说明。“价值产品”和父母利他主义的互相影响，将引导孩子按照父母的愿望增加对这些产品的消费，即使孩子没有严格按照父母的意图行事。

“价值产品”和利他主义之间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有时“价值产品”有助于抵消利他主义对孩子刺激的消极作用。例如布鲁斯和沃尔德曼（1986年），贝克尔和墨菲（1988年），林德贝克和韦布尔（1988年）以及伯格斯特龙（1989年）所讨论的有关“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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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例子：即使没有父母的预先承诺，有利他主义父母的孩子也可能会把自己的财产很快挥霍一空，而又很少去工作。因为他们知道，当他们生活无着时，完全可以依赖其利他主义的父母度过困境。其实，对于浪费或懒惰的孩子，如果父母对他们能少一些利他主义，那么，就是“浪子”也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勤俭节约来获得较多的馈赠和遗产。从本质上说，正是挥霍对父母利他主义的消极影响力，约束了孩子的行为。

这一分析表明，与贫穷的父母相比，富有的父母对孩子的行为有更大的影响，因为富有的父母可以留下遗产（见第八章的评论）。1776年弗吉尼亚州关于废除财产限定继承权的法令就是根据这一影响制定的。它指出：限定继承权“损害了青年人的道德，使其脱离并不服从他们的父母”（赫尔宁，1809—1823年，转引自 M.弗里德曼）。既然所有的父母通常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经常来看望自己，可是，为什么富有家庭的孩子比贫穷家庭的孩子能够更经常去看望他们的父母呢?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富有的父母通过对遗产权的控制，促使他们的孩子去讨好他们（见伯恩海姆等人的证据，1986年）。一个类似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离过婚的父亲对于支付孩子的抚养费用总是不那么积极，这是因为随着离婚的父亲与孩子联系的减少，他们对孩子的利他主义也在日益减少（韦斯和威利斯，1989年，给出了一个不同的解释）。

孩子的行为对利他主义的影响，解释了为什么利他主义的父母不会用较多的遗产来补偿他们的成就较小的孩子（门奇克在1980年提供了有关对孩子遗产均等的证据）。原因在于如果父母感到这些没有成就的孩子是懒惰的和奢侈的，那么，就不愿多给他们遗产。

假如父母的馈赠是预先承诺的，并且对其收入和财富来说不存在不确定性的话，那么，就不需要用“价值产品”来控制一个“浪子”的行为。但是，预先承诺也有它的问题，即它使父母失去了对影响孩子的外部性事件的反应灵活性。例如，为了实现预先承诺的馈赠，父母就不得不帮助那些遇到意外事故，或者患有日益严重的障碍性疾病的孩子。“价值产品”比具体承诺更有效，因为它们可以把外部性事件和孩子的选择区分开。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那些已为大家所知的、患有身体或精神障碍的孩子，很可能会比他们的兄弟姐妹得到更多的遗产和馈赠。虽然，我还没有得到向这些孩子转移财产的具体证据。

通过“价值产品”和利他主义之间的关系，可以把一些重要因素引入到孩子的行为当中。因为孩子可以用父母支付给其兄弟姐妹的份额来增加自己的馈赠和遗产，因而就可能产生一个向“兄弟姐妹乞讨”的计谋，结果可能是孩子们的相互串通，或者当孩子们为父母的恩惠进行竞争时，产生出更多的“价值产品”。

婚姻市场引起了不同核心家庭利他主义之间的联系。因为岳父母和其他亲属有助于他们子女和孙子女的共同消费，所以很大一部分家庭中的几代人可以通过姻亲联系起来（伯恩海姆和巴格韦尔，1988年）。可是不同家庭中利他主义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可能会受到其他人无偿馈赠动机的严格限制。例如，父亲可能会担心一旦他给自己女儿的财产多了，他的亲家就将会减少他们给其儿子的财产（参看第八章中的评论，以及纳洛夫的深入讨论，1987年）。

无论是对父母还是对孩子来说，一个固定的总收入的再分配，不会改变任何一方的消费或效用。即使在下列情况下也是如此：（1）“价值产品”是重要的；（2）“罗登·凯德定理”失效；（3）亲属中的利他主义互相影响；（4）孩子的行为颇有策略性。这个命题中的一个证据能够简明揭示，如果父母愿意的话，他们可以通过给孩子较少的馈赠来获得这一再分配。既然父母选择了不少给孩子馈赠的行为，那么，他们一定宁愿选择最初的效用位置，而不愿选择收入再分配后其他一切可行的效用位置。

第三、第四章分析了不同收入、能力、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背景以及其他特征的男女为获得婚姻伴侣所进行的竞争。还考察了被允许的一夫多妻制中男女的特性，以评价谁可能获得更有吸引力的婚姻伴侣。这一分析没有假定夫妻双方必须平等地分享婚姻报酬，只考虑了竞争力量如何决定婚姻成果在夫妻之间的分配。

一些作者认为我过分强调了婚姻市场的竞争，而忽视了婚姻中的讨价还价和“权力”（见麦克尔罗伊和霍尼的例子，1981年，博塞鲁普，1987年）。其实，我确实考虑了离婚中的讨价还价问题；考虑了有关离婚的法律，从要求离婚的双方同意到单方同意的不同效应；考虑了夫妻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由性别所引起的分工问题；也考虑了另外一些在婚姻中讨价还价和权力的实例。

我所强调的是，由于法律和习俗总是对丈夫有利，因而婚姻中的讨价还价大都发生在婚姻市场的隐性竞争中。例如，如果只允许男人提出离婚（传统的伊斯兰教法律就是这样），那么，婚前新娘和她的家庭就会要求新郎和他的家庭同意一项关于女方被抛弃时解决财产纠纷的协议，否则就不会嫁给他。伊斯兰国家确有婚姻契约，它详细地规定了离婚时丈夫应支付给妻子的款项。自从离婚在罗马共和国后期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以后，做父亲的一般就很少再给女儿准备丰厚的嫁妆了，“婚姻破裂的极大可能性，抑制了新娘带给丈夫丰厚嫁妆的行为，因为婚姻解体时，丈夫有留下一部分嫁妆的权利”（萨勒，即将出版）。如果离婚是不可能的，或者离婚须经夫妇双方同意才能生效，那么，妇女就可能会由于害怕丈夫的虐待而推迟婚期，直到她们对爱情和丈夫的品行有了更多的自信后再结婚。70年代以前美国的大部分情况就是这样。

在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如果婚姻有一种规定资源配置的约束性契约，那么，婚姻市场的竞争就有可能完全弥补夫妻间极为不平等的权利；如果婚姻契约没有法律约束，或者夫妻很少考虑其婚姻期间所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那么，竞争的效力就会减弱。一项婚姻契约如何才能保护妻子免受精神和身体上的虐待呢?这些虐待往往发生在家庭之中，既不为外人所知，也没有留下疤痕。

我在第十章中的结论是，假若人们对自己配偶从离婚中所得到的收益的了解与对自己从离婚中所得到的收益的了解是同样多的话，那么，有关离婚的法律从双方同意到单方同意的变化，并不会引起离婚率的上升。彼得斯（1986年）提出，如果每个人都对自己能从离婚中所得到的收益有更多的了解的话，那么，法律规定的这一变化就会引起离婚率的上升。第十章中一些经验性材料和彼得斯的更详细的实证研究都没有发现有关离婚率的任何可以感觉到的影响。但是，随后的一些研究发现，有关允许单方面离婚的法律的变化，提高了离婚率（特别要见韦斯和威利斯，1989年；泽尔德，1989年）。但是，即使在这些研究中用法律的变化也仅仅只能解释70年代以后大量出现的离婚现象中的一小部分，那时美国各州单方离婚法刚刚开始实施。因此，无论人们是否能够接受这一研究成果，第十章关于离婚率的上升主要是由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结论仍然具有生命力。

第十一章是对所谓新制度学派的一个早期贡献（尽管没有使用该学派的语言）。根据这一方法，制度被认为是沿着理性人对变化了的环境作出合理反应的方向演进的。该章认为，与早期相比，20世纪的家庭组织更松散，作用更小。其根本原因在于20世纪的政府和市场机制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即它们能够培训和教育年轻人，并且能够保护一些人免遭危险，这些人包括老人、病人、先天不足的人、长期失业者和其他遭受经济灾难的人。这些新制度淡化了过去依靠家庭来达到这一目的的价值观念。根据这一认识，在过去几十年中，由于妇女收入和就业机会的极大改善以及社会福利的迅速增加，家庭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化。

就强调福利国家这一问题来说，我一直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有人指责，美国对未婚母亲的福利支出打击了合法婚姻，鼓励了贫穷的妇女多生孩子。可是，评论家指出，美国七八十年代福利受益者数量的增加和未婚母亲生育率的上升不可能是实行福利制度的结果。因为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时期每个家庭的福利收入都有所下降。他们还指出（见维宁，1983年），同一州内福利支出的差异与不同州之间未婚母亲生育率的差异并没有多少联系。

然而，我关于婚姻市场的分析表明，保持独身的动机在于收入，而如果结婚的话，独身只与预期收入有关。 
[4]

 在过去15年中，辍学的男高中生的实际工资率和研究生的最低四分位数都下降了25%以上（见朱恩，1989年），加上其他原因，这些年轻男人可能已经成为没有多少吸引力的婚姻伴侣（见威尔逊，1987年）。因此，即使每个家庭实际福利支出都下降了，但社会福利也有助于贫穷妇女保持独身生活或成为母亲（也可见伯恩斯塔姆和斯旺，1986年）。

第九章阐明了，尽管人类行为取决于文化和生物因素，在生物界里人类的学识和行为的其他方面也与其他生物完全不同，但是，用于研究人类家庭的最优化技术，同样有助于理解其他物种的家庭类型。本章分析了非人类物种的交配系统、其后代数量和质量的交换，这在生物学文献中叫作R-战略和r-战略。

同一种类的最优化模型也能够说明生物学文献中所论述的其他问题。例如，汉密尔顿（1964年）在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中提出，由于近亲中大部分基因是共同的，所以非人类物种中的利他主义在近亲中的表现比远亲更为显著。不过，正如孩子的基因全部来源于其父母二人一样，孙子女和曾孙子女的基因也全部来源于其祖父母、外祖父母四人，或者曾祖父母、曾外祖父母八人。如果祖父母、外祖父母通力合作，把时间和其他资源都用于孙子女，那么，与每对夫妇单独帮助孩子相比，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帮助其孙子女就会有更强的动机。考虑到合作的可能性，应该对血亲选择模型进行修正。

当然，自愿程度有助于增加进行合作的亲属数量。但是，一个人不能简单地假定父母和其他亲属的合作关系，正如通常血亲选择模型所显示的那样，合作倾向也许是一个美好的生存价值的特征。

本书不打算论述家庭问题的所有方面，如果真是这样做的话，即使再写许多卷也是不够的。确切地说，本书只打算阐明一个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分析，从而为在不同的法律、环境和文化中领悟家庭的组织和结构，提供一个坚实的框架。一些学者接受了现代社会中家庭行为正走向理性化的前提，但是，问题在于，在不发达国家和宗教国家中，家庭决策是否也是有理性的。我不能证明理性无处不在，但是我可以提供一些宗教、贫穷或古代社会的例子。

“爱尔兰家庭模型”是社会科学文献中的一个概念。其含义是男女晚婚，婚后妇女呆在家中照料一大群小孩，因为他们的宗教禁止节育。然而这一所谓的“爱尔兰家庭模型”已经不再适用于爱尔兰了!现在爱尔兰共和国的男女结婚比过去晚，生育率下降很快。尽管天主教教会继续反对避孕药具，但是爱尔兰的夫妇却普遍使用避孕套和采取其他节育措施（见肯尼迪分析，1988年）。

爱尔兰仍然存在着强大的宗教力量，其宪法甚至保护已婚妇女继续呆在家中照料家务的权利。可是，理性家庭对社会和经济巨大变化的反响之强烈，已经远远超过了教堂的布道和宪法的规定。受过良好培训的劳动力对经济发展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已经说服了爱尔兰的父母用少生优教的孩子来代替传统的多子多孙。为已婚妇女所提供的较多的收入和就业机会，在提高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降低生育率的同时，也增加了婚姻破裂的可能性。的确，现在爱尔兰的家庭行为正在日益西方化，很多虔诚的父母为此而感到苦恼，但也只能以不去理睬教会关于禁止避孕、禁止离婚和弃偶的教义而告终。

非洲的布基那法索（以前的上沃尔特）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其耕作方法和生活方式仍然停留在遥远的原始时期。然而，辛对一个样本农场所作的深入的研究表明，其原始环境也影响了理性的婚姻和生育率。一些拥有“大”农场的男人（这些所谓大农场还不到10公顷土地）可以娶好几个妻子（布基那法索是一夫多妻制），因为妇女要做农场里的大部分农活，还要生育孩子，而孩子与农场规模的大小有很大关系，他们通常用来照管家畜，有更多家畜时，就会有更多的孩子。

罗马私法已经有了关于家庭关系和遗产继承的详细规定，可是婚姻契约（或称为嫁妆合同）和遗嘱却可以置这些于不顾。在后来的共和帝国时期，这些契约和妇女离婚权利常常使得富有的妇女有相当大的权力，那时他们的丈夫只是名义上大权在握。通过遗嘱增加或减少孩子的遗产，为富有的父母提供了影响孩子行为的手段，而这正是贫穷的父母所缺少的。贫穷父母不得不依赖于孩子的慷慨和公众对于孩子应该赡养老人的压力（见萨勒关于罗马家庭的有趣讨论）。

本书中有一个令人高兴的、非常出乎预料的副产品，即我认识到家庭决策对其他许多问题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下面我用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简要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

马尔萨斯经济增长模型的含义是，当人们收入越多时，他们结婚就越早，生孩子就越多。但是，这一观点与西方和许多其他国家在过去150年中的实际情况完全相矛盾。对此，新古典经济学所作出的反应是，在理论研究中抛开家庭问题，并假定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的其他决定因素与经济变量无关。

但是，马尔萨斯在构造家庭反应模型上的错误并不意味着婚姻和生育情况与经济状况无关。在第五章附录中，通过把对生育率的简明表述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结合，我和罗伯特·巴罗证明了，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较高的技术进步率可以带来较低的生育率和较低的人口增长率，除非更快的技术进步有效地提高了利息率。我们还证明了，当生育率是内生变量时，新古典学派关于税收影响方式的结论，即对资本所增税收会全部转嫁到其他因素上去的结论，从长期来看不能继续成立。因为当生育率与人均收入正相关时，它仅部分转嫁出去；当生育率与人均收入负相关时，它的转嫁率会超过100%。

马尔萨斯正确地认识到，当父母收入增加时，用于孩子的总支出会随之增加。然而，他关于家庭支出的增加主要是由孩子增加所引起的前提条件却是错误的，因为收入增加时，人们通常的做法是少要孩子。经济扩张时期，用于孩子支出的增加，主要是孩子的教育费用和其他人力资本增加的结果。贝克尔和其他人（1990年）把巴罗—贝克尔对生育率所作的简要表述与强调人力资本时人均收入增长效果的增长模型结合起来了。在第六章扩大的论述中，我们证明了孩子数量与质量之间的替代关系，它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时，常常伴随着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和人力资本的迅速增加。我们也证明了，在贫穷国家经济没有明显变化时，马尔萨斯模型依然适用。

家庭行为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从60年代后期以来女性户主家庭增加对美国处于贫困线以下那部分家庭的影响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在离婚率扶摇直上、非婚母亲所生的孩子数量急速增加的情况下，这种家庭就变得更加重要起来。富克斯（1983年）和列维（1987年）对家庭结构和不同家庭之间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问题做了很有价值的研究。

本书的分析有助于理解不同家庭之间不平等的程度。不平等明显地取决于下列诸多因素：生育率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贫穷家庭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程度；夫妇所受的教育；家庭背景和其他特征；离婚率和离婚妇女所抚养的孩子数量；遗产在孩子之间分配的不平等。不平等也取决于政府试图通过教育、社会安全项目和其他方法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虽然这些项目的不平等的净效果关键取决于家庭的反应。例如，如果妇女把所得到的福利用于多生孩子，或者用于减少花费在每个孩子身上的时间和精力，那么一项福利计划就有可能扩大而不是缩小不平等。

《家庭论》（扩大版）力图进一步证明，对家庭行为的合理选择的分析，不仅是对经济学家，而且是对其他许多学科中研究家庭问题的学者所提出的挑战。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黎民百姓，都应该对家庭问题给以极大的关注，因为尽管随着时光的流逝，社会和经济环境已经发生巨大的变迁，而家庭却依然保留了对全部制度的最大影响力。




[1]
 高尔斯华绥进行了深入的经济分析：“这种适度的再生产还有其他原因。对收入能力和担保有效率的人的怀疑，以及对父亲健在的认识，会使他们保持谨小慎微。如果一个人有了孩子而无太多的收入，那么，情趣和舒适的标准自然就会下降；够两人足用的东西就不够四人用，等等——最好是等待和观察父亲
 的行动。此外，最好能悄然度假。事实上，父母比孩子行动更快，为了符合增长的趋势，他们宁愿专心于自己的所有权——《世纪之末》,正像它说的那样。”


[2]
 布赖恩·阿瑟在1982年对《家庭论》的评论中，对根据孩子质量分析的价值表示怀疑。关于孩子质量与父母对每个孩子支出相联系的分析，阿瑟问道：“支出怎么能有一个价格呢?”当每个孩子的支出作为孩子质量的变量时，它就确实有一个影子
 价格。该价格与孩子的数量相关，它成为父母效用最大化的初解条件，它与其他价格的形成方式相同。阿瑟还认为我求助于生物功能来强调孩子的数量。

在本导论中，我避免花费太多时间来答复人们对本书第一版的评论。但是，我之所以明确地提到阿瑟的评论，是因为一些人口学家（比如麦克尼科尔，1988年）认为，它有害于《家庭论》的形象。几年以前，我就针对阿瑟的指责准备了一个长篇评论，它仍可用来回答阿瑟的质问。该评论认为，在阿瑟关于《家庭论》的评论中，到处都是概念错误。


[3]
 “浪子”出自《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一章中的一个故事：一个孩子向父亲要了一份产业，到远方去挥霍一空。走投无路之际，幡然醒悟，又回到父亲身边辛勤劳作了。——译者


[4]
 我认为，“福利的扩大、伴随着婚姻收入的总体减少，能解释非法与合法出生率之比迅速增长的现象”。



第一章 单个人居民户

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消费者和家庭行为的传统理论，忽视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它实际上是假设每个家庭只有一个成员。这种理论重点分析货币收入和货币价格变化对市场商品之间收入分配的影响，在过去20年里，从很有限的分析到具有多种用途的有效工具，单个人家庭理论都获得了很大发展。新的分析包括时间和货币收入配置，还介绍了家庭技艺、健康、自尊和其他多种“商品”的生产。

这短短的一章将概述传统理论及其最近的发展，以作为本书其他章节对家庭问题讨论的准备。现在，与此有关的文献数量相当多，有兴趣的读者可见迈克尔和贝克尔（1973年）的更精辟的探讨。

传统理论

按照传统理论的最简单的说法，一个人花费一定收入，是为了使从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和劳务（为了简便，统称之为“商品”）的效用函数 U 最大化，也就是使下列函数最大化：

U=U（x1
 ,…xn
 ）,（1.1）

以预算约束∑pi
 xi
 =I 为条件，这里的 pi 是第 i 个商品 xi
 的价格，I 是货币收入，大家知道的均衡条件是每种商品的边际效用 MU 与其价格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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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λ 是收入边际效用。

这些均衡条件的主要意义在于：任何商品的需求量都与其价格呈负相关，即“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法则”。该定理在实际运用中极端重要，在社会科学中，该定理也是最有意义的和最一般的定理之一，尽管它是从资源的有限性而不是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提出来的（贝克尔，1962年）。

收入提高增加了对多数商品的需求，因为增加的收入必定要消费，这里的“花费”包括增加现金余款和其他财产，总支出和总收入相等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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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ηi
 =（dxi
 ）/（dI）·（I/xi
 ） 是对第 i 个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si
 是花在该商品上的收入部分。平均收入弹性等于1，所以，“奢侈品”的需求收入弹性（ηi
 >1）必须由“必需品”的需求收入弹性（ηi
 <1）来平衡。

该理论的一个更复杂和更实际的意义是，每个人配置时间就像把货币收入配置到不同的活动上一样，从花费在市场上的劳动时间中得到收入，而从花费在吃饭、睡觉、看电视、从事园艺和参加其他活动的时间中获得效用。因此，等式（1.1）的效用函数可以扩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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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thj
 是花费在第 j 项活动上的时间。时间预算约束加入货币收入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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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t 是某段时间内可利用的时间，比如一天24小时或一周168小时，tw
 是花费在有酬工作上的时间。 
[1]



这种扩展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货币收入不再是“给定的”，而是由时间配置所决定的，因为工资收入取决于配置到工作上的时间。所以，商品和时间预算约束不是孤立的，而可以融合为一个总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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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w 是每工时的收入，v 是财产收入，S 是“全部”或潜在收入（或者，当全部时间都花在市场部门时，则是货币收入）。等式左边的项目说明，全部收入中有一部分直接花费在市场商品上，而一部分时间间接用在产生效用而非取得工资上。 
[2]



把从效用函数最大化（等式（1.4））中得到的均衡条件，代入总收入约束（等式（1.7）），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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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均衡等式中，从所有时间的利用中产生的边际效用都相等，因为它们有相同的价格（w），而且时间和每种商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实际”工资率，这里的价格缩减指数是该种商品的价格。 
[3]



这些均衡条件的主要作用在于，把从简单模型中得出的负倾斜需求曲线一般化（通用化）。任何商品价格的补偿性上升——为了保持实际收入不变，就用财产收入的足够提高来抵消价格的上升——都会减少对该商品的需求，而增加对其他商品的需求，它还会减少工作时间，而增加多数非市场（或家庭）活动时间，因为商品价格的上升会减少单位商品的实际工资率。同样，工资率的补偿性上升会减少工作时间、扩大商品需求，而减少配置在多数家庭活动上的时间。例如，工资率的补偿性上升，减少了照看孩子、排队等候或采购商品的时间，从而增加对幼儿园、家庭备用商品和维修的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最后，当工资率一点儿不变时，全部收入的增加会减少工作时间，而增加对多数商品和家庭活动时间的需求（可见贝克尔1965年论著中更详细的分析）。

如果所有时间都花费在家庭部门，时间价值不用工资率而用影子价格（等于家庭部门的时间边际产品）来衡量，那么，（1.8）中的第二个等式就可以用下式来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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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μ 是时间的影子价格，它等于商品和（换成货币单位后的）时间之间的边际替代率。财产收入的提高会增加商品消费，从而提高家庭边际产品和影子价格。如果把时间花在劳动市场上，那么，工资率必等于家庭时间的影子价格：


μ
 =w
 , tw
 >0;（1.9）


否则，工作时间的边际价值就会小于家庭时间的边际价值。

家庭生产函数

我一直假定时间和商品直接产生效用，然而，一种更直观、更有用的假定却是：时间和商品是“商品”生产的投入要素，它们直接提供效用。这些“商品”不能从市场上买到，而是被家庭生产出来的，就像家庭消费一样，利用市场购买品、自有时间和各种必须投入品进行消费。这些商品包括孩子、声望和尊严、健康、利他主义、羡慕与感官享受，其数量比消费掉的物品少得多。

效用函数可写成：

U=U（Z1
 ,…,Zm
 ）,（1.10）

这里的 Z1
 ,…，Zm
 是消费的各种商品，每种商品都按下列等式来自己生产：

Zi
 =fi
 （xi
 , thi
 ; Ei
 ）, i=1,…,m,（1.11）


这里的 xi
 和 thi
 代表可用于生产第 i 种商品的多种物品和时间的类型，Ei
 代表家庭能力、人力资本、社会和自然状态，以及其他变量。这些商品是非购买品，没有市场价格，但有等于生产成本的影子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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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πi
 是花在每单位 Zi
 上的物品和时间的平均成本。利用这些商品的影子价格，可把等式（1.7）给出的完全收入约束简单地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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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商品效用函数最大化纳入这个完全收入约束中，那么，一组均衡条件就会使不同商品的边际效用率等于其影子价格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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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κ
 的相对价格上升，会减少对 Zκ
 的需求，从而也减少对生产 Zκ
 的物品和时间的需求。

消费的商品与买来的物品和劳务之间的区别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也有显著的价值。等式（1.14）给出的总效用函数没有揭示不同商品和时间之间的特殊替代或互补关系。一方面，我们甚至不能排除工资率的补偿性提高，会使花费在多数家庭活动上的时间增加；另一方面，家庭生产分析揭示了用于生产相同商品的时间和货物之间的特殊关系。鱼和肉是投入健康和嗜好生产的要素；或者，在孩子生产上，父母的时间和幼儿园是替代的关系。

严格地讲，在用于生产相同商品的货物和时间上，等式（1.10）给出的效用函数是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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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可分性表明，比如，工资率的上升必然降低花费在每个商品上的时间与物品的比率，同时还会减少与物品密集型商品有关的时间密集型商品之产出。

人力资本投资

效用函数等式（1.10）概括了不同年龄的消费差异，因为人们在早年和晚年的消费是不同的。因此，假设

U=U（Z11
 ,…,Z1n
 ,…Zm1
 ,…Zmn
 ）,（1.16）


这里的 Zij
 是在第 j 年对第 i 种商品的消费，n 代表寿命长度，它是给定的，但可作为内生变量来对待（格罗斯曼，1972年）。下面的表述简化了，但没有任何大的遗漏，它是给定年龄上所有商品合并成的一个总商品，这样，可把效用函数写成：

U=U（Z1
 ,…,Zn
 ）,（1.16′）

这里的 Zj
 是在 j 年的总消费。

工资率随着年龄而变化，因为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于花费在投资上的时间和其他资源的决策，人力资本存量根据下列关系式得出

Hj
 =Hj-1
 （1-δ）+Qj-1
 ,（1.17）


这里的 Hj
 是年龄 j 时的人力资本存量，δ 是给定的折旧率，Qj-1
 是在年龄 j-1 时的总投资，它还可由下式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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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xq
 和 tq
 是花费在投资上的商品和时间。劳动竞争市场上的工资率决定于

wj
 =aj
 Hj
 ,（1.19）


这里的 aj
 是第 j 年一单位人力资本的工时收入。

任一年龄上可使用的总时间都能配置到家庭、市场或投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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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全的资本市场上，花费在商品上的现值会等于工资和其他收入的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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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r 的利息率，A 是在时间为零时非人力资本的价值。把时间约束代入商品约束，就可得出“全部”财产 W 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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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式（1.16′）的效用函数最大化受这个全部财产、各种商品和投资生产函数、人力资本进步和工资率的约束。根据下列等式（见数学附录 A），任何年龄上的最佳投资都是由边际投资成本和边际收益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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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左边的 MCqj
 是年龄 j 的投资边际成本，Rj
 等于年龄 j 时后继市场和家庭收入的贴现值。

等式（1.23）表明，投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因为年龄较大时，获得年收益的光阴就很少，而且在年轻时的投资成本较低，因为那时花费在投资上的时间价值较为低廉。人力资本存量会以递减比率增加，达到一个高峰后，随着折旧超过总投资而在命归黄泉时下降。如果人能长生不老，那么，在“投资期”内，（人力）资本存量就会达到一个高峰并永远保持在这个水平上。

如果人力资本只靠扩大家庭时间的有效数量来直接提高商品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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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dψ/dH=ψ′>0, 那么，投资收益就可以简写为（见数学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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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wκ
 =（d logwκ
 ）dHκ
 。

如果人力资本对家庭和市场时间的生产率影响不同，那么，收益就取决于市场和家庭部门之间的时间配置。正如等式（1.25）所指出的那样，当家庭部门用的时间更多时，对主要提高家庭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就会更大一些；而当工作时间更多时，对主要提高市场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则会更强一些。某些投资，如在职培训，主要提高市场时间的生产率；而另一些投资，如照看孩子、做饭和艺术活动之类，则主要是提高家庭时间的生产率。花费在工作或消费活动上的时间是对活动规模的一种衡量，或者是资本利用密度的一种表现，这种时间还影响专门用于该项活动的资本投资之收益率。

收益与时间在市场和家庭部门之间的配置无关，这不仅在工资率和家庭有效时间数量以同样速度增加时如此，而且（即使物品的有效数量和时间都同样增加），当工资率一点儿不变时，情况也一样。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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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Hκ
 无关，Z 是假定在 x′ 和 t′h
 的第 g 阶上的齐次微分（见数学附录 C），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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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取决于商品产出的价值，而不取决于时间在市场和家庭部门之间的配置。

数学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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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简便起见，我已假定工作时间不进入效用函数。


[2]
 用 W 相除后，等式（1.7）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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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等式右边的项目是总有效时间加上单位时间内财产收入的价值，左边的项目说明，一部分时间直接用于产生效用，而另一部分时间间接用于购买商品，这里的 pi
 /w 是花在1单位第 i 种商品上的时间。


[3]
 在贝克尔的著作（1965年）中，由于是“生产性消费”，所以允许时间成本在不同用途之间有所不同。



第二章 居民户和家庭内的分工

本章通过考察居民户和家庭内的分工，开始分析家庭的目的和作用。已婚男女之间最一般的分工是：在传统上，妇女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生儿育女和操持其他家务劳动，而男子则狩猎、当兵、种地和从事其他“市场”活动。家庭成员之间的各种分工，部分地取决于男女之间的生物学上的差别，部分地则取决于经验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同。在一个有效率的家庭内，即使所有成员在生物学上都相同，但其时间配置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也会相去甚远。本章将要说明，生物学差异可能会减弱这种（差别）专业化的程度。

由于已婚妇女专门从事生儿育女和其他家务劳动，所以，她们就需要与丈夫签订长期“契约”，以免被遗弃或受其他苦难。其实，所有社会都对已婚妇女进行长期保护；人们甚至可以说，“结婚”就是男女要共同承担一项长期义务。本章将简要地考察这些义务。

家庭内的分工和广泛的专业化，使得推卸责任、偷窃和欺骗更容易了，通过监督家庭成员的行为，包括侵犯其“隐私”，可以减少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这种利益冲突，也可以通过赶出家门和其他惩罚，以及利他主义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本章将简要地探讨诸如此类的方法，更全面的分析则留到第八章和第十一章进行。

居民户的专业化

我们来考察 H1
 和 H2
 两种人力资本类型的最佳投资。在所有年龄上，在市场和家庭部门，每个人都通过选择 H1
 和 H2
 的最佳路线和时间的最佳配置，来使效用最大化。如果一个人长生不死，不会衰老，并处于一个固定环境，那么，以前的分析表明：H1
 和H2
 在初始投资期进行积累，此后，H1
 和H2
 的均衡存量就会永远保持下来。

投资期过后，如果消费不变，那么，为了使消费（效用）最大化，一个单人居民户就会用固定数量的时间去维持其资本存量，并把剩下的时间配置到市场和家庭部门。如果H1
 只提高市场工资率，H2
 仅增加家庭时间的有效数量，那么，每年的总消费Z就可由下式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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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1
 和 2
 是最佳资本存量，a1
 是工资率，th
 ψ（2
 ） 是家庭有效时间数量，px
 是市场商品价格，时间配置受下列等式约束

tw
 +th
 =t′， （2.2）

这里的 tw
 和 th
 分别是配置到市场部门和家庭部门的小时数，t′ 是每年可用的全部时间，它扣除了维持资本上的时间。如果工作时间的边际产品等于家务时间的边际产品，那么，时间配置将是最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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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多人居民户内，这方面的最佳决策必须考虑到家庭成员技艺上的差别及其动机上的冲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应当按照比较或相对有效率的原则，把居民户（或任何其他组织）成员的资源配置到各种活动上。本节的一个主要假定是，在开始时，每个人完全相同；效率差异不取决于生物学或其他内在差别。经验和人力资本投资上的不同导致了技艺上的差别。可以证明，甚至在这样的极端假设之下，高效率的多人居民户成员之间在时间配置和专业化资本积累上也会有一个明确的分工。

我还假定，居民户成员不必受到监督，因为他们会自愿把时间和其他资源配置到能使其家庭商品产出最大化上。由于所有的人在本质上都相同，所以，每个人都会从家庭产出中得到相等的一份（如果对成员来说，市场是竞争的），因此，每个人都会从家庭产出的自然增加中获益。但是对家庭成员无需受监督这一假定来说，这却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明，因为即使家庭产出减少，有些成员仍可从擅自推卸责任和其他渎职行为中获利。

由于假定所有的人在本质上都相同，所以，他们给家庭和市场部门提供的时间种类基本相同。因此，即使不同成员积累的家庭资本数量 （H2
 ） 不同，他们的有效
 时间也完全可以互相替代。同样，即使不同成员积累的市场资本 （H1
 ） 的数量不同，他们供给的物品也完全可以互相替代。因此，在不同部门配置时间没有监督成本和固定成本，多人居民户的产出就取决于物品和有效时间的总投入。在投资期内，如果第 i 个成员资本的最佳积累是 1
 i
 和 2
 i
 , 那么，一个有 n 位成员的居民户在投资期过后的固定产出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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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如果每个成员积累的资本相同，那么，Z 就分别取决于供给到每个部门的总小时数 ∑twi
 和 ∑thi
 ，而不取决于小时数在成员之间的配置。但是，如果各个成员的资本不同，那么，Z 就取决于小时数的配置，因为有些成员家庭（或市场）时间的生产率比另一些成员高。

对于向两个部门都供给时间的成员来说，只有当家庭部门的边际产品等于市场部门的边际产品时，产出才会最大化，即，只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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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把全部时间都供给到家庭部门的成员来说，家庭部门的边际产品必然超过市场部门的边际产品；而对于把全部时间都配置到市场部门的成员来说，则正好相反。

一个成员的比较优势可以用下列关系来确定：他在市场和家庭部门边际产品的比率以及其他成员边际产品的比率。因为 a、px
 ,Z/xj
  和 Z/t′hj
  对所有成员都是一样的，所以比较优势仅仅取决于 ψ（H2
 ） 和 H1
 。比如，相对于 j 来说，i 在市场部门有比较优势，当且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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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快就可以得出下列定理：


定理 2.1


如果一个有效率的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有不同的比较优势，那么，没有一个人愿意把时间配置到市场和家庭两个部门。在市场部门，有更多比较优势的每个人都会使其市场活动完全专业化，而在家庭部门有更大比较优势的每个人又会使其家庭活动专业化。

因为把时间配置到市场和家庭两个部门的成员，必定会有相等的边际产品，所以在市场部门有更多比较优势的所有成员，其市场部门的边际产品会大于家庭部门的边际产品；对于在家庭部门有更多比较优势的所有成员来说，其结果正好相反。因此，前者会在市场部门专业化，后者会在家庭部门专业化，这就是对定理2.1的证明。

由于专业化资本投资收益取决于花在利用该资本部门上的时间，所以，在市场部门完全专业化的成员，对市场资本 （H1
 ） 的投资就求之若渴，而对家庭资本 （H2
 ） 的投资就缺乏兴趣。同样，在家庭部门专业化的成员，对家庭资本 （H2
 ） 的投资趋之若鹜，而对市场资本的投资则感到索然无味。因此，在时间配置上，定理2.1所揭示的明确分工表明，在投资配置上也有一个明确的划分。这种含义可以表述为一个定理：


定理2.2


如果一个居民户的所有成员都有不同的比较优势，那么，谁也不会在市场资本和家庭资本这两个方面都进行投资。在市场部门专业化的成员会只投资于市场资本，而在家庭部门专业化的成员则只投资于家庭资本。

这个定理解释了亚当·斯密经常援引但不理解、不常用的原理：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人力资本提高特殊活动的生产率，其市场范围由花费在这些活动上的时间来衡量。定理2.2还表明：当时间配置上的差别较大，或者，当市场范围的差别较大时，专业化资本积累上的分工（差别）就较大。

定理2.1和2.2都假定所有成员的比较优势不同，但是，有相同比较优势的一些成员就会在市场和家庭资本两个方面进行投资吗?会把时间都配置到这两个部门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定理2.3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有效率之家的一个成员会在市场资本和家庭资本两个方面都进行投资，并把时间配置到两个部门。

一个简单而有效的例子提出了它的反面假设，即比如说，两个人把时间配置到市场和家庭两个部门，并且有相同的投资和比较优势。如果他们在市场部门花 [image: ]

 小时（比如 [image: ]

 <t′/2）, 那么，产出不会发生变化，因为一个人在市场部门花2 [image: ]

 小时，而另一个人在家庭部门却完全专业化。但是，如果家庭部门专业化的成员现在不投资于资本市场，而增加其在家庭部门投资的话，那么，每个人的处境都会好一些。现在，向市场部门供给2 [image: ]

 小时的那个成员如果增加其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而减少他在家庭资本上的投资，那么，他们也会富裕。因此，我们已经反驳了：两个成员把时间配置到两个部门并投资于两种资本的假定。这样，定理就得到了证明。

分工和投资的这些定理，都没有
 做出关于商品生产函数的规模收益和不同家庭之人员分类的假设。正如下文所述，如果规模收益不变或增加，无效率的家庭不能存活的话，那么，甚至就会出现更极端的专业化。


定理2.4


如果商品生产函数具有不变或增加的规模收益，那么，一个有效率之家的所有成员都会在市场部门或家庭部门完全实现专业化，且只投资于市场资本或家庭资本。

为了证明这一定理，假定在一个有 n 人之家中，一个成员把时间花费在两个部门（花费在市场部门的时间少一些），并投资于市场资本和家庭资本。如果两个 n 人之家组成一个 2n 人之家，那么，一个成员就会单独向市场提供全部时间，该市场上的时间是由他或其他家庭中的一个人提供的。如果继续增加相同的投资，那么，商品生产函数中不变或增加的规模收益就意味着，联合家庭的产出不比小家庭产出的总和少。但是，联合家庭能做得更好：一个人能减少资本市场的投资，而另一个人却能增加资本市场的投资，并减少在家庭资本上的投资，因为他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市场上了。因此，如果小家庭的一些成员不能完全实现专业化，那么，小家庭的效率就比大家庭低。

如果生产的商品与另一个拥有自己专业化资本的家庭无关，那么，这些定理就能适用于家庭部门的许多商品。


定理2.5


在一个有多人而无独自商品的家庭里，有一个成员几乎能把他们投放在市场或一个特殊商品上的资本和时间实现完全专业化，而且，在规模收益不变或增加的情况下，有效率之家的所有成员都必定会完全实现专业化。

定理2.5可用来证明定理2.1—2.4的合理性，还能说明非独自生产商品数目的增加会扩大有效率之家的规模，因为专业化程度越高，产生的收益就越多。

我曾假定每种人力资本只提高一种活动的效率，但我们不必死守这个教条。比如，如果 H1
 和 H2
 会提高市场和家庭两个部门的效率，只要在下列意义上 H1
 的市场密集更大：花费在 H1
 上的1美元提高的工资率较多，但家庭效率低于花在 H2
 上的1美元，那么，定理2.1—2.4就会成立。在一个家庭里，如果两个成员向两个市场供给时间，并向 H1
 和 H2
 投资，那么，这个家庭就无效率。因为一个人可以把他们的联合时间全部投放到市场上，而另一个人能在家庭部门完全实现专业化，从而抵消了在 H1
 上的任何投资。定理2.3也可以这样展开分析。

各类人力资本的收益与时间在市场和家庭部门的配置无关，这些人力资本像家庭有效时间一样，能以同样的速度提高工资率、增加有效物品（见本书第一章）。在一个有效率的家庭内，每个人都会投资于这类资本，而不管他们是在更专业化类型上投资，抑或是配置时间。

这里提出的分析不仅与家庭有关，而且同国家和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解释也有关。现代贸易理论用劳动禀赋、人力和物质资本以及自然资源的差异来解释从贸易中获利的问题。但是，我认为，禀赋差异往往是对从贸易中获利的一种近似解释。像家庭收益的来源一样，大部分贸易收益的主要来源却是专业化投资和分工的优势。

即使本质上相同的国家，他们也能通过人力和物质资本以及广泛利用这些资本生产的产品之专业化，来提高其投资收益率。这些产品可与其他国家资本广泛专业化的产品相交换。从贸易中获利的近似解释，是不同资本禀赋差异或传统理论中的比较优势，但最终的解释却是从专业化中获益。

虽然内在差异的重要性不可否认，但“从资本的国际专业化中获利”，却解决了困扰传统研究的一些矛盾。这些矛盾的一个例子是，内在禀赋明显相同的国家，如英国和日本，相互之间的贸易却会大于内在禀赋迥然不同的国家，如印度和日本。 
[1]

 另外一个例子是，当想象中的禀赋要素日益相同时，最后的贸易额却没有减少。

家庭里的性别分工

在一切社会里，虽然市场和家庭部门性别的明显分工部分地归因于从专业化投资中的获益，但也部分地归因于男女性别的内在差异。当男性的精子与女性的卵子结合时，男性就完成了他对孩子“生产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贡献，此后，女性就控制了再生产过程：从生物学意义上说，她养育胎儿、分娩，并经常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婴儿。在脊椎动物中，两性再生产几乎都是按照这条线路进行的，哺乳动物如此，鱼类、爬行动物、鸟类和两栖动物的再生产也是这样。

在生物学意义上，妇女不仅有生产和喂养孩子的重要义务，而且也有用其他更精巧之法照料孩子的责任， 
[2]

 何况她们也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孩子，因为她们认为，对生儿育女进行大量的生物学投资是值得的。此外，当母亲生育更多的孩子时，与其从事其他家务活动相比，她可能更乐意喂养和照看大一些的孩子。生育和喂养之间的这种互补性十分重要，因为直到上个世纪，所有妇女实际上还把年轻时的光阴都用在孩子身上。美国近期和1880年的情况确实相同，她们平均生育5.4胎（见美国人口普查局1975年的统计，第53页，1910年的资料）。从生物学意义上说，男子照料孩子的义务较少，而把时间和精力花在生产食物、衣服、保卫和其他市场活动上。

从生物学的差异中产生了一个不太惊人的结论：在生产和照料孩子方面，家庭成员的性别是一个重要的区分特征，在家庭其他商品和市场部门，恐怕也是如此。从分析上来说，下述假设可区分这些差异，当男女在人力资本上投资相同时，妇女一小时的家庭或市场时间也不能完全替代男人一小时的时间。男女之间的这种差异解释了家庭形成和家庭内分工的某些方面，它不是仅仅用人力资本专业化投资上的优势来解释的。

当男女在人力资本上投资相同时，如果妇女在家庭部门里较之男子有比较优势，那么，一个有两种性别的、有效率的家庭，就会把妇女的主要时间配置到家庭部门，而把男子的主要时间配置到市场部门。如果男女的时间能从不同的组合中以同样的比率完全相互替代，那么，无论是男人还是妇女，都会在一个部门中实现完全专业化。 
[3]





[4]

 只有男人或女人的居民户，其效率就较低，因为他（她）们不能从比较优势的性别差异中获益。

因此，男女两性之间比较优势的生理差异，不仅可以解释典型居民户为什么要有两性，而且还可以说明妇女为什么总是把时间花在生儿育女和其他家庭活动上，而男人则把时间花在市场活动上。实际上，这种性别分工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也存在于大多数雌性体内具有生育卵细胞的其他动物界（巴拉什，1977年，第188—201页）。

以前关于专业化投资的分析说明，妇女主要在提高家庭效率，尤其是生儿育女的人力资本上投资，因为她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些活动上。同样，男人主要投资于提高市场效率的人力资本，因为他们把大部分劳动时间都花在市场活动上。专业化投资的这种性别差异，加深了市场和家庭部门之间生物学意义上产生的性别分工，还极大地增加了区分男女之间大量分工的环境原因和生物原因的困难。

由于男女之间的生理性质不同，所以，男女的时间能以不同的比率完全替代的假设是不现实的。在性别享乐、孩子生产和家庭可能生产的其他商品上，男女的时间确确实实可以互补。互补意味着有男女双方的家庭比只有男女一方的家庭效率更高，但是，由于需要两性生产某些商品，所以，互补性就减少了时间和投资配置上的性别分工。

引入的“互补性”范畴改变了比较优势的观念。当男女之间存在互补性、二者向家庭提供的时间相同、投资于相同的人力资本时，如果妇女的家庭边际产品与市场工资率的比例高于男人，那么，人们就会说妇女有比较优势。和男人相比，具有这种比较优势的妇女，供给到家庭的时间较多，供给到市场的时间较少，而且当男女双方的时间互补性较小、替代性较大时，他们对时间配置的差异就更大了。由于专业化投资取决于时间分配，所以，当比较优势的差异较大、互补性较少时，男女的投资就更能扩大他们的生物学差别。

显然，比较优势和投资差别比互补性更重要，因为妇女在传统上较男人更多地把时间配置到家庭部门。但是，互补性并非不重要，在现代尤其如此，妇女在家庭活动中的专业化日渐减少，而男人则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家庭活动上。

由于投资差异会扩大生物学差异，所以，要把生物学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和专业化投资区分开，并非易事。二者难于区分，还有另一个原因。因为当专业化投资开始时，男女孩子都很小（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在年轻时较高，见第一章），他们对孩子生理特征的全部知识还不了解，这些特征要到孩子十来岁或更晚一些时候，才能显露出来。如果一小部分女孩在生物学意义上更倾向于市场活动而非家庭活动，一小部分男孩则倾向于家庭活动，那么，在没有相反的初始信息时，最佳战略将是：把家庭资本主要投向全部
 女孩，而把市场资本主要投向全部
 男孩，直到这个规则出现偏差为止。

用这种方式对具有“正常”倾向性的孩子进行投资，会增强他们的生物学特征，他们还会把正常的性别分工变成专业化。另一方面，对“不正常”孩子的投资会与他们的生物学特性相抵触，而且其结果不确定。对有些人来说，他们的生物学特性会起决定性作用，他们会寻找一种有偏差的分工，即男人干家务，女人寻找市场活动。 
[5]

 但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的投资会居支配地位，会变得倾向于传统的性别分工，尽管没有正常人那样强烈。据推测，投资和生物学不一致是冲突的一个根源，甚至还是对生物学的偏差感到极大痛苦的原因。

应该指出，在这个分析中，父母和社会并非无关，他们绝不愿意歧视偏差，而且，当他们面对孩子生物体质和正常体质的更大范围之不完全信息时，他们也会相应地作出反应并一视同仁。如果生物学意义上的偏差司空见惯，或者在年轻时就被发现，那么，偏差投资大概会更为普遍。

比较优势的生物学差异和专业化投资及时间配置一起，说明了已婚男人在市场部门的专业化和已婚妇女在家庭部门的专业化。因此，已婚男人的市场工资率会超过已婚妇女的市场工资率，其部分原因在于，妇女投入到家庭的时间和人力资本较多。表2.1说明：美国已婚男子每小时的平均工资比已婚妇女高出60％，已婚男子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显然较多，而花费在照顾小孩和其他家庭活动上的时间则较少。

由于单身男女要结婚和已婚的人们有性别分工，所以，单身工作的男人和单身工作的妇女相比，在市场部门的专业化程度可能更高，然而，单身男女不容易利用性别分工的优势。表2.1表明：单身男子在市场上工作的工资率、每周小时数、周数都比单身妇女多，虽然这种差距比已婚男女的差距要小得多，因为和已婚男人相比，单身男人工作小时数较少、每小时收入较低，而单身妇女和已婚妇女相比，在市场上工作的时间和收入都比较多。

妇女的工资率较低，其部分原因至少在于，她们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入较男人少，而妇女家庭时间的生产率比男人高，其部分原因在于她们投入家庭的资本比男人多。在青少年和老年时期，妇女的时间没有男人值钱，但在育龄高峰期，妇女的时间比男人值钱，那时她们忙得不可开交，还要进行生产。由于当妇女的家庭时间比较便宜时，她们很可能成为劳动力，所以，就会从下述现象中得出错误推论：和所有男人相比，对所有妇女的时间价值来说，妇女劳动力的工资收入较低。

表2.1 按性别和婚姻状况来区分，在美国市场工作的工资收入、小时数、周数

	1970年平均小时工资
	男
	女



	单身（从未结婚）
	3.53
	3.07



	已婚（现为夫妇）
	4.79
	2.98



	1977年每周平均工作小时a

	
	



	单身（从未结婚）
	35.6
	32.5



	已婚（现为夫妇）
	43.5
	34.2



	1977年平均工作周数b

	
	



	单身（从未结婚）
	27.2
	24.2



	已婚（现为夫妇）
	41.0
	22.5






资料来源：小时工资数来自波拉切克1978年的文章（第119页），工作小时数是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1979年的统计数字（表A.6、A.9）和统计局提供的其他数字计算而来。a 仅指非农业人口。b 包括劳动力以外的人口。

图2.1说明了这一点，它是典型的男女工资率剖面图，也是妇女把全部时间花在家庭时的年家庭生产率剖面图。妇女在年龄 t1
 前和 t2
 后会成为劳动力，因为在这段期间内，她们的工资率超过其家庭边际生产率。在这些年龄上，她们向市场提供有效时间，以便使家庭边际产品等于其工资率。显然，在这个图上，妇女在劳动市场上的时间价值比男人少。但是，在年龄 t1
 和 t2
 之间，妇女不作为劳动力，因为她们把时间花在家庭里更有价值。而且，在 t3
 （>t1
 ） 和 t4
 （<t2
 ） 之间，她们的家庭时间比男人的市场时间更有价值。在这个图上，妇女一生的平均时间价值不一定比男人低，尽管她们在市场上工作的时间价值较低。


[image: ]

图2.1 男女时间价值的生命周期变化



第三章说明，当孩子的数量是结婚的主要目的时，妇女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较男人小得多，但当孩子“质量”重要时，男女投资于人力资本的积极性却是相同的。在强调孩子数量的贫穷国家里，妇女受到的教育比男人少得多，而在强调孩子质量的富裕国家里，男女所受的教育几乎是相等的（见表3.1）。在贫穷国家里，妇女时间的平均价值总是较男人少，而在富裕国家里，男女时间的价值则更为相等。在富裕国家里，假设妇女时间价值较低、对妇女市场收入较少的行为的解释是错误的。 
[6]



任何的专业化，比如男女之间的分工，都意味着为了完成某些任务而彼此相互依赖。在传统上，妇女依靠男人提供食物、住房和保护，男人则依靠妇女生儿育女和操持家务。因此，“结婚”会使男女双方生活得更好，在一个共同的家庭里，为了生产孩子、食物和其他商品，男女之间就形成了书面的、口头的或习惯的长期契约。 
[7]



已婚男女间分工的性质说明，男人比妇女更可能多结几次婚。同时，可通过一夫多妻制、离婚和遗弃妻子而连续几次结婚（见第三、第十章）。因此，婚姻法和契约主要是保护专业化的妇女来反对离婚、遗弃和其他不公平的待遇。例如，穆斯林法律规定：一夫多妻制中的妻子都必须受到平等对待，当一个妻子被无缘无故而迫使其离婚时，新娘的嫁妆要被全部或部分地没收（古迪1963年，第155页）。犹太人的婚姻契约规定，当妻子被迫离婚或成为寡妇时，丈夫应给她支付一定（财产）。 
[8]

 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则要求丈夫给离婚的妻子及其孩子提供抚养费。

在生产和照料孩子方面，男女之间存在着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别，而生理上的差别强化了在市场和家庭技艺上的专业化投资，这说明了为什么所有社会的婚姻制度是重要的。表2.2反映了作为家庭组织形式的婚姻优势和结婚与生儿育女之间的密切联系。例如，第8行说明有孩子的家庭占全部家庭的百分比分别是：16世纪的英国为71％，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为94％，美国1970年为69％，印度农村为85％。第7行说明有孩子的家庭占全部家庭的百分比分别是：16世纪的英国为72％，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为87％，1970年美国为46％，印度农村为84％。没有孩子的许多家庭打算生产和养育孩子，这些存活下来的孩子形成分居家庭。例如，我们从第3到第4栏可以看到：美国83％的家庭由年龄在35—44岁的男子当户主，而在这个年龄有孩子的家庭只占美国全部家庭的46％。

实际上，所有已婚夫妇都生育和抚养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在分居的家庭里雇人抚养（正像很早以前由柏拉图所建议的、今天在以色列一些集体农场所实行的那样），也不接受由她人生产的孩子。 
[9]

 当然，大多数社会都禁止买卖孩子，这样做也容易，因为买卖孩子的现象不多。人们可以假定一种“对自己孩子的偏好”，其意义不亚于（和不多于）对优质食物或归入效用函数的其他任何商品的偏好的假设。当然， 对自己孩子的需求，无需假设对家庭特征的区别，它可以推导出来。

表2.2 不同国家（地区）在不同时期每个家庭的人口数（NA=无可用资料）
	
	1平均家庭规模
	2家庭规模标准差
	3变动系数
	4非正态A
	5非正态B
	6平均家庭人数％d

	7有子女家庭％b

	8由已婚夫妇为户主的家庭％
	9单人家庭的％
	10有 9人以上家庭的%



	台湾1975年
	5.27
	2.11
	0.40
	0.20
	0.79
	NA
	NA
	NA
	3.1
	6.0c




	印度1970—1971年
	6.64
	3.61
	0.54
	0.25
	1.20
	69.0
	84.4
	85.3
	2.7
	16.0



	美国1970年，除集体户之外的全部家庭
	3.11
	1.82
	0.58
	0.20
	1.07
	89.4
	46.4
	69.0
	17.5
	0.5



	美国 1970年以35—44岁男性为户主的家庭
	4.58
	1.94
	0.42
	0.20
	0.88
	94.1
	83.4
	91.7
	5.0
	1.5



	叙利亚 1970年
	5.91
	3.00
	0.51
	0.15
	0.67
	NA
	NA
	NA
	5.7
	11.8



	泰国 1970年
	5.82
	2.81
	0.48
	0.03
	0.88
	NA
	NA
	NA
	3.2
	8.2



	美国摩门教区1860年
	5.54
	3.15
	0.57
	0.14
	1.16
	70.0
	85.1
	86.7
	4.0
	8.7



	法国 1778年
	5.04
	2.55
	0.51
	0.14
	0.97
	80.
	71.0
	71.0
	0
	5.0



	塞尔维亚1733—1734年
	5.46
	2.92
	0.54
	0.33
	1.14
	62.6
	82.2
	82.2
	3.1
	8.2



	日本 1713年
	4.97
	2.49
	0.50
	0
	0.83
	72.2
	64.0
	64.0
	7.1
	5.0



	殖民地时期的美国（1689年）
	5.85
	2.88
	0.49
	0.14
	0.99
	86.2
	93.9
	93.9
	4.0
	9.1



	英格兰100个社区（1574—1821年）
	4.75
	2.56
	0.54
	0.33
	0.99
	76.9
	70.4
	70.4
	5.6
	5.0



	英格兰 1599年
	4.75
	3.35
	0.71
	0.43
	1.44
	72.2
	71.0
	71.0
	9.1
	5.0



	佛罗伦萨（图斯卡尼）1427年
	3.92
	2.42
	0.62
	0.14
	0.94
	NA
	58.3
	58.3
	20.5
	NA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计算机软盘《1970年人口普查》1/1000抽样、15％的县区抽样；I.马克希贾和华莱士·布莱克赫斯特的私人通信；联合国（1974年人口年鉴，表24）；台湾预算总局，《年报与统计》（1976年，表18）；拉斯雷特，1972年版，表1.7，1.8，1.10，1.13；卡拉皮斯奇1972年的论著。

非正态A=（90％-50％）-（50％-10％）/（90％-10％）

非正态B= [image: ]



这里的 [image: ]

 为平均数，δ为标准数，N为抽样数目。

a 18岁以下的孩子。

b 在美国，孩子是18岁以下的家庭成员，与户主有亲属关系。在印度，孩子是14岁和14岁以下的家庭成员。在其他文化中，家庭里所有未婚子女都是孩子，但仆人不是家庭成员。

c 有8人以上的家庭所占的百分比。

d 这种家庭包括户主、户主妻子或孩子。

生产孩子的妇女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孩子，和在市场上工作相比，她在家里工作更便于照料孩子。 
[10]

 但是，如果不能灵活驾驭生育之舟的话，那么，多数妇女都不愿意承担生儿育女所花费的时间、精力、情感和风险。可以推测，父母和孩子之间的遗传相似性会进一步扩大父母对自己孩子的需求。

人们宁愿要自己的孩子，这也是因为对孩子投资时的信息有价值。与收养的孩子相比，有关自己孩子本质特征的信息更有用，因为父母和子女之间有一半基因相同，还可以直接观察到呱呱落地和哺乳期时自己孩子的健康状况以及其他特征（见第五章关于孩子市场的分析）。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的孤儿总是比陌生人的孤儿容易被收养（古迪，1976年），甚至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养子对已婚夫妇的价值较小。

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说，由于每个妇女局限于生产相对较少的孩子， 
[11]

 一夫多妻制又受到性比例和其他认识的限制（见第三章），所以，一个只包括父母及其子女的核心家庭往往不大。比如，表2.2说明，即使在一夫多妻制的摩门教徒家庭里，其平均人数也少于6人。

偷懒、家庭规模和分工

我已假定，一个家庭派其成员从事投资和其他活动，以便使家庭商品的产出最大化，而不存在激励问题。但是，成员的偷懒、欺骗、盗窃和其他错误行为却难以被发现，因为起源于生物学和投资专业化的分工意味着，一个家庭的产出是由其成员完成
 不同的任务而产生的。

家庭内的渎职不仅在理论上有可能性，而且已被千百年来的人们所认识。这种认识起源于圣经对信任妻子的要求：“她丈夫的心灵信任她，他不会一无所获”（箴言31:11）。犹太人的婚约曾经明确规定，新娘应当可信，她“完全和绝对可信赖”，或者，“她担保任何言行都可信”（摘自中世纪写的两份婚约）。有时，她的可靠性受到怀疑，其部分原因在于分工和她不太忠诚。“因为妻子是她父亲家庭的典型附属品，她会被怀疑在丈夫家里偷东摸西”，或者，“由于其收入大多来自缝纫、纺织或编织，或者来自一个妇女为其他妇女的服务，所以，她丈夫很难知道她到底干了些什么，于是便产生了莫须有的怀疑。”当然，新郎往往也不受信赖，比如，一份婚约规定，“他父亲作为他的担保人”（戈伊坦恩，1978年，第143—145页）。

在传统社会里，妇女不贞受到严厉责难，其主要原因在于男人们不愿抚养非亲生子女。这些社会利用减少妇女机会的方法，来力图控制不贞行为的发生。比如，在男人面前穆斯林妇女必须蒙面、不露出胳膊和腿，已婚的犹太人妇女则必须削掉头发、戴上假发。

在中国，一个理想的家庭包括父母、未婚子女和已婚儿子的家庭，但偷懒和缺乏信任使这类家庭远非平安无事：

有时，这种理想靠财富来获得，但在穷人中间，父亲命归黄泉后，已婚的两兄弟就很难维持一个大家庭
 。一个人的妻子确信，轮她去做饭时，另一个人的妻子会把她的孩子喂得太多，或者认为她逃避家务活。当兄弟们的母亲健在、还能行动时，她能控制或至少能调解厨房里的争吵，但任何争吵的失败者必与其丈夫嘀嘀咕咕，说他父母偏向其他兄弟的孩子（沃尔夫，1968年，第28页）。

但是，她拒绝接受一个穿着得体，并且有着城市商人良好风度的男人（她丈夫的兄弟），而宁愿接受一个农夫（她丈夫）……尽管家务劳动十分艰苦，但与此同时，（她丈夫的兄弟）生活则比较轻松，流汗也较少（同上书，第142—143页）。

在各个不同社会里，家庭渎职受到罚款 
[12]

 、离婚、宗教诅咒（戈伊坦恩，1978年）的处罚，或者受到包括侮辱失贞在内的其他不同方法的处罚（见霍索恩，1864年）。但在有些社会里，由于父母和兄弟对嫁到其他家庭的成员的行为负有责任，所以，他们有防止家庭成员渎职的积极性。此外，一个年长而有教养的人有时会被指定为户主，让他扩大家庭规模、调解争端，或者由他决定和处罚成员的渎职行为。

如果一个人经常酗酒、花钱过度、参加秘密集会或从事其他可疑的活动，那么，人们就认为他偷懒、盗窃或做了其他错事。因此，为了搜集忠于家庭利益行为的证据，就侵犯成员的隐私（见第十一章的深入探讨）。这说明，专业化和分工确实减少了成员的隐私，因此，他们的渎职行为会受到更严格的查究。

在专业化和渎职关系方面，如果较高的专业化会减少家庭成员的纯隐私（net privacy）、隐私的边际效用是正的（波斯纳1979年的文章认为，隐私是一种商品），那么，较高专业化增加的产出不利于隐私的减少。美国单身家庭，尤其是老年寡妇家庭的增加，就说明了这种情况。在过去30多年里，由于生育率急剧下降、托儿所和托幼中心更加普及，所以，作为婴儿照看者、炊事员和诸如幼儿家庭的人员，其价值变低了。而且，从子女身上转移给老人的社会保险支付减少了。结果，和孩子共同生活的收益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隐私和专业化的天平就倾向了隐私一方（迈克尔等，1980年）。

在大家庭中，较高专业化对渎职和隐私的影响构成家庭规模的不经济。 
[13]

 如果这种影响重要，那么，家庭规模就会比我们在分析专业化投资和分工时提到的家庭小得多。实际上，所有社会的家庭平均规模都确实很小，表2.2反映了这一情况。该表说明：从15到20世纪，东欧、西欧、亚洲和美国的平均家庭规模少于7人，只有印度农村的家庭由6人以上组成。 
[14]

 但表2.2第6栏说明，核心家庭（夫妇及其孩子）的人数通常占人口的70％以上。

进一步看，家庭规模可与企业组织规模相比较。表2.3说明：在零售业、采矿业、农业和律师业中，拿工资的雇员在4人以下，在不足三分之一的零售商店和大约三分之二的农场里，根本就没有拿工资的雇员。零售商店、农场和法律业的平均规模小于印度农村、殖民地美国和犹他州摩门人的平均家庭规模。

但是，这个资料也说明，大企业比大家庭更为普遍。制造业中约50％的企业、批发业中约29％的企业，其拿工资的雇员的数目都在9人以上。相反，印度农村有16％的家庭、美国不足1％的家庭，其人口超过9人。表2.2说明，有13个单位的家庭规模变动系数在0.4到0.65之间，有8个单位在0.50到0.59之间。 
[15]

 相反，表2.3说明，所有部门的企业规模变动系数都超过2.4，有4个部门至少超过3.7，正如表2.2和表2.3第5行所反映的那样，企业分布比家庭分布更向右偏斜。

图2.2和2.3所标绘的分布清楚地表明，大企业比大家庭普遍多，家庭分布往往上升到一个高峰后就慢慢地下降，大企业分布很快达到高峰，然后长时间地、很缓慢地下降。

表2.3 美国不同部门每个企业领取工资的雇员的人数（NA=无可用资料 *=少于5个雇员）
	
	制造业1972年
	
零售服

务业

1967年


	
批发服

务业

1967年


	
采矿业

1972年


	
律师事

务所

1972年


	
农业（季

节工人）

1969年





	1.企业平均规模
	57.7
	5.4
	11.3
	23.6
	1.9
	1.9



	2.企业规模的标准差
	254.5
	17.8
	27.7
	88.5
	6.9
	6.9



	3.变动系数
	4.4
	3.3
	2.5
	3.8
	3.7
	3.7



	4.偏度A
	0.9
	1.0
	0.8
	1.0
	0.5
	1.0



	5.偏度B
	2.5
	2.2
	2.7
	2.5
	2.6
	2.1



	6.不领工资之雇员的企业百分比（家庭农场）
	NA
	36.5
	4.1
	NA
	48.3
	64.7



	7.少于4个领工资之雇员的企业百分比
	35.9*

	68.9
	42.5
	51.3*

	85.8
	90.6*




	8.多于9个领工资之雇员的企业百分比
	49.2
	12.7
	28.6
	35.0
	3.2
	4.4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工商业普查》，1971年a和b，1973年a,1975年a,1976年 a 和 b。

偏度A=（90%-50%）-（50%-10%）/（70%-10%）。

偏度B= [image: ]

 这里的 [image: ]

 =平均数，δ=标准差，N=抽样数目。

可以推断，大企业有进一步增加专业化收益的积极性，因为他们的资本密集度比家庭高：企业中非人力资本对劳动的比率是家庭同样比率的8倍， 
[16]

 此外，市场上由隐私泄露产生的规模不经济也没有家庭规模不经济那么重要。 
[17]

 企业主和其他收入接受者从限制雇员渎职和消费者中获利，但家庭成员不太愿意从事渎职行为，因为家庭中的利他主义比企业中的利他主义更为普遍（见第八章）。许多企业确实只有几个雇员，这可能是仿效家庭来借助于利他主义而有效地组织生产。


[image: ]

图2.2 美国1970年、印度1970—1971年家庭规模的一般分布资料来源：见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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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1967年批发服务，1972年制造业企业规模的一般分布资料来源：见表2.3。










[1]
 我把这个谜归功于普林斯顿大学雅各布·维纳在多年前的演讲。克莱因和库普（1978年）发现，具有相似收入的国家之间的贸易额更大一些。


[2]
 罗西（1977年）对某些不同的方法进行了探讨。


[3]
 比如，由一个妇女和男子组成的家庭，会使下式最大化


[image: ]



这里，按等式（2.2） 


[4]
 tw
 +th
 =t′,β>α, 因为假定妇女在家庭部门有比较优势。如果男子把时间配置到两个部门，那么 [image: ]

 ， 因此，妇女会把全部时间配置到家庭部门，因为她在家庭部门的边际产品大于其在市场部门的边际产品：


[image: ]




[5]
 我说“寻找”而非“从事”一种有偏差的分工，因为每一个偏差必和另一个偏差相匹配，但正常的人更容易些，因为他们是普通人。因此，有偏差的大部分人要么独身、结婚后离婚，或者维持失败的婚姻（见第十章家庭性别婚姻的讨论）。我要强调的是，“偏差”只是统计意义而非贬低意义上的说法。


[6]
 比如，可参阅阿齐和艾伦伯格1975年关于参加宗教活动的讨论。


[7]
 圣经中保留的每一个婚姻契约都说明：丈夫的首要义务总是给妻子提供食物、衣服、供养妻子（戈坦恩，1978年，第118—119页）。但是，在非洲和亚洲一些不用犁的地方，妇女们常常既种田又照料孩子、干家务（见博塞鲁普1970年的论著第1章，古迪，1976年的论著，第4章）。穆斯林教徒和犹太人缔结书面契约，而中国人、日本人和基督教徒常常依赖口头和书面协议。


[8]
 因此，凯塔巴基本功能（几千年前产生的犹太人婚姻契约）就是这样一种文献，它保护已婚妇女的地位，“下面是违背妇女意志的离婚和解除婚约的禁令，凯塔巴的实际重要性下降了，其财产保护的任何重要意义都不复存在。”（达维多维奇，1968年，第109、112页）现已发现10到15世纪之间阿拉伯地区的许多犹太人婚约。毫无疑问，如果丈夫因离婚或死亡而解除婚约，他或他的后嗣就必须退回妻子的嫁妆并提供额外补偿。


[9]
 当然，许多上层家庭已经雇用阿姨和家庭教师来喂养他们的孩子，有些人还把孩子送到奶妈家。“在16、17世纪的英国，地主、上层资产阶级和高级知识分子阶层就把婴儿送到雇用的奶妈家里，一直抚养到12至18个月”（斯通，1977年，第107页）。古迪在1976年出版的著作（第6章）中探讨了不同社会的收养情况。中国，尤其是在台湾省，并不经常为自己的儿子找童养媳（也可参见沃尔弗1968年，第100—101页）。


[10]
 母亲劳动参与率也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健康。见波金和索龙1976年关于贫穷国家的例子，以及爱德华和格鲁斯曼1978年关于美国的证据。


[11]
 一个在20岁结婚的妇女，至多能生产10个孩子，与此相反，一只雌牡蛎却可以产下数百万个卵子。不能生育的妇女总是被迫离婚，或成为一夫多妻制家庭中的一员，或收养了别人的孩子（见古迪，1976年，第81，91—92页）。


[12]
 在中世纪的阿拉伯地区，犹太人的婚约总是规定，违反婚约的新郎要被处以一定数量的罚款（戈伊坦恩，1978年，第144页）。


[13]
 许多年以前，韦斯利·米切尔责备现代家庭对隐私需求少而且规模无效：“我们小心翼翼地坚持维护家庭生活的隐私，……我们中的多数人仍然喜欢大量的隐私，即使我们吃得很差。”“如果管家婆像企业家一样管理家庭，那么，这些家庭管理人员很快就会扩大其权力范围，并立即指导其他人工作。”（1937年，第5、6、10页）


[14]
 在19世纪，塞尔维亚一些城市的平均家庭规模在9人以上（哈尔彭，1972年，第362页），而在16世纪，塞尔维亚人的扩大家庭规模平均都在10人以上（赫莫尔，1972年，第362页），表2.2也许反映了有效的家庭规模，因为兄弟姐妹和其他亲戚往往就住在附近，在保护生产、庆贺和商品制造上进行合作。


[15]
 但平均家庭规模的范围从3.1％到6.6％，或113％，变动系数的范围则为75％，在完全不同的地区，家庭规模的相对不等是稳定的，它甚至比收入不均等更为稳定!


[16]
 尽管农场拿工资的雇员平均不到2人，但农场的资本—劳动比率比家庭高得多（根据1976、1979年美国农业部的统计）。


[17]
 用米切尔的话说：“我们靠挣钱过日子，我们讨厌把工厂汽笛、时间表、办公时间这些清规戒律强加到我们头上。但我们千方百计不让机器和商业这些把戏侵扰我们的安乐窝”（米切尔，1973年，第5—6页）。



第二章附录 人力资本、精力和性别分工 
[1]



在过去35年里，西方国家已婚妇女参加劳动的人数急剧增长，起初，主要是老年妇女，但慢慢地就波及到有小宝宝的年轻母亲。本附录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探讨妇女劳动力增加的原因，但它首次做出的“经济”解释则大有裨益。它也是对史密斯、沃德（1985年）和奥尼尔（1985年）等人就劳动力参加人数增长研究进行批判的一个明证。

在20世纪，伴随着服务业的迅猛扩张和西方经济的发展，已婚妇女劳动力增加收入的动力似乎是她们扩大就业的主要原因。已婚妇女挣钱动力的增加，提高了她们花费在照看孩子和家务活动上所放弃的时间价值。反过来，它又减少了对孩子的需求，鼓励父母尤其是母亲替换时间。这两种变化都提高了已婚妇女劳动力参与率。

收入和已婚妇女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使结婚的收益减少，从而增大了离婚的吸引力，因为家庭里性别分工的优势变小了。所以，这种解释也意味着离婚率的长期显著提高。结婚收益的下降也大量地影响到“共同单位”（共同生活的未婚男女）和内当家家庭的实际增加，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对最近几十年非法生育率与合法生育率之比率的提高甚至也有某些影响。

劳动力参与率、生育率和妇女离婚率以其他各种方式相互作用。比如，离婚的可能性日益增加时，生育率就下降了，因为婚姻解体后照看孩子更加困难了。有证据表明，对离婚可能性预期相对较高的夫妇，生育的孩子就很少（见贝克尔等，1977年）。当离婚率提高时，妇女劳动力参与率也受到了影响，这不仅是因为离婚妇女能更全身心地工作，而且也是由于已婚妇女参加工作能更好地防止可能离婚所带来的经济灾难。

这种解释的一个困难在于，1950年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进步和妇女挣钱动力增加的速度并没有加快。而同期内离婚率和已婚妇女劳动力参与率却大大提高了。我估计，妇女挣钱动力的增加对劳动力就业率、生育率和离婚率的初步影响，与经济进步和妇女收入动力的增加有关。由于已婚妇女挣钱动力不断增加，所以，生育率就持续下降，直到花在照料孩子身上的时间充分减少，足以使已婚妇女能够预期到花在劳动力上的大致时间多于其生产第一个孩子和生产最后一个孩子的时间。这样，妇女对市场初始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就更加高涨，这种人力资本加快妇女挣钱动力、劳动力参与率和离婚率提高的速度，并加速降低生育率。

在过去35年里，在美国和其他许多西方国家里（但不是所有西方国家，见格雷戈里，1985年），和男人相比，妇女每小时工资的增加成了对性别收入差异进行人力资本解释的一个障碍，因为这种解释似乎意味着已婚妇女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会使她们减少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资。相反，由于供给的增加总会降低价格，上班妇女的平均工作经历最初会下降，在职投资的增加暂时降低了显性收入，所以，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也许会暂时减少妇女的工资（见奥尼尔，1985年；史密斯和沃德，1985年）。

然而，事实虽然没有证明但却意味着，即使男女劳动力参与率相等，他们的收入也不相同。有些人生来就在市场上严重歧视妇女，英国扎巴尔泽和赞纳托斯（1985年）的证据也许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些作者认为，照料孩子、准备食物和其他家务活动也会成为妇女工资更快增长的绊脚石。

照料孩子和其他家务琐事令人讨厌，它限制人们去谋求需要外出或加班加点的工作。本附录提出了一个精力在不同活动中配置的模型，它概括了这些影响。与男人们对闲暇和其他非市场时间的利用相比，如果照料孩子和其他家务活动相对需要大量的“精力”，那么，负有操持家务责任的妇女投入市场活动的精力就比男人要少。这就会减少已婚妇女的工资，影响她们的工作和职业，当她们和已婚男人的工作时间相同时，它甚至还会减少她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因此，已婚妇女操持家务的义务也许是男女之间许多工资差异和工作分离的根源所在。

在下一节中，我建立一个内在本质相同之家庭成员间的最优分工模型，他们对不同种类的特殊活动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特殊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增加鼓励了分工，这种分工强化了男女由于其他因素（包括对妇女的任何歧视）而在市场和家务生产力上所造成的差异。接着，我把个人精力在不同活动中的配置模型化，引申出很多含义，其中包括对不同活动中时间价值的测量、提高能量生产的因素，尤其是每项活动中每小时最佳能量供给的一个简单方程。然后，我分析了专业化投资和能量对已婚男女之间的工资和机会差异的配置与生产。我认为，有照料孩子和其他家务工作义务的妇女，挣到的工资比男人少，选择“隔离的”工作和机会，甚至当已婚男女工作的市场时间相同的时候，她们对人力资本市场的投资也比较少。

人力资本和分工

人力资本研究一开始就认为，对特殊活动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与花费在该项活动上的时间正相关（见贝克尔，1964年，第51—52页，第100—102页）。这种观点最初用来从经验上解释为什么已婚妇女的收入比已婚男人少得多，因为妇女劳动力参与率比已婚男人劳动力参与率要低得多（见明塞尔和波拉切科。1974年；奥夏卡，1973年）。

然而，人们并没有立即认识到，对特殊人力资本的投资会产生额外的收益，从而对即使本质上大同小异的人们之间的分工也提供一种极大的刺激。本书在第二章对此进行了阐述，该章表明，特殊活动的人力资本投资的规模经济鼓励一个家庭中本质相同的成员专业化于不同类型的投资，还促使他们对时间做出不同的配置。我在第二章里还认为，与要素供给差异所强调的情况相比，专业化投资优势（理论）更有助于说明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在这一节里，我用一个简单模型来说明这些规模收益的增加和专业化投资的优势，该模型深受罗森（1982年）和格罗斯（1983年）的讨论及例子的影响。

假设一个人在每项 m 市场活动中的工资与他花在该活动上的时间及其对特殊活动的人力资本的存量成比例：


[image: ]



其中，hi
 是特殊活动i的全部资本，为进一步简化起见，假设hi
 只由投资时间（thi
 ）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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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花费在所有工作和投资活动上的时间固定不变，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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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i
 =twi
 +thi
 。加总所有活动的收入，并代入（2S.2），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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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i
 =ai
 bi
 。

由于每项活动的收入取决于工作和投资时间的生产，所以，当这些时间相等时 thi
 =twi
 , 总收入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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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到每项活动上的总时间（ti
 ） 所增加的收益，来源于积累人力资本的成本和消耗在使用该资本上的时间之间的独立性。这些增加收益意味着，当所有时间都用在一项活动上的时候，收入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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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所有的 i 来说，cκ
 ≥ci
 。 完全专业化于一项“活动”的人力资本的例子，包括博士、牙科医生、木匠和经济学家，等等。

在规模收益不变的情况下，这一公式也可用于配置到生产消费活动的时间上，在这里，有效时间的投入与特殊消费的人力资本和消费时间成比例，如下述公式

Zi
 =bi
 tzi
 hi
 . （2S.7）


如果 hi
 =ai
 thi
 ,

那么，


Zi
 =ci
 tzi
 thi
 ,
 （2S.8）

而且，通过使花费在生产和投资上的时间相等，还可使每种商品的产出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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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mage: ]

 。

如果效用函数只是这些商品的一个简单的里昂惕夫函数，

U=min（Z1
 …, Zm）, （2S.10）

且对所有i 来说，如果ci
 =c, 那么，给每种商品配置相同的时间就可以使效用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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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间接效用函数取决于可利用的总时间，而不依赖于按一定比例生产和消费的商品数量。

如果其他人也生产这些商品，那么，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链条就被割断了。为了排除任何内在的
 比较优势，我假设每个人的本质都大同小异。在有效时间内，即使所有商品的生产函数都有不变的规模收益，但仍然存在着一个贸易收益，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按照一个较小的商品数目来致力于自己的生产和投资，并和其他人进行交换。通过减少所生产的商品数目，单个人就能赢得增加收益的优势，这些收益来源于消耗在商品上的总
 时间（见方程2S.9）。比如，假设两个人各生产一半商品，并一对一地交换多余的商品，那么，每种商品的产出就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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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们交换一半产品，所以，每个人的间接效用函数就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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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的增加收益是“市场范围”扩大所增收入的源泉。贸易允许在投资方面进行分工，这种分工有效地扩大了市场范围，从而甚至也提高了本质上大同小异的贸易者的福利。在这个例子中，专业化和贸易收入仅仅与贸易者的数量成比例；p≤m，每个p 贸易者都专业化于m/p 商品，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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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产出的第（p-1）/p 个商品以一比一进行交换，那么，效用水平就与贸易者的数目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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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S.1反映了专业化和贸易对福利的影响作用（这是约翰·缪尔鲍尔的建议）。由于特殊投资的收益增加，所以，一个无法进行贸易的人在Z1
 和Z2
 之间有一条凸起的机会约束线；他的效用在与无差异曲线（U0
 ）的切点处最大。一个由许多本质上大同小异的人组成的市场机会比较多，且能因专业化而获益，还能与连结ZS
 1
 和ZS
 2
 两点所形成的直线上的任一点进行交换。如果人们b 完全专业化于Z1
 , n-b 完全专业化于Z2
 ，那么，贸易为每个人提供了Z1
 的（b/n）ZS
 1
  单位，为Z2
 中的每个人提供了（1-b）/nZS
 2
  单位。当b 从零变化到n 时，这种贸易机会就在ZS
 1
  和ZS
 2
  之间形成一条直线的机会约束，贸易福利（U*
 /U0
 ） 的改善取决于增加收益的程度，或者取决于一个没有进行贸易的人的机会凸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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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S.1 专业化和贸易的收益



我们容易把这种分析概括成允许一个商品系列之间的相互替代。因此，所消费的商品数目和任何贸易者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也都依赖于市场范围（见格罗斯1983年的分析）。此外，物品、劳务和时间都能投入商品生产和人力资本之中。下列定理适用于所有合理的一般情况。


定理：


在均衡条件下，如果n 个本质上基本相同的人消费m《n个商品，这些商品是在规模收益不变或增加的情况下用特殊的人力资本生产出来的，那么，每个人都将只完全专门生产一种商品，且只积累适用于该种商品的人力资本。其余的m-1 种商品可以从与其他专业化生产者的贸易中得到。如果n＞1 或不明显大于m，或者伴随着规模收益的增加，那么，专业化也许就不彻底，但是，某些
 商品必须只
 由一个人来生产。 
[2]



这种分析适合于居民户和家庭内的分工与专业化，这是因为，生产孩子、照料孩子和对孩子投资的许多方面，保护孩子免遭某些风险，利他主义，以及其他“商品”都能更有效地在家庭里生产出来并通过贸易消费掉。世界上各个角落的大多数社会和居民户成员的活动都有明确的分工，尤其是存在着年龄和性别分工。在世界不同地区里，虽然在农业、贸易和其他家庭活动中妇女就业有天壤之别，但在所有社会里，妇女实际上都有分担家务劳动的义务，在照料孩子和准备食物方面尤其如此。而且，甚至当妇女参加市场活动时，她们也比男人更专心于不同的活动（见博塞鲁普在1970年说明这些观点的证据，这些证据来自于次发达国家）。

特殊人力资本投资的优势促进家庭成员分工的深化，但对性别
 分工却没有什么好处。在第二章里，我认为，不仅在生产孩子上，而且在对照料孩子和其他家务活动的贡献上，男女都有本质不同的比较优势。生产率上的这种内在差异决定了性别分工的范围，从而也决定了特殊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性别差异，这加深了其内在的差异性。

某些假设对象是：比较优势的内在差异是性别分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不认为性别分工主要归因于对妇女的“剥削”。然而，一种根据内在优势所进行的性别分工并不否定剥削。如果男人有充分的权力来决定分工，并把高于既定“生存”数量的所有家庭产出都送给妇女（一个竞争的婚姻市场对产出的划分更均等），那么，男人们就会霸占有效率的分工。这是因为，它会使家庭产出最大化，从而会使他们自己的“收入”最大化。尤其是，如果妇女仅仅
 在照料孩子和其他家务活动上有比较优势，那么，男人们就把她们支派到这些活动上。 
[3]



这种观点富有启发性却没有结论性，因为它假设比较优势方面的性别差异与对妇女的剥削无关。然而，在不愉快的活动中，受剥削的妇女也许有一种“优势”，这仅仅是因为，对于被剥削的妇女来说，其负效用的货币价值总是较小，或者是因为不把受剥削的人派去参加这些活动。 
[4]



对于这个附录中的分析来说，不需要做出确切的判断，因为它没有依赖于妇女在家务活动中比较优势的史料
 。它只需要特殊人力资本投资强化比较优势的影响作用。该分析甚至确实没有要求男女之间比较优势的初始差异较大：通过扩大专业化投资的影响，一种微小的初始差异可以转换成一种很大的显性差异。

这个结论与男女之间收入差异的直观分析高度相关。比如，假设男女的生产率基本相同，但歧视使妇女的收入比她们的市场生产率低10%。如果专业化优势既定，那么，这种歧视就会减少性别分工。这是因为，大多数妇女都专心于家务活动，而大多数男子则致力于市场活动。结果，正常妇女的收入就明显地低于正常男子的收入，比如说低60%。对40%差异的分解表明，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性别差异解释了30个百分点，或75个百分点，只有25个百分点仍然需要由歧视来解释。然而，在这个例子中，由于不存在性别分工，所以，如果没有歧视，那么，男女的平均收入就会相等。广而言之，在基本比较优势中，可以说，歧视和性别差异的其他原因解释了男女之间收入的全部
 差异，即使在人力资本差异好像能解释大部分男女收入差异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把比较优势中的这种细微差异扩大到收入的很大差异，就能从黑人与白人或其他人群的差异中区分出男女的差异来。对黑人的一丁点儿市场歧视不会大幅度地降低他们的收入，因为在市场和家庭部门之间不存在种族分工（然而，和白人妇女相比，由于诱使黑人妇女对劳动力上的时间花费更多；与白人男人相比，黑人男人花费的时间更少，所以，与白人妇女相比，即使对黑人男人的市场歧视稍微大一些，它也能使黑人男人的收入下降幅度比黑人妇女收入的下降幅度更大）。因此，由于男女之间存在着分工，所以，对于男男女女们来说，与其他人相比，应当对收入差异从直观上分解成歧视和其他因素做出更严肃的解释。

精力配置

在次发达国家里，已婚妇女劳动力参与率的巨大增长本应该鼓励妇女在市场资本上投资更多，和男人的收入相比，这种市场资本一般都会增加她们的收入。然而，在苏联，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几乎和男人相等（见奥佛和维诺库尔，1981年），但性别间的收入差异却很大（也许是40%）。在美国，这种差异也没有明显地缩小。这些巨大差异的存在也许是妇女受到真正歧视的佐证（见扎巴尔泽和赞纳托斯，关于英国的例子，1985年），或者是对下述观点的佐证：由于很多缺乏市场经验的妇女参加工作，抑制了妇女工资的暂时下降（见明塞尔，1983年；奥尼尔，1985年；史密斯和沃德，1985年）。

另外一个因素是妇女干家务活的义务接连不断。比如，在苏联，即使已婚妇女几乎和已婚男人一样加入劳动力大军，但她们还是要比已婚男人更多地负有照料孩子和操持家务的责任。奥佛和维诺库尔还认为，在条件好的地方，由于已婚妇女承担这些义务，所以，其收入也比已婚男人低得多。奥尼尔（1983年）得出了关于美国已婚妇女收入较低、种族隔离职业的类似观点。时间预算研究清楚地表明，即使在发达国家，妇女也仍然担负着大部分照看孩子和做家务的重担（见格鲁诺关于以色列的例子，1976年，斯塔福德关于美国的例子，1980年，以及弗勒德关于瑞典的例子，1983年）。

即使当妇女想就业的时间和男人一样多的时候，她们的收入也会受到家务负担的不利影响，这是因为，她们在家里照料孩子或做其他事情，极大地消耗了他们的体力，使其很少能再做额外工作或从事需要外出的工作。虽然人们平时都能认识到这些负担对妇女收入和职业的许多影响作用，但显而易见，只有我那篇未发表的论文（贝克尔，1977年）才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该文提出了把能量（或精力）分配到各种家务劳动和市场活动中的模型，还引申出很多意义，其中包括与收入差异和夫妻时间配置的一些含义。

本节对这个模型进一步做了发展，并说明了不同活动的精力强度是如何影响对精力配置的，还说明了精力配置和时间配置与市场及非市场人力资本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对增加一个人精力供给的激励表明，它确实依赖于市场人力资本和工资率的其他决定因素。

厂商从雇员那里购买一揽子
 时间和精力，支付相应的工资，而不分别给单位时间和精力支付报酬。根据下式，收入取决于总时间，

I=I（tm
 , Em
 ） （2S.16）


由于 [image: ]

 其中Em
 是精力，tm
 是时间。直接代入Em
 , 我假设厂商能够控制每个雇员所供给的精力，也许是直接控制它们（米尔利斯，1976年；谢弗，1979年）。如果厂商对同质工人的时间贡献不在意的话，那么，对每小时既定的精力来说，工资就与工作时间成比例 

I=w（em
 ）tm
 , （2S.17）

因为 [image: ]

 , 且w（0）=0, 其中em
 =Em
 /tm
  是每小时的精力。一个简单函数把这些性质融为一体


[image: ]



其中 [image: ]

 是市场人力资本，σm
 是工作精力强度，假设σm
 不变，且能衡量关于每小时精力的收入弹性。

显然，只有在σm
 ＜1、总精力（Em
 ） 保持不变时，工作小时数的增加才会提高收入。然而，σm
 ＜1 意味着每小时都使用等量的精力，因为在这个时候，每小时精力的增加会减少收入效应。方程（2S.18）说明，工资与“有效”时间（tm
 ） 的数量成比例，就像小时数一样，有效时间也取决于每小时的精力。

每个厂商都选择σm
 和αm
 ，以便使自己的收入最大化——它受下列因素的约束：生产函数来自其他厂商的竞争、控制雇员所使用的方法，以及σm
 和αm
 对雇员所供给精力的影响。贝克尔（1977年）已经包含了对这些决策和市场均衡的分析。我在这里只是说明，αm
 和σm
 之间的贸易中断取决于厂商控制精力的成本（有时是间接的），以及这些参数对雇员所供给精力的影响。

没有供给厂商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或非市场）部门耗用了。每个家庭用市场物品、服务、时间和精力来生产一系列的商品：

Zi
 =Zi
 （xi
 , ti
 , Ei
 ）, i=1, …, n. （2S.19）

如果家庭部门里的时间和精力也联合起来生产“有效”时间的话，那么，Zi
 的生产函数就可以写成

Zi
 =Zi
 （xi
 , t′i
 ）, （2S.20）

且 [image: ]

 , 0＜σi＜1, αi
 =βi
 hi
 。其中hi
 是人力资本，它能提高消耗在第i 种商品上的时间的生产率，σi
 是该商品的精力强度。消耗在每种商品和市场活动上的总时间一定等于可利用的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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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h
 是消耗在家庭部门的总时间。

在任何一个时期内，能量的生产和整个生命周期内对能量的再配置都会改变一个人对总能量的支配。我首先假设，在一个独立的时期内，必须把一个固定的能量供给配置到各个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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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 是既定的有效供给。该方程可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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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ē 是消耗在每个小时上的精力。由于决策变量ej
 和tj
 以倍增的而非线性的方式进入函数之中，所以，时间配置就直接和能量配置发生“相互作用”。

花费在市场物品和劳务上的总支出一定等于货币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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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 是货币收入，v 是来自下列项目的收入：转移支付、财产以及与工资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因素。货币收入不仅受时间的影响，而且也受配置到市场部门的精力的影响。当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工作上的时候，就得到了全部的收入，因为我们已假定工资与花费在商品上的时间和精力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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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收入取决于下列四个变量：财产收入（v）、工资率函数（wm
 ）、有效时间（t） 和每单位时间的能量供给（ē）。

每个家庭都使商品的效用函数最大化

U=U（Z1
 , …, Zn
 ）, （2S.26）

它受方程（2S.21）、（2S.22）和（2S.23）中的时间、精力和支出限制的约束，也受到方程（2S.20）中给出的生产函数的约束。我们很容易得出下列一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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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τ、μ 和ε 分别是收入、时间和精力的边际效用。

对这些条件的解释简单易懂。第二和第三个条件表明：花费在任何活动上的一个追加小时的边际效用，必定等于该小时在时间（μ） 和精力（εej
 ） 上的总机会成本。像时间成本一样，一个追加小时也需要精力，因为每个小时都搭配一些精力。第四和第五个条件只不过表明，每小时精力的边际效用必定等于精力的机会成本（εtj
 ）。

每个家庭都选择物品和有效时间的组合，使生产的商品成本最小。通过对从工作到商品的时间或精力的再配置，就能用物品来代替有效时间，使生产商品的成本最小。当物品和有效时间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等于把时间或精力转化成市场物品的成本的时候，生产成本就最小。

把第三个条件代入第二个条件，我们可以得到（2S.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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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mage: ]

 是影子价格，或者是给第i 种活动追加一小时的成本。把最后两个条件综合起来，并利用 [image: ]

 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得出时间边际成本的另一种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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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精力强度低于工作之精力强度的所有活动者来说，时间的边际成本都低于工资率，这是因为，通过对时间再配置所节约的能量也是有价值的。方程（2S.28）表明，在工资率和节约能量的货币价值之间，边际成本是不同的：ε/τ 是一单位追加能量的价值，em
 -ei
  是能量（或支出）的节约。

因此，对于每小时耗用能量最小的商品来说，其时间的边际成本最小。此外，如果能量的货币价值和能量的节约不同的话，那么，即使对于工资率相同的人们来说，其边际成本也不会一模一样。还应当注意：对于精力高度紧张的活动来说（比如照料小孩），时间成本大于
 工资率。

第二和第四个最优条件直接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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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约翰·缪尔鲍尔指出这一点），给任何活动配置一小时的时间，其最佳能量的数量与能量方面的时间边际成本成比例，还与该活动的精力强度成正比。对其他变量来说（包括其他活动的精力强度、人力资本投资、财产收入和时间配置），能量方面的时间成本是一个充分的随机变量，这是因为，只要通过影响该统计变量，它们就会影响任何活动每小时的能量配置。

从（2S.30）,或（2S.29）和（2S.27）的第四个条件中，可以直接得出关于对任意两项活动最优能量配置之比率的简单而明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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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所有的i、j、m。在任意两项活动中，每小时的最佳能量比率仅仅取决于它们的精力强度，只要这些强度不变，这种比率也就不变，而不管其他精力强度、效用函数和时间配置等等是否发生变化。

在方程（2S.31）中，每小时精力的比率不依赖于效用、时间配置和其他变量，因为它是高效率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在效用函数中，它是位于商品之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一个必要条件。一项活动的精力强度之变化，也许会改变所有活动中每小时能量的绝对量，但却不会改变任意其他两项活动中每小时能量之间的比率。在根据能量配置来确定不同变量的影响时，方程（2S.30）和（2S.31）中的简单关系式是大有裨益的。

从不同活动的精力强度的排列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一些道道来。显而易见，睡觉与时间息息相连，但却与精力无关：睡觉确实是生产精力，而不是消耗精力。听收音机、看书，以及其他许多闲暇活动也都依赖于时间的投入，但与精力的关系却比较小。相反，照料婴幼儿和许多工作都要消耗很多精力。人们对非市场活动中时间价值的有效估计往往大大低于工资率，如低二分之一甚至更多，方程（2S.29）表明，工作的精力强度大大高于很多家务活动的精力强度。 
[5]



财产收入、人力资本、时间配置或其他变量不改变精力强度，这些变量的变化会以相同的正比例或负比例改变所有活动中每小时的精力，这一比例等于时间之精力价值的百分数变化参见方程（2S.30）。从效用最大化假设（和我们模型中的其他假设）中可以得出这一均衡和不同活动中精力比率不变的定理。不应当把这一均衡和比率与各项活动中每小时精力不变的假设混为一谈（比如，弗罗伊登伯格和卡明斯1976年提出的假设）。

财产收入的提高也许会导致工作小时数的减少和“闲暇”小时数的增加，这会节约精力、提高精力的时间价值，因为工作的精力强度大于闲暇的精力强度。 
[6]

 因此，工作和其他活动每小时所消耗的精力会以相同的比率增加，这一比率会提高计时工资和消耗在其他活动上的每小时的生产率。相反，能增加工作时间的市场人力资本的补偿性增加，却会减少时间的精力价值，从而也减少每小时工作所消耗的精力。

增加的市场人力资本对工资率的影响是市场资本投资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它与每小时工作所消耗的精力成正比。因此，像工作小时数一样，当每小时的精力越大时，对市场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就越高， 
[7]

 因为人力资本投资成本部分地取决于工资率。这一结论也适合于对其他任何活动资本的投资。

人与人之间的精力储存大不相同，不仅在诸如脑力和体力上大不相同， 
[8]

 而且“野心”和动力也不一样。方程（2S.30）表明：在所有活动中，精力储存的增加，从而时间精力价值的增加，会以相同的百分数增加每小时的精力，但是，如果工作的精力强度大于典型的家庭活动的精力强度，那么，工作时间的生产率会以更大的百分数提高。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工资率比平均工资率高，而且还因为他们工作时间的生产率特别高。

如果精力较多的（全部）收入效应微弱， 
[9]

 那么，精力较多的人在精力强度较大的职业上工作的时间往往也会更长，这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上的时间比在家庭活动上的时间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精力较多的人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每小时挣到的收入也比较多。

由于产出弹性和每小时的精力有关，它小于1（σm
 ＜1），所以，如果工作时间不变，那么，储存能量的增加就会以较小的百分数来提高产出。但是，工作时间的人为增加会以大于精力储存增加的速度来提高产出。一些经验研究发现：在工人从事所要求的体力工作中，热量是“精力”的一个重要来源，他们对热量消耗的增加显然会以更大的百分数来提高产出（见UNFAO，1962年，第14—15页，第22—23页）。

由于一个人的健康影响他或她的精力，所以，健康不良会减少每小时的收入（见格罗斯曼的例证，1976年），因为精力水平较低减少了每个工作小时所消耗的精力。健康不良也会减少工作时间，这是因为，相对来说，工作是精力强化剂（耗费很多精力）；也就是说，患病时间是在家里而不是在工作中度过的。因此，可以说，精力较多的人工作的时间较长，每小时挣到的收入也比较多，其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比较健康”。

一个人因疾病和其他外部因素会发生变化，花在时间和物品上的支出、用于锻炼、睡觉、身体检查、娱乐、适当节食和其他生产能量之活动的精力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一个人的精力会发生变化。在最佳生产率水平下，追加投入的成本等于追加能量的货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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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s
 、xs
 和ts
 是生产精力的投入。 
[10]

 方程右边的项目是用来生产一个追加单位的精力所使用的投入成本，一追加单位的货币价值等于每小时增加的精力对每小时工资的影响——见方程（2S.27）中的最后一个等式。

边际工资率的提高增加了对精力的最优生产，因为与边际成本相联的边际收益增加了。通过提高与生产成本相联系的收益，市场人力资本的增加和每个工作小时的精力的减少都会促进精力的生产；当每小时的精力减少时，成本确实就会降下来，因为时间的价值减少了。给定健康和精力之间的关系，精力生产的增加也会改善健康状况。

很多人都认为，长时间的工作实际上会降低生产率，因为人们“疲乏”了。 
[11]

 这种观点对人们之间的差异提出了疑问，因为精力旺盛的人工作的时间较长。此外，即使任何一个给定者的较长时间工作会直接减少其每小时的工作精力（和生产率），但是，较长的时间也会促进精力和市场人力资本的生产。这是因为，较多的精力和人力资本提高了每小时的生产率，较长的时间甚至还能直接提高
 每小时的生产率。

像市场人力资本存量和精力价值的其他决定因素变化不定一样，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对精力投资的积极性也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在较年轻阶段里，每小时的工资增加，其部分原因可能在于精力生产的增加。相反，老年阶段的收入减少。也许用实际的罚款或利息来借用其他年龄阶段的精力存量，也会使某一特殊年龄的精力存量增加。在极端情况下，精力的借用和偿还还会产生“过度工作”和“熄火”。 
[12]



夫妻之间在精力配置中的分工

由于精力旺盛的人在精力强度密集的活动中具有比较优势，所以，有效率的婚姻市场使精力较多和较少的人配对成双（即精力相反的婚配）。把配偶中精力旺盛的一方的大部分时间都配置到像工作这种精力密集的活动上，他们在这类活动上有比较优势；把配偶懒散的一方的大部分时间都配置到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家庭活动中。

由于例证太少，以至于人们认为按照精力水平进行的分工不会有助于解释男女之间的分工。因此，我假设妇女具有照料孩子和做其他家务的义务，因为这和她们的精力或家务工作的精力强度无关。然而，精力强度差异对收入、工作时间和职业方面的性别差异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重复一下前面章节的主要内容：像照料孩子这样的家务活动，要比闲暇调整活动的精力更集中，或许多少还比市场活动的精力更集中。具有照料孩子和其他家务劳动之基本义务的已婚妇女，给每个工作小时所配置的精力要比那些把等量时间花在劳动力上的已婚男人们少。一个简单的证据利用了下面两个假设：家务劳动比闲暇更需要集中精力；方程（2S.31）所指出的含义，即任意两项活动中每小时消耗的能量比率仅仅取决于这些活动的精力强度。 
[13]



由于当已婚妇女每个工作小时消耗的精力少于已婚男人的时候，她们每小时的收入没有已婚男人多，所以，即使在已婚男女工作时间和市场资本都相同的时候，已婚妇女的家务负担也降低了她们每小时的收入。

这些家务负担也造成了职业隔离，这是因为，已婚妇女寻求精力强度比较低的职业和工作，而且这也更能满足家庭义务对她们的需要。这种观点也解释了下面的问题：当听课和做家庭作业的学生与不在学校的人们工作时间相同、特征相近时，为什么前者每小时挣到的收入没有后者多? （见拉齐尔1977年论著中的例证和论述）

因此，在已婚妇女工资减少、职业隔离的因素方面，对妇女劳动力参与率的传统论述产生了一种错误——也许是一种严重错误——的印象。这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即使在已婚男女花费在劳动力上的时间数量相同的时候，已婚妇女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没有已婚男人多。由于市场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与每小时的收入正相关，因而也与市场工作中每小时所消耗的精力正相关，所以，即使在已婚男人的工作时间少于已婚妇女的工作时间的时候，他们的收益也比较多。

已婚妇女的收入较低，其原因在于她们工作中消耗的精力比较少，对人力资本市场的投资也比较少，这种低收入降低了她们与丈夫相关的劳动力参与率。当然，较低的收入又进一步抑制了她们对资本市场的投入，但是，如果她们代之以比市场活动精力强度高的家庭工作，那么，它甚至还能减少她们在每小时工作中所消耗的精力。一种充分均衡能包括家庭工作和其他非市场活动中妻子们的完全专业化。

表2S.1（这是琼·奥尼尔提醒我的注意）表明，在美国，撇开全日就业的已婚男人不说：全日就业的普通已婚妇女在家里工作的时间也多于失业或半失业的已婚男人的工作时间。此外，在市场活动中，全日就业的已婚男人的工作时间要比全日就业的已婚妇女的工作时间多得多（大约每周9小时），虽然这些妇女总的工作时间要比已婚男人多一些。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妇女的职业和收入也受到她们对兼职工作和灵活时间需求的影响（明塞尔和鲍拉契科，1974年，表7；奥尼尔，1983年）。

表2S.1 1975—1976年美国已婚男女每周对市场工作和家里小时数的时间利用
	
	已婚妇女
	
	
	已婚男人
	



	活动类型
	
就业

全部时间


	
就业

部分时间


	所有a

	
就业

全部时间


	所有b




	市场工作
	38.6
	20.9
	16.3
	47.9
	39.2



	工作c

	35.7
	18.9
	15.0
	44.0
	36.0



	上下班
	2.9
	2.0
	1.3
	3.9
	3.2



	家庭工作
	24.6
	33.5
	34.9
	12.1
	12.8



	室内家务
	14.6
	21.0
	20.8
	2.8
	3.5



	照料孩子
	2.8
	3.2
	4.9
	1.7
	1.5



	修理、户外劳动、园艺
	1.6
	1.7
	2.2
	3.8
	3.9



	购物、劳务
	5.6
	7.6
	7.0
	3.8
	3.9



	闲暇
	21.0
	25.5
	26.7
	23.0
	27.1



	总工作时间
	63.2
	54.4
	51.2
	60.0
	52.0



	样本规模
	101
	51
	220
	236
	307






资料来源：希尔（1981年），根据密执安大学调查研究中心选取的美国家庭的国情样本数据。

a.包括没有市场工作的已婚妇女。

b.包括部分时间工作和没有市场工作的已婚男人。

c.包括午餐和茶点。

这种分析意味着，由于照料孩子和其他家务负担导致已婚妇女寻求比较方便和精力强度较低的工作，所以，即使当工作小时数和人力资本都相同的时候，单身妇女每小时的收入也会超过已婚妇女每小时的收入。这种分析还能解释为什么婚姻好像大大地增加了男子的健康，而只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妇女的健康（富克斯，1975年）。和单身妇女相比，由于已婚男人积累的市场人力资本较多、工作时间较长，所以，他们生产的精力存量比单身妇女多，这种精力存量改善了他们的健康状况。婚姻对妇女精力的影响更是多种多样的:在市场部门工作的妇女的精力价值可用家庭劳动中追加精力的价值来衡量，后者的价值可能相当大。但是，参加工作的妇女的精力价值可用其工作中的精力价值来衡量。妇女在工作中的精力价值一直低于男人，因为妇女对市场人力资本投资较少、选择精力强度较小的工作。

在过去35年里，伴随着生育率的陡然下降和离婚率的急剧上升，已婚妇女参加劳动的速度一直在增长。生育率的下降明显地增加了已婚妇女每小时的收入，因为她们有较多的能力和更灵活的时间投之于市场工作，而不是照料孩子。在美国，自1965年以来，已婚妇女用于家务工作的时间显然大大地减少了（斯塔福德，1986年）。

离婚率增长对妇女每小时工资的影响更是个疑难问题。一方面，由于已婚妇女可能会离婚，所以，当她们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资比较多；另一方面，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由于离婚妇女往往几乎都带着孩子，所以，照料孩子对精力和注意力的需要可能会大于已婚妇女，因为她们没有丈夫来分担家务。 
[14]



即使在本质上大同小异的人们之间，在时间配置和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专业化人力资本增加的收益也是产生分工的一个强大因素。然而，增加的收益仅仅是指传统的性别分工：除非男女在家庭活动和市场活动中的比较优势趋向不同，否则，妇女就有承担多数家务活动的义务。不管传统分工的原因是什么——也许是对妇女和高生育率的歧视——家务负担都减少已婚妇女劳动力的时间、抑制其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降低了她们的工资、并影响到她们的工作。

本附录还提出了个人精力在不同活动中配置的模型。每小时精力——密集较大的活动消耗的精力较多，任意两项活动每小时的精力之比仅仅依赖于它们的精力强度，而绝不取决于精力的存量、效用函数、货币收入、时间配置或人力资本。（从模型中）还引申出了其他含义：关于不同活动的时间成本、工作时间对每小时工资的影响、工资对健康投资的影响以及每个工作小时所消耗的精力的增加对市场人力资本收益的影响。

由于家务的精力强度大于闲暇和其他家庭活动的精力强度，所以，和工作时间相同的已婚男人所消耗的精力相比，已婚妇女在每小时的市场工作中所消耗的精力比较少。结果，拥有同样人力资本的已婚妇女每小时得到的收入就比已婚男人少，她们还通过寻找要求较低的工作来节约其在市场工作中消耗的精力。此外，甚至在她们和已婚男人工作时间相同的时候，她们每小时得到的较低工资也会减少她们对资本市场的投资。

已婚妇女有照料孩子和其他家务的义务，即使撇开对其参加劳动的影响不说，这种义务对男女之间的收入和职业差异也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为什么已婚妇女的工资比已婚男人的工资低得多? 在像前苏联这样的国家里，已婚男女的劳动力参与率相差无几，为什么还存在着事实上的职业隔离呢? 我认为家务义务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所有先进社会里，这些义务的存在也许只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一个重要力量，在不远的将来，它们也许会悄然消失或依稀存在。偶然印象和来自时间约束的证据都表明：在80年代，美国已婚男人对家务的相对贡献
 大大地增加了（斯塔福德，1980年；与斯塔福德关于1981年调查的私人通信）。离婚的父亲全部或部分地拉扯孩子的频率也增加了。这些趋势的持续发展会增加妇女在市场活动中的精力和时间。反过来，又提高了她们的工资、调动了她们对人力资本市场投资的积极性。其结果可能是，已婚妇女的相对收益显著增加；在20世纪最后十几年里，职业隔离现象大大减少。

即使这种过程一直延续到已婚妇女不再有照料孩子和其他家务的基本义务，但如果专业化的家庭和市场人力资本投资仍然举足轻重，或者，如果夫妻的精力不同，那么，结婚成家就依然会从时间和投资配置的分工中受益匪浅。不过，分工不再和性别相联系：在大约一半的婚姻中，丈夫更专业化于家务，而妻子擅长于市场活动；另一半家庭则会出现相反的情况。

这种发展对婚姻、生育率、离婚和家庭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但对个人或家庭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却是有限的：所有专业化于家务的人们，其收入仍然比其配偶要少，对家庭的贡献还取决于夫妻间的分工、根据教育或其他因素所选择的配偶、离婚率和对孩子的监护，等等。

届时，一个人的性别将不再是影响工资和家庭活动的一个决定性条件。但现在要论述广大的西方社会是如何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显然还为时过早。




[1]
 本附录最初刊登在《劳动经济学杂志》（1985年）第3期上：S33—S58。征得同意，在形式上稍作改正后，重载于此。


[2]
 该定理基本上综合了本书第二章中的定理2.2、2.3和2.4。


[3]
 有效分工的奴隶主们的比较优势，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有时候把奴隶们派到高度熟练的活动中（见芬利，1980年）。


[4]
 然而，吉蒂·纳沙特向我指出，即使奴隶有时候也会有重要的武装反应能力（见伊娜西克1970年对加尼塞瑞斯的探讨中的例子）。


[5]
 实际上，对时间价值的所有估计都是指消耗在交易（transportation） 上的时间。比斯利（1965年）对交换时间（commuting time） 的估计，从较低收入者每小时工资的大约30%到较高收入者每小时工资的50%。利斯科（1967年）和麦克法登（1974年）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贝克尔（1965年）估计，花费在交易上的时间价值大约为每小时工资的40%。格鲁诺（1970年）的结论是：乘飞机旅行期间的商业时间价值大约等于商业旅行者每小时的工资，而私人飞机旅行时间显然可看作是免费的。


[6]
 借助方程（2S.23），em
 tm
 +eh
 th
 =E，其中eh
 =Eh
 /th
 。如果eh
 =γem
 ，其中γ＜1，因为σm
 ＞σh
 ，那么， [image: ]




[7]
 如果工作的精力强度大于有竞争性的家庭活动的精力强度，那么，这些变量就有相反的作用。因为


[image: ]

 ，

所以， [image: ]



给定 [image: ]

 工作时间的变化往往会使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品以相同的方向发生变化；但是，如果nm
 确实是负数，那么，这种作用实际上就会减弱，因为工作的精力强度比有竞争性的家庭活动的精力强度大
 得
 多
 。相反，如果nm
 确实是正数，那么，这种作用就会得到加强，因为工作的精力强度小于有竞争性的家庭活动的精力强度。


[8]
 在格拉德斯通传记的序言里，对能量不均等现象做了绘声绘色的描述：“基尔布拉肯勋爵曾经是他的得力私人秘书，勋爵说，如果数字100能代表一个普通男人的能量，200代表一个优秀男人的能量，那么，格拉德斯通的能量将至少是1000”（见马格纳斯，1954年，第xi页）。该注释归功于乔治·施蒂格勒。


[9]
 甚至当闲暇是件更好的礼品时，收入效应符号也有两种情况。工作时间对能量储存的增加的弹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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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h
 、x 是总时间和家庭使用的物品（Px
 =1）, Nt
 、Nx
  分别是t′h
  和x 的全部
 收入弹性，δc
  是效用函数中x 和t′
 h
  的替代弹性，R 是正值。如果σm
 ＞σh
 ，那么，xδc
 （σm
 -σn
 ）＞0 实际上就给出了替代效应。 [image: ]

 给出了收入效应。如果（σn
 /σm
 ）＞κe
 （Nt
 /Nx
 ），其中κe
 是货币收入中的工资份额，那么，它就远大于零。该材料是根据H.G.刘易斯的注释写成的。


[10]
 在这里，我假设投入只用来生产精力，但也很容易把分析扩展到“联合生产”上去。比如说，一种良好的食物既能生产精力又能生产商品。


[11]
 在对美国经济增长源泉的经典分析中，丹尼逊（1962年）假设，超过每周43个小时的每个工作小时，至少会使生产率降低30%。


[12]
 伯特兰德·罗素说，他刻苦钻研基础数学，以至于他的“智力再也不能从极度紧张之中恢复过来”（1967年，第230页）。


[13]
 借助方程（2S.31），ec
 =γ1
 em
 , el
 =γ2
 em
 ，其中γ1
 ＞γ2
 ，因为σc
 ＞σe
 ，其中c 指家庭工作，l 指闲暇。由于em
 tm
 +ec
 tc
 +e1
 t1
 =E，所以em
 （tm
 +γ1
 tc
 +γ2
 t1
 ）=E，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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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电影《克拉玛对克拉玛》里，由达斯廷·霍夫曼扮演的那个人物自从负责照料自己的孩子以后就失去了工作。



第三章 婚姻市场上的一夫多妻制和一夫一妻制

第二章的分析表明：东西方社会过去的多数家庭都以已婚男女作为户主，他们抚养自己的孩子。妻子总是专心于照料孩子和其他家务活动，而丈夫一般专门从事提供生活必需品和其他市场活动。结婚时订立一份契约，它用一定的方法来保护专门从事家务活动的妇女，以免遭受丈夫的抛弃、疏远和其他不公平待遇。

虽然绝大多数男女都要结婚——1975年，美国45—54岁从未结婚的妇女大约只占4.6%，男子为6.3% 
[1]

 ——但婚姻生活的长度和质量却有很多差别。比如，在1970年，美国30—34岁的妇女中有57.9%在20岁时已经结婚，而8.6%的妇女到30岁时还没有结婚。 
[2]

 70年代结婚的美国男女大约有44%最终将会分道扬镳。 
[3]

 1870年，摩门教男人中约有15%是一夫多妻制，1%的男人还有3个以上的妻子（摘自华莱士·布莱克赫斯特的私人通信）。在美国，可能与大学毕业女性结婚的男大学毕业生人数是从未完成中学教育的男人的15倍（根据1967年“经济机会调查”的结果计算得出，计算机软盘由美国人口普查局制作）。

本章分析有效的“婚姻市场”（同一的人有相同的边际产品、获得相同的收入）上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一妻一夫和男性独身者的情况。当然，未婚男女没有像其叫卖者那样在股票和中东市场上施展其才干。 
[4]

 但在婚姻市场上，人们常常把中间人当作“经纪人”，参加宗教联谊会，进入男女混合的学校，参加旨在让适当人选在一起的其他活动，还用多种方法来宣扬其服务活动，“婚姻市场”这个词是个隐含比喻，它表明人类婚姻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组织性。

一个有效的婚姻市场会提供“影子”价格，以指导婚姻参加者，使结婚的预期收益最大化。这些影子价格是本章和下一章分析的中心，和传统的婚姻研究相比，本章提出的这些影子价格具有更丰富的市场含义。第四章将对其他一些分析做出评价。

最近，一夫多妻现象大大减少，现在，世界上只有不足10%的人口仍然生活在一夫多妻制社会里。这种减少被归因于基督教的传播和妇女权利的增加。但我对这种解释持怀疑态度。只有在对一夫多妻的需求疲软时，倡导一夫一妻制的教义才有吸引力。本章正是要说明，妇女会从一夫多妻制中获益。我将根据男女双方从一夫多妻和一夫一妻的婚姻中所获得的相对收益，来分析一夫多妻制现象。这些收益取决于男女在收入和教育上的不平等，也取决于其他影响家庭和市场生产效率之变量的不平等，还取决于他们对产出的边际贡献、供给家庭投入量间的替代自由度。 一夫多妻现象的减少与这些收益的变化相关，而与宗教教义的广泛传播或妇女权利的增加无关。

婚姻市场均衡

为了简化最初的表述，假设婚姻市场上的所有男女参加者相同。在一个有效的婚姻市场上，不同配偶的参加者的均衡配置为所有男女提供相同的预期效用。如果家庭商品的产出能组合成一种单一的同质商品，如孩子的数量（第四章讨论不同种类组成的商品），如果已知所有婚姻的产出具有稳定性（第十章讨论不稳定性），产出作为收入分配给配偶，那么，对所有结婚者来说，则有下列相同等式：

Zmf
 =Zm
 +Zf
 , （3.1）

这里的Zmf
 是一次结婚的产出，Zm
 和Zf
 是男女配偶的收入。

如果仅仅从结婚中获得的效用超过单身的效用，那么，婚姻参加者就会选择结婚。由于效用只与支配家庭的商品密切相关，所以，如果

Zf
 ＞Zsf
 和Zm
 ＞Zsm
 , （3.2）

那么，参加者就会选择结婚。这里的Zsf
 和Zsm
 是单身男女家庭的产出。图3.1直观地反映了这些婚姻决策。当Zf
 =Zsf
  时，婚姻市场上妇女Nf
 的供给曲线有无限弹性，因为在结婚和保持单身之间，她们的收入是不同的。当Zf
 ＞Zsf
  时，供给曲线在F=Nf
  点垂直。当Zf
 ＜Zsf
  时，供给曲线在F=0 点垂直。同样，当Zm
 =Zsm
  时，男性Nm
 的供给曲线有无限弹性；当Zm
 ＞Zsm
  时，供给曲线在M=Nm
  点垂直；当Zm
 ＜Zsm
  时，供给曲线在M=0 点垂直。

如果先假定所有婚姻都是一夫一妻制，那么，已婚男子的供给曲线也可以从妻子的需求曲线中导出。事实上，当男性独身与结婚有差别时，每个男子都会为一个妻子提供Zmf
 -Zsm
 ；当他从结婚中获得收益时，则提供Zmf
 -Zm
 ＜Zmf
 -Zsm
 。因此，图3.1也绘出了妻子的派生需求曲线，当Zf
 =Zmf
 -Zsm
  时，该曲线有无限弹性；当Zf
 ＜Zmf
  时，曲线在F=Nm
  点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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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在一夫一妻制婚姻市场上，把妇女的收入和男女的人数结合起来的均衡



第二章的分析表明，一个家庭的最佳产出要求家庭不同成员专业化于人力资本投资和时间配置。一个由夫妻构成的家庭的产出超过单身男女家庭产出的总和，因为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说，男女在生产和养育孩子方面是互补的，在其他家庭商品的生产上可能也是互补的。而且，在一个较大的家庭里，对家庭和市场技术的专业化收益率较高。结婚者的产出和单身者的产出总量之间的差额，就是从结婚中得到的收益。在图3.1中，妻子的派生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之间的无限有弹性部分，Zmf
 -（Zsm
 +Zsf
 ），就是对这种收益的量度。

在一个有效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市场上，均衡要求愿意结婚的男女人数相等，还要求保持单身的人能得到一定的收入，其数量至少和他们从结婚中获得的收入一样多。在图3.1中，这些条件在e 点得到满足。在这里，男子Nm
 和女子Nf
 想结婚成亲。由于男性参加者的数量少于女子（Nm
 ＜Nf
 ），所以，全部男性结婚后，仍有一些女子（Nf
 -Nm
 ） 保持独身。这些人之所以愿意独身，是因为已婚妇女的收入等于单身女子的收入。男子得到已婚妇女的产出和单身妇女收入之间的差额，因而收集了从婚姻中得到的所有“租金”。

合适男性的少量增加不会改变男女的收入，但却会减少保持单身妇女的人数。如果男性人数增加到足以超过女性人数，那么，每个女性都会结婚，一些男性则继续独身，男性的收入将会降到Zsm
 ，而妇女的收入则会增至Zmf
 -Zsm
 ，如图3.1中的e′ 点所示。因此，这种分析不仅意味着男女比例的提高会增加男性人数，而减少保持单身的女性人数，而且还说明了已婚的产出会从男性向女性重新分配。

虽然统计研究清楚地表明，已婚合适女性的比例与合适男性对合适女性人数的比率呈正相关， 
[5]

 但是，我认为，这只是对性比例或与此相关的其他变量之影响的确凿证据，也是对产出在配偶间划分影响的有力说明。人们很少劳神费心地去搜集有关信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划分不适用于市场力量。众所周知，有关家庭消费的资料很难划分成哪些有利于丈夫、哪些有利于妻子或二者，但却能从经验关系中推导出来。比如，花费在夫妻衣物上的货币数量或闲暇时间的可用资料，可与性比例、工资率、教育水平以及其他决定婚姻产出划分的因素联系起来。

在历史上，一妻多夫现象寥寥无几（有确切证据表明，印度的陶大斯人是一妻多夫制。见里弗斯1960年的论著），但是，在早期犹太人社会、穆斯林社会、古希腊的许多地区、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以及（1950年以前的）中国社会里，都存在着一夫多妻的现象。 
[6]

 图3.1的分析简易地概括了一夫多妻制或一夫一妻制的情形。比如，同一妇女对于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来说，同一妇女Nf
 的供给曲线在其单身收入点有无限弹性，直至她们全部结婚以后，该曲线才变成垂直。在Zmf（1）
 -Zsm
  处，同一男性Nm
 之第一个妻子的派生需求曲线也是无限有弹性，但当所有男人都结婚时，该曲线不会垂直，因为他们想娶第二个妻子并供养她Zf
 =MPf（2）
 =ZMf（2）
 -Zmf（1）
 =Zmf（2）
 -MPsm
 +MPf（1）
 , （3.3）这里的MPf（2）
 是从第二个妻子得到的追加产出（或边际产品），Zmf（2）
 是一夫二妻之家的产出，Zmf（1）
 是一夫一妻之家的产出，MPsm
 是单身汉的产出，MPf（1）
 是从第一个妻子得到的追加产出。广而言之，一夫n 妻的男人愿意供养一个追加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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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在一夫多妻制婚姻市场上，把妇女收入与男女人数联系起来的均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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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与夫、妻数量有关的家庭产出有连续的收益，单是妻子数量的增加就会呈现出收益递减，因为丈夫的固定数量限制了妻子的生产率。比如，每个妻子性生活的次数和所生孩子的数量都会随着妻子数量的增加而减少。或者，丈夫花在每个妻子及其儿女身上的时间，也会随着妻子数量的增加而减少。从几个一夫多妻制社会中得到的证据表明，每个妻子的子女数量会伴随着妻子数目的增加而略微减少。 
[7]

 由于追加妻子的收益递减，所以，妻子的派生需求曲线是一种向下倾斜的递减函数，如图3.2所示。每下降一步，都有一段等于Nm
 的长度，第n 步就有一个等于第n 个妻子边际生产率的高度。

在一个有效率的一夫多妻制婚姻市场上，其均衡不要求想结婚的男女人数相等，只要求想结婚的女子人数等于对妻子需求的人数。妇女的供给曲线Sf
 和妻子的派生需求曲线Df
 相交于ep
 点，此时，所有的男女都结婚，一些男人还有两个妻子。无论他们是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婚姻，所有的男男女女分别都得到同样的收入Zmf（1）
 -MPf（2）
 和MPf（2）
 ，因为所有的妻子都会得到相当于第二个妻子边际产品的那部分收入。

虽然妇女的人数超过男子的人数，但妇女的均衡收入超过了她们的单个人收入（追加妇女进入一夫多妻制婚姻而不是保持单身）。如果妇女的人数从Nf
 增加到N′f
 （如图3.2所示），那么e′p
 将是新的均衡点。有些男人有三个妻子，其他男人只娶两个妻子，妇女的收入就从MPf（2）
 减到MPf（3）
 。如果无人一夫多妻（即在e2
 点），那么，妇女的收入将会更多。

如果禁止一夫多妻，那么，妇女的境况就会较好。如果妇女人数超过了男子人数，且禁止一夫多妻，那么，妇女的收入将等于Zsf
 ，显然，它比MPf（2）
 较少，甚至还少于MPf（3）
 。广而言之，如果所有男人都至少有n-1 个妻子，有的有n 个妻子，那么，一夫一妻制将会使每个妻子付出代价，其数量等于第n 个妻子的边际产品和她单身收入的差额；还会减少所有家庭的总产出，其数量等于每个妻子的边际产品和她们单身收入之差额的总和。

另一方面，即使妇女的总产出和总收入减少了，但男人的总收入却会因被迫实行一夫一妻制而增加。在图3.2中，由于实行一夫一妻制，每个男人得到Zmf（1）
 -MPf（2）
 的收入，这比Zmf（1）
 -Zsf
 要少。Zmf（1）
 -Zsf
 是禁止一夫一妻制时男人得到的收入（即在 em
 点）。 
[8]



每个男人对妻子的需求不尽相同，因为他们在财富、职业、经验和其他有关方面互有差异。在图3.3中， Df
 是两种男人A和数量较多的B对妻子的综合需求曲线。假设A种男人第二个妻子的边际产品多，第三个妻子的边际产品少于B种第一个妻子的边际产品，那么综合需求曲线与Sf
 相交，同一组妇女的供给曲线与Df
 相交于 ep
 点，此时，对妻子的供求相等，且所有妇女都得到MPf
 （1b）
 。

所有A种男人都有两个妻子，同时，一些B类男人保持单身，由于每个妇女的收入等于B类男人第一个妻子的边际产品，所以，已婚的B类男人得到他们单身时的收入，这与结婚和保持单身无关。如图3.3所示，当男女人数大体相等时，一夫多妻制就能够存在，因为来自“上等”男人的竞争迫使“下等”男人保持单身，这就使一个“上等”男人有几个妻子。

这里所说的“上等人”和“下等人”，是指影响妻子边际产品的特性。格罗斯巴德（1976年）认为：在迈杜古里、尼日利亚男人之间，即使在年龄、教育、种族和其他某些变量保持不变时，诸如当时家庭常备水管之类的一些天然财富的增加，就会使这些男人们对一夫多妻制的偏好明显增加。 
[9]



在图3.3中，同一妇女都得到相同的收入MPf
 bm
 , 它等于B类男人第一个妻子的边际产品。所有的A类男人都得到Zaf（2）
 -2MPf（1b）
 的收入，它超过图3.3中阴影部分的单身收入。实际上，A类男人收取一种租金，因为他们在婚姻方面的能力比其他人高。图3.3清楚地说明：即使当男性人数超过女性人数时，约33%有能耐的男人也能实行一夫多妻制。男人在妻子边际生产力方面的差异，是对妇女超额供给的一种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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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男人不同、妇女相同时一夫多妻制的均衡







这种分析好像也适用于妇女而非男人有差异时的情形：有能力的妇女似乎能吸引几个丈夫，无能力的妇女却独身一人。那么，为什么一妻多夫现象寥寥无几，而一夫多妻现象却司空见惯?广而言之，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社会一夫一妻、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婚姻制度呢?某些法律禁止或限止一夫多妻呗，这是一种简单的回答。但是，当对喜爱的活动需求疲软时，法律更容易通过并得到强制执行，因此，上述答案就不能令人信服了。而且，在非人类的动物界，“一妻多夫”也是屈指可数，“一夫多妻”则比比皆是（见第九章），这或许能说明，在人类社会里，和法律限制相比，基本报酬更多地决定了一夫多妻现象。

图3.2和3.3表明：除非男人（或女人）在能力上有显著差异，或者合适男女的比率远高于或低于1，否则，一夫多妻制就无足轻重。但是，这些并不是惟一的决定性因素。男女对产出的相对边际贡献，生产产出上的规模经济和不经济，以及男女之间的替代程度，也都是与一夫多妻现象高度相关的决定性因素。

对一夫多妻制的更全面分析

为了用更一般的方法来说明这些影响 
[10]

 ，在婚姻市场上，第i个男人娶同样妇女中的一个为妻，我们给出他一夫一妻制婚姻所生产的产出是

Zmi1
 =n（αi
 ）Zp（αi
 ）xm
 ,xf
 ,（3.5）

这里的 α 是一种男性效率指数； xf
 代表每个妇女的时间、精力和商品的总资源； p（αi
 ）xm
  代表第 i 个男人的总有效资源；函数 p 把男性效率转换成男性资源的有限数量，如财富和非市场技术；函数 n 把男性效率变成不同水平的产出，它由给定的男女资源所生产。该家庭的产出是 Zmi1
 。 第 i 个男人及其配偶对时间和其他资源在市场和非市场活动之间的适度配置，以及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适度专业化，使家庭产出 Zmi1
 最大化（见第二章）。

假定一个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总产出等于由每个妻子独立生产的产出的总和，那么，当各个妻子分开居住、分灶吃饭、并在很大程度上自由生存时，独立生产的假设就顺理成章了。当妻子们合作烧饭、照料孩子、耕田种地时，独立生产的假设就不尽合理。 
[11]

 如果每个妻子在本质上都相同、每个妻子的产出又是独立生产的，那么，丈夫的资源在每个妻子间的均分，会使一个一夫多妻制家庭的产出最大化。

如果第 i 个男人有 wi
 个妻子，那么，他的家庭产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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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他对每个妻子的花费 p（αi
 ）xm
 /wi
 ≡x*
 m
 。 不管 Z 生产的每个规模经济如何，妻子数量的增加必然会减少每个妻子的产出，因为他分配到每个妻子身上的资源较少 
[12]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每个妻子的孩子会随着妻子人数的增加而减少，也说明了每个妻子的产出为什么会随着妻子数量的增加而下降。

虽然一夫多妻的男人把他们的大部分资源都分配到每个妻子身上，但是，如果男人有较丰富的资源和更充足、有效的生产功能，那么，妇女们可能还乐意与这些一夫多妻的男人们结婚。也就是说，妇女们宁愿选择一部分“成功者”， 而不愿选择一个“失败者”。用G.伯纳德·肖的生动语言来说：“母性的本能使妇女宁愿要一等男人中的第十名，而不愿要三等男人中的第一名”（1930年，第220页）。

在有效的婚姻市场上，无论同一参加者和谁结婚或结婚的次数多少，他们得到的收入都相同；他们得到自己的边际产品，所以，在不同的婚姻制度中，同一妇女的均衡边际产品都相同。因此，在婚姻市场上，如果所有妇女在本质上都相同，那么，她们每人结婚的均衡收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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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wi
 是第 i 个男性的均衡妻子数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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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N′
 m
  是结婚的男人数量， Nf
 是婚姻市场上妇女的数量，均衡要求妻子的边际产品随着其人数的增加而减少；否则，一个最有效率的男人会和所有的妻子结婚。当且仅当男人
 分配到每一个妻子身上之资源的边际产品减少时，妻子的边际产品才减少。 
[13]

 如果家庭生产的规模收益没有很大增加，那么，在孩子和其他商品的生产上，男女之间的互补性就意味着男性资源的边际产品减少，妻子资源的边际产品也会因此而减少。 
[14]



如果把妻子的数量限定为一个整数，那么，结论将是一样的，但为了简化分析，我还是假定妻子的数量不断地变化。比如，我所说的妻子数量也许是指结婚的天数，它会随着结婚年龄和分居年龄的改变而接二连三地发生变化。然而，对于晚婚和提前终止婚姻的男性来说，等式（3.6）和3.7中的假设是不现实的，它假设男性把资源全部用于和他们妻子的资源相互合作上。不过，我还要保留这个假设和单身者的收入为零这一观点，因为这一简化不会使结论相去甚远，且又便于修正。

一些男人不能结婚，因为其妻子的边际产品低于其他男人之妻子的边际产品 （Zf
 ）。虽然妻子数目减少时其边际产品却增加了，但是，如果在某些点上追加的男性资源不使产出增加 
[15]

 ，那么，妻子的边际产品就会达到一个上限。因此，分配到每个妻子身上的均衡男性资源，就不会超过一个有零边际产品的数量，妻子的均衡数量也会有一个正的下限。 
[16]

 妻子数量最少的男人，其效率可由（3.7）中 [image: ]

 的条件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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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x*
 m
  是 x*
 m
  在 Z/x*
 m
 =0 时的最小值。能力较低的每个男人都难以成婚，因为其妻子的边际产品太低。

只有当效率较高的男人有一大批妻子时，对效率不同的男人来说，追加妻子的边际产品才相等。 
[17]

 效率最低的男人确实总得保持独身。因为他们不能像其他男人一样为妻子提供等量的东西。假设妇女的收入 Zf
 、 参数 xm
 、xf
 、p 和 n 都保持不变，通过把有关效率指数 α 的等式（3.7）微分，那么，我们就能推导出妻子和效率之间的精确关系（见数学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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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夫多妻的丈夫分配给每个妻子的资源数量相同，所以，其有效资源的增加只是以同样的百分比追加给每个妻子。这就解释了等式（3.10）中 ∈（p,α） 的系数为什么是1，也说明了对妻子需求的净“财富”弹性也是1的深刻含义。

效率的单纯变化——n （α） 值的变化——对妻子数目的影响更为复杂，它取决于家庭生产函数的性质。妻子数目对效率变化的弹性会大于1；在男人对产出的边际
 贡献较小时（即，当∈（Z,x*
 m
 ）较小时），或妇女对产出的边际贡献较大时，妻子数目变化的弹性就较大。 
[18]



也可用另一种形式来表述妻子数量对效率变化的弹性：它真正取决于和男人贡献相关的、妇女对产出之边际贡献，而不取决于家庭生产函数的规模收益。比如，如果家庭生产函数是科布—道格拉斯函数，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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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α 和 αr 是常数，系数 ∈（n,α） 是一个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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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r 是对妇女在产出中的相对边际份额， g=α+αr 是对规模收益的计量。当 g≤1 时，系数 ∈（n,α） 自然会大于1； ∈（n,α） 还随着 r 的增加或 g 的减少而增加。

在男女投入和不变的规模收益之间 （g=1）, 如果生产函数有一个恒定的替代弹性（见数学附录B），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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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妇女在产出中的相对边际份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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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g=σ=1 时，该等式可约简到等式（3.12）。如果 σ＞1, 那么，妻子对于效率的弹性必然大于1，并随着 σ 的增加而增加。当 σ＜1 时，对效率更高的男人来说，由于 xf
 /x*
 m
  较大，所以，就效率较高的男人而论，妻子对效率的弹性就较小，这是因为，妻子在家庭生产中的均衡份额会随着效率的增加而减少。

如果 ∈（p,α） 和 ∈（n,α） 是常数，生产函数又是科布—道格拉斯函数，那么，对于妻子的数量来说，等式（3.10）就是一个能够求出精确解的简单线性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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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α是有一个妻子的男人的效率（见数学附录C），妻子的均衡数量与男人的总资源成比例；如果妇女对产出的边际贡献不少于男人 （r≥1）， 规模收益又非正在增加（g≤1）, 那么，妻子的均衡数量就比其丈夫的效率增加得更快。比如，若 r=2,g≤1,∈（n,α）=1, 那么，假如丈夫的效率增加10%，妻子的均衡数量至少就会增加30%!已婚男人之妻子人数的不相等，会大大超过其丈夫能力的不相等，而且，即使丈夫的效率均匀分布，妻子的分布（配置）也会明显地向右偏斜。

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说，由于妇女要十月怀胎，所以，男人对孩子生产的边际贡献就远远小于妇女的贡献。而且，在原始和次发达社会里，妇女对照料孩子的贡献也更大，她们在生产新婴儿时，还能给大孩子供养乳汁。因此，我们的分析表明：一夫多妻制是普遍现象；在许多这样的社会里，妻子的配置都不相等。因为在这些社会里，妇女在对多孩子的生产、照料以及婚姻的主要产出上，其边际贡献都比男人的边际贡献大得多。

随着昔日社会的愈益城市化和进步，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大为减少，而对孩子的教育、健康和“质量”的其他方面的需求则大大增加（见第五章）。由于男子对孩子质量的边际贡献远远高于其对数量的边际贡献，所以，我们的分析正确地预见到：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夫多妻制现象还会明显减少。

均衡收入、投资和性比例

由于一个男人的收入等于其家庭产出和他妻子收入的差额，所以，他的收入可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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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Zf
 由等式（3.7）给定，对婚姻市场上所有本质相同的妇女来说，Zf
 是相同的。等式最右上边的项目可视为有效率 αi
 的男人的边际产品。男性收入的分配取决于妻子的分配，以及男人对每位妻子之产出n（αi
 ）（Z/x*
 m
 ）x*
 m
  的边际贡献的分配。如果家庭生产函数是科布—道格拉斯函数，且有不变的规模收益，那么，当市场均衡时，对所有男人来说，这些贡献都是相同的。 
[19]

 因此，方程（3.16）变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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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男人的均衡收入与其妻子的数量成比例 
[20]

 。如果生产函数不是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但有替代弹性等于σ,那么，σ大于1和小于1时，r会随同效率一起而增加和减少。因此，当 σ<>1 时，男子收入的增加会比其妻子数量的增加更快些。 
[21]



应当强调的是，这些结果没有假设男人们为了自己而估价妻子，只是考虑到夫妻生产的产出价值。方程（3.16）和（3.17）表明，对于被估价的产出的变动来说，妻子均衡数量的变动可能是一个好的代表值
 。由于假设妻子数量确实可以正确地计算出来，所以，和货币收入变动这个经常使用的代表值相比，它是一个更好的代表值。

方程（3.17）意味着男人们的平均收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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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N′
 m
 是已婚男人的数量 （w＞0的）， [image: ]

 是已婚男人的妻子的平均数量，Nm
 是婚姻市场上的男人数量。 
[22]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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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Nf
 是婚姻市场上妇女的数量， 
[23]

 所以，和每个同质妇女收入相关的男人们的平均收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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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v=Nm
 /Nf
 , 是婚姻市场上参加者的性比例。

参加者的性比例的下降——与男人有关的妇女人数的增加——会减少妇女的收入，而提高男人的平均收入。由于追加妻子的边际产品会大于妻子减少的成本，所以，每个已婚男人的妻子的数量会增加。因此，性比例的下降会扩大一夫多妻制的关联，这种关联由已婚男人的妻子平均数量来衡量，或者由一部分男人来衡量，他们有多于一个固定数量的妻子。但是，由无妻之男人部分衡量的一夫多妻的关联却会减少，因为原来一些未婚的男人，现在也有足够的魅力与妇女们结婚。何况，已婚男人的妻子数量的不均等还取决于等式（3.10）中的变量，而与性比例毫不相关。

相对于男人的边际产品来说，妇女对产出的边际贡献的增加（即 r 增加）会提高妻子的边际产品，而降低丈夫的边际产品，这些边际产品提高妇女的收入、降低男人的平均收入。结果，成婚的男人数量增加，每个已婚男人的妻子数量也增加。由于方程（3.13）和（3.15）意味着已婚男人妻子数量的不均等会扩大，所以，当妇女在产出的边际产品中愈益举足轻重时，一夫多妻范围的所有测度 （measures） 都会增加。妇女贡献的增加也会扩大女性收入的不均等和偏度 （skewness）, 因为其收入分配与妻子的分配大体成比例。平等和偏度的增加说明，即使在男人的平均收入减少时，大多数有效率的男人也会生活得更好。

反对一夫多妻制的团体声称，一夫多妻制是对妇女的剥削，它降低了妻子的地位。 
[24]

 然而，我对效率和竞争的婚姻市场的分析却表明：如果一夫多妻的范围主要取决于妇女对产出的边际贡献，那么，当一夫多妻现象更为普遍时，妇女的收入会更多，男人对妻子的竞争也会更激烈。这种观点为下述事实所佐证，即，在一夫多妻的关联较高的社会里，聘金更加司空见惯，新娘的价格往往也较高（见吉迪，1963年；戈德施米德，1973年；威廷，1977年；格鲁斯巴德，1978年）。

一夫多妻的增加渊源于妇女贡献的增加，它使男人们推迟跨入婚姻市场的时间，在年龄和经验方面更有效率，以前他们徘徊于婚姻市场大门之外，因为当一夫多妻的范围较大时，在婚姻市场上效率能有利可图。同样，一夫多妻的增加，可能会使妇女提前迈进婚姻市场，因为对妻子的需求更大。即使年轻妇女的负担会因结婚而加重，她们也会早婚。在一夫多妻现象较为普遍的社会里，男人晚婚，妇女则似乎早婚。 
[25]



相对于妇女而言，男人平均收入（方程（3.20）中的 [image: ]

 ） 的减少，也会
 降低性比例，其方法是：男人外迁、妇女内移； 
[26]

 父母多关心女儿的存活、少关心儿子的存活，以及其他办法。当一夫多妻现象更为普遍、而因果关系是从一夫多妻到男人短缺时，由于妇女贡献的增加会扩大一夫多妻的关联，所以，只有少数男人才能适应这种情况。

如果这些反应不断降低性比例，而随便使与妇女相关的男人的平均收入低于某些收入比率 R*
 ；如果他们连续提高性比例，而让男人的收入高于 R*
 ，那么，只有在相对收入等于 R*
 点时，性比例才会固定不变。我们一定还记得：R*
 不必等于1；增加儿子或闺女的净成本可能不同；父母，尤其是年迈的父母从儿女那里得到的益处也不相等。我们在第六章再分析这一观点。由于方程（3.20）表明，男人相对数目的变化使其相对收益沿着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所以，不变的性比例 v*
 会是一个静态均衡比例：从任一初始位置出发，经过一段时间后，男人的相对收入会随着性比例趋向均衡值而接近 R*
 。由方程（3.20）决定的这种均衡值是

v*
 =1/（rR*
 ）,（3.20′
 ）

男女的均衡比例与男女收入的均衡比例负相关，而与男女对产出的边际
 贡献的比例（1/r）正相关。广而言之，性比例绝对依赖于收入比例，但没有一种静态值。 
[27]



效率不仅仅是由外部条件给定的，而且部分还取决于教育、培训和对人力资本的其他投资。为了招引更多的妻子，男人们乐意承担变得更有效率的巨大成本和风险。我们的分析说明，当妇女的贡献较大时，效率的增加对妻子和收入数量的影响就较大，对提高效率的刺激也更大。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效率（α）由额外的技术（h）和“天生”的能力（μ）来决定：

α=μ+h. （3.21）

h 的生产函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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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推导出 [image: ]

 这里的 x0
 m
 是生产 h 所用的资源。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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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直接和间接地配置到男性收入的创造上，如果Z是科布—道格拉斯函数，且 p（α）≡1, 那么，使收入最大化的配置的均衡条件就是（见数学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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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妇女对产出生产的边际贡献（r）的增加，会扩大在效率上的支出，直到 [image: ]

 降到足够低的程度为止。相对于其他男人来说，贡献的增加通过使能力更高的男人对投资的增加，也会
 加剧男人之间的不均等。 
[28]

 由于妇女对产出贡献的增加也会鼓励实行一夫多妻制，所以，当一夫多妻现象更为普遍时，中等男人的投资更多，效率因而也更高。而且，贡献的增加不仅直接扩大妻子数量上的不均等（这可从方程（3.15）中推导出来），还会通过扩大男人之间的不均等而间接地扩大妻子数量上的不均等。

由于男人投资较多，所以他们会为娶妻子而加剧竞争，这就引起妇女收入的增加。由于妻子的总量一定——撇开其他引起性比例下降的情况不谈——所以对效率普遍增加的妻子需求的影响，必定会被妇女的较高收入所抵消。方程（3.20）确实表明，如果生产函数是科布—道格拉斯函数，那么，妇女收入同男人平均收入的比率就和效率在男人中间的配置无关。

在生产方面，我已假定妇女是同质的、男人是不同质的，但如果男人是同质的，妇女是不同质的，那么，分析将是对称的。男人在一妻多夫家庭中的配置决定于所有已婚的丈夫都有相同的边际产品的需要。效率较高的妇女会有较多的丈夫，因为娶有这种妇女为妻的男人，更能生产。

如果每个丈夫的生产和有一个其他丈夫的生产无关（见后边的探讨），那么，有 hi
 个丈夫的第 i 个妇女的总产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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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image: ]

 α是每一个丈夫的效率，β 是第 i 个妇女的效率， [image: ]

 。如果Z的规模收益不变，那么，β 的变化对丈夫均衡数量的影响就决定于方程（3.10）和（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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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1/r是丈夫对产出的相对边际贡献。由方程（3.17）可知，第 i 个妇女的均衡收入是近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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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Zm
 是男人的均衡收入，当生产函数是科布—道格拉斯函数时，方程（3.27）就是一个等式。

由方程（3.13）可知，妇女边际贡献的增加会扩大一夫多妻的范围，从方程（3.26）可知，它又缩小一妻多夫的关联。因此，一夫多妻之所以比一妻多夫更为普遍，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妇女对产出的边际贡献
 大大超过男人对产出的边际贡献。而且，当一夫多妻举足轻重时，一妻多夫就微不足道了；反之，亦然。因为妇女贡献的变化使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关联向着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

每个配偶的生产与其他配偶的生产无关的假设，适用于一夫多妻的家庭，但不适用于一妻多夫的家庭。由于人们喜欢自己的孩子大大胜过喜欢其他人的孩子，又由于当一妻多夫时，难以确知一个孩子的父亲，所以，每个丈夫都会降低其他丈夫的生产率。这说明，一妻多夫规模收益的递减，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妻多夫现象寥寥无几， 
[29]

 也有助于回答为什么一妻多夫制下妇女的丈夫往往是自己的兄弟或其他亲戚（人们喜欢亲戚的孩子胜过喜欢陌生人的孩子）的问题。

和方程（3.24）有关的另一个相似论点是：妇女的平均投资及其在投资上的不均等，与男人对结婚产出的边际贡献正相关（即，与妇女的边际贡献负相关）。当孩子的数量是结婚的主要产出时，由于妇女的边际贡献大于男人的边际贡献，所以，当孩子数量举足轻重时，妇女的平均投资就较小，她们在投资上的不均等程度也较低。

表3.1列出了不同国家男女入学年龄的平均和标准离差。 
[30]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在贫穷国家里，妇女在平均离差和标准离差两个方面都明显低于男人，孩子数量是主要产出；在富裕国家里，妇女在这两个方面的离差比男人只稍低一点，孩子质量却举足轻重。妇女对产出边际贡献的增加，直接扩大男人之间的收入不均等，而缩小妇女之间的收入不均等，由方程（3.15）和（3.22）可知，通过扩大男人之间投资的不均等和缩小妇女之间投资的不均等，也可以间接扩大和缩小男女之间的收入不均等。在比较贫穷的国家里，男性收入不均等的程度往往比较大。 
[31]



表3.1 对不同国家和地区25—34岁男女按就学年数计算的教育状况的估计

	国家和地区及抽样年份
	
	平均离差
	
	标准离差
	


	
	
	男
	女
	男
	女



	伊朗
	1966
	2.1
	0.7
	3.9
	2.4



	印度
	1971
	2.6
	0.8
	4.0
	2.4



	肯尼亚a

	1969
	3.4
	1.2
	3.4
	2.4



	赞比亚
	1969
	3.6
	1.3
	3.2
	2.3



	马来西亚
	1970
	3.7
	2.7
	3.3
	3.1



	厄瓜多尔
	1962
	5.0
	4.8
	3.2
	2.9



	墨西哥
	1976
	5.5
	4.5
	4.5
	3.7



	阿根廷
	1970
	6.5
	6.2
	4.1
	4.0



	香港
	1971
	7.6
	6.8
	3.5
	3.5



	瑞典
	1970
	8.3
	8.2
	4.7
	4.6



	美国
	1970
	12.4
	11.9
	3.5
	2.8






a 25—29岁。

资料来源：印度登记总署，1976年；伊朗统计中心,1966年；马来西亚统计部，1977年；墨西哥统计总局，1976年；联合国1972年，表19，1974年，表34；美国人口普查局，1973年c。

当男女（的本质）不同时，一夫多妻制（问题）可能会被“掩盖”，因为一个效率较高的配偶能代替几个效率较低的配偶。下一章的分析表明，作为可能性，如果男女的效率正在提高，那么，一个有效率的婚姻市场就会有确定的配偶类型，例如，效率较高的男人会和效率较高的妇女结婚。实际上，本章已经认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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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如果一方效率的提高引起另一方效率的提高，那么，他们实际上就是在提高家庭生产函数中的效率。因此，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有效程度和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甚至可以用妻子的天数（或丈夫的天数）之类的连续变量的分布来表述，因为每个妻子（或丈夫）的效率会随着妻子（或丈夫）天数的增加而提高。

当男女（的本质）都不相同时，效率较高者就有额外的选择权，他们充分留心选择几个效率较低的配偶，而不挑选一个效率较高的配偶。根据前边的分析，当妇女对产出的边际贡献较大时，有效率的妇女可能更喜欢有一部分效率的男人们的青睐，这毫不奇怪（见数学附录E）。因此，显性的
 一妻多夫之所以寥寥无几，其部分原因就在于隐性的
 一妻多夫具有吸引力。

我已经说过，当妇女对产出的边际贡献较大时，一夫多妻制的男人投资于高技术的热情就更大；而当男人的贡献较大时，一妻多夫的妇女投资的积极性则更高。这一结论也适用于相称配偶的隐性一妻多夫制。妇女边际贡献的增加提高男人的投资，减少妇女的投资，提高男人们的平均效率，扩大他们与妇女有关的效率上的不均等（见数学附录E）。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贫穷国家里，妇女就学年数的平均和标准离差往往都低于男人（见表3.1），在这些国家里，由于孩子多、价值大，所以，可假设妇女对产出的边际贡献多于男人的边际贡献。

数学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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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如果一个妇女有位一夫多妻的男人，该妇女的边际产品超过她有几个低效率的丈夫的边际产品，那么，一个妇女就更喜欢一个有几位妻子的男人。也就是说，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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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她更喜欢一个有 wi
 个妻子和效率 αi
 的、一夫多妻的男人，而不喜欢一个效率 ακ
 ＜αi
 的 hj
 个丈夫，仅仅是为了简化起见，我在这里已假设一夫多妻之家的所有配偶都有相同的效率，且效率的变化仅仅对产出因素有中性影响。也就是说，由于 p（α）≡l（β）≡1, 所以，效率的变化仅仅影响 n 的数值。如果 Z 的规模收益不变，那么，这个不等式就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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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Z是科布—道格拉斯函数，那么，这个不等式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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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的 r 是妇女在产出中的相对份额。因此，当 r 较大、hj
 和 Wi
 较小，且与 ακ
 相关的 αi
 较小时，一夫多妻之家很可能备受青睐。

F. 为了简单地提供一个证据（上述附录D给出了一个更全面的讨论），假设每个男人都通过选择最佳配置而使其收入 （Zm
 ） 最大化，他把总资源 （xm
 ） 最合理地配置到技术生产和收入的直接生产之间，令一夫一妻的婚姻产出Z是

Zαβ
 =n（α,β）Z（xm
 ,xf
 ）,

式中的 α 和 β 是对男女技术的度量， xm
 和 xf
 是对他们消耗在产出上的资源的度量，男人的 xm
 的最佳配置取决于


[image: ]



式中 x0
 m
 是他消耗在提高技术上的资源，且 [image: ]

 。 因为

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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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的 r 是妇女对产出的相对边际贡献，g 是 Z 的齐次性和方程式（3.24）比较。因此，r 的增加会提高技术上的最佳投资，因为 [image: ]

 的均衡值减小了。




[1]
 美国人口普查局，1975年b。


[2]
 美国人口普查局，1973年b和d。


[3]
 普雷斯顿，1975年版。


[4]
 不过，有趣的是，某些物种确实利用斗技场所或追逐来展现其才能并吸引异性。


[5]
 见艾伦·弗雷登：普雷斯顿（1974年）和理查德（1975年）以及桑托斯（1975年）对美国白人进行的研究，罗斯查尔（1971年）对美国黑人进行的研究；舒尔茨和内洛夫（1970年）对波多黎各人的研究，以及华莱士（1972年）对爱尔兰人的研究。“合适的”是指：一组女性与最可能结婚的男性能门当户对，比如，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的人数相当；或者，20—24岁的女子与25—29岁的男子相当。


[6]
 从法律上说， 一个中国男人只能娶一个妻子，但在同一个家庭里，几个妻子常常相处并存，生儿育女，并有各种权利（见古迪1963年，第282页）。


[7]
 史密斯和孔兹1976年发表的“19世纪美洲的一夫多妻制和生育率”一文，对十几项研究进行了评论，几个妻子对每个妻子之孩子数目的负效用甚至比这些研究所揭示的状况更为强烈，因为更“有效率”的男人，尤其是富人和年长一些的男人，会使每个妻子比有等量妻子的其他男人有较多的孩子。


[8]
 进而言之，如果不允许任何男人有多于 n-1 个的妻子（《古兰经》禁止超过4个妻子），在不限制一夫多妻的情况下，如果一些男人有几个妻子，那么他们的处境就会更好一些。但是，如果限制他们都是一夫一妻制，那么，他们的境况也可能会更糟糕些，因为从2，3，... n-1 个妻子那里得到的收益会超过一夫多妻制下从第一个妻子那里减少的收入。比如，如果一些男人有3个妻子，正像图3.2中的 e′
 p
 点那样，而不是如 em
 点那样在强制的一夫一妻制下只有一个妻子，那么，所有的男人从第一个妻子那里损失MPf（3）
 -Zsf
 , 而从第二个妻子那里得到 MPf（2）
 -MPf（3）
 。 如果 MPf（2）
 +Zsf
 ＞2MPf（3）
 , 那么，男人和女人在 e′
 p
 点都比在 em
 点生活得更好一些。


[9]
 关于阿拉伯人、非洲人、摩门教徒，巴西的印第安人和乌干达一夫多妻制特征的其他证据，见古迪（1963年）、V.R.多贾恩（1959年）、杨（1954年）、萨尔扎诺等人（1967年）和（1973年）的论著。


[10]
 本节的分析受到常（1973年）和罗森（1981年）论文的显著影响。


[11]
 金布尔·杨在1954年出版的《一个妻子够吗?》一书中指出，在一夫多妻制的摩门教家庭里，妻子们的合作显然是按部就班的事情。费尔尼（1965年）谈到了伊拉克一个小村庄中穆斯林的一夫多妻制家庭。也可见博塞鲁普（1970年）对不同的一夫多妻制社会里妇女耕田的讨论。


[12]
 由于每个妻子的产出是 [image: ]

 [image: ]




[13]
 对于 wi
 来说，方程（3.7）的微分是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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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如果Z在第t阶上是齐次的，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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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根据方程（3.7），当 [image: ]

 时，妻子的边际产品最大化，或者，每个妻子的产出（Z）最大化，只有当 x*
 m
 ≥x*
 m
  时，妻子边际产品的减少才意味着 [image: ]

 可能是0。这里的 [image: ]

 由家庭生产函数来决定。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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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如果 αj
 ＞αi
 ,wj
 ≤wi
 , 那么，等式（3.7）就意味着 MPmiwj
 ＞MPmiwi
 , 因为 n（αj
 ）＞n（αi
 ）,p（αj
 ）＞p（αi
 ）。


[18]
 注意，如果生产函数有连续的规模收益，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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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因为 [image: ]

 如果Z是科布—道格拉斯函数，那么，这里的 a 和 r 是常数。

所以， [image: ]

 对于所有的男人来说，都是相同的。


[20]
 1978年，卢卡斯用一个企业家模型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说：当企业的生产函数是科布—道格拉斯函数时，企业家的均衡收入与其雇员的数量成比例。


[21]
 如果把高层管理者视为一夫多妻的男人、妻子数量测度企业的规模，那么，该分析也适用于这些人的收入。因此，方程（3.17）意味着，当管理者的时间（和其他资源）和其他投入之间的替代弹性大于或小于1时，高层管理者的收入会比企业规模增加得更快或更慢。所以，赫伯特·西蒙于1979年发表的《在工商业组织中做出合理决策》一文一定是弄错了。他断言：不能简单地用新古典最大化理论来解释高层管理者的收入和企业规模对数之间的显著凹面关系。


[22]
 如果生产函数是科布—道格拉斯函数，那么，没有男人会保持单身，因为妻子的边际产品总是正值，每个妻子的产出会随着妻子数量的变少而无限地增加。


[23]
 所有的妇女都结婚，因为我们假定 Zf
 是正值、单个妇女的产出是正值。


[24]
 大卫·休谟写道：“男人的这种主权（即一夫多妻）是一种真正的霸占，它破坏等级之间的亲近，反对在性别之间建立平等关系”（《大卫·休谟哲学著作》第19卷，第1页，1854年版）。K.杨（1954年）也探讨了摩门教徒中不同团体反对一夫多妻制的问题。但是，伊朗的A.R.霍梅尼1976年在会见奥里纳·法拉西时表达了伊斯兰教的传统观点：“关于四个妻子的法律是一种很进步的法律，它是为了妇女的利益而制定的，因为妇女比男人多……即使在伊斯兰教强迫一夫二妻、三妻和四妻的困难条件下，每个妻子的待遇、时间和爱情也是平等的。该法律胜过一夫一妻制的法律。”


[25]
 在探讨乌干达塞贝地区一夫多妻制问题时，戈德施米特说：“虽然男人们总觉得两个妻子比较理想，但实际只有少数男人才有一个以上的妻子。而这正好使妇女供不应求。显然，塞贝没有老处女”（《科学的美国人》1973年版，第80页）。

摩门教徒也许是一个例外：19世纪末，女子初婚的平均年龄是20—23岁，男子是25岁（见J.史密斯和P.孔兹，1976年，第469—470页）。但是，许多女性皈依者的流入也许会明显提高妇女结婚的平均年龄，因为父母使摩门教徒的女孩明显早婚。“到16岁时，许多女孩正求婚，一个超过20岁而未婚的姑娘，已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潜在的老处女”（K.杨：《一个妻子够吗?》，1954年版，第246页）。


[26]
 比如，摩门教信徒从海外征募女性皈依者（见K.杨，1954年，第124—125页）。一夫多妻现象较多的卡西里卡牧民从一夫多妻现象较少的萨塞农民中进口妻子（戈德施米特，1973年）。19世纪，土耳其帝国实行一夫多妻制的村庄的男人向外迁移（J.麦卡锡，1979年）。


[27]
 见G.贝克尔和R.波斯纳（1981年）对原始社会的分析和经验证据。


[28]
 通过对关于能力的均衡条件（3.24）进行微分，我们得到：


[image: ]



r 的增加提高了等式右边的值，从而扩大了能力（μ）对生产技术 （x0
 m
 ） 投资数量的影响。因此，r 的增加扩大了高能和低能男人之间在生产技术上的差异。


[29]
 关于一妻多夫方面的例证，见里弗斯（1962年）、萨克森娜（1962年）、普林斯顿和彼特（1963年）。


[30]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标准离差或离中趋势中的一个相似绝对数能衡量受教育年数的不均等程度（见G.贝克尔：《人力资本》，1975年版）。


[31]
 在表3.1中，虽然有少数国家存在着明显的一夫多妻制，但我简要地指出，对男女的投资来说，对有确定婚姻配偶的“隐性”一夫多妻制具有相似的含义。



第四章 婚姻市场上的相称婚配

第三章认为：一个有效率的婚姻市场把投入的收入或“价格”分配给所有参加者，把他们吸引到合适的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的婚姻之中。投入的价格还往往使不同质量的男女成双配对：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参加者选择和“低质量”的人结婚，因为他们觉得“高质量”的人太昂贵。当结婚的收益难以被划分出来，或者当一方拥有的权力（通常是丈夫）大于另一方时，参加者进行有效定价的障碍就会增加。新娘的价格、嫁妆、对离婚所得财产的处理以及其他部分有关的资本转让，都会克服这些障碍。

本章阐明：一个有效的婚姻市场总是有完全相称的婚配，高质量的男子和高质量的女子结婚，低质量的男子和低质量的女子成亲，尽管有时不相称的婚配也是重要的。一个有效率的婚姻市场还会使家庭商品的总产出最大化，所以，每个人都能改善自己的婚姻，而又不使其他人的生活每况愈下。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上等男女的婚姻是一夫多妻制的一种隐性形式，它能代替一夫多妻制的显性形式。本章证明了它的反题：显性的一夫多妻制是完全相称婚配的一种含蓄形式，它能代替上等人的婚配。因此，一夫多妻的男性的配偶会是一个平均质量较低的女人，她低于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同样一个上等男人的配偶。

一夫一妻制中相称婚配的均衡条件

在一个有效率的婚姻市场上，同一个男人不管与谁结婚，或者是否选择保持独身，他得到的收入都相同。在有效率的市场上，由于和上等女人结婚产出较多，所以，上等女人得到的收入就多一些。本节仍然假设，如果所有结婚者都是一夫一妻，那么，第 j 个女人和第 i 个女人之间的收入差别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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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Zf
 i
 是第 i 个女人的均衡收入， 
[1]

 Zm
 是男人的均衡收入， Zmi
 是第 i 个女人和任何一个男人结婚的边际产出。上等女人得到一种酬金，它取决于其作为妻子所增加的生产率。

当男女两者的人数不等时，这种分析显然更为复杂；此时，收入取决于如何把他们归入不同的婚姻类型，而且最佳婚配依次取决于均衡收入的流向。分辨这种复杂现象，要靠婚姻市场上对二者的同时决定的认识。在一个有效率的婚姻市场上，上等人会和另一个上等人结婚，他们的较高的生产率是互补的。 
[2]



下边的矩阵说明了由单身者生产的商品产出，以及男女人数相等时所有一夫一妻的婚配所生产的商品产出（本章后面讨论男女人数不等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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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这里的 F1
 …FN
 和 M1
 …MN
 指不同质量的男人和女人。由于男女的互补性及其比较优势的差别意味着二者结婚后境况较好，所以，对反映单身者产出的横行和纵列可以置之不理，而集中精力来分析边际产出的 N×N 矩阵。

在每一横行和纵列上，选择一个项目都有N!种方法，或者说，允许和一个女人结婚的每一个男人都有N!种不同的婚配；反之亦然。每种分类组合所生产的总婚姻产出可以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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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算出最大化总产出的一个分类，使其每个项目都位于对角线上，那么，对所有的 κ 来说最大化总产出就可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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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一个人都是效用最大化者，都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的配偶，那么，最佳婚配一定具有如下性质：未婚男女在不会使其中至少一方的生活变糟的情况下才会结婚。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最佳婚配在中心点，因为在中心点之外的（一夫一妻的）结合不会使男女双方境况更好，而又不让其他成员的生活变糟。

由于效用与商品收入单调相关，因此，非中心点的婚姻的产出不可能比夫妻双方在中心点所得到的总收入更多。如果非中心点的婚姻产出更多，而且能对产出进行任意分配，那么，就能找到一种使每个人境况更好的分配， 
[3]

 从而与中心点的最优化相矛盾。如果对角线上的婚配在中心点上，那么，这种状况表明：

对于所有的 i 和 j 来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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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产出和收入之间的数量恒等式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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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4.5）立即排除了偏离中心点的每个婚配，这些婚配不能使总商品产出最大化。在其他条件下，至少有一个男人和女人的境况会比由中心点指派给他们的配偶的境况更好些。相反，任何使总产出最大化的婚配都必定在中心点上。 
[4]

 此外，具有和人类婚姻匹配相同的数学结构的最优分配理论表明，对于使总产出最大化的一个婚配来说，它意味着有很多组收入常常会满足（4.5）和（4.6）的条件（作为一个证据，见库普曼斯和贝克曼，1957年，第60页）。

下边这个2×2产出矩阵可以说明这一解法：

[image: ]

虽然一桩婚姻的最大化产出是由 M2
 和 F1
 之间的一个婚姻生产的，但最佳组合，却是 （M2
 ,F1
 ） 和 （M2
 ,F2
 ）。因为，如果 Zm
 1
 =3,Zf
 1
 =5,Zm
 2
 =5,Zf
 2
 =2, 那么， M2
 和 F1
 就没有结婚的积极性，因为 Zm
 2
 +Zf
 1
 =10＞9;Zm
 1
 +Zf
 2
 =5＞4, 所以， M1
 和 F2
 都不想结婚。

这个例子说明，婚姻市场不选择任何单个婚姻的最大化产出，而选择所有婚姻产出总量最大化，这就像竞争的产品市场使所有厂商的产出总量最大化一样。换句话说，和保持单身相比，婚姻市场的作用好像不会使每桩特殊婚姻的收益最大化，但却会使所有婚姻的总收益最大化。 
[5]

 当然，家庭的最大化商品产出和通常所计算的国民产出不同，它包括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两性的满足，以及其他从未计入国民产出数量的商品。

使总产出最大化的结论大大简化了寻求最佳组合的过程，因为使总产出最大化的任何组合都是一个最佳组合，并且一定能满足条件（4.5），该条件难以直接检验。不过，应当强调的是，使总产出最大的最优化是一个定理，而不是一个关于行为的假设。 
[6]

 每个男男女女都被假设为只关心“自己的”福利，而不关心社会福利。但在婚姻市场上，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却让他们不知不觉地使总产出最大化。

同类人的婚配

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经常讨论人们是否和具有相同或不同特征的人结婚，生物学家们有时也用完全相称或不相称婚配的假设来代替非人类之动物界的随意婚配，但是，所有这些学科都没有提出一种系统分析，来预言不同特征的人是否与同类或不同类的人结婚。 
[7]

 我的分析表明，当结婚者使所有婚姻的总商品产出最大化时，同类人（或不同类人）的婚配就会发生，而不管这种（婚配）性质是财政方面的（工资率、财产收入）、生理方面的（身高、种族、年龄、体格），抑或是心理方面的（进攻，顺从）。这种分析也能用于厂商配置工人、学校安排学生、 
[8]

 农场主组织农夫、店主招揽顾客，还可以用于认识工人对工厂提供的不同工作条件的偏好。

假设男女仅仅在数量特征 Am
 和 Af
 方面有所不同，且每一特征都有一个正的边际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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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称婚配的主要定理是，当且仅当 Am
 和 Af
 所增加的产出比 Am
 和 Af
 分别增加的财物总量更大时，大 Am
 和大 Af
 、小 Am
 和小 Af
 的一个相称婚配组合就会使总产出最大化。因为 Am
 的增加会强化和扩大 Af
 所增加的影响。同样，当 Am
 和 Af
 二者所增加的产出小于 Am
 和 Af
 分别增加的财物总量时，大 Am
 和小 Af
 、 小 Am
 和大 Af
 的一个不相称婚配组合会使产出最大化。当 Am
 和 Af
 二者增加的作用和 Am
 与 Af
 分别增加的作用相同时，所有婚配组合都有相同的总产出。这可以正式表述成下面的定理，本章附录 A 证明了这一定理。


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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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相称婚配——同类人的婚配——是最佳婚配，因为此时总产出最大化。当不等式相反时，不相称婚配——不同类人的婚配——是最佳婚配。

作为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二男和二女之间的产出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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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Am
 和 Af
 是互补的，如果 Z22
 -Z12
 ＞Z21
 -Z11
 , 那么， Z11
 +Z22
 ＞Z12
 +Z21
 。Am
 和 Af
 之间的相称婚配会使总产出最大化，这是因为， Am
 和 Af
 二者的增加会使产出增加更多，它多于 Am
 和 Af
 分别增加时所扩大的产出。

该定理表明，当男女质量互补时，较高质量的男女彼此结婚，而不选择低质量的配偶：一个上等妇女提高了一个上等男人的生产率；反之亦然。当男女特征互补或可替代时，同类人或不同类人的婚姻是最优的，因为上等人的特征互补时，他（她）们相得益彰；其特征可替代时，他（她）们扬长避短。该定理还说明，相对于一个上等男人来说，当男女的特征互补时，一个既定质量的妇女从结婚中得到的收益更大，而相对于一个下等男人而言，当男女的特征可替代时，她从结婚中得到的收益更大。 
[9]

 当不同质量的男女总人数相等时，谁仍然保持单身呢?我在稍后将用上述结论来对此做出回答。

该定理可用于分析特殊的财政、生物或其他性质的最佳选择。比如，如果男女只是在一定市场工资率方面有所不同，——假定每个男人和女人在市场和家庭其他所有特征上都相同，——那么，这些工资率的完全不相称组合会使总产出最大化，使分工的收益最大化。和高工资的妇女相比，低工资的妇女应当在家庭生产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因为她们的时间价值较低，低工资的男人在家庭生产上花费的时间也应当比高工资的男人多。由于低工资妇女和高工资男人结婚，低工资男人和高工资的妇女结婚，所以，时间价值较低的男女在家庭生产方面投入的时间较多，而时间价值昂贵的男女在市场生产上投入的时间往往更多。 
[10]



与货币收入差异无关的所有商品产出差异，必定与非市场生产率的差异相关。非市场生产率差异指智力、教育、健康、体力、生育力、身高、人格、宗教和其他方面的差别。现在考察男女仅仅在非市场生产率方面不同时的最佳婚配。因为生产率的提高使成本减少、产出增加，所以，大多数非市场特征的最佳婚配都是正值，这是由于商品产出和生产成本之间有一种相反的或“和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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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S 是全部货币收入， π 是生产家庭商品 Z 的平均成本， wm
 和 wf
 是给定的工资率， p 是物品价格， Am
 和 Af
 分别代表男女的特征。

由于货币收入是给定的， Am
 和 Af
 的变化不影响 S，所以，如果 [image: ]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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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Am
 和 Af
 对平均成本有独立的或者有增加数量的作用，那么，保持条件（4.12）就有必要了，因为这时 πam,af
 ≤0。 此外，即使他们有抵消作用，条件（4.12）也是成立的。因此，不仅在非市场特征有增加成本数量作用时完全相称婚配是最佳婚配，而且当非市场特征对成本没有影响时，一个不太明显但更令人难忘的结论也是如此。甚至当他们有相互抵消作用时，结果可能也是一样，因为产出和生产成本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

通过考察一对夫妇这种特殊情况，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影响非市场生产率的特征之间有一种互补趋势。如果涉及每个特征的产出弹性与物品和时间无关，那么，成本函数将是递增的和非连续的函数：

π=b（Am
 , Af
 ）K（wm
 , wf
 , p）.（4.13）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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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bmf
 ＜0，该方程就成立，即使bmf
 ＞0，该方程也可能成立。除了b不取决于工资率或夫妻家庭时间之间的替代性以外，（4.14）和（4.12）是相同的。即使在夫妻特征对b没有影响作用时（bmf
 =0），完全相称婚配也是最佳婚配，因为产出和b是调和关系。

等式（4.13）中包含的可分离性（不连续性）假设过于严格；通过部分提高供给家庭的时间效率，大多数特征都会影响产出。如果苛刻的话，体现这种关系的一个简单方法就是，假设每个特征都只通过增加家庭时间的数量来影响产出。只要男女家庭时间之间的替代弹性不太高，完全相称婚配就仍然是最佳婚配，附录C证明了这一言之有理的结论。不相称婚配最适合于增加各种时间的特征，这些时间很容易在男女之间相互替代。 
[11]

 因此，当增加时间的有效数量时，就可以预期得到完全相称的婚配；一般说来，男人的时间和妇女的时间没有密切的替代关系，因为妇女投资或专注于生儿育女方面，而男人则投资或专注于市场活动方面。不过，应当指出，当对孩子数量的需求转向对孩子的质量的需求时，男女时间之间的替代性就会增加（第五章）了。

更加美丽、迷人、聪明的女子喜欢和更富有、更成功的男子结婚，我们的分析证明了这种流行看法吗?附录D的分析给予了肯定回答：非市场特征的完全婚配总是和财产收入、通常还和工资一起，使商品总产出最大化。 
[12]

 当非市场特征的较高价值与较多的货币收入合而为一时，它对产出就具有更为全面的影响作用，这是因为，从方程（4.11）可知，最优商品产出取决于（全部）货币收入对成本的比率。

夫妻之间在智力、教育、年龄、种族、非人类财富、宗教、伦理规范、身高、出生地以及其他许多特征之间的简单相关都是正值，而且是强相关（温奇，1958年，第1章，第5章；范登伯格，1972年）。少量证据表明，诸如揽权和饮食嗜好或者不怀好意之间的简单相关可能是负值（温奇，1958年，第5章；范登伯格，1972年）。夫妻在智力方面的相关性特别有趣，因为它和兄弟姐妹的智力之间的相关程度一样高（阿尔施特罗姆，1961年）。在男女同校教育和其他方式的帮助下，在婚配选择方面，婚姻市场的效率显然要高于人们通常所认识的效率。

对大多数特征来说，简单正相关的事实与我的婚配选择理论恰好不谋而合，对某些特征来说，负相关的事实也与婚配理论正好一致。但是，当其他特征保持不变的时候，对该理论的更有力的验证就需要部分相关的事实了。即使在年龄和工资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受教育年数之间的相关度也不低：白人家庭是+0.53，黑人家庭实际上也一样（+0.56）。 
[13]

 即使在其他特征保持不变的时候，与不同种族、宗教、年龄或教育水平的人结婚，其离婚的可能性仍然相对较大（贝克尔等，1977年）。这对下述观点是一个补充证明：根据教育或诸如此类的其他特征进行的完全相称婚配是最佳婚配，因为本书第十章的分析表明，当婚姻是“拉郎配”时，离婚的可能性更大。

上边援引的离婚证据也支持了前文得出的理论含义，该含义令人惊奇：根据工资率所选择的不相称婚配是最佳婚配。当妻子的工资率高于丈夫的工资率时，离婚的可能性更大（再次假设其他变量保持不变）。不相称婚配的最佳组合也可以从美国各州多数已婚妇女的调查中得出，在这些州里，男性工资较高，女性工资较低（年龄、受教育的年数、性比例、天主教徒的比例和其他变量都保持不变。见弗雷登，1974年；普林斯顿和理查兹，1975年；桑托斯，1975年）。或者，它也可以从大都市地区未婚妇女当家的多数家庭的统计中得出，在这些地区，妇女的工资比男人高（霍尼格，1974年）。 
[14]



因为即使在年龄和教育因素保持不变的时候，夫妇工资率之间的相关也是显著的正值：白人是+0.32，黑人是+0.24（根据“1967年经济机会调查”注释12的数字计算得出），所以，这种相关的直接证据现在不太令人满意。尽管这样，在妇女不加入劳动力大军就把其婚姻排除在外的情况下，该证据也是极其片面的。因为当妇女的工资率高于其丈夫时，她就很可能去参加工作，所以，对双方都参加工作的这些婚姻来说，工资率之间的正相关与所有婚姻的负相关是一致的。H.G. 刘易斯（著作未出版）和史密斯（1973年）的估计数值确确实实表明，对于所有家庭来说，正的“可察觉的”相关，既包含着负的“实际的”相关（根据刘易斯的估计，大约是-0.25），也包含着很微弱的实际相关（根据史密斯的估计，大约是+0.04），这是因为，相对说来，只有很少一部分妇女加入劳动力大军。 
[15]

 因此，当解释夫妻工资率方面的证据时，它和不相称婚配也不尽一致。

男女人数不相等时的婚配

如果一个人预期他的婚姻收入会超过他的单身收入，那么，他就会进入婚姻市场。所以，由婚姻市场派生的收入，不仅决定人们的婚姻类型，而且还决定谁将保持单身，因为他们结婚收入没有单身收入多。例如，除非两性之间的互补性、生产孩子和其他家庭商品方面的比较优势的差异变得十分重要，可以使婚后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在此之前，男女就不会急于结婚。典型的妇女早婚的原因在于，和男人相比，她们的生理、经验和其他人力资本投资已经更加专业化，生产孩子和其他家庭商品需要结婚或它的等价物（第二、第三章）。

如果男人的数量Nm
 大于女人的数量 Nf
 ，且禁止一夫多妻，那么，有些男人就不得不保持独身。这些保持独身的男人，不能和其他男人争夺稀缺的妇女，因为他们从结婚中得到的收入没有其他男人多。男女结婚的均衡选择仍须使总商品收入最大化，因为其他婚配选择都破坏了等式（4.5）的均衡条件。

如果男女分别在特征Am
 和Af
 方面不同，那么，相称或不相称的婚配选择都是最佳的，因为这些特征是互补的或可替代的。当Am
 和Af
 互补时，质量最低的男人Nm
 -Nf
  保持独身，因为，此时低质量的男人从结婚中得到的收入较少，而高质量的男人出高价来争夺妻子。 
[16]

 同样，当Am
  和 Af
  相互替代时，由于低质量的男人出高价争夺妻子，所以，质量最高的男人Nm
 -Nf
  就保持独身。这种分析概括了李嘉图通过开发闲置土地（单身汉的类似物）来扩大边际产品的理论。因此，当存在完全相称婚配时，两性中过剩的质量最低的成员保持独身；当存在不相称婚配时，两性中质量最高的成员保持独身。由于完全相称婚配更受欢迎，所以，低质量的男人更易独身。例如，如果Am
  指男人的财产收入，Af
  指女人的非市场生产率，且男人过剩，那么，低收入的男人就要保持独身。这是因为，他们和这些女人结婚得到的收入没有高收入的男人和这些女人结婚得到的收入多。

当男女的特征互补时，我们来看一看三种不同质量的男人Mκ
 、Mj
 、Mg
  （从最高到最低排序）和三种不同质量的女人Fκ
 、Fj
 、Fg
  （从最高到最低排序）的情形。在均衡婚配中，如果Mκ
  和 Fκ
 , Mj
  和Fj
 ，Mg
  和 Fg
  彼此结婚，那么，就必须满足下列均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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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Zm
 κ
  和 Zm
 j
  是Mκ
  和Mj
 分别与Fκ
 、Fj
  结婚时的均衡收入，Zf
 j
  和Zf
 g
  是Fj
 、Fg
  分别与Mj
 、Mg
  结婚时的均衡收入。如果Mκ
  和Fκ
  是婚姻市场上仅有的一类人，那么，Mκ
  人数的增加会把已婚的Mκ
  的收入降低到单身汉的收入水平Zκs
 , 这样才能使多余的男人保持单身。但是，当婚姻市场上还存在其他类型的人时，如果不违反（4.15）中的第一个不等式，那么，Zm
 κ
  就不会被降低到Zκs
  的水平上。 
[17]

 这使一些低质量的妇女Fj
 与多余的男人Mκ
 结婚，Mκ
 的新均衡收入 
[18]

 就会大于Zκs
 。由于男女特征是互补的，所以，多余的男人Mκ
 和低质量的男人Mj
 会争风吃醋。当一些男人Mj
 被挤出婚姻市场时，他们便成了多余的人，其收入下降，这促使一些妇女和低质量的男人结发为妻。

未能结婚的质量较低的男人，通过竞争来减少质量较高的男人的收入，在质量最低的男人的收入降到其单身收入水平以前，这种争风吃醋现象会接连不断。由于这些男人不再从结婚中获得收益，所以，一些人乐意保持独身。

由于质量不同的男女在婚姻市场上相互竞争，所以，特殊质量的男人的数目的增加，会降低所有男人的收入，而提高所有妇女的收入。此外，由于男女特征互补，如果最佳婚配是相称婚配，那么，一些低质量的男人就会被挤出婚姻市场，另一些人则会冲进“劣质”婚姻之中——也就是说，冲进和低质量妇女结婚的姻缘之中。

这种分析表明，均衡收入和按最佳婚配分给每个人的配偶，不仅取决于他本人的特征，而且也取决于婚姻市场上其他每个人的特征（也就是说，他们依赖于特征的相对
 和绝对水平）。比如，男性大学毕业生人数的增加，会降低男性中学毕业生的收入及其配偶的教育水平。另一方面，如果其他所有男人的教育显著增加，那么，即使每个特定男人教育的显著增加，对其他配偶的影响也可能是微乎其微的。拿一个实际例子来说，这种分析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收入较高的男人比收入较低的男人结婚早，且婚姻更为稳定，而现时平均收入的显著增加对结婚的平均年龄或婚姻的平均稳定性都没有这样强的影响作用（见基利1974年和贝克尔等人1977年的论著，第1173页）。

偏好差异、爱情和最佳婚配

正如我在本章一直所假定的那样，当存在单一的同质的家庭商品时，可以说，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效用“函数”，这是用该商品的数量所下的最简单的定义。然而，当存在许多不同质的商品时，不同人的效用函数或偏好就可能有天壤之别。那么，在婚姻市场上，男女的偏好和收入、教育、民族及其他特征一起，是决定均衡婚配的一个外在的，甚至也许是决定性的变量吗?或者，不管他们差别有多大，偏好对均衡婚配就没有影响吗?

答案完全取决于不同家庭的生产成本。如果每种商品都按不变的相对成本来生产，所有家庭的这种成本都一样，那么，男人Fi
  和妇女Fj
  结婚所生产的总产出就可以用下述方程清楚地测算出来：

Zij
 =1
 Zij
 +2
 v2
 Zij
 +…+n
 vn
 Zij
 ，（4.16）

这里的Zij
 是用商品1
 Z单位计量的总产出，κ
 Zij
  是他们第κ种商品的总产出，相对于生产1
 Z单位的成本来说κv
 是生产1单位κ
 Z的成本，假设所有家庭的这种相对成本都一样。由于每种商品的产出都是由夫妻来消费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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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κ
 Zm
 i
  和κ
 Zf
 j
  分别是男人Mi
  和妇女Fj
 所消费的第κ种商品的数量。

由于方程式（4.16）能够用来把任何给定的产出都转化成最适合于特殊偏好的商品混合体，所以，通过选择有助于使其总收入最大化的配偶，每个人都会使其效用最大化——即，消费的每种物品更多——而不管他的偏好或他的未来配偶的偏好如何不同。 
[19]

 特别是，如果他们的总产出超过他们与别人结婚所产生的总收入，或者超过其继续单身所产生的总收入，那么，Mi
 和Fj
 就会结婚，而不管他们的偏好有多么大的本质不同。 
[20]



另一方面，如果所有家庭的成本不一样，那么，偏好就能对均衡婚配产生很大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当夫妻消费形式更相似的时候，如果成本较低，那么，偏好相似的人就容易互相结婚。这正好和下述情况一样：当一些商品是共同消费品的时候，当较大规模生产效率更高的时候，或者，当专业化消费资本降低某些商品成本的时候，偏好相似的人就会互相结婚。相反，如果规模收益递减，则会刺激偏好不同的人相互结婚。因此，偏好更可能促成相称婚配而非不相称婚配，
 ——这和其他多数特征一样
 ——因为共同消费或专业化消费资本都会促使偏好相似的人结婚成亲
 。

许多读者可能要问，在我的分析中，罗曼蒂克式的婚姻是否有一席之地?“爱情”太富于情感或缺乏理性，它能否用经济方法加以分析?在其他社会里，爱情婚姻虽然没有当代西方社会里那么重要，但也不可置之不理。经济学方法能够分析这种婚姻的方方面面。第八章和第十一章将对爱情婚姻进行深入探讨。在这里，我只说明，从分析上来说，爱情对均衡婚配的影响只是偏好差异影响的一个特殊情况。

可以说，如果妇女Fj
 的福利进入男人Mj
 的效用函数，如果Mi
 或许还要估量与Fi
 的感情和身体和谐状况，那么，Mi
 就会爱上Fj
 。Mi
 显然能从与Fj
 的结婚中获益，这是因为，他对她的福利能产生更有利的影响，从而对自己的效用也有好处；还因为，当他们结发为夫妻时，他们能更廉价地生产与Fj
 “签约”的商品，而当Mi
 不得不寻求与Fj
 的“不正当”关系时，他们生产这种商品的成本就比前者要高。即使Fj
 是“自私的”、不回报Mi
 的爱情，那么，她也会从钟爱她的配偶中获益，因为他会把资源转移给她以增加他自己的效用。此外，即使夫妻一方自私自利、且增加的效率有利于自私自利者，但含有爱情的婚姻也比其他婚姻的效率更高。第八章将探讨这些结果以及利他主义和爱情的其他方面的内容。该章阐明，含有爱情的婚姻很可能是均衡婚配的组成部分，因为用市场观念来看，这种婚姻比其他婚姻生产的东西更多。

一夫多妻制中的相称婚配

第三章建立的家庭生产模型假设，第i个男性与第j个女性结婚的产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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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上等男人就会和上等女人结婚，下等男人就会和下等女人结合。该不等式的充分条件是 [image: ]



与一个上等人结婚——即或p相对大的人——或与几个下等人结婚，就能够得到配偶一定量的资源。因此可以预言，次相称婚配与一夫多妻制的联系要多于与一夫一妻制的联系，因为一夫多妻能够用几个下等配偶代替一个上等配偶的办法，把一个上等男人或女人的总资源配置起来。反映相称婚配与一夫多妻制关联性微弱的一条小小的证据是，对麦杜古里一夫多妻制的男人们来说，夫妻教育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仅仅是+0.3，相反，在美国却是0.5以上（格鲁斯巴德，1978年，第30页）。

当效率的改进旨在提高男女一定资源的产出时（函数n是给定的），一夫多妻制对相称婚配程度的影响就更为复杂。为了开始分析这种情况，假设所有男人和所有女人的资源都相同（ρ==1），而且只要男人有几个配偶，即使效率较高的男人一夫多妻，他也会同效率较高的女人结婚，因为当她丈夫更有效率时，2
 n/α
 β
 ＞0 就意味着对一个效率较高的妻子的产出影响更大。

虽然完全相称婚配是对显性一夫多妻制的替代，但上等男人仍然更可能一夫多妻，他们倾向于和几个质量不同的妇女结婚 
[21]

 。在一个男女人数相同的婚姻市场上，当上等男人招引几个妇女时，多数下等男人只能望尘莫及。由于所有妇女都要结婚，所以，在婚姻市场上，如果男女的平均能力和技术相等，那么，中等妇女会与一个在能力和技术方面都“高于”她的男人结婚。当然，即使在一夫一妻制条件下，她也会与“高于”她的男人结婚。甚至在所有男女都结婚的情况下，如果中等男人比中等妇女的投资更多，结果也会如此（见表3.1）。因此，我们的分析很容易阐明，在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社会里，为什么妇女总是“攀高枝”而男人却是典型的“向下瞧”。 
[22]



不变价格、嫁妆和新娘聘金

本章提出的均衡婚配分析已经假定，夫妻之间所有的产出分配都是可行的。任何一桩婚姻的均衡分配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它取决于方程（4.5）、（4.6），以及婚姻市场上所有参加者使其商品收入最大化的努力。这些均衡条件的一个重要性质是，每个人都宁愿和由均衡婚配指点的配偶结婚，而不愿意和其他人结婚，因为和其他人结婚得到的收入较少。此外，均衡婚配以及对配偶的这些偏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具有特殊性质和其他变量者的人数的变化而变化的。

如果任何婚姻的产出分配都不是在婚姻市场上决定的，而是用其他方法决定的，一个人得到的产出部分也和每个潜在配偶得到的产出一样多，那么，

对于每个j来说，Zm
 i
 =ei
 Zij
 ,

对所有的i来说，Zf
 j
 =dj
 Zij
 ,（4.20）

如果联合消费和监督成本太高，ei
  和ej
 、dj
  和dκ
  不相等，那么，这里的ei
 +dj
 ≠1，因为不同的男人或妇女得到的份额不同。附录E表明，一种完全相称婚配会使总产出最大化，而且也是一个均衡婚配。这一部分说明，当每一产出分配都由市场均衡来决定时，一种完全相称婚配总是一个均衡婚配，且会使产出最大化。因为，如果他们结婚的话，那么，没有得到市场匹配对象的人就会今不如昔。因此，让婚姻市场决定的这种产出分配和按方程（4.20）强制进行的这种分配，都能给出相同的婚配。

我对婚姻市场的研究和其他形式的婚姻选择模型大相径庭（如盖尔和夏普利），像方程（4.20）给出的模型那样，这些模型假设每个人都有一个给定的、决定潜在配偶的序列，而不是由均衡婚配来决定的序列。然而，它们又不像方程（4.20）所包含的排列顺序那样，在这些模型中，不同的人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排列潜在配偶的次序，例如，Mi
  选择Fj
 、选择Fκ
 、选择Fi
 。如果排列顺序不一样，那么，一个“最佳”婚配只能力图使可行的和钟爱的配偶之间的全部冲突最小化。 
[23]



可以说，这些模型的假设都含糊其辞，相反，方程（4.20）给出的模型却清楚明了，这些模型假设，任何婚姻的产出分配都不取决于婚姻市场，而是一成不变的。个人往往不喜欢由最佳婚配指点给他的配偶，因为不允许配偶价格消除不同人选择偏好上的差异。如果婚姻产出分配是由市场均衡决定的，那么，潜在配偶的排列顺序就不是给定的，而是取决于不同配偶所生产的产出的分配方法。也就是说，如果婚姻价格是可变的，那么，实际的婚姻选择就与这些模型所提出和解决的问题毫不相关。 
[24]

 在像住房、孩子、性交和爱情这样的商品是被共同消费的（它们是“家庭商品”）情况下，婚姻产出似乎是固定不变的。一个人的消费不会按照同样的数量来减少用于家庭其他成员的（商品）数量。何况，作为夫妻分工和监督行为成本的一个产物，通过逃避责任，有些配偶得到的份额还可能大于均衡产出份额（第二章和第八章）。此外，男人们有时候还会从法律上对产出分配协议进行一定的控制（见魏茨曼1974年，第1182页）。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图3.1所代表的婚姻市场，该图包括本质相同的男人和妇女。如果男子人数超过妇女人数，N′m
 ＞Nf
 ，那么，男女的均衡收入将分别是Z*m
 =Zms
 和Z*f
 =Zmf
 -Zms
 。不过，鉴于刚才的缘故，还假设产出分配是不变的，尤其是，妇女的婚姻收入不超过 [image: ]

 ，那么，男人的婚姻收入就是 [image: ]

 。由于所有宜婚男人都想在这个收入水平上结婚，所以，稀缺的妇女必然被分配到数量更多的男人中间。妻子在男人中间的分配不可能是完全随机性的，因为男人们都力争增加自己的结婚机会。他们千方百计保证未来妻子的均衡收入多于Zf
 ，虽然这种保证也许难以兑现。

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是，给一个妇女一笔资本或一次性总付的财产转让，以此作为结婚的定金。由于提供更多定金的男人更容易娶到妻子，所以，男人们争夺稀缺妻子的竞争会抬高定金的数额。直到所有的男人在结婚和保持单身之间没有什么差别以前，这种竞争会一直进行下去。当财产转让等于Z*f
 和 [image: ]

 的差额现值、等于已婚妇女均衡收入和实际收入的差额的时候，结婚和单身是一样的。同理可得，如果已婚男子得到的收入少于其均衡收入，那么，财产转让就会从妇女流向男人。流向女方的财产转让叫“新娘聘金”，流向男方的财产转让则称之为“嫁妆”。

如果支付款项给了父母（而不是待婚子女），财产转让的分析也大同小异，因为父母“拥有”子女，他们通过婚姻把支付款项转给其他家庭（陈，1972年）。转给其他家庭的子女的资本价值仍然等于其均衡婚姻收入和实际收入差额的现值。如果有一定人力资本积累的姑娘能带来可观的高额聘金，那么，新娘聘金届时就不仅能够补偿父母的“财产”转让，而且还驱使父母对自己的千金做最佳投资。

当妻子的均衡收入占婚姻产出的份额较大的时候（妻子也许不会轻而易举地占有一个较大份额），他的实际收入和均衡收入之间的差额可能就比较大。因此，当妻子的均衡收入份额较大时，新娘聘金的次数和绝对量就应该较大。在下列情况下就是这样：在男人供给大于妇女的社会里；离婚妇女从不再婚； 
[25]

 在一夫多妻现象较为普遍的社会里；在父系社会里（施奈德，1969年）。这是因为，在这些社会里，丈夫对婚姻产出分配的控制更多，对子女的控制尤其严格。

这种分析也意味着，当妻子无缘无故离婚时，或者，当丈夫有根有据地提出离婚时——比如说，他的妻子不忠诚或不生育（见古德1963年著作中第155页的例证），新娘的聘金就必须退回，至少得退回一部分。然而，无缘无故提出离婚的丈夫也会丧失新娘的大部分聘金，如果结婚多年，损失就更为严重。 
[26]



因此，甚至当实际的婚姻产出分配与均衡分配相去甚远的时候，新娘聘金和嫁妆也会把婚姻收入提高或降低到由均衡分配所决定的收入水平。因此，当人们理解新娘聘金和其他有关婚姻的资本转让的目的时，我关于婚姻收入
 是可变的假设就显得更加顺理成章了。那些假设收入分配一成不变的模型，大大低估了人类使丰富多彩的婚姻和对市场条件反应相协调的才智和灵感。

数学附录

A. 最佳婚配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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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image: ]

 是配置到市场和非市场部门的总时间。因为二元性理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

πi
 =ti
 Z-1
 ，（A.8）

这里的ti
  等于第i个人花在非市场部门的时间，所以，

Zi
 =li
 π-1
 ≥0,（A.9）

这里的ti
 =T-ti
  是花在工作上的时间。

按照工资率确定的相称或不相称婚配是最佳婚配，因为

[image: ]

如果lf
 ＞0，那么，（A.11）式右边的第1项显然是负值。因此，如果 [image: ]

 ，也就是说，如果tm
 和tf
 像平时所下的定义那样是总互补，那么，Zfm
 也将是负值。此外，如果互补性不能大到足以支配方程（A.11）中的第1项的话，那么，即使当男女之间的时间大体上互补时，wm
  和wf
 之间的一种不相称婚配也会使商品产出最大化。

C. 自有时间—增加效应

自有时间增加意味着，家庭生产函数可以写成Z=f（x,t′f
 ，t′m
 ），这里的t′=gt
 （Af
 ），t′m
 =gm
 （Am
 ）tm
  是妇女和男人以“效率”为单位的家庭时间投入，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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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每个品质的增加都提高效率单位的数量，最大值的Z可写成Z=S/π（p,w′m
 , w′f
 ）, 这里的w′m
 =wm
 /gm
  和w′f
 =wf
 /gf
 是以效率为单位的工资率，因此，由于 [image: ]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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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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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号外的项目和括号内的第2项是正值，括号内的第1项也许恰好是负值；但H.G. 刘易斯在一篇未发表的讲义中指出，如果男女时间之间的替代弹性小于2，那么， [image: ]

 必然是正值，且第2项支配第1项。

D. 按收入和非市场生产率确定的婚配

如果男人们仅仅在非人力资本方面有所不同，而妇女们只在非市场品质方面有所差异，而且所有男女都加入劳动大军，那么


[image: ]



如果 [image: ]

 也就是说，如果A的增加并不减少男人们花在市场部门的时间，那么，（A.16）右边的第1项是正值，第2项也是正值。如果第1项占支配地位，那么，即使达到上述条件，仍然是正值。尤其是，如果有关Af
 的产出弹性同时间和商品投入无关，那么，方程（A.16）必然是正值。因为此时的 [image: ]

 因此， [image: ]



E. 产出分配不变

给定方程（4.20），对所有的婚姻组合来说，反映男女收入的矩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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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任何婚姻的最大产出，且每个人都试图使他或她的商品收入最大化，那么，Ms
 将与Fi
 结婚，因为他们在其他任何婚姻中都不能做到这一点。不考虑Ms
 和Fi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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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他所有的婚姻的最大化产出，那么，Mu
 将和Fv
 结婚。在所有男女都找到配偶之前，这个过程会通过 [image: ]

 而一直进行下去。这种婚姻把各种最大值融为一体，也无需和使总产出最大化的婚姻一模一样。在矩阵（4.7）提供的例子里，把M2
 和F1
 、M1
 和F2
 婚配的最大值结合起来，而使总产出最大化的婚配却是M1
 和F1
 、M2
  和F2
 结婚。不过，也许在多数重要例子中，这些婚配选择是一模一样的，这说明，在这些例子中，最大值的总量等于各总量的最大化。

如果按男女品质的最低到最高来计算男女（最大值）的话，且每一品质的增加往往又增加其产出，那么， [image: ]

 显然是MN
 和FN
 的婚姻产出， [image: ]

 是MN-1
 和FN-1
 的婚姻产出， [image: ]

 是M1
 和F1
 的婚姻产出。因此，当男女品质对产出有惟一影响的时候，把各种最大值结合在一起，就意味着婚配的完全相称。




[1]
 原文直译为“这里的 Zf
 κ
 是第 κ 个女人的均衡收入”，可能有误。——译者


[2]
 本节其余部分的讨论是以贝克尔1973年和1974年a的论文为基础而撰写的。


[3]
 新娘的聘礼和嫁妆能使产出的有效分配相当灵活，即便在公开分配不方便时也是如此。本章稍后即讨论这一点。


[4]
 在不使总产出最大化的最佳选择 κ 条件下，如果 Mi
 和 Fj
 结婚，Mp
 和Fi
 成亲，那么，对于所有的 i 来说，条件（4.5）就要求 Zm
 i
 +Zf
 i
 ≥Zii
 。 因此，求和： Zκ
 =∑Zm
 i
 κ中的所有婚姻+Zf
 i
 ≥∑iZii
 =Z*
 , 这里的 Z*
 是最大化产出，它必定大于 Zκ
 , 因为 Zκ
 小于假定的最大化数值。这样，我们就遇到了相互矛盾的假设：一种最佳选择不能生产出最大化的总产出。用同样的方法，也容易说明：使总产出最大化的所有选择必定是最佳选择的一部分。


[5]
 显而易见，当 Zκ
 =∑Zii
 是最大化时， ∑N
 i=1
 Zii
 -（Zsi
 +Zis
 ） 也最大化，因为 Zsi
 和 Zis
 （单个商品产出）是给定的，且与婚姻选择无关。


[6]
 古德（1974年）在评论我的一篇早期文章时，把定理和假设混为一谈。


[7]
 温奇在一个有趣的讨论中（1958年版，第88—89页）假设，每个人都试图使效用最大化（“在婚配选择中，每个人都在他或她的合适人选中追求心上人，这个人做出最大的允诺，给他或她提供最大需要的满足”），本章第四节特别强调把互补需要作为婚配的一个决定因素。但他把“合格者”看作是在紧要关头突然出现的人物，更为重要的是，他只字未提由互补需要决定的婚配是如何在婚姻市场上达到均衡的。


[8]
 库拉特尼（1973年）为日本厂商分析了这种选择。希克斯（1957年版，第2章）没有提出任何证据，他认为，能力较大的厂商雇佣能力较大的工人。布莱克兄弟（1929年版，第178页）用少量例子讨论了机器和场地的选择问题。罗森（1978年）进行了有价值的、更新的研究。


[9]
 Mi
 来自于和 Fj
 结婚而不保持单身的收益是 Gi
 =（Zij
 -Zis
 ）-Zf
 j
 , 这里的 Zf
 j
 是 Fj
 的既定收入，如果 Mi
 保持单身的话， Zis
 是 Mi
 的收入。当 Am
 和 Af
 互补（或可替代）时，括号内的项目就随着 Mi
 质量的变化而提高（或减少）。见附录16。


[10]
 该论点的证明（附录：B）假设所有男女都是劳动力；丈夫工资率的提高不增加其工作的妻子的劳动时间。第二个假设与获得的事实相吻合（比如可见凯恩，1966年），但第一个假设却并非如此，因为有些妇女婚后从未加入劳动力大军（见赫克曼，1981年）。当有些妇女婚后不再工作时，一个完全不相称的婚配就可能不是惟一的最佳婚配（见贝克尔1973年的讨论，第827—829页）。


[11]
 因此，大权独揽和毕恭毕敬的人们也许有助于结婚，因为当家庭遇到需要独揽大权时，大权独揽者就要耗费时间；当家庭需要尊敬时，受到尊敬的人就要耗费时间（温奇，1958年，第215页）。


[12]
 我用“通常”一词是指，当非市场特征确实减少夫妇的工作时间时，有工资收入的完全相称婚配往往使总产出最大化；即使当工作小时数减少时，完全相称婚配也会使产出最大化。我在附录D中还要再证明这一点。


[13]
 在1967年的“经济机会调查”中，分析了近18000名已婚者中20%的随机抽样，该调查排除了夫妇双方有一方在65岁以上或者失业的家庭，也排除了调查周内妻子工作时间少于20小时的家庭。


[14]
 然而，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来分析从婚姻状况到劳动力参与率、工资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当妇女日益不断地加入劳动力大军时，其工资率变得
 更高了。


[15]
 由于工资率部分地取决于人力资本投资，所以这些被调整的相关性可能也是错误的。在劳动力（培训）方面花费时间较少的妇女，在市场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较少。另一方面，夫妇双方都参加工作，其工资率之间的正相关实际上可以反映丈夫的工资率（或非市场生产率）和妻子的非市场生产率之间的、预期的正相关。许多不可观测的变量，如智力，既提高工资率，也提高非市场生产率。


[16]
 如果Am
 和Af
  互补，为了说明质量最低的男人Nm
 -Nf
  都不能结婚，我们做一个相反的假设：Mi
  和 Fj
  结婚，Mκ
  是单身汉，那么，Amκ
 ＞Ami
 。如果这一婚配选择是最佳的，那么，

Zij
 +Zκs
 ＞Zκj
 +Zis
 , 或者 Zij
 -Zis
 ＞Zκj
 -Zκs
 。

根据互补性的定义，当Amκ
 ＞Ami
 , Afi
 ＞Afg
  时，

Zij
 -Zig
 ＜Zκj
 -Zκg
 。

如果单身者被那些和低质量妇女结婚的男人所取代，即Zis
  和 Zκs
 分别被Zig
  和Zκg
  所取代，那么，相同的不等式总会成立，这好像是顺理成章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上述第一个不等式就与Am
  和 Af
  之间互补性的假设相矛盾。而且，如果Amκ
 ＞Ami
 , 在最佳婚配中，Mi
  就不能代替Mκ
 。相似的论点是，如果Am
  和 Af
  是可以替代的，那么，质量最高的男人都将成为单身汉。


[17]
 当Zm
 j
 =Zjs
  或Zf
 j
 =Zjj
 -Zjs
  时，（4.15）中第一个不等式左边的项目就最大化。如果Zm
 κ
 =Zκs
 , 那么，该项目变成Zm
 κ
 +Zf
 j
 =Zκs
 +Zjj
 -Zjs
 ＞Zκj
 .也可以写成 Zκs
 -Zjs
 ＞Zκj
 -Zjj
 .如果完全相称婚配是最佳婚配，那么，男女的特征互补；如果Mj
 的质量低于MK
 ，那么，上述最后一个不等式不能成立，因此，Zm
 κ
 ＞Zκs
 。同样，如果不相称婚配是最佳婚配，那么，男女的特征互补；如果Mj
 的质量高于Mκ
 ，那么，不等式不成立。


[18]
 如果一些Mκ
 和Fκ
 结婚，另一些和Fj
 结婚，那么，每个Mκ
 的收入必定相同，不管他是与Mκ
 结婚还是与Fκ
 结婚：

Zm
 κ
 +Zf
 κ
 =ZκK
 , Zm
 κ
 +Zf
 j
 =Zκj
 .

Mκ
 、Fκ
  和Fj
 的收入不仅仅取决于这两个等式（见贝克尔1973年更深入的探讨），但Fκ
 的酬金必等于边际生产率：Zf
 κ
 -Zf
 j
 =ZκK
 -Zκj
 。


[19]
 罗伯特·迈克尔提醒我注意一首童谣：

杰克·斯普拉特食欲旺盛却不胖，

他的老婆胃口大开但不瘦，

瞧，这俩口谁胖谁瘦，

大盘中的食物全进口。


[20]
 例如，如果Mi
 只想消费2
 Z,Fj
 只想消费1
 Z，那么，

Zm
 i
 +Zf
 j
 =2
 v2
 Zm
 i
 +1
 Zf
 j
 =2
 v2
 Zij
 +1
 Zij
 =Zij
 。


[21]
 当妇女β2
 和男人α1
 结婚时，和男人α1
 结婚的妇女β1
 的边际产品就被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花在妻子β1
 身上的资源较少。有妻子ω11
 β1
 和ω12
 β2
 的男人α1
 使下式最大化


[image: ]

 ，

均衡条件是 [image: ]

 因此，xm
 的边际产品与有妻子β1
 、β2
  的边际产品相同。


[22]
 例如，印度禁止妇女和地位较低的男人结婚，而男人却可以（曼德尔鲍姆，1970年）。伊斯兰教妇女也不该同地位低下的男人结婚（凯法埃教义），而男人却可以这样做（库尔逊，1964年，第49、94页）。


[23]
 加利和夏普利（1962年）要求最佳匹配是“稳定”的，即：没有得到市场指定配偶的人，其婚后生活不可能更好，这是一个与条件（4.5）密切相关的要求。


[24]
 然而，它可能与那些未利用价格去决定婚配的市场相关。比如，加利和夏普利（1962年）也探讨了适用于不同大学的分配问题，我在第九章也考察了非人类动物界的交配问题，每种动物都使其基因遗传最大化。


[25]
 离婚妇女索要的聘金较少，因为她们总是比处女们老相横生，还因为她们是作为包括不能生育的低效率的妻子而被离弃的（见第十章）。戈德施米特（1973年）和帕普斯（1980年）提出的证据表明，乌干达和巴勒斯坦离婚妇女的再嫁聘金比较低。


[26]
 古德已指出，当穆斯林男人无故离婚时，他们往往会失去大部分的新娘聘金。通过这种方法，新娘聘金和其他资本转让保证离婚妇女免遭其对子女专门投资的损失。见本书第十章对离婚和离婚契约的深入探讨。


[27]
 我把本节的证明归功于威廉姆·布罗克。由于提出了这些证据，所以萨廷格尔（1975年）对男女质量的不断变化做出了简单证明。



第五章 对孩子的需求

第二至四章认为，结婚和家庭的主要目的是生儿育女，但这几章没有明确考察对孩子的需求。除其他内容外，本章用孩子的价格和实际收入来解释：为什么传统上农村生育率高于城市生育率；为什么上班妇女的工资率的上升会降低其生育率；为什么政府的各种规划（如补贴抚养孩子的母亲）对孩子的需求有重大影响；除最近150年例外，为什么西方和发展中国家收入较高的家庭会有较多的孩子，等等。

这就把分析扩展到对孩子数量和质量相互关系的考察上，这也许是对生育率经济分析的一个主要贡献。孩子数量和质量的相互影响可以说明，即便没有相似的孩子替代物、数量收入弹性不大，为什么过去孩子数量总是变化很快。数量和质量的相互影响还可以解释，在发达国家里，为什么农村生育率接近甚至低于城市生育率；相对来说，为什么美国黑人的孩子较多、而对每个孩子的投资却较少。

价格和收入效应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人口变动理论，他假设，除非受到食物和其他“生活资料”有限供给的限制，否则人口就会快速增长。当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而使收入下降时，人们就会推迟结婚年龄、减少婚期内的性交次数，使少数孩子能长大成人。前两个因素是“道德抑制”，后一个因素则是“罪恶抑制”（马尔萨斯，1933年，第1卷，第2章）。如果对出生人数的需求有高收入弹性，那么，道德抑制就成为阻止人口过度增长的主要手段；反之，如果出生人数对收入反应不灵敏，那么，罪恶就成为抑制的主要手段。

达尔文认为 
[1]

 ，他的自然选择的进化论深受马尔萨斯理论的影响，他用下列方法出色地发展了马氏理论。多产的父母的孩子占其自身一代人中的大部分，其比重高于上代人：如果父母
 遗传来的“生育力”很强，那么，多产的父母的孙子和曾孙子又构成其自身一代人中的大部分，因为父母多产的孩子也因此而多产。从达尔文观点——也就是自然选择观点来看——人口总是受高生育率支配。

虽然达尔文理论与非人口群体高度相关，但它好像不适合于人类群体。多数家庭已经控制生育率，和生育能力允许的数目相比，其孩子的数量少多了。例如，在17世纪，意大利农村妇女25岁时结婚，平均只有6个孩子，但她们的生育能力也许超过8个孩子（利维—巴丝，1977年，表1.2）。最近一百多年来，随着家庭收入的急剧增长，西方国家每个家庭的平均孩子数目却大大减少，即使对孩子有高需求弹性的马尔萨斯理论也不能解释这一现象。

但是，如果把孩子数目和父母花在每个孩子身上的费用区别开来，那么，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以及达尔文理论或马尔萨斯理论之间的任何差别就没有这么明显了。如果使父母在每个孩子的教育、训练和“兴趣”上给以充分投资，以大幅度提高她们长到再生产的年龄的可能性及其再生产的能力，那么，一对夫妇所生孩子数目的减少就能够增加
 其子女在下一代的继承。所以，通过下列假定，可以把这些理论系统化和一般化，即假定每个家庭都使其孩子数量的效用函数最大化；花在每个孩子身上的费用称之为孩子的质量q；其他商品的数量是：

U=U（n,q,Z1
 ,…Zm
 ）.（5.1）

马尔萨斯理论忽视了孩子的质量，并假定对出生人数（或孩子数量）的需求很容易引起收入的变化（因此，对其他商品的需求和收入之间可能是负相关）。另一方面，达尔文的进化论却忽视了其他商品，并假定被选定的数量和质量使未来各代的后裔数目最大化。本章和下两章提出的分析，把这种理论的各个方面综合成一种更一般的理论。可以肯定，达尔文的理论与非人类的动物界密切相关，还可以被修改为包括文化选择，它也许与某些原始社会相关（见布罗尔顿·琼斯和西布利1978年的论点），而马尔萨斯理论能够解释有文字记载历史的人类群体的变化情况。但是，本文提出的分析更适合于解释过去几个世纪西方国家和本世纪发展中国家生育率的变化情况。

由于对孩子没有好的替代物，所以，可以把其他各种商品综合成单一的总商品Z。虽然数量和质量的相互影响是本章的主要论题，但这里先舍去质量，只讨论对孩子的需求问题。于是，方程（5.1）的效用函数就变成

U=U（n,Z）.（5.2）

为了简化分析而又不造成大的损失，方程（5.1）、（5.2）的效用函数以及本章的所有讨论，都撇开掉孩子年龄、生育时间和出生间隔的生命周期变化。

孩子往往不是被买来的，而是由每个家庭利用市场商品、服务和父母的时间，尤其是母亲的时间生产出来的。由于每个人的时间成本和每个家庭的生产函数不同，所以，生儿育女的总成本也不相同。如果用pn
 表示总成本、πz
 表示Z的成本，那么，一个家庭的预算约束是

pn
 n+πz
 Z=I,（5.3）

这里的I是总收入。给定pn
 、πz
 、I、n 和Z的最佳数量取决于预算约束和日常的边际效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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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孩子的需求取决于孩子的相对价格和总收入。孩子相对价格（pn
 ）相对于πz
 的上升，会减少对孩子的需求而增加对其他商品的需求（假定实际收入不变）。孩子的相对价格受许多变量的影响，有些变量只影响孩子本身，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几个比较重要的变量。

过去一百多年的情况表明，农村家庭规模大于城市家庭规模。比如，1427年，佛罗伦萨市的正常家庭比其周围农村的正常家庭要小20%左右（赫尔利，1977年，表2）；1901年，意大利一个小公社和大公社相比，每1000名15—49岁妇女所生产的活胎数要高出45%（利维—巴丝，1977年，表3.8）；1800年，美国农村地区的人口再生产率要比城市地区高出约一倍和一倍半（贾费，1940年，第410页）。其部分原因在于，农民抚养孩子的重要投入要素即食物和住房都比较便宜。

如果孩子干家务、在家庭场坊或市场上劳动，对家庭收入做出了贡献，那么，孩子的净成本就会减少。因此，孩子“收入”潜力的增加会扩大对孩子的需求。我坚信，农村家庭孩子之所以较多，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村孩子显然比城市孩子干活更多。比如，在印度和巴西农村，孩子五六岁时就开始为农业劳动做贡献，到17岁时就是相当大的贡献者了 
[2]

 。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农业的愈益机械化和复杂化，农村孩子的贡献减少了。这两个因素都促使农村家庭延长其孩子的上学时间。 
[3]

 由于农村学校太小以致缺乏效率、农村孩子上学的时间和交通成本较高（肯尼，1977年，第32页），所以，农民抚养孩子的成本优势减少，而且还可能相反，因为农村孩子花在学校的时间增加了。因此，本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城乡生育率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村生育率现在还略
 低于城市，这毫不奇怪（分别见加德纳，1973年，利维—巴丝，1977年；哈什莫托，1974年；舒尔茨，1973年提供的美国、意大利、日本和中国台湾的例证）。

给靠救济的孩子的母亲提供补贴的计划降低了孩子的成本，随着孩子人数的增加，补贴也会增多，这些计划还导致母亲的劳动参与率下降（毫尼格，1974年），从而减少了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机会成本。由于无配偶的母亲更容易获得补贴资格，所以，近些年来，这些计划的增加大大有助于迅速提高60年代以来非法出生率对合法出生率的比例。即使流产变得更加容易、生育控制技术得到改进，但非法出生率却保持不变（而合法生育率已经明显下降了）。 
[4]



已婚妇女时间价值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孩子的相对成本，因为母亲的时间成本是生儿育女总成本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在美国，它占总成本的2/3左右；见艾斯蓬谢德，1977年）。我的确认为，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发达国家妇女挣钱能力的提高是已婚妇女劳动力参与率大大增加和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相对而言，父亲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微不足道，其挣钱能力的提高对孩子成本并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事实上，与孩子使用的其他商品相比，如果他们占用父亲的时间相对较少，那么，父亲挣钱能力的提高就会减少孩子的相对成本。

家庭调查提供了对孩子的需求和夫妻时间价值之间关系的直接证据。孩子的数量与妻子的工资率或妻子时间价值的其他度量之间有强负相关关系，而与丈夫的工资率或收入往往有更强的正相关而不是负相关关系（比如，见明塞尔，1963年；迪·特雷，1973年；威利斯，1973年和本—波拉斯提供的例子）。然而，从孩子到工资率是因果关系的一部分，因为当家庭孩子较多时，妇女在市场技术方面投资减少，在家庭技术方面投资较多；男人则正好相反。但妻子的时间价值和对孩子的需求之间似乎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拉齐尔，1972年）。

显然，每个家庭都宁愿要自己的孩子，而不要其他人的孩子，因为所有家庭实际上都选择自己生育孩子。其原因可能在于，从生物学上来看，人类和其他动物都选择繁衍自己的后代（威尔逊，1975年）。但是，甚至当文化和遗传因素一样都影响孩子的需求时，为什么人们还是更喜欢自己的孩子呢? 第二章提出过几种原因，其中一个理由是，自己的孩子能够减少父母的不确定性，父母具有更多的遗传构成信息，与要其他人的孩子相比，他们更了解自己孩子的早期环境阅历。

另一方面，与从“孩子市场”上看到的情形相比，父母对自己将生育的孩子的性别、肤色、身体状况和其他重要特征的信息知之较少。但这种市场的范围会受到限制，因为，假如买主不能轻易确定孩子质量的话，那么，父母更可能把质量较低的孩子而不是质量较高的孩子拿去出售或送人收养（见阿克洛夫1970年对“无用之人”市场的探讨）。

对孩子的依赖意味着，有些家庭对孩子的需求可能得不到满足，因为他们部分或全部都不能生育，而另一些家庭的孩子又超过了他们的需求，因为他们生育过多。根据这种观点，“需求”是指当孩子的生产或防止孩子出生都毫无障碍时所期望的孩子数目。有不育之妻的丈夫解除婚姻，或者，在允许一夫多妻制的社会里，他们再娶一个妻子，而有些妇女所生的孩子超过了她们所期望的数目，或者生产孩子的机会不当。

但是，不育率和出生控制技术知识的变化是否引起了平均生育率的重要变化呢? 虽然我以前对此曾做出了肯定回答（贝克尔，1960年），但我现在认为，生育率的重要变化主要是由对孩子需求的其他变化引起的。本章讨论的各种因素足以解释生育率巨大下降的原因，简单而有效的生育控制方法有助于促进生育率的下降。

为了证明这些简单方法的有效性，我们来看一看下边几个因素之间的基本关系。这些因素是，平均存活出生数（n），从易于节育到“弃婴”的时间（E），生产一个活婴所需要的平均时间（C），生产一个活婴前后平均不育时间（S），

n=E/（C+S）（5.5）

这里的C+S是两个活产婴儿的平均间隔时间。由于C是“等待”怀孕的时间，它取决于任何性交期间怀孕的可能性和性交的次数（f） 
[5]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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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结婚又不采用任何节育方法的妇女，平均大约生产11个孩子（见伊顿和迈耶关于赫特里奇斯的例证，1953年，第233页）。直到平均45岁或288个月以前，她们都能生育，活产婴儿之间的平均间隔时间是26个月。如果不用物理节育方法，仅仅靠晚婚三年，就可以使出生人数几乎减少25%。通过减少婚期内的性交次数，可使出生人数减少10%，并延长三个月的喂奶时间。此外，中断性交还可进一步减少出生人数，甚至在许多原始社会里，中断性交也是一种人人皆知的节育方法。 
[6]


 
[7]



马尔萨斯也许把推迟结婚年龄看成是节育的一种主要方法，因为在18世纪出生率和婚期内交媾次数一样高时，变动结婚年龄会更有效。例如，如果一个妇女20岁结婚，生产11个孩子，那么，若婚龄提高10%，所产婴儿大约减少9%，则所减少的出生人数几乎三倍于性交次数减少10%所少产的人数。另一方面，由于节育方法有效，如果在20岁结婚的妇女只生产两个孩子，那么，减少性交次数和推迟结婚年龄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8]

 。

在19世纪之前，即使在先进国家里，活到10岁的活产婴儿也不足一半。因此，结婚年龄、性交次数和喂奶——与中断性交相联系——方面的适当变化，会把存活婴儿的平均时间减少到三个月甚至更少。但是，每个家庭生育的人数却没有明显下降，19和20世纪存活的婴儿人数大大增加了，这是婴儿活到10岁的可能性急剧提高的结果。在过去150年里，即使结婚年龄提早、性交次数增加，但如避孕隔膜（海姆斯，1963年版，第321、391页）等旧节育方法的改进和避孕药等新方法的应用，确实使出生人数大大地减少了。 
[9]

 但我认为，这些节育方法的改进主要是对孩子需求的减少的一个反应，而不是需求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各个社会提供的证据表明，更有效的节育方法不足以降低生育率，即使在这些社会具有降低生育率的重大措施时，它们也能保持很高的生育率水平。例如，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末，欧洲多数家庭平均都有5.5个以上的孩子（佩勒，1965年，第90页），显然这时的欧洲人都清楚地知道少生孩子的方法（海姆斯，1963年版，第8章），这些家庭对此大概也了如指掌。再如，即使花钱鼓励——甚至强迫!——采用有效的节育方法，但在经济和其他条件发生变化以前（梅克赫加，1977年，1980年），印度穷人家庭仍然顽固地保持着自己的生育水平。

但是，早在现代节育方法出现以前，很多社会都使其生育率大幅度下降。两千多年前，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家庭都很小，其方法是晚婚、减少婚期内性交次数、流产、原始避孕和不生育的性交方式（威尔金森，1978年）。在1670和1840年之间，佛罗伦萨和莱戈恩的犹太人仅仅部分依靠推迟结婚的平均年龄，就把出生率降低了50%（利维—巴丝，1977年，第40—44页）。我们很难说这些犹太人接触了最佳避孕资料，因为他们被迫生活在犹太人区，很多学校都把他们拒之门外。用韦斯托夫和赖德的话（1977年）来说，由避孕药迎来的“避孕革命”，甚至不可能成为最近几十年来生育率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直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才规定口服避孕药合法，美国也才广泛使用此药，但在50年代，像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的生育率就开始下降了。此外1900至1910年间出生的美国妇女，通过其他避孕方法、禁欲甚至包括堕胎，而不是服用避孕药，来建立很小的家庭（道森等，1980年）。

对孩子的需求不仅受孩子价格的影响，而且受实际收入的影响。实际收入的增加一般都会扩大对不同商品的需求，一些证据还表明，孩子和收入之间的这种关系概无例外。在一夫多妻制社会里，比较富有的男人总是有比较多的孩子，这主要是因为，和穷人相比，他们的妻子可能更多（格罗斯巴德，1978年）。在19世纪以前的一夫一妻制社会里，较富裕的男人往往也有较多的孩子；见15世纪托斯卡纳地区孩子和财富相互关系的资料（克拉普斯奇，1972年，表10.2；赫利希，1977年，第147—149页），以及15和18世纪意大利其他地区的资料（利维—巴丝，1977年，第147—149页）。在一夫一妻制社会里，农村社区内财富和生育率之间的这种正相关关系，大都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见1861年加拿大的证据（麦克尼斯，1977年，表5），1865年美国的证据（巴什，1955年，尤其是表12），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证据（诺德尔，1974年，表3.13）。

但是，在19世纪的某些时期内，城市家庭生育率和财富之间的关系也会部分或全部地变成负相关。从诺德尔1974年著作中的表3.14和3.15里，我们可以看到1900年前后德国的例证。一般来说，在低收入水平上，收入和生育率负相关，而在高收入水平上，二者无关或正相关。尽管如此，20世纪内先进国家的例证却相当混杂。西蒙（1974年，第42—69页）对这些例证做了重新评价。经济分析表明，收入和生育率之间的负相关是一个征兆，即，孩子的有效价格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高，这也许是因为，收入较高的男人的妻子从市场活动中获得的潜在收入较多（明塞尔，1963年），或者其时间价值较大（威利斯，1973年）。但是，我认为，孩子的有效价值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高，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孩子数量和质量的相互影响。

数量和质量的相互影响

让我们再来看看效用函数方程（5.1），它把孩子的质量同其他商品区别开来。在这里，我假定：同一个家庭里每个孩子的质量都相同；每个家庭都用自己的时间和市场物品来生产全部质量（第六章做出过这些假设）。如果pc
 是一个质量单位的不变成本，q是每个孩子的总质量，pc
 qn是花在孩子身上的总量，那么，预算约束是

pc
 qn＋πz
 Z＝I.（5.7）

该预算约束中纳入效用函数的商品不是线性的，但从乘法运算上来说，它依赖于n和q。在下面的分析中，数量和质量的相互影响也是非线性的。

预算约束的最大化效用给出了均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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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和q的相对影子价格是πn
 和πq
 。当然，每个相对影子价格都取决于pc
 ，即一个质量单位的成本，但πn
 依赖于q、πq依赖于n，这似乎使人难以理解。由于q的提高会增加花在每个孩子身上的数量，所以它提高了每个孩子的相对成本。同样，n的增加会提高追加到每个孩子质量上的成本，因为很多孩子都会受其影响。

求出方程（5.7）和（5.8）的n、q、Z的均衡值，作为这些影子价格和收入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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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影子收入R等于花在不同商品上影子
 的总和。 
[10]

 这些需求函数有一般的替代和收入效应，比如，假设其他影子价格和影子收入不变，n、q或Z的影子价格的提高就会减少需求的固有数量。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需求函数分别通过影子价格πq
 和πn
 而依赖于n和q的数量，甚至会通过影子收入而依赖于nq的相互影响（见托姆斯1978年的深入分析）。

在依赖于影子价格和收入的需求函数中，数量和质量的相互影响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但在依赖于“市场”价格和收入的需求函数中，二者的相互影响却昭然若揭。如果pc
 、πz
 和I不变，那么，n的外生增加就会提高q、πq
 （＝npc
 ）的影子价格，从而会减少对q的需求。由于n的影子价格取决于q，所以，q的减少会降低n的影子价格，进而增加对n的需求。但这又会进一步提高πq
 、降低q，进而降低πn
 、提高n，如此等等。直到建立一种新的均衡状态为止，n和q的相互影响才会偃旗息鼓。

如果n和q的相互影响十分强烈，那么，即使外生n（或q）的微小增加，也会引起q（或n）的大幅度下降。在效用函数中，这种相互影响取决于n和q的互相替代；如果它们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那么，在n或q变为负值以前，二者的相互影响才会停止不动。尤其是，如果n和q、n和Z、q和Z的替代弹性相同，那么，除非这种替代弹性小于1，否则，n和q都会是

正值。 
[11]

 因此，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是从数量和质量的相互影响中总结出来的，它并没有推定二者是高度替代的。相反，如果二者是高度替代的话，那么，均衡将是不可能的!所以，举个例子来说，即使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每个孩子的教育和孩子数量是高度替代的，但数量和质量的相互影响还可以解释，比如，为什么孩子教育紧紧地取决于孩子的数量。

图5.1生动地反映了n和q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这里的U0
 和U1
 是n和q之间的凸面无差异曲线（不考虑Z或假设Z不变），AB和CD代表预算方程。n和q的相互影响意味着，预算曲线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凸向圆点的曲线。 
[12]

 只有当无差异曲线的曲率大于预算曲线的曲率时，均衡状态才处于内部一个点上（如e0
 和e1
 点）。这是因为，当n和q的替代性较大时，无差异曲线的曲率较小，只有当n和q不高度替代时，内在均衡才是可能的。

其他商品的数量和质量也相关（见锡尔，1952年；胡萨克尔，1952年，以及赫什利弗1955年关于厂商分析的论点），但相互之间的影响可能没有这么强烈，因为不同物质单位的质量不像不同孩子的质量那样息息相关。比如，一个富人对拥有昂贵和廉价的汽车也许会进行一番周密的考虑，但不可能认真制定拥有昂贵和廉价孩子的计划。本节的分析对其他商品也十分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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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数量和质量的相互影响：一个典型家庭的无差异曲线和预算曲线。







许多国家（地区）的生育率在短时间内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表5.1表明：1960到1972年期间，美国的出生率下降38％，而在本世纪20年代下降24％；1950到1960年期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下降45％；1960年到1975年间，台湾的总和生育率下降51％。或者，拿早期的情况来看，从1871年到1901年，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出生率下降26％。由于孩子没有相近的替代物，所以，我们认为，像孩子这样的商品有适度价格弹性，除掉恶性商业循环周期间以外，孩子这类商品一般都不会有很大的数量变动。

表5.1 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时期的出生率变化

	国家（地区）
	时期
	出生率变化（％）



	（1）美国
	1920—1930
	-24



	（2）美国
	1960—1972
	-38



	（3）日本
	1950—1960
	-45



	（4）台湾
	1960—1975
	-51



	（5）英格兰和威尔士
	1871—1901
	-26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1975年c，1977年b；日本统计局，1962年；台湾内务部1974年、1976年；大不列颠登记总局，1957年。

（1）和（2）是15—44岁妇女的出生率。

（3）和（4）是15—49岁妇女的总和生育率。

（5）是15—44岁妇女的出生率。

人们对生育率的巨大变化提出了几种不同的解释，其中包括由避孕药引起的避孕革命（见韦斯特奥弗和赖德1977年，第302—309页），但这并不能解释美国20年代或日本60年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我确信，从孩子数量和质量的相互影响中可以找到最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是因为，即使当孩子没有相近的替代物时，这种相互影响也意味着，对孩子的需求深刻地反映了价格的变化，也许还深刻地反映了收入的变化。 
[13]



给每个孩子增加一个固定成本，更有利于探讨对孩子的需求问题。该固定成本包括时间、费用、不舒适、怀孕和分娩的风险、政府对孩子的津贴（一种负成本）、避孕和分娩的费用，以及其他与质量没有密切关系的、花在孩子身上的所有精神上和金钱上的支出。此外，由于不同的孩子能进行共同的消费（穿旧衣服、向父母学习），所以，可使pq
 代表与孩子数量没有密切关系的、花在孩子身上的支出。也许是由于公共补贴上学的缘故，质量的边际可变成本和平均可变成本不相同。因此，预算方程可写成

pn
 n＋pq
 q＋pc
 （q）qn＋πz
 Z＝I.（5.10）

受该约束的最大化效用给出了n和q的均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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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rn
 ＝pn
 /pc
 q，rq
 ＝pq
 /pc
 n，它们分别是数量和质量的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的比率，1＋∈pq
 是质量的边际可变成本与平均可变成本的比率。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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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n和q的影子价格的比率不仅取决于q对n的比率，而且还取决于固定成本对可变成本的比率，取决于质量边际成本对质量平均可变成本的比率。

因此，比如说，也许是由于孩子津贴的减少或避孕成本降低的缘故，n的固定成本的增加会减少n、q和Z的替代，因为相对于πq
 和πz
 来说，πn
 会增加。n和q之间的相互作用意味着，q的增加会进一步提高πn
 ，而n的减少会进一步降低πq
 ，这仍然会进一步鼓励用n替代q。如果n的固定成本的增加是适度的，n和q之间的替代弹性也不大，那么，n的增加和q的减少将是十分显著的。

pn
 的补偿性增加使图5.1的预算曲线围绕初始均衡点由AB移到CD。外在的偏好表明，新的均衡点必定在e0
 的左侧，如e1
 点。由于n和q的相互影响意味着，当n增加时，CD线在e1
 点的斜率增大，所以，n的减少必定会足以提高均衡无差异曲线的斜率，使之和CD线已增加的斜率相等。

为了说明这一点，假设：pn
 是πn
 的25％，pq
 和εpq
 是负值，花在n上的支出等于R的10/27，花在q上的支出等于R的8/27。如果n和q不相互影响，那么，补偿性地增加n的价格的1％，对n的需求就仅仅减少0.01（17/27）σ，这里的σ是替代弹性（例如，如果σ＝0.8，那么，对n的需求增加0.5％）。但是，n和q的相互影响扩大了反应强度，因为此时，如果σ＝0.8，那么，pn
 增加4％所引起的πn
 的补偿性初始增加为1％，它使对n的需求减少大约1.1％；如果σ＝1.0，那么，它使对n的需求减少大约2.3％。 
[14]

 当n和q不相互影响时，这些数字为n减少的2（1/4）和3（2/3）倍。因此，孩子固定成本的适度增加（这也许是由避孕知识的明显进步引起的），或质量边际成本对平均成本比率的适度减少，会使与质量有关的数量的初始影子价格仅仅增加10%—20％，这会使对数量减少的百分比更大、而对质量需求增加的百分比更高。

相对价格的适度初始增加，既可以解释表5.1中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也可以解释表5.2中质量的大幅度提高。例如，当台湾的生育率下降51％的时候，25—34岁年龄组中受过中学教育的人数上升100％。或者，当美国的出生率下降33％时，25—34岁年龄组中从中学毕业的人数上升了33％。

表5.2 不同国家（地区）和不同时期受教育水平的变化

	国家（地区）
	时期
	受教育人数变化的（％）



	（1）美国
	1920—1930
	+81



	（2）美国
	1960—1972
	+33



	（3）日本
	1950—1960
	+37



	（4）台湾
	1960—1975
	+100



	（5）英国
	1871—1900
	+21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1932年；美国人口普查局，1963年a，1972年；日本统计局，1961年；台湾内务部，1976年；韦斯特，1970年，第134页。

（1）在中学注册的14—17岁的人数。

（2）完成高中教育的25—34岁的人数。

（3）完成初中教育（现代体制）或中学教育的25—34岁的人数。

（4）完成高中教育的25—34岁的人数。

（5）有文化的男性人数。

质量—数量相互影响的进一步实证分析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分析也能使下面两种观点并行不悖：在生育率显著下降以前，编制家庭计划程序是必要的；在生育率显著下降以前，孩子的价值必定减少（见德门尼1979年a、b和博格、梯苏1979年之间的争论）。由于许多胎儿是“多余的”，所以，可以假定，一个有效的家庭计划预计能使出生率下降10％，因为许多胎儿是“不想要的”。但是，出生胎数实际上会以更大的百分比下降；数量和质量的相互影响意味着，出生率下降10％会扩大对孩子质量的需求，而对质量需求的扩大会增加数量的成本，从而进一步减少对出生人数的需求。由于家庭计划是初始动力，所以，可以把出生率的全部下降都归因于家庭计划，但是，对高质量孩子需求的诱发性增加和对孩子数量需求的诱发性减少，主要还是归因于出生人数的下降。

经济理论表明，每种商品价格的变化都会使对该商品及其替代品的需求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化。孩子数量和质量的相互影响意味着，比如说，数量的价格会借助其他更多的商品来增加质量，即便质量和这些商品与数量的优良替代品相等。（的确，即便所有商品的替代弹性相同
 ，孩子数量的价格的增加也能减少
 其他商品的数量而增加其质量。见汤姆斯1978年出版的著作的第二部分。）表5.1、表5.2和其他各种证据都证明了我以前关于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强负相关的预言。

例如，在过去150年间，犹太人在人力资本上投入了更大的资本。相对而言，在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和美国的犹太人的婴儿死亡率较低（见施梅尔茨1974年提供的有关证据），最近几十年间，这些犹太人的收入较高。但是，人们很少知道犹太人家庭比平均家庭规模要小。19世纪初，犹太人的出生率比佛罗伦萨人的平均出生率低40％（利维—巴丝，1977年，表1.23）；犹太人登记结婚的出生率比慕尼黑1875年天主教徒的生育率低20％（诺德尔，1974年，表3.18）。我认为，犹太人对孩子的教育、健康以及其他人力资本上投资的高边际收益率——方程（5.12）中∈pq
 的低价值——能够用来解释犹太人家庭的高收入和低生育率问题，相对于数量来说，这些投资使孩子质量的价格较低（也可见布伦纳1979年的论文）。

和白人相比，黑人在培训上的投资较少，因为黑人在教育、健康和其他培训方面的投资收益率没有白人高（见贝克尔1975年的著作，Ⅳ.13）。数量—质量的相互影响说明，生育率高的黑人缺乏投资机会。近年来，黑人的机会有所增加，所以，他们在培训上的投资增多了（见弗雷曼1981年的论文）。相对于白人来说，他们在同期内的生育率也降低了（见斯威特1974年的论文）。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传统农业社会里，由于农村孩子比较便宜，所以，农村家庭不仅大于城市家庭，而且传统农民对孩子的投资也较少（舒尔茨，1963年；巴里切洛，1979年）。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提高了城市
 孩子在教育和其他培训方面的投资收益率，该收益率降低了城市家庭孩子的质量边际成本，并使城市家庭进一步增加对质量投资、减少对数量的投资。 
[15]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日益机械化和复杂化，所以，农业方面人力资本的收益率也提高了，因此，农民家庭也会转向注重质量而非数量（见马克希贾1980年关于印度农村的最新证据）。今天，在许多发达国家里，由于农村孩子比城市孩子更
 昂贵，所以，农村生育率确确实实低于城市生育率。

由于受过教育的妇女对孩子的数量需求较少，所以，数量和质量的相互影响就意味着她们会在孩子教育和其他培训方面投资更多。因此，许多回归分析表明，孩子教育和母亲教育之间有一种正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可能不是从母亲教育到孩子教育的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据。这个例子说明，为什么数量和质量的相互影响意味着这两者都应该用一种考虑到二者相互影响的方法来估算。人们可以使用推导形式或联立方程，例如，孩子的教育（或衡量质量的其他尺度）可能与父母的教育、兄弟姐妹的数量和其他变量相关，而孩子的数量与父母的教育、孩子的教育和其他变量相关。几项实证研究考虑到了这种相互影响，并认为质量对数量有一种副作用，数量对质量往往也有一种副作用。 
[16]



在生育率需求函数中，如果婴儿死亡率的变化是外生的，那么，死亡率变化对生育率的影响就仅仅取决于自变量，这些自变量也包括婴儿死亡率在内。然而，如果婴儿死亡率只部分地取决于其父母，那么，对存活儿童的需求和对生育率的需求就相互影响。 
[17]

 例如，避孕知识的进步会减少孩子的数量，增大儿童存活的可能性，也改进了孩子质量的其他方面。生育率的下降既不是死亡率的下降造成的，死亡率的下降也不是由生育率的下降造成的，这两者都是由数量的价格上升以及数量与质量的相互作用引起的（见戈梅斯1980年的论文）。

婴儿死亡率的外生下降甚至也会引起数量—质量的相互影响。比如，当一项公共卫生计划被采用时，父母就可能会减少防止婴儿死亡的努力， 
[18]

 但会增加对孩子质量其他方面的支出，因为死亡率的下降使这些开支的收益率上升了。如果父母的总支出增加了，那么，婴儿死亡率的外在下降就会使数量的有效价格上升
 ，对幸存孩子的需求随之减少
 （也可见奥哈拉1972年的论文）。在孩子存活到青少年的可能性方面，一定百分比的外生增加会使出生人数下降的幅度更大。

经济发展影响生育率和孩子的质量，这不仅是因为收入增加了，而且也是教育和其他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提高的结果。由于收入的“实际”增加甚至也能通过与质量的相互影响而降低生育率，所以，收入的增加与较高的质量收益率相结合，就可能大大地降低生育率。因此，即使当对生育率需求的“实际”收入弹性是正值和较大值时，经济发展也可能对生育率产生显著的副作用。把发达国家里收益率的系统差异和不同家庭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类似分析表明，和贫穷之家相比，富裕之家的孩子较少，即使在次发达国家里，较富裕之家的孩子才多于贫穷之家的孩子。




[1]
 达尔文（1958年，第42—43页）写道：

“1838年10月，也就是在我已经开始进行系统的调查后的15个月里，我碰巧读到了马尔萨斯那本有趣的《人口论》，通过对动植物的习惯的长期连续观察，我正认真准备评价到处发生的为生存而斗争的现象，《人口论》立即使我认识到：在这些环境里，优势变种总是被保存下来，而劣势变种却遭到毁灭，其结果总是形成新的物种。因此，藉助这本著作，我最后提出了一种理论。”

A.R. 华莱士（1905年，第361页）是自然选择理论的共同创立者，他也认为自己受到了马尔萨斯的影响。


[2]
 见马克希贾（1978年）、辛赫等（1978年）。亚当·斯密谈到了殖民地美国，“在那里，劳动是很好的报酬，以至于很多家庭的孩子都成了父母富裕和财产的源泉，而不是负担，在能离开家庭以前，每个孩子的劳动都被算作父母价值100镑的净利得”（1937年，第70—71页）。关于美国农村孩子分配方面的最新研究，见罗森茨韦克（1977年）。


[3]
 马克希贾（1978年）和辛赫等人（1978年）分析了印度和巴西乡村里上学和农业劳动的替代性。义务教育法也许对增加农村孩子的注册人数做出了贡献（见兰德斯和索尔门，1972年）。


[4]
 比如，在1966年和1974年的加利福尼亚，对白人妇女来说，每千名15—44岁的已婚妇女的非法出生率分别是18%和19%，对黑人妇女来说，分别是69%和66%（伯考夫和斯克拉，1976年）。


[5]
 关于这个公式的早期来源，见贝克尔（1956年）的著作；在谢普斯和门肯（1973年）的著作中，也许可以找到更广泛的探讨。


[6]
 从方程（5.5）和对288个月内遗弃11个新生儿的观测中，我们推测C+S=26个月。如果怀孕期内和怀孕期以后的不生育S大约是18个月的话（门肯和蓬加阿兹，1978年），那么，C大约是9个月。f减少10%会使C提高10%，达到10个月，哺育期延长3个月会使S延长大约2个月。因此，C+S将从26个月增加到29个月。此外，如果婚龄推迟到23岁的话，那么，E就减少到252个月。所以，n1
 =252/298.7。

性交中断会使怀孕的概率减少90%以上（迈克尔，1973年）。在不完全性交期间，如果使用


[image: ]




[7]
 那么n＂=252/（18+20）=6.6。


[8]
 如果C+S不受E的增加的影响，那么，婚龄从20岁增加到22岁——E从288减少到264——往往会使n减少8.3%。然而，f减少的效应依赖于C对S的比率。比如说，如果S=17,C=9（n=11），那么，f减少10%只会使n减少3%，而如果S=17,C=127（n=2），那么，f减少10%就会使n减少8%。


[9]
 显然缺乏可靠的历史证据，但是，在60年代，美国人的性交次数显然增加了，而出生率却迅速下降（韦斯托夫，1974年）。


[10]
 等式（5.7）可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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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见贝克尔和刘易斯（1973年）、托姆斯（1978年）的证据。进而言之，只有当 [image: ]

 时，n和q才会被消费掉。其中σnq
 是n和q之间的替代弹性，σz
 是Z、n和Z、q之间的替代弹性，κz
 是z在R中的份额。因此，如果σz
 ≥1，最大值可行性σnq
 与σz
 负相关，那么，σnq
 ＜1。即，如果其他商品对孩子有高度替代性，那么，孩子的数量和质量就不可能有高度的替代性。


[12]
 如果pc
 nq＝S,那么，

pc
 n＋pc
 q（dn/dp）＝ds’＝0，

和pc
 （dn/dq）＋pc
 （dn/dq）＋pc
 q（d2
 n/dq2
 ）＝0，

或d2
 n/dq2
 ＝（-2dn/dq）/q＞0。


[13]
 我在论述生育率的第一篇论文中，没有充分肯定数量和质量相互影响的重要性。我认为，经济理论“很少谈及价格和数量之间的数量关系。没有良好的孩子替代物，但可能会有很多劣质替代物”（贝克尔，1960年，第215页）。


[14]
 见贝克尔和刘易斯，1973年，方程（A19）。我感谢刘易斯，因为他纠正了早期计算中的一个错误。


[15]
 例如，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相对于农村生育率来说，意大利和德国（普鲁士）的城市生育率下降了（诺德尔，1974年，表3.2；利维—巴丝，1977年，表3.8）。


[16]
 见马克希贾（1980年）关于印度农村的论著；辛赫等（1978年）关于巴西农村的论著；卡斯塔纳达（1979年）关于哥伦比亚农村的论著；戈梅兹（1980年）关于墨西哥的论著；巴里切洛（1979年）关于加拿大的论著；托姆斯（1978年）、德·泰里（1978年）、罗森茨韦格和沃尔平（1980年）关于美国的论著。马克希贾和卡斯塔纳达发现数量对质量有一种负的或零的影响作用。


[17]
 实际证据表明，斯格林肖（1978年）的论著对父母的控制问题作了有力的新评介。此外，还应注意到，在18世纪，欧洲普通家庭里出生的2/3的孩子活到了15岁，相比之下，维也纳只有1/3的孩子活到15岁（佩勒，1965年，第94页）；或者，和普通人活到32岁相比，1931年，印度教徒收入较高，其预期平均寿命是53岁（联合国，1953年，第63页）。也可见戈梅斯（1980年）对墨西哥最近几十年来死亡率外生变量的分析。


[18]
 第六章和第十一章分析了公共和其他“捐赠”方面对父母努力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斯格林肖（1978年，第391、395页）提供了父母对公共卫生计划反应的经验证据。



第五章附录 对生育率经济理论的重新阐述 
[1]



对生育率的经济研究强调父母收入和抚养孩子的成本的效应。除了伊斯特林（1973年）和其他少数人的研究（见第七章）以外，这种研究都忽略了同一家庭内不同代人决策间的分析的联系。此外，除了马尔萨斯的著名先例外，人们还没有把生育率和工资率、利息率、资本积累以及其他宏观变量的决定因素联系起来（不包括罗辛和本-蔡恩，1975年；威利斯，1985年）。

本附录中的模型是根据父母对孩子是利他主义的假设而提出来的。父母的效用不仅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消费，而且还取决于每个孩子的效用和孩子的数量。把孩子的效用和父母的消费以及孩子的效用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动态
 效用函数，该函数取决于消费和所有各代后裔的人数。在本附录的标题中，我们大胆地用了“重新阐述”一词，因为我们强调的是动态效用函数和不同代人的后裔。这种重新研究为观察生育率的决定因素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在下边第一小节中，我们建立了对孩子利他主义的模型，并引申出预算约束和一个动态家庭的效用函数。使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意味着，任意一代人的生育率都正的取决于实际利率和利他主义程度，负的依赖于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的每单位资本的增长率。每代人的消费正的依赖于生育一个后代的净成本。

本节考察了孩子死亡率、孩子的补助金（或征税）、社会保障和给成年人的其他转移支付对生育率的影响作用。在向低婴儿死亡率转变过程中，虽然对存活婴儿的需求增加了，然而，一旦死亡率稳定在一个低水平上以后，对存活者的需求就又退回到原来的水平上。

在经济生活中，国际资本市场完全相通，但国际劳动力市场却难以如此，世界实际利率的下降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会引起生育率的下降。在开放经济中，对生育率的这种分析也许还能对过去20年里西方国家的低生育率现象做出解释。

我们把这种分析扩展到包括消费、收入和效用的生命周期变化中。生育率是对孩子生存和人力资本支出的一个函数，但不是简单地增加孩子消费支出的函数。在人口统计不变的情况下，总消费曲线不依赖于利率、时间偏好或者消费生命周期变化的其他决定因素。

生育率和人口变化模型

在本附录开始时，我们假设每个人的生命有两个周期：孩子时代和成年时代。我们在稍后将说明整个生命周期分析是如何与世代之间的因素联系起来的。我们假设每个成年人“不结婚”就有孩子，因为我们认为把男女婚姻搅和进来会使问题复杂化，却不影响分析的实质（虽然可见伯恩海姆和巴格韦尔1988年的论著）。通过假设在孩子刚刚长大成人时父母就占有其孩子的全部收益，我们也可以不考虑与孩子间隔相关的收益问题。

对生育率的经济分析已经假设父母的效用函数依赖于孩子的数量和“质量”。这些分析往往都没有详细说明孩子是怎样和为什么影响效用的。在经济学家中，虽然有关偏好的不可知论者司空见惯，但通过开展对孩子利他主义的新探讨，还会产生一种更有力的生育率分析。

70年代，经济学家们开始系统地认识家庭中利他主义的重要性（巴罗在1974年、贝克尔在1974年b上发表的论文是两项早期研究成果）。从父母的效用函数正的依赖于其孩子的效用函数的意义上来说，许多父母对孩子显然是利他主义的。很多孩子也关心其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亲属）的福利。在这里，我们紧紧依靠对孩子利他主义的假设来形成对生育率和人口变化的动态分析。

如果一个成年人的效用（U0
 ）是他自己的消费（c0
 ）和每个孩子的效用（U1
 ，i）的加法离散函数，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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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v是一个标准即期效用函数（因为vc
 ＞0、vii
 ＜0，i＝c0
 ，n0
 ）。对于所讨论的内容来说，由于父母对孩子之间差异的反应无足轻重， 
[2]

 所以，通过假设兄弟姐妹的本质相同，我们可以使分析得到简化；因而，对所有孩子来说，函数ψi
 ＝ψ都相同。在每个孩子的效用中，如果该函数是增加的且呈凹形抛物线，那么，当所有孩子都得到相同水平的效用时，父母的效用就最大化：对所有的i和j来说，U1,i
 ＝U1,j
 。因此，父母的效用函数就变成

 U0
 ＝v（c0
 ，n0
 ）＋n0
 ψ（U1
 ，n0
 ）.（5S.2）

由于另外又假设了U0
 线性依赖于U1
 ，所以，ψ（U1
 ，n0
 ）＝U1
 a（n0
 ），父母的效用可由下式给出

U0
 ＝v（c0
 ，n0
 ）＋a（n0
 ）n0
 U1
 .（5S.3）

a（n0
 ）项衡量对每个孩子的利他主义程度，以及把孩子的效用转化成父母的效用的程度。对于每个孩子给定的效用Ｕ1
 来说，我们假设在孩子的数目n0
 中，父母的效用是增加的、凹形的，该性质和方程（5S.3）都要求利他主义函数满足下列条件：

vn
 ＋a（n0
 ）＋n0
 a′（n0
 ）＞0，vnn
 ＋2a′（n0
 ）＋n0
 a″（n0
 ）＜0，（5S.4）

我们在这里不考虑对孩子数目的整数限制。请注意，vn
 可能是负数——孩子可能提供负消费效用。

像在方程（5S.3）中那样，每个孩子的效用依赖于自己的消费（c1
 ）、自己的孩子数量（n1
 ）及其效用（Ｕ2
 ）。如果用c2
 、n2
 和Ｕ3
 的函数来取代Ｕ2
 ，那么，重孙的效用就产生了。如果一个动态家庭中所有各代人的效用函数的参数都相同，如果不考虑孩子时代的效用对现在的影响作用，那么，通过继续替代稍后的消费和生育率，我们就得出一个动态
 效用函数，它依赖于同一家族内所有各代的孩子的消费和数目。这个动态效用函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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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i
 是孩子的数量，ci
 是第i代中每个成年人的消费。Ai
 项是每个家庭对第i代中每个后裔的利他主义程度，如下式给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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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项是第i代子孙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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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孩子对父母也是利他主义的，那么，动态效用就依赖于所有祖先的消费和生育率，以及所有子孙的消费和生育率（见金布尔，1987年）。

当父母有一个孩子时（n=1），如果父母消费的边际效用大于其孩子消费所生产的边际效用，那么，父母就是“自私的”。这个界定意味着，对所有自私的父母来说，a（1）＜1。我们假设父母是“自私的”，因为只有当a（1）＜1时，一个每人消费不变（ci
 =c）、子孙数目也不变（Ni
 ＝1）的动态家庭的效用才受到限制。

方程（5S.3）以线性利他主义函数为开端，方程（5S.5）引申出了动态效用函数，与此相反，我们已经以动态效用函数为开端。如果我们假设动态效用是时间一致的、不同世代人均消费的加法离散的， 
[3]

 那么，动态效用函数必然会有方程（5S.5）这种基本形式（见贝克尔和巴罗，1986年）。 
[4]

 从这个意义上说，方程（5S.5）比我们从求导得出的（方程）更具有普遍性。当然，偏好不必是离散相加的和时间一致的。不过，这些假设都是对生育率经济分析的一个良好开端，尤其是当分析家庭决策的时候，就任何一个假设的根本变化来说，令人信服的理论或经验观点一直还没有进展。进而言之，许多人对不同代人之间的资源配置的讨论都使用了社会偏好函数（诸如阿罗和库泽兹，1970年），这个函数是动态效用函数方程（5S.5）的一个特例。 
[5]



每个成年人都把1单位的劳动提供给市场、得到工资wi
 。在孩子刚刚长大成人时，父母把一笔不会贬值的遗产κi+1
 留给每个孩子。资本κi
 以ri
 的比率挣到租金，i代人中的一个成年人把他的工资和继承的遗产wi
 ＋（1＋ri
 ）κi
 花在下列三个方面：自己的消费ci
 、给孩子的遗产ni
 κi+1
 ，以及抚养孩子的成本。我们假设每个孩子花费βi
 ，所以，ni
 βi
 是把孩子抚养到成年人的总成本。因此，i代中一个成年人的总预算条件是

wi
 ＋（1＋ri
 ）κi
 ＝ci
 ＋ni
 （βi
 ＋κi+1
 ）.（5S.8）

参数βi
 代表抚养孩子的成本，它与孩子的“质量”（如用他们的消费ci+1
 、工资率wi+1
 或财产继承κi+1
 来计量）无关。为了说明生育率文化对父母时间价值的重要性，我们有时假设βi
 与父母的工资率wi
 正相关。我们还假设可以把负债留给孩子来偿还——也就是说，像遗产κi
 是正数一样，它也可能是负数 
[6]

 ——虽然父母不会留下负水平的人力资本。

像动态个人所看到的那样，最大化问题在于使方程（5S.5）中的效用U0
 最大化，它受方程（5S.8）的预算约束和方程（5S.5）的原始财产κ0
 的约束。为了使U0
 最大化，每个人都接受给定的工资率wi
 、利息率ri
 和孩子抚养成本βi
 。每个成年人所选择的消费途径c0
 ，c1
 ，c2
 …，每个成年人的资本存量κ1
 、κ2
 …以及子孙的数目N1
 、N2
 …必须和最大化问题联系起来。 
[7]



如果生育率不影响即期效用v，如果对孩子的利他主义程度有一个不变弹性，该弹性与孩子的数量有关，也就是说，如果

a（ni
 ）＝α（ni
 ）-ε
 ，（5S.9）

那么，对一阶条件的分析就得到了简化。在这种情况下，对子孙的利他主义程度——方程（5S.6）中的Ai
 ——仅仅依赖于i代中的子孙数量， [image: ]

 尤其是，Ai
 ＝αi
 （Ni
 ）-ε
 。相反，如果我们假设Ai
 仅仅取决于Ni
 （而不依赖于Nj
 , j≠i），那么，方程（5S.9）必为真，所以，i代中的动态效用仅仅取决于i代子孙的数目及其每个子孙的消费。

条件0＜a（1）＜1要求0＜α＜1以及下列条件：对每个孩子给定的效用来说，父母的效用增加，孩子的数目减少（这就像方程（5S.4）中的不等式满足0＜ε＜1所赋予的效用那样）。把方程（5S.9）中的利他主义函数代入方程（5S.5）中的动态效用函数，我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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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我们改变i代子孙的数目，而使总消费不变，对于i代来说，ci
 ＝Ni
 ci
 也改变其他代中的人数（Ni
 ），而使每个人的消费（ci
 ）不变（这里的i≠j），那么，U0
 的改变就衡量了从i代中有更多人口到消费给定的物品总量的利益或损失。由于孩子的生产是昂贵的，所以，用这种方式增加的Ni
 必能把U0
 提高到接近效用最大化的状态（如果孩子是被生产出来的话）。反之，人们会因孩子较少而生活得更好。只有当

σ（ci
 ）＜1-ε（5S.11）

时，方程（5S.10）中U0
 对Ui
 的导数——对所有其他人来说，Cj
 和cj
 的价值都保持不变——才是正值。其中σ（Ci
 ）＝v′（Ci
 ）Ci
 /v（ci
 ）是v（ci
 ）对ci
 的弹性，方程（5S.11）中的不等式对以后的讨论很重要。

对方程（5S.18）中的每个预算约束来说，用普通方法中的拉格朗日倍数找到一阶条件（我们还不考虑对孩子数目的整数限制）。一组一阶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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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把重点放在对方程（5S.9）中不变弹性的详细说明上，但这组条件仍可采用a（nj
 ）的一个任意形式，该形式满足方程（5S.4）中不等式的要求。

另一组一阶条件 
[8]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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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σ（ci
 ）和v（ci
 ）对ci
 的弹性相反。这里也有一个动态预算约束，它使所有资源的现值等于所有支出的现值：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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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的转移来说，方程（5S.12）是一个不变条件。除了依赖于生产率的ni
 项外。这个方程反映了相似的结果：i+1时期和i时期消费之间的效用替代率v′（ci
 ）/v′（ci-1
 ）直接依赖于时间偏好因素d和利率因素1+ri+1
 。标准结论是：相对于ci
 来说，d或利率ri+1
 的上升会使ci+1
 增加。在我们修正过的不变条件中，生育率ni
 的上升会降低每个孩子的利他主义程度，即给定的a（ni
 ），还使对未来消费的贴现增加。因此，对于d和ri+1
 的给定值来说，较高的生育率和ci+1
 （ci+1
 与ci
 有关）的减少相联系。

方程（5S.13）说明，一个追加孩子的边际收益，或相当于下个时期一个追加的成年子孙的收益，必定等于边际成本。方程右边是i代中一个追加的成年人的净成本，当i的总费用固定不变时，方程左边实际上就是对i代中增加另外的成年子孙所产生的效用的影响。 
[10]

 像我们在稍前所讨论的那样，这个边际效用必须是接近最优状态中的一个正数值 ，即它意味着1-ε-σ（ci
 ）＞0见方程（5S.11）。

方程（5S.13）好像意味着：只有当孩子是一个经济负担时，也就是说，当抚养孩子的成本大于
 他一生收入的现值时，消费才是正值。在许多国家尤其是现代国家里，由于不存在这样的条件，所以，我们的分析好像产生了一个严重的缺陷。从表面上看，困难显然来自于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置之不理。

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把κ看作是对孩子投资的数量，这种投资的目的在于提高孩子的工资，所以，

w＝e＋（1＋r）κ，（5S.15）

其中r是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对简单情况来说，假定它不变），e代表与这些投资无关的工资。除了方程（5S.13）变成

v（ci
 ）[1-ε-σ（ci
 ）]＝v′（ci
 ）[βi-1
 （1+ri
 ）-e]，（5S.13′）

以外，所有的分析都和以前相同。在方程（5S.13′）中，其中β代表抚养孩子的成本，它不包括人力资本。工资的固定组成部分e很可能只是总收入中的一小部分，在现代国家里，尤其是如此。这样，下列假设就合情合理了：方程（5S.13′）右边是正数；抚养孩子的固定成本大于收入的固定组成部分。

实际上，所有家庭都对孩子的人力资本——一种比资产转移更普遍的“遗产”形式——进行投资。把整个生命周期内的资本积累看作比资本遗产更重要的观点，往往忽略了通过对孩子人力资本进行投资而给孩子大量遗产（比如，莫迪利亚尼，1986年）的现象。

当我们使用σi
 的定义的时候，方程（5S.13）就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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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σ（ci
 ）是常数，那么，方程左边就与ci
 成比例，否则，我们假设σ（ci
 ）与方程左边ci
 的增加一起十分缓慢地上升或下降。这样，方程（5S.16）就意味着，ci
 是生产i代中其他子孙的净成本的正函数。也就是说，当人们生产孩子更昂贵时，每个人都以较高的消费水平继承捐赠。实际上，当他们生产孩子的成本较大时，它有利于提高每个子孙的“效用率”（在ci
 较高的情况下）。

这个结论说明，只要生产子孙的净成本也上升，那么，n代人中每个人的消费就会增加。相比之下，长期内最优消费的普通模型说明，如果实际利率大于（或小于）时间偏好率，那么，消费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或下降）。在我们的分析中，n代人中每个人的消费增长率与利率水平基本无关，也不依赖于纯粹的利他主义或时间偏好。

利率水平或利他主义程度的变化主要影响生育率ni
 。为了解释生产率问题，我们可以把方程（5S.12）重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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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5S.16）限制了暂时的相互替代项目，v′（ci+1
 ）/v′（ci
 ），i＝1,2…,因为未来每代人中的i仅仅依赖于生产子孙的净成本。由于限制了消费中的替代作用，所以，生育率ni
 （i＝1,2…）就随着利率ri+1
 或净利他主义率a的上升而上升。

在生命周期分析中，较高的利率提高长期消费增长率。我们的分析认为，较高的利率提高每个子孙的消费水平，而不提高消费增长率，见方程（5S.13）。但是，当利率上升时，由于方程（5S.12）中的生育率稳定增加了，所以，各代人中子孙的总消费增长率提高了。

人们也许已经预见到“投资需求”nj
 和资本成本ri+1
 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生育率的提高好像令人惊诧。但是，当每个孩子的消费增加时，每个孩子的效用，因而一个追加孩子的边际效用也增加了。在稳定状态下，边际效用的这种增加支配着资本净成本的增加。 
[11]



这个模型的另外一个重要性质是，它涉及到财富变化的影响作用，我们用初始财产的转移来表示这种影响作用。方程（5S.16）说明，如果财富的转移不改变抚养孩子的成本的话，那么，每个人的未来消费ci
 就不受影响。因此，方程（5S.17）意味着未来的效用ni
 （i＝1,2…）不会发生变化。由于每个人的未来消费和未来效用不变，所以，动态预算方程（5S.17）要求初始消费c0
 或生育率n0
 二者之中有一个得发生变动。对于i＝0来说，我们借助方程（5S.17）可以看到，c0
 的增加（或减少）必定伴随着n0
 的增加（或减少）。因此，富人的消费较大，家庭规模也比较大。

这些结果说明，所继承财产的增加只会扩大动态家庭的规模。只是由于初始生育率n0
 增加了，所以，每个下代人中的子孙的数目Ni
 和总消费ci
 也会增加。为了弄清楚对Ni
 的直接影响作用，让我们回顾一下Ni
 ＝n0
 n1
 …ni-1
 ，i＝1,2，…。用方程（5S.17）替代每个生育率，可得到


[image: ]



财富的增加会提高c0
 ，从而降低v′（c0
 ）。由于所有ci
 的未来值都不变，所以，方程（5S.18），意味着Ni
 （i≥1）的所有值都以相同的比例上升。

每个人的未来资本κi
 （i＝1,2…）都不受财产变化的影响，这是个多少有点令人惊奇的结论（桑福德·格鲁斯曼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由于每个人的未来消费ci
 和生育率ni
 不变，所以，从方程（5S.14）的动态预算约束中可以得到这个结果。换句话说，留给每个
 孩子的遗产不受父母财产变化的影响。

由于较富裕的父母把他们所有的额外资源都用于自己的消费、供养较大的家庭，所以，财富完全回归到父母和每个孩子之间的平均水平上。为什么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均财富回归到几代人的平均水平上?财富和生育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助于解释这个问题。庆幸的是，当我们对偏好和孩子成本做出一些特殊假设（见下文）的时候，完全回归到几代人的平均值的不现实含义就不复存在了。

关于生产孩子的成本变化对孩子需求的影响作用，我们的模型也得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含义。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对抚养j代中的孩子的征税问题，这种税收提高βj
 、但不改变βi
 （i≠j）。而且，为了从财富效应中概括出来，我们假设初始财产κ0
 的补偿性增加——会产生边际财富效用——不变。方程（5S.16）表明，cj+1
 上升，而所有其他的ci
 都不变。方程（5S.17）说明nj
 下降；现在来生产那个时代的孩子更昂贵了。令人惊奇的一个结果是：nj+1
 增加了，其增加的数量正好抵消nj
 所降低的数量。j代里的税收不会改变（j+1）代之后的子孙的数量，其原因在于，方程（5S.10）中的动态效用是子孙数目和每代人的消费时间的离散函数。动态效用不完全依赖于任何一代人的生育率。众所周知，时间离散效用函数意味着，对时间j点一个变量的需求只依赖于财富的边际效用和变量在时间j点的价格。因此，对于一个给定的边际财富效用来说，第i代中子孙的数目和消费不受其他代人的价格变化的影响。

现在来看一看孩子成本的补偿和永久增加问题。孩子成本的补偿和增加提高了孩子的净成本βi
 （1+ri+1
 ）-wi+1
 ，每代人提高的比率相同，i≥j。方程（5S.16）意味着，j+1代及以后各代中每个人的消费都提高了。而且，如果我们现在假设一个近似值，即v（ci
 ）对ci
 的弹性是常数σ，那么，cj+1
 ，cj+2
 ，…就以等比例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方程（5S.12）中的消费不变条件可以简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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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
 （i＝j+1）的等比例增加意味着j的生育率下降（因为cj+1
 /cj
 增加了），而所有以后各代人的生育率都固定不变。

因此，在利率一定时，甚至对孩子的持久（暂时）征税也只会降低首先制定税则的那一代人的生育率。但是，一代人生育率的单独下降也会对子孙——相应的决策变量——产生持续的影响作用，这是因为，所有以后各代的子孙数目都减少了。生育率，即对子孙存量的投资率，仅在短期内受孩子成本持久变化的影响。

β的持久增加也会长久地提高每个人的消费ci
 。由于ci
 和βi
 较高，ni
 不变（i＞j），所以，j代以后所有各代中每代人的支出都比较高，要支撑这些较高的支出，就要求每个人的资本和遗产κi
 （i＞j）水平都比较高才行。

如果β、r和w长期不变，σ和ε是常数，那么，就存在着n、c、κ的惟一不变值，它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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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惟一不变状态是完全稳定的，而且从初始资本存量中还可以得出一代人中的不变状态。生育率的稳定值正的依赖于利率、利他主义程度，而与孩子的成本和其他参数无关。

每个子孙消费的稳定水平与孩子的净成本β（1+r）-w正相关。相比之下，在普通生命周期模型中，长期消费增长率都与利率正相关。除了在利率等于时间偏好率的时候以外，这个模型中就不存在消费稳定态水平了。

我们对稳定状和一代人原动力分析的结果十分引人瞩目，以至于以前版本的许多读者都已经推断出这些结果紧紧依赖于以下几个假设：利他主义函数和即期效用函数有不变弹性（分别是ε和σ）；孩子不给父母提供效用（vn
 ＝0）；孩子不关心父母；对一代人的原动力来说，这些假设有一部分是决定性的，但它们不是
 稳定态主要性质的来源。最关键的假设是利他主义——时间偏好率不与孩子的数目正相关。 
[12]

 在这个假设下，就足可以使孩子的效用以线性方式进入父母的效用函数（见贝克尔和巴罗1986年论文中第20—22页的例证）之中了。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说明就等于下边的假设：在不同代人的消费中，动态效用函数是时间一致的和离散相加的。

即使在一般情况下，如果a（n）是单调的，那么，n的稳定态值也是惟一的。我们已经证明了一般情况下向稳定态的收敛。但是，如果vn
 ＝0，且a（n）＝αn-ε
 ，那么，当孩子的边际成本与孩子的数目正相关时，我们就很容易证明收敛性（见本附录第二部分对贝克尔和巴罗1986年所提观点的证明）。即使在边际成本增加的时候，虽然常数态仍然不变，但是，现在n代人就产生了稳定状态之间的转换。

像增加动态效用的例子那样，我们来考察一下初始资本κ0
 的增加问题。当孩子的边际成本不变时，κ0
 的增加会增加c0
 和n0
 ，但不改变ci
 和ni
 的未来值。如果边际成本增加的话，那么，n0
 的增加会使c1
 增加。接着，c1
 的增加会提高n1
 [通过方程（5S.12）]，这又意味着会使c2
 增加，如此等等。通过这种方法，财富的增加会提高每个人的消费和生育率。随着常数态的来临，这些影响在长时期内会变得更小。虽然每个人的消费和每个人的资产仍然会从父母向孩子的平均值回归，但仅仅在一代人之内却不会再完成这一过程。这种渐进过程显然更要依靠经验证据。

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儿童数量激增

大萧条以实际收入和工资率的急剧下降为特征。抚养孩子的成本（βi
 ）也许没有很大的下降，因为已婚妇女很少加入劳动力大军（见巴茨和沃德，1979年a）。如果人们把大萧条确实看成会长期延续的话，那么，抚养孩子的净成本βi
 （1+ri+1
 ）-wi+1
 就会增加，因为wi+1
 下降了，而βi
 变化很小。因此，在大萧条期间，收入和替代效应降低了生育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源向军人的转移意味着财富的减少，从而降低了生育率，相对预期工资率wi+1
 来说，抚养孩子的成本βi
 （1+ri+1
 ）增加了σ。这种增加产生了以下影响：在相当高的实际工资下，妇女劳动力参与率急剧提高；在军队服务的许多年轻人暂时空缺；也许还促成了很高的实际贴现率ri+1
 。抚养孩子净成本所产生的暂时增加也降低了生育率。

这种分析也解释了下面的现象：生育率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续下降之后，儿童数量剧增。如果这两个时期内抚养孩子的净成本的增加是暂时的话，那么，为了弥补生育率下降期间所丧失的出生人数，战后时期的生育率就应该上升。我们不像文学对步兵生育率所强调的那样，仅仅是指晚婚的出生率弥补早婚的较低的出生率。我们以前的分析表明，当抚养孩子的成本很高的时候，动态家庭在以后各代中会弥补早先所丧失的出生人数。

婴儿死亡率和社会保障

自19世纪中期以来，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里，所观察到的生育率都下降了，有时候人们用婴儿死亡率的长期下降来片面地解释这种现象，认为婴儿死亡率的长期下降不断减少出生人数，这种出生人数要求生产一个理想的婴儿存活数。在婴儿死亡率对出生率和存活婴儿需求的影响方面，我们的分析具有新的意义。

假设工资率和利率长期不变，父母不考虑婴儿死亡的变化无常问题，只对抚养存活部分的子女p的变化做出反应。设βs
 是把一个婴儿抚养到成年的不变边际成本，βm
 是一个婴儿在长大成人以前死亡的成本，出生人数nb
 的预期成本是pβs
 +（1-p）βm
 nb
 ，该预期成本与预期存活人数（n＝pnb
 ）的比率——和我们以前分析的每个（存活）婴儿的成本相一致——

是β＝βs
 ＋βm
 （1-p）/p.（5S.23）

像以前一样，父母选择自己的消费、预期存活婴儿数和留给存活婴儿的遗产，但是，这些选择（依赖于预期成本β）现在不受预算约束的影响。

婴儿死亡水平的长久下降会降低所有各代人抚养存活婴儿的成本。我们以前的分析表明，最初一代人中每个成年人（ni
 ）对存活婴儿的需求都会增加，但增加的幅度没有以后各代人增加的那么大。 
[13]

 由于最初一代人对存活婴儿的需求增加了，所以，出生率相应也会提高，虽然较高的存活概率p减少了出生人数nb
 ，但仍然需要生产一定的存活人数。由于以后各代人对存活婴儿的需求不受p的增加的影响，所以，这些人的出生率一定会下降。

如果婴儿死亡率在长期内继续下降的话，那么，抚养存活婴儿的成本在长期内也将会连续下降。因而，在一代人以上的时间内，每个成年人对存活婴儿的需求都会增加。不过，一旦婴儿死亡率接近零时——像西方国家在过去50年里所出现的那样，其下降速度必定会减慢。由于婴儿死亡率下降速度减慢了，所以，生产存活婴儿的成本的下降速度也降低了，最终将近乎停止不变。此后，婴儿死亡概率的累积
 增加不会影响对存活婴儿的需求。

向低婴儿死亡率的转换为什么对人口增长率只有暂时的积极作用?出生率在下降以前，为什么往往会上升呢?（见戴森和墨菲，1985年）出生率的下降在最初为什么滞后于婴儿死亡率的下降?我们的分析解释了这些问题。在百分数从先前水平降低到等于存活至成年的概率的百分数增加以前，出生率的下降最终一定会加快速度。

人们也许会把某些生育率的下降归因于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和其他转移支付的增加。我们的利他主义家庭模型说明，甚至当孩子不赡养年迈的父母的时候，给老年人公共转移支付的增加也会减少对孩子的需求。

由于我们只有一个成年人时期，所以，我们没有建立把社会保障精确地结合起来的模型。因此，对年轻的参加工作的成年人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征税制度不可能给老年人筹措资金。但是，如果我们想象（非现实地）对孩子资金的征税转移给了成年人，那么，就会得到相似的结果。

设si
 是i代典型的成年人接受的转移支付，τi+1
 是i代每个人的税收（或父母对孩子的援助）。如果si
 Ni
 ＝τi+1
 Ni+1
 ，即意味着方程

τi+1
 ＝si
 /ni
 ，（5S.24）

那么，政府的预算就平衡了。

对于给定的生育率数值来说，为筹措其资金而来自社会保障和税收的收益，恰恰抵消了对有代表性家庭之动态财富的影响作用。因此，如果生育率不变，那么，社会保障项目之规模变化不会影响世代间的消费方式。父母会用他们的社会保障收益来支付其孩子的税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为了使自己的孩子能缴纳这些税收而又不减少消费，父母会大量地增加遗产（见巴罗，1974年）。

但是，生育率的内在性质修正了这个所谓的李嘉图平衡定理。当i代中一个追加的孩子长大成人时，他缴纳税收τi＋1
 ＝si
 / ni
 ，收到转移支付 si＋1
 。因此，社会保障项目强化了每个孩子的终身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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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i＋1
 /（1＋ri＋1
 ）是未来转移支付的现值。如果1＋ri＋1
 ＞ni
 ，那么，在每个人收益不变的情况下（si＋1
 ＝si
 ＝s），净税收是正值。 
[14]

 由于净税收是正值，所以，社会保障项目规模的扩大（s的增加）会提高孩子的成本。像抚养孩子的成本的提高那样，这种提高具有相同的替代效应。因此，我们以前对孩子成本变化效应的分析也适合于对社会保障的分析。

比如，社会保障收益水平的持久提高就和β的持久增加相类似。假设财富的边际收益率υ′（c0
 ）和利率固定不变，那么，我们会发现，最初一代人的生育率下降，而此后各代人的生育率不变。因此，即使当孩子不赡养其年迈的父母的时候，社会保障收益的永久增加也会使生育率暂时降低下来。 
[15]



我们以前还认为，孩子抚养成本的持久提高会增加所有未来各代人中每个人的消费和财富。同样，较高的社会保障收益对孩子抚养成本的正效应会提高“资本密集度”。这个结论和从生命周期模型中得出的结论——社会保障降低资本密集度（比如，费尔德斯坦，1974年）——相反。它把生育率看成是外生变量，而且还把消费和世代之间转移支付的相互作用抛到脑后。

开放经济和西方的生育率

我们的分析适合于开放经济中的生育率决定因素问题，人们把开放经济定义为用单一的实际利率和世界资本市场相联系的经济。由于假定劳动力不能跨出国界，所以，在每个经济中，工资率的决定都是各自独立的。如果生产函数不同，规模收益不变，或对工资征税的税率不同，那么，即使在有同样利率的经济中间，工资率也不相同。

如果即期效用函数的弹性是常数 σ，ε 是利他主义函数的弹性，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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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j 指国家 j, ri＋1
 是i＋1 代人里的长期实际利率，nj
 i
 ＝1＋ρj
 i
 , ρj
 i
 是 j 国家 i 和 i＋1 代人间成年人口的（年）增长率，gj
 i
 是 j 国家 i 和 i＋1 代之间每个人的消费增长率。方程（5S.26）左边的项目说明，在开放经济中，父母利他主义 （αj
 ） 的程度更高，人口增长更快。第二项表明，当世界长期利率更高时，人口增长更快。人口增长的变化大于利率增长的变化，因为，εj
 ＜1。对于εj
 的较小数值来说，长期利率的适当变化甚至也会引起人口增长率的巨大变化。方程（5S.26）右边较远的项说明，当每个人的消费增长更缓慢时，人口的增长就更快。人口增长的差异大于消费增长的差异，因为 （1-σj
 ） / εj
 ＞1 （见5S.11式）。

不同代人之间每个人消费的增长等于生产子孙的净成本的增长。生产子孙的净成本与孩子存活概率的增长负相关，而与社会保障收益和对孩子其他征税的增长正相关。技术进步较快大概会提高每个人的消费增长水平。在开放经济中，技术进步更快，社会保障收益的增加更快，因此，人口增长率应当较低，婴儿死亡率也应当下降。

这些含义好像与对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低生育率的理解有关。直到70年代中期以前，经济增长很快，确切地说，从1950年到1980年，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九个工业化国家中（巴罗，1987年，第十一章），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平均每年达到3.7%。到1950年，西方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已经相当低了，而且也很少再上升。在过去40年里，对成年人的社会保障支出和转移支付戏剧般地扩大了。比如，从1950年到1982年，美国和英国的人均实际社会保障支出每年分别增长7.5%和5.0%（见亨明，1984年；美国人口普查局1965年、1984年的资料）。此外，直到80年代，国际实际利率一直都很低；从1948年到1980年，剔除在对预期的通货膨胀进行调整以后，美国政府长期保障的实际利率年平均增长1.8%（见巴罗，1987年，第七章）。

所有这些因素都降低了生育率，特别是，因为这些数值的微小变化甚至都会引起生育率的巨大变化。还应当注意的是：如果80年代较高的实际利率会延续到90年代；如果社会保障和其他转移支付增长更慢——因为它们最终必然增长更慢；如果从80年代开始的经济增长乏力会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在90年代里，西方国家的生育率将会上升。

生命周期和总消费

在这一节里，为了比较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决定因素和世代之间消费的决定因素，我们把整个生命周期引入模型之中。我们还会看到总消费是如何与生命周期以及不同代人的消费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继续撇开死亡年龄的不确定性不说，但现在假设每个人都活 l 年。当 h 年时，父亲有了所有的孩子，这里的 h 值决定着一代人的长度。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偏好都伴随着 i 代人在 j 年龄时来自消费的效用 cij
 的增加而增加。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这些即期效用被不变的时间偏好因素 δ 所折扣。因此，由 i 代里生命、时间和消费所产生的效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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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过去一样，对每个孩子的利他主义程度随着孩子数量的变化而有所不同。确切地说，我们再次假设 α（ni
 ）-ε
 的一个不变弹性函数。这样，在动态效用函数中，与 i 代效用相联的权数 Ai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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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α 包括利他主义 （α） 和时间偏好 （δh
 ）。

在方程（5S.27）中，生命周期效用只能被时间偏好所折扣，而在动态效用函数中，世代的效用还要被对子孙的利他主义程度 α 所折扣。即使完全合情合理的人们也不会给未来打折扣 （δ＝1）。权重 Ai
 不必等于1，因为有理智的个人也许偏好于孩子的消费，而非自己的消费；或者相反，他们更看重自己的消费。比如，在基因最优化的生物模型中，当父母只有一些基因与每个子孙的基因相同时，不同代人的效用——但并非必要的生命周期效用——必然被折扣到稳定状态中的动态效用的范围（这里的 ni
 ＝1, cij
 ＝cκj
 ，对于所有的 i、κ 来说）。

当动态效用的最大化受到整个生命周期内动态资源所约束的时候，一阶条件就给出了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一般稳定关系，也给出了世代之间消费的稳定关系；后者和方程（5S.12）基本上相同。

如果我们还假设效用对消费的弹性是常数 σ，那么，我们就能准确地找到年龄和世代之间的消费增长率的稳定关系。这样，对于所有的 i、j 来说，生命周期的稳定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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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γi
 是分配给 j 年时的消费，即 （cij
 ）σ / σ 的效用权数（比如，对年幼的孩子来说，γ 的值就很小）。不同代人之间的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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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代人终身消费和工资的现值 （ci
 和 wi
 ） 代替了方程（5S.16）中成年人时期的消费和工资。方程（5S.31）说明，各代人每个子孙的消费增长率等于不同代人之间孩子净成本的增长率。请注意，每个子孙消费的均衡增长并不依赖于时间偏好 δ、利他主义程度 α 或利率。相比之下，方程（5S.29）则说明，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增长不依赖于孩子的成本，而用一般方法依赖于利率和时间偏好。因此，甚至当父母不是“自私的”（即 α＝1） 时候，整个生命周期内和世代之间消费的增长的相等也只是偶然现象。我们再一次看到，具有生产世代的模型和下列模型的含义有很大的差别：不能再生产出年龄无限大的个人的模型。

除了现在的 α＝αδh
 外，方程（5S.17）还给出了第 i 代的生育率的比率。生育率与利他主义的范围 α、时间偏好因素 δ 和利率 r 正相关。生育率还受到世代之间生产孩子的净成本的负影响。请注意，成本决定了利他主义父母对孩子的需求，父母对孩子消费的支出不是这种成本的组成部分，孩子在父母管教之下得到的收益和在本人独立自主时得到的收益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区别。 
[16]



两个时期之间人均消费的变化是不同年龄的个人变化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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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ct
 项是在时间 t 时的人均消费，cjt
 是一个 j 年龄的人在时间 t 时的消费，θjt
 ＝Njt
 / Nt
 。因为在时间 t 时，j 年龄的人数 Njt
 和总人口 Nt
 ，以及 υjt
 ＝θjt
 cjt
 / ct
 是根据 j 年龄的个人所计算的总消费的比例。符号 Δ 代表变量在两个时期之间的变化，我们假设某一给定年龄的每个人都是同质的。

该方程右边第一项取决于长期内人口年龄分布的变化。在人口统计不变的情况下，该项为零（对于所有的 i 来说，Δθjt
 ＝0）。人口统计学的基本理论表明，具有连续分年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相近人口趋向于一个人口统计上的稳定状态（见科尔等，1983年）。

方程（5S.32）右边第二项依赖于世代间的消费增长和孩子成本的增加。如果孩子的净成本以不变的比率 g*
 来增长，那么，方程（5S.23）就表明，常数态的人均消费也会按这个比率来增长。因而，常数态人均消费增长率不依赖于时间偏好、利他主义程度和利率，而只依赖于孩子成本的增长率。

很多人都认为，当年龄分布不变时，长期人均消费的变化就不依赖于有限生命周期内的消费的变化（见莫迪利亚尼，1986年）。有些研究把典型的个人模型化，为了适应对总消费之决定因素的生命周期解释，好像人就会长生不老似的，用父母对孩子是利他主义的假设来解释这种过程（萨默斯，1981年，第537页）。但是，我们不了解下面这种研究：它发现了由生命周期模型引申出的长期实际利率和人均消费长期增长率之间的紧密关系。

利他主义能证明：动态家庭的人们实际上有无限的生命的假设是有道理的。但是，内在生育率大大地改变了父母利他主义的含义。在我们的模型中，每个子孙常数态消费曲线与时间偏好和长期实际利率无关，因为生育率完全吸收了这些变量的影响作用。结果，即使每个动态家庭都能真正长生不老，但人均消费的长期变化也不取决于长期实际利率或时间偏好。

本附录提出了父母对孩子的利他主义的含义：父母的效用取决于自己的消费、生育率和每个孩子的效用。对孩子的利他主义意味着，通过动态效用函数可以把家庭中所有各代人的福利融为一体，该动态效用函数取决于所有各代人的消费、生育率和子孙的数目。动态家庭中户主的行为好像能使动态效用最大化受到动态资源的约束，动态资源取决于所有各代人中户主所继承的财富、抚养孩子的成本和工资。

效用最大化要求一个追加子孙的边际成本等于生产该子孙的净成本。成本和孩子终身的工资负相关，而与抚养孩子和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正相关。这种最优化状态意味着每个子孙的消费和生产一个子孙的净成本正相关。

对所有各代人的消费来说，效用最大化还指一种套利状态。根据这种状态，生育率——不是每个子孙的消费增长率——对利率和利他主义程度中的变差有反应。如果抚养子孙的成本长期不变，那么，生育率就仅仅取决于利率（正的）、时间偏好（正的）和利他主义程度（正的）。进而言之，生育率还与世代之间净成本的增长负相关。

从 i 代开始对孩子的征税降低了 i 代的生育率，因为相对于其他代人的成本来说，税收提高了抚养孩子的成本。如果利率不变，那么，i 代以后所有各代人的生育率就不受影响，因为在所有这些代人中，抚养孩子的成本同样都比较高。同理，婴儿死亡率的永久下降最初提高人口增长率，社会保障的永久扩张最初降低利率。但是，如果利率不变的话，那么，这两种变化对生育率都没有永久效应。

如果一种经济和世界资本市场相联系，那么，实际利率就产生了。我们认为，在这种开放经济中，生育率正依赖于世界长期实际利率，负依赖于该经济中的技术进步率和转移支付的增长率。我们思忖，这种分析正好可以理解下述问题：自5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国家的生育率为什么一直下降呢?

在我们的模型中，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消费变化率以标准方式依赖于利率和时间偏好，而一代人时间内的人均消费变化率却不依赖于利率和时间偏好。因此，在一种稳定经济中，长期人均消费变化率不应该依赖于长期利率。

我们撇开不确定性、婚姻和出生间隔不谈。父母通过对不同代人有效的转移支付而和孩子连为一体，这一观点特别重要。然而，甚至一个高度简化的动态家庭行为模型看来也能囊括生育率和消费的长期行为的重要方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种新的研究就保证了对生育率、人口增长和消费的趋势及其变动的分析的正确性。




[1]
 本附录与R.J.巴罗合写，最初刊登在《经济学季刊》第103期（1988年，第1—25页）上。征得同意，在形式上稍作修改后重印于此。


[2]
 见第六章，舍申斯基和威斯（1982年）以及伯哈尔曼等人（1982年）的探讨。


[3]
 时间一致是指引导每代人去落实前代人期望的生育率和消费决策。请注意，由于孩子想得到的遗产可能会比父母乐意给予的要多，所以，时间一致并不排除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冲突。


[4]
 阿贝尔（1986年）通过假设父母的效用比孩子的线性效用函数更凹陷来概括我们的分析。他的公式相当于假设未来几代人的消费用一种特殊的非相加的方式进入动态效用函数之中。


[5]
 通过把闲暇引进v函数中的消费，并兼顾“全部收入”预算等式（见塔穆拉，1985年）的办法，劳动—闲暇选择就容易结合起来了。


[6]
 债务现值必然接近于零的假设排除了庞兹对策（Ponzi games），在这种对策中，债务永远和利率增长得一样快，或者比利率增长得快。如果所有的资本存量κi
 都是正值，那么，父母留给孩子的遗产显然也是正值。


[7]
 我们设想动态个人挑选全部时间曲线。然而，由于客观函数是时间一致的，所以，后代面临着相同形式的难题，他们没有违背最初所做出的选择的积极性。


[8]
 二阶条件是ε＋（1-ε）vv″/（v′）2
 ＜0（见附录中贝克尔和巴罗1986年提出的观点）。如果σ（co
 ）是常数，那么，这个条件降低到σ＋ε＜1，即（5S.11）式。我们假设效用函数和预算约束的参数会产生一个有限的效用水平。对于一个有β、w、r、c和n的常数值的不变情形来说，这个结果要求（1＋r）＞n，这是利息率大于增长率的标准条件。从方程（5S.12）和（5S.9）中我们看到，常数c意味着n＝α（1＋r）1/e
 ，所以，（1+r）＞n要求（1+r）1-ε
 ＜1/α。因此，如果利息率太高，那么，效用就没有边界（不受限制）。当r足够大时，n大于1+r的原因在于，（1+r）的增加会使n的增加大于事先准备（均衡）的n的比例。封闭经济把r的一阶值限制在1+r＞n的范围（见巴罗和贝克尔1985年的论著）。


[9]
 只要满足截线条件——未来资本现值不同时接近于零，那么，像方程（5S.8）所展示的那样，动态预算约束就来自于对每个孩子的约束。我们也使用本书第168页注①所讨论的对借贷的约束。


[10]
 当ci
 固定不变时，求出方程（5S.10）中适宜项目对Ni
 的微分。除了αi
 （Ni
 ）-ε
 因子外，方程（5S.13）左边就是结果。


[11]
 如果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βi
 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而增加，那么，与孩子数量优化相联系的一阶条件即方程（5S.13）的一种修正形式并没有普通的投资需求函数的意思。对于一个给定的c值来说，r的增加意味着一个较低的
 n值满足这个一阶条件（在不变状态中）。但是，在不变状态中，由于ci
 不变，——或者，更一般地说来，在不变状态中，如果v（·）是假设的，ci
 以外生比率增加，所以，方程（5S.12）中的消费不变条件仍然是指r和n的正态不稳定关系。r的增加意味着c的充分增加，以便使r的增加和一个向下倾斜的投资需求函数相一致（对于给定的c来说）。如果父母采用v（ci
 ,nj
 ）的形式从孩子那里直接得到劳务价值，那么，这些结果也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不变状态中，和方程（5S.11）相类似的一阶条件仍然保证了r和n是正相关。只要父母和孩子在利他主义方面被连为一体，那么，往往就会产生这种结果。


[12]
 尤泽娃（1968年）和爱泼斯坦、海因斯（1987年）也提出了时间偏好率是可变的一些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时间偏好率依赖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用不变时间偏好的模型相反，甚至在利率不变的时候，他们的模型也重点形成一个消费稳定态水平。


[13]
 如果一个婴儿的边际成本随着婴儿数目的增加而增加，那么，当死亡率长久下降时，生育率在一代人以上的时间内都会提高，但对存活婴儿的需求最终还要返回到最初的水平上。


[14]
 进而言之，我们需要社会保障总支出的增长更慢于利率的增长；即 ni
 si＋1
 / si
 ＜1＋ri＋1
 。


[15]
 关于社会保障对生育率最初影响的讨论，可见贝克尔和托姆斯（1976年，注释15），韦尔达辛（1986年）和威利斯（1986年）。莫舍（1983年，第241页）注释说：近年来，中国政府鼓励农村集体组织建立社会保障工程，其目的显然在于降低生育率。


[16]
 当研究孩子的需求时，对孩子成本的经验研究主要包括对某一特殊年龄的（如18岁）消费的所有支出，以及该年龄时的净收入（如，见埃斯蓬沙迪，1984年），却没有对这个成本为什么是适宜值做出更多的探讨。



第六章 家庭背景和孩子的机会

第五章指出：对孩子的支出取决于父母的收入和偏好、孩子的数量和质量。孩子的福利取决于下述因素：对孩子的支出、孩子的家庭声望和社会关系，以及通过一个特定家庭文化中全体成员所吸取的价值观和技艺。出身于有成就之家的孩子更可能有成就，因为花费在他们身上的追加时间较多，他们还具有比较优越的文化和基因遗传。

本章系统地分析家庭支出和捐赠对孩子收入的影响。一个简单模型先把孩子的收入与其父母的收入与捐赠、走运或倒霉以及其他变量联系起来。接着，把人力资本投资与非人力资本的捐赠和礼品区别开来，因为人力资本必须是自我筹措，人力资本的收益率对捐赠和其他个人变量的反应更敏感。

同一父母的孩子，其收入往往甚至也相差悬殊，因为他们的运气不同，父母的投资构成和水平也依赖于孩子的能力、障碍、性别和其他特征。本章不讨论兄弟姐妹之间的不平等问题，这留待下章进行，因为第七章重点探讨父母是否重男轻女、是否扩大或缩小能力较高和较低的孩子之间的差别。

本章研究捐赠对孩子数量和质量相互作用的影响，我们还考察捐赠的增加会减少花在每个孩子身上的数量，而增加孩子的人数。和偏好、收入、价格相同的人相比，为什么来自富裕之家的人生产的孩子较少，而兄弟姐妹众多的人会有较多的孩子，本章对此都做了阐明。

收入决定

假设每个人能活两“代”：在第一代里，他是个孩子，父母对他的成人的生产投入时间和其他资源；在第二代里，他是个成年人，他创造收入、进行消费，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投资。假设父母的效用取决于自己的消费和孩子的质量，而孩子的质量用孩子成年的财产来衡量。在上一章里，我们用孩子的质量来衡量对孩子的支出，但对孩子的支出和财产不同，这是因为，有些支出增加了孩子的消费而没有增加孩子成年的财产，财产部分地还取决于捐赠和其他补偿。正如我们在第七章的数学附录中将要看到的那样，按这种方法计算的孩子质量和孩子的成年效用不同，因为孩子的成年效用也许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孩子的质量。

第 t 代父母的效用函数是：

Ut
 ＝U（Zt
 , It＋1
 ）, （6.1）

这里的 Zt
 是他们的消费，It＋1
 是下一代孩子成年时的财产。由于暂时假设父母只有一个孩子，所以，可以不考虑孩子数量和质量的相互影响问题，又由于假定所有的资本都是同质的，所以，可以撇开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区别不说。如果 yt
 是对每个孩子的投资，πt
 是每单位 yt
 得到的往日消费 （Zt
 ），那么，父母的预算方程是：

Zt
 ＋πt
 yt
 ＝It
 , （6.2）

这里的 It
 是他们的财产。如果第 t＋1 代人每单位资本的价值是 wt＋1
 ，那么，第 t 代人的投资收益率就可以用下列方程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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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rt
 是每代人的收益率，一代可以是20年或更长一些。

孩子的总资本等于对孩子投资的资本、孩子的捐赠 et＋1
 以及因市场部门的运气而得到的“资本盈利” ut＋1
 的总和。由于所有资本都是同质的，所以，孩子的财产等于：

It＋1
 ＝wt＋1
 yt
 ＋wt＋1
 et＋1
 ＋wt＋1
 ut＋1
 . （6.4）

在第七章以前，我们都不谈及政府税收问题，所以，就没有必要区分税前和税后财产。由于财产可以转化为“持久”的收入流，所以，我把 Zt
 和 It
 看成是一代人内消费和收入的净态流量， 
[1]

 虽然我的基本分析更直接地适合于财产和流量的现值。

如果把方程（6.3）和（6.4）代进方程（6.2），那么，根据进入效用函数的变量 Zt
 和 It＋1
 ，就可以写出预算约束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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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收入和孩子的消费不仅取决于父母的收入，而且还取决于捐赠和孩子运气的贴现值。这些现值用 St
 表示，可称之为“家庭收入”。 
[2]



Zt
 和 It＋1
 属于家庭收入预期，父母把与 Zt
 和 It＋1
 有关的效用最大化。如果他们对捐赠和孩子的市场运气预测正确，那么，方程（6.5）和（6.6）就给出了均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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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假定效用函数是同质的，所以，Zt
 和 It＋1
 都有单一的家庭收入弹性，那么，这些均衡条件决定着对 Zt
 、It＋1
 和 yt
 的需求函数，Zt
 、It＋1
 和 yt
 在 St
 中都是线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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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δ 衡量与自己消费有关的、对孩子收入的偏好，在效用函数中，作为 Zt
 和 It＋1
 的替代弹性，α/（1＋r）0 大于1、等于1或小于1。

方程（6.6）给出的均衡条件假定：收益率与对孩子投资的数量无关；通过把债务留给自己孩子来偿还的办法，父母能使自己的消费大于自己的收入。在区分出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之前，一直保留使用这两个假设。

把家庭收入的界定代入（6.7），就可把孩子的收入生成方程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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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βt
 ＝α（1＋rt
 ）。也可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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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父母对孩子的运气和捐赠预期正确，那么，运气或捐赠的增加不会以相等的数量增加孩子的收入，因为父母通过减少对孩子的投资，会把孩子的一部分增加收入用于自己的消费；从 yt
 对 et＋1
 （或 ut＋1
 ）的负相关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方程（6.8）说明，It＋1
 和 et＋1
 之间的均衡关系依赖于 α——花在孩子身上的 St
 部分。该方程还表明，通过 βt
 , It＋1
 和 It
 联系起来，βt
 可称之为对孩子投资的“嗜好”，这种嗜好把父母的收入和孩子的收入连结起来，它是下一章不平等和世代变动性分析中的一个重要障碍。

捐赠概念是分析的一个基础部分。假设孩子接受资本捐赠，这种捐赠取决于下列因素：他们的家庭声望和“亲戚”；父母的基因构成对孩子能力、种族以及其他特征的贡献；通过特殊家庭文化所获得的学问、技术和目标。显然，捐赠取决于父母、祖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的许多特性，“在修养上”还可能受其他家庭的影响。

可把一个线性—捐赠生成方程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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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ec
 t＋1
 是对孩子的捐赠，其父母的捐赠等于 ep
 t
 , eκ
 t-j
 是他 t-j 代家庭中第 κ 个成员的捐赠，hp
 和 hjκ
 分别反映转移给（“继承”）该孩子的 ep
 t
 和 eκ
 t-j
 部分，et-j
 是 t-j 代人的平均捐赠，项目 fj
 et-j
 是综合 t-j 代人中所有家庭的文化或社会资本之影响的一种简单方法（关于沿着这些途径进行的文化转移的公式，可见卡瓦里斯福尔泽和费尔德曼1973年的论文）。项目 [image: ]

 分别代表父母和所有其他家庭成员的支出，这些支出直接增加了孩子的捐赠，υt＋1
 是孩子捐赠的随机决定因素。把等式（6.9）代入（6.8），我们看到，父母的收入和投资嗜好越大，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捐赠越多，财产继承越多，家庭不同成员对孩子捐赠的支出越多，孩子的收入就越多。

对捐赠的支出直接（通过 qc
 p
 和 qc
 κ
 ）和间接地（如 hp
 和 hjκ
 的决定因素那样）进入捐赠—生成方程。这些支出与花在孩子身上的其他支出 （yt
 ）不同，其主要原因在于，后者是“私人资本”，它有利于接受者，而对投资的支出是“家庭资本”，它对所有成员都有利。也就是说，只有父母才愿意对 yt
 做出贡献，因为只假设他们直接关心孩子的福利，叔叔、婶婶、堂兄弟姐妹和其他亲戚可能也愿意对捐赠做出贡献，因为这些捐赠对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外在的好处。

然而，由于每个亲戚都可能试图逃避对其他人的捐赠支出，所以，必须引导这些亲戚贡献出其适当的份额。庆幸的是，和公共产品的最佳投资相比，家庭资本上的最佳投资比较容易得到（萨缪尔森，1955年），因为其他家庭成员都能明白家庭资本对每个成员的价值。此外，家庭常常委任一个“头头”，由他来协调对家庭资本和其他家庭项目的支出活动。 
[3]



和其他亲戚相比，孩子的捐赠和父母的捐赠联系更为紧密 （hp
 ＞hjκ
 ）。从遗传上来说，父母和孩子联系最紧，从环境上看，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尽管在早期某些家族群体中，祖父母、叔叔和婶婶甚至曾祖父母几乎都有相同的影响作用。现代核心家庭和过去较大的扩展家庭之间的差别表明，继承权并非严格地取决于生物和文化作用的固有性质，但部分地取决于对家庭的控制。

为了确保使孩子的行为适合其父母、祖父母、叔叔、婶婶和其他亲戚的社会地位，通过对孩子的抚育、培训、职业、婚姻和其他选择的监督管理，能够增加孩子的继承权。在评价人们的技术和其他特征的过程中，如果局外人必须严重地依靠家庭背景的话，那么，家庭对昂贵的监督管理的积极性就更高，因为没有直接可用的资料来进行评价（见第十和第十一章）。除了父母之外，亲戚们也愿意为这种监督贡献出精力，因为，比如说，当侄儿或侄女提高家庭声望时，他们自己及其亲属也能受益。

最近一两个世纪以来，人们根据考试、强制性契约和提出的其他直接方法来评价技术、可靠性和其他特点，并防止评价错误，依靠家庭背景来获取有关个人信息的现象已经大大减少了。现在，由于祖父母、叔叔和婶婶及其他亲属对较年轻亲属之捐赠的投资积极性较小，所以，这些亲属的重要性的下降就毫不奇怪了。

在对孩子进行投资以前，由于他们的特殊能力、动机或障碍往往会暴露出来，所以，家庭也许能完全预期到孩子捐赠的运气[方程（6.9）中的 υt＋1
 ]。但是，孩子的市场运气取决于生产可能性、物品价格和生产要素的波动变化，这些现象只有在孩子接受教育、受到很多培训并成为劳动力之后才能显示出来。家庭在深知孩子的市场运气以前，往往必须对他们进行大部分投资。

如果父母能完全预期到孩子接受捐赠的运气而非市场运气，如果父母不关心风险 
[4]

 并使效用函数最大化，效用函数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消费和对孩子的预期收入，那么，孩子的均衡预期收入就与家庭的预期收入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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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t
 代表在时间 t 时根据有效信息所做出的预期。方程（6.8）和（ [image: ]

 ）的惟一区别在于市场运气的系数不同。如果不能预期到运气的话，那么，已增加的投资不能抵消部分霉运，已减少的投资也不能抵消部分好运。因此，市场运气系数是上升的：从方程（6.8）中关于 It＋1
 的等式里的 α 增加到 （ [image: ]

 ）中的1，从方程（6.8′）中关于 yt
 的等式里的 -（1-α）又增加到 （ [image: ]

 ）中的0。

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

对孩子投资的固定收益率不是非人力资本的第一个较好的近似值。该收益率决定于有效率的市场，与投资者的个人特性并无多大关系。但是，人力资本收益率却明显地受到孩子的性别、种族、能力、年龄、时间配置、社会背景和其他许多特征的影响。此外，人力资本投资往往由父母来筹集（或自我筹集），因为它不是贷款的良好附属担保品。因此，每个人投入的人力资本都有自己的一个独立市场，而不存在惟一的有效市场。

我继续假定，每个人的非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都相同，但我现在假设，人力资本收益率随着对一个人投资的增加而下降（我将简要地考察依赖于个人和家庭特性的收益率）。由于即使不太喜欢孩子的家庭，他们对于养活孩子的营养、住房和其他人力资本的投入数量一般也不能太小（否则，这些孩子就不能存活），但他们一般不对这些孩子的非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所以，人力资本微量投入的收益率可能高于非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

因而，对孩子投资寥寥无几的家庭会把全部投资放到人力资本上。由于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率随着投资的增加而下降，所以，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率最终会等于非人力资本的不变收益率。追加投资会投入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的不变收益率高于非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率。

如果我们也假设父母筹集全部的人力资本，且不投资于捐赠（家庭资本），那么，我们的分析表明，父母只对孩子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种孩子的收入—生成方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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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rh
 t
 是投资于人力资本的 yh
 t
 的平均收益率。显然，drh
 t
 / dyh
 t
 ＜0, rh
 t
 ＞rtn
 , 这里的 rh
 t
 是非人力资本的市场收益率。该方程在父母收入方面不是线性的，因为 rh
 t
 随着 It
 的增加而下降，yh
 t
 随着 It
 的增加而增加。

父母对孩子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投资的收入—生成方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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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投资数量等于 yh
 t
 时，这里的 rh
 t
 是人力资本的平均收益率。两种资本的边际收益率是 rh
 t
 。由于边际资本就是不变收益率等于 rn
 t
 的非人力资本，所以，在 It
 处的收入—生成方程也是线性的。

根据是否既进行人力资本又进行非人力资本投资的标准，可以给“富裕”之家下一个定义。其分界线取决于父母的偏好、非人力资本的收益率、人力资本收益率和所投资数量之间的关系，以及父母收入和孩子捐赠之间的相互关系。虽然美国所有家庭实际上都对孩子的健康、教育和其他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但布林德估计（1973年），他们对孩子非人力资本的有效投资也不足40%。

从分析上来说，虽然一个更满意的概念也包含了投资于孩子的人力资本，但“继承”这一概念一般只限于赠品和非人力资本遗产。图6.1反映了本章所分析的、人力和非人力资本继承与父母收入之间的关系。当父母收入大于 Ir
 时，孩子既继承人力资本，也继承非人力资本；当父母收入小于 Ir
 时，孩子只继承人力资本。此外，对人力资本的继承和高于 Ir
 的收入无关，而和低于 Ir
 的收入紧密相关。相反，人力资本继承和低于 Ir
 的收入无关，和高于 Ir
 的收入紧紧相连。美国的经验证据揭示：当不继承人力资本和继承人力资本相比时，孩子的教育更加依赖于父母的收入（托姆斯，1979年）；贫穷家庭之间孩子收入的不平等大于富裕家庭之间孩子收入的不平等，而且正如人们日常估计的那样，富裕家庭之间孩子继承上的不平等远远大于贫穷家庭之间孩子继承上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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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对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继承与父母收入之间的关系；当父母开始对人力资本投资时，Ir
 代表收入。







投入到贫穷之家的孩子的人力资本边际收益率大于非人力资本的市场收益率，因为这些家庭很难靠借款来筹措投资。增加贫穷家庭进入资本市场的机会的公共（或私人）政策——也许把通过还款办法来筹措教育和其他培训资金的贷款计划和所得税制度联系起来（弗里德曼，1955年；谢尔等，1968年）——会提高社会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同时，又使机会均等、不平等减少（贝克尔，1967年，1975年）。第七章对这些政策的作用和累进所得税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分析。

孩子之间差异的弥补和扩大

虽然父母有时对孩子的待遇不同——比如，在长子继承制下，长子继承全部不动产；女儿受到的教育总是比儿子少——但兄弟姐妹们也许不“喜欢”待遇较好的孩子。为了说明这一点，同时也为了把偏好和机会区分开来，我假设父母对各个孩子采取中立态度。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效用函数是

Ut
 ＝U（Zt
 ,I1
 t＋1
 ,I2
 t＋1
 , …, In
 t＋1
 ）,（6.12）

这里的 Ii
 t＋1
 是第 i 个孩子的成年收入，给定孩子的数目 （n），那么，Ii
 t＋1
 ＞Ij
 t＋1
 时，Ii
 t＋1
 和 Ij
 t＋1
 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小于1；只有当 Ii
 t＋1
 ＝Ij
 t＋1
 时，二者的边际替代率才等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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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所谓中立的父母也偏向幸运欠佳的孩子，而不管他们的性别、出生次序或其他特性如何，这是因为，从低收入的孩子那里得到的边际效用总是大于从高收入的孩子那里得到的边际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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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如果 ri
 t
 是第 i 个孩子追加投资的收益率，那么，效用就最大化。方程（6.13）和（6.14）共同说明，当且仅当第 i 个孩子的边际收益率大于其他孩子的边际收益率时，第 i 个孩子的均衡收入大于其他孩子的均衡收入。

即使同父同母的孩子，各人出生时也有不同的缺点和能力，当他们与其环境发生相互作用时，各人又有不同的事故、运气和其他经历；规范地说，在方程（6.8）和（6.9）中，他们有不同的市场价值 （u） 和不同的捐赠运气 （υ）。通过对捐赠较多和运气较好的孩子进行更多的投资的办法，中立的父母加剧其孩子之间的差异吗? 或者，他们对运气欠佳的孩子进行补偿吗? 如果父母对孩子的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都进行投资，那么，每个孩子的边际收益都相同，它等于非人力资本的市场收益。因而，方程（6.13）和（6.14）表明，每个孩子的收入都相同：中立的父母会完全补偿运气欠佳的孩子。

对于能力较大的孩子来说，其人力资本收益率可能较高，因为他们从追加的人力资本中获益更多；也就是说，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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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r* h
 是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当父母对两种资本都进行投入时，由于 r* h
 必等于 rn
 （非人力资本的市场收益率），所以，把追加的人力资本投向捐赠较多的孩子，以便把他们的收益率降低到其他孩子的较低的收益率水平上：如果 ei
 t＋1
 ＞ej
 t＋1
 ，那么，r* hi
 t
 ＝r* hj
 t
 就意味着 yhi
 t
 ＞yhj
 t
 。因此，由于人力资本投资会扩大捐赠差异，所以，收入差异大于捐赠差异。但是，由于非人力资本投资会完全抵消捐赠差异和非人力资本差异，所以，收入趋向均等。用代数方法来表示就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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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6.17）左边给出了非人力资本差异，它完全抵消了方程右边给出的捐赠和人力资本差异。

贫穷之家只投资于孩子的人力资本，对这类家庭来说，结论更加模棱两可。如果对每个孩子的投资数量相同，那么，对天资较好的孩子来说，其边际收益率较高；而对天资较差的孩子来说，其边际收益率较低。正如方程（6.14）所界定的那样，只有当收益率差异大于边际效用差异时，才会对天资较好的孩子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本。如果效率重于平等，那么，在效率和平等之间，比较贫穷的家庭就产生一种矛盾，并对天资较好的孩子投资较多。因此，和比较富裕的家庭相比，贫穷之家里兄弟姐妹之间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比较小，同时，贫穷之家总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更大一些。

当能力较大的孩子是利他主义的，并且关心其兄弟姐妹的福利的时候，效率与平等之间的冲突就会减少。第八章对这种情形进行了考察。因而，在不牺牲其他孩子的利益的情况下，比较贫穷的家庭也能从天资较好的孩子的较多的人力资本投资中获得高效率，其原因在于，当孩子长大成人时，天资较好的孩子会自愿把资源转移给兄弟姐妹。如果能力较大的孩子“同意”照看其弟弟妹妹——法律制度或社会道德能促成这种同意，那么，即便他们不是利他主义的，但比较贫穷的家庭也会给他们投入较多的人力资本。

因此，所做推论是，比较贫穷的家庭对能力较强的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也比较多，尽管与富裕家庭相比，这种关系相对比较弱一些。美国的经验证据一再表明，能力较大的兄弟姐妹受到的教育更多、工资更高，在比较富裕的家庭里尤其如此（格里利克斯，1979年；托姆斯，1980年 a）。

在把非人力资本贡献给所有孩子的（比较富裕）家庭里，投资于人力资本的数量只取决于一个孩子的自身特性，而不直接依赖于兄弟姐妹的数量和能力。但是，由于非人力资本总是互补的，所以，当兄弟姐妹的能力较大时，不变资本的赠品和遗产也比较大。在比较贫穷的家庭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数量直接取决于兄弟姐妹的能力（和数量），因为比较贫穷的父母必须在平等和投资效率之间做出选择。在父母的效用函数中，如果不同孩子的收入不是紧密的替代关系，如果天资较好的孩子对兄弟姐妹是利他主义的或同意补助其兄弟姐妹，或者，如果天资较差的孩子从天资较好的兄弟姐妹那里学到很多东西，那么，一个比较贫穷的、兄弟姐妹天资较好的孩子，就会生活得更好一些。 
[5]



“人们试办过补偿性教育，它显然失败了……补偿性教育的主要目标——弥补弱智儿童的教育差距，从而缩小‘少数’学生和‘多数’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在迄今为止所评估的任何一个大规模补偿性教育项目中，从未完全实现过”（詹森，1969年）。阿瑟·詹森关于补偿性教育和智力的、著名而有争议的论文就是这样开头的。他把补偿性教育项目的明显失败和对弱智儿童——主要是黑人儿童——的补偿联系起来，人们对这种观点的争议超过了对他关于补偿性教育失败论的争议。我的分析没有对不同组别的相对智力的争议做直接补充，但却与此间接相关，这是因为，即使当试验所包括的孩子和其他孩子的能力一模一样时，尤其是当控制组包含参加试验的孩子的兄弟姐妹时
 ，仍然能对假定的补偿性教育的失败做出解释。

公共补偿性教育项目把资源重新配置给贫穷家庭里的一些孩子。消耗在这些孩子身上的公共资源的增加，会使关心平等的父母把这些孩子的时间和支出重新分配给其他孩子和父母本人。也就是说，派生的“父母补偿项目”抵消了这些项目，也抵消了公共卫生项目（斯克里肖，1978年，第391、395页）和对怀孕妇女的食物补贴（雅各布森，1980年），如果完全对其他家庭征税来筹集这些项目所需要的资金，那么，有参加该项目的孩子的家庭资源，就会因其他孩子全部支出（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不过，全部支出中只有一部分会使孩子的总支出增加，因为父母花掉了一部分，全部支出数量减少了。对这些孩子总支出的增加，取决于家庭资源的增加和对孩子福利需求的收入弹性。

如果这些补偿性教育项目提高了父母支出的收益率，那么，父母就可能不减少，甚至还会增加对参与项目的孩子的支出。但是，这些补偿性教育项目的主要作用仍然是对家庭支出的一种再分配，在对一些孩子的总
 支出中，参与项目的孩子得到了微小的净增额。因此，可把这些项目归入失败一类，因为在项目设想中，没有把收入再分配作为他们的主要目的。

因此，人们认为，补偿性教育项目的失败在于，没有假设受补偿的孩子的能力和动机欠佳；假设他们的能力在中等水平之上。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项目的设计或管理很糟糕；和一般的成功项目相比，他们可能管理得更好。詹森和其他人没有认识到，家庭时间和其他资源会从参与项目的孩子那里转移给兄弟姐妹和父母。

很多人都认为，在大多数贫穷社会里，父母习惯上重男轻女。表3.1说明，穷国的父母对男孩子的教育投资较多，杀死女婴比杀死男婴现象普遍（古德，1963年；迪克曼，1979年），尽管杰恩斯（1980年）提供的证据是杀死男婴比杀死女婴普遍。支持这种看法的其他证据包含了对下列问题的回答：偏好（见孙等人1978年提供的关于台湾的情况）；要求没有女儿的家庭停止生育，比要求没有儿子的家庭停止生育更困难（出处同上，表18）；男孩死后的怀孕倾向比女孩死后的怀孕倾向严重（舒尔茨和达·万佐，1970年）；一个家庭存活的男孩数量对女孩的死亡率具有副作用（戈梅兹，1980年）；儿子的比重对家庭规模和出生间隔具有正作用（本—波罗斯和韦尔奇，1976年）；对不同社会的介绍。 
[6]



当男性的 Y 精子与女性的卵细胞结合时，则生一个男孩。当男人们有大量 Y 精子时，则他们容易生产更多的男孩，当女性的阴道或卵细胞更容易接受 Y 精子时，则女性更容易生产男孩（巴拉什，1977年，第178页）。如果重男轻女，那么，在婚姻市场上，知道易于生产男孩的人就会得到较高的收入或资本转移， 
[7]

 这些会促成他们早婚，如果是寡妇或离婚者，则会很快再婚。

从下列比率中可以估算出生产男孩子的倾向：男孩占前次婚姻所产孩子的比重，或者，男孩在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其他直系亲属所产孩子中的比重。由于当妇女没有生产儿子时就会被离弃——伊朗前国王就是一个突出例子，当第一个妻子没有生儿子时，男人们会再娶一个妻子，所以，婚姻市场必须考虑到生儿子的倾向（古德，1963年，第112页；古迪，1976年，第42、48、51、90—92页）。我不知道，很多社会是否把较多的收入和聘金（或嫁妆）给那些家庭背景表明自己易于生男孩子的人们。

帕普斯对巴勒斯坦一个乡村的新娘聘金做了调查，没有发现母亲所生孩子的性别对提供给其女儿的聘金有什么影响。也许是这种倾向太难理解，人们不能满怀信心地做出评估，或者，也许是很多孩子都具有正常的倾向。如果有四个孩子长大成人，儿子和闺女同样可能存活，那么，近10%的家庭将没有儿子。如果需要一个儿子延续家庭姓氏或事业，那么，没有儿子的丈夫就会娶第二个妻子，从亲戚或外人那里收养一个儿子，或者再生育一些孩子（古迪，1976年，第68页，尤其是第90—95页）。

对儿子的偏好也许被过分地夸大了，因为上面引用的很多证据都表明，由孩子性别所引起的（偏好）差异很小。此外，有关“血缘财产”（这是避免家族断根的需要）的证据也没有说明原始社会里女儿的价值比儿子大。在贝克尔和波斯纳的研究中（1981年），在大约80%的社会里，对杀害女婴赔偿的血缘财产等于或大于对杀害男婴赔偿的血缘财产。进而言之，对儿子投资较多，包括少杀死男婴，并不意味着父母偏爱儿子，而只是表明对儿子投资的收益率比较高。在贫穷国家里，为什么对儿子的投资比对女儿的投资更有利可图? 第三和第四章对此做了解释（也可参阅罗森茨韦克和舒尔茨1980年提供的关于印度的例证）。如果从对孩子的需求上来说，那么，甚至对孩子投资越多，男性的价值就越小，像母亲一样，女性的价值因而就特别重要（参阅第三章，尤其是方程3.20）。

从11世纪开始，在五个或者六个世纪里，英格兰人一直要求长子继承所有的土地（长子继承制）（萨利斯，1952年）。 
[8]

 一千多年来，穆斯林法律详细规定了所有孩子的遗产继承问题，要求男孩继承的遗产多于女孩（安德逊，1976年）。另一方面，罗马法律对财产在孩子们中间的分配则很少限制（古迪，1911年）。

给继承遗产所作的不同限制对子女财产的影响，取决于这些限制能否被那些受忽视的孩子的支出所抵消。也就是说，像有利于特殊孩子的其他公共项目所产生的影响那样，对子女财产的影响取决于父母能否对被忽视的子女进行补偿。如果所有土地都必须由长子来继承，其他财产又不受控制，那么，父母会抵押他的土地（从而减少土地对长子的价值），并把收入给其他孩子； 
[9]

 或者给继承财产较少的女儿以嫁妆或其他礼品， 
[10]

 也许还把儿子继承权所要求筹集的资金给这些女儿。由于人们不能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逃避继承权的规定，所以，对财产的继承不足以证明父母的效用函数偏向儿子而非闺女，或者偏向其他方面。

捐赠、数量和质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本节分析捐赠对孩子数量和质量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如果假设兄弟姐妹的捐赠和市场运气都相同，那么，我们已经看到，持中立观点的父母的每个孩子所得到的收入都相同，因此可以说，父母使孩子数量的间接效用函数和每个孩子的收入最大化，

Ut
 ＝U（Zt
 ,It＋1
 , nt
 ）（6.18）

这里的 nt
 是孩子数量。 
[11]

 自己收入和家庭收入方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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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yt
 是对每个孩子的相同的投资。

如果方程（6.18）给出的效用函数的最大化受家庭收入的约束，那么，均衡条件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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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这里的 rt
 与 yt
 和 nt
 无关。质量的影子价格 （πI
 ）因第五章所提出的理由而依赖于孩子的数量；由于质量的固定成本略去不计，收益率又与数量无关，所以，质量的影子价格和数量成比例。即使数量的固定成本也略去不计，那么，数量的影子价格也不与总质量成比例，而与每个孩子所消耗的数量成比例。

家庭收入的增加不会改变孩子的捐赠或市场运气，从这种收入的增加中，我们可以看到总质量 （It＋1
 ） 和孩子支出 （yt
 ）之间的区别对数量与质量相互作用的影响。如果他们的实际收入弹性相等，且 πn
 和 πI
 互不影响，那么，总质量和孩子数量增加的百分比相同。但是，由于增加的支出提高了总质量，所以对孩子支出增加的百分比较大。因此，即使在总质量和数量对收入反应相同的时候，孩子支出
 对收入的反应也大于对数量的反应（第五章所做的一个假设）。

此外，与 nt
 相关的 yt
 的增加，会增加与 πI
 相关的 πn
 ，而减少从 nt
 到 It＋1
 和 yt
 的替代。所以，即使当 It＋1
 和 nt
 的实际收入弹性相同的时候，It＋1
 的均衡上升也会大于 nt
 的均衡上升。由于数量和质量的相互作用以及总质量和对孩子支出的不同，所以，即使在收入的实际弹性是正值和相当大的时候，所观察的数量的收入弹性也可能是负数。

如果家庭收入因捐赠和孩子市场运气的增加而增加，且收益率不受影响，那么，父母对每个孩子的支出就较少，因为父母想把较高的家庭收入用于自己的消费。当对孩子的支出较少时，数量的影子价格会降低，所以，父母会用孩子的总质量来代替数量。因此，当捐赠和孩子的运气增加时，即使总质量的实际弹性是正值和很大，观察到的总质量弹性也会很小，还可能是负值。

由资本所生产的长期预期收入增长率的上升，会通过孩子捐赠的增加（预期）而提高家庭收入。如果收益率不受影响，那么，对每个孩子的投资就会减少，数量和质量的相互作用还能大大地增加数量，因为它的影子价格降低了。只要所减少的礼品和非人力资本是正数，那么，就会采取减少礼品和非人力资本遗产的形式来减少对每个孩子的投资。因此，预期（收入）增长率不会提高非人力资本的收益率，这种增长率的提高能大大地减少给孩子留下遗产的家庭数目。

但是，已增加的增长可能会提高收益率，尤其是会提高对孩子教育和其他全面培训投资的收益率，因为在动态经济学中，全面培训更加有用（舒尔茨，1975年，1980年）。这样，数量和质量的影子价格 （πn
 和 πt
 ）最初会以相同的百分比下降，父母用 Zt
 来代替 nt
 和 It＋1
 。如果 nt
 和 It＋1
 最初增加的百分数相同，那么，It＋1
 的均衡增加会大于 nt
 的均衡增加，这是因为，相对于 nt
 和 πt
 来说，yt
 和 πt
 会增加。当 It＋1
 和 yt
 明显增加时，nt
 确实会下降。这为第五章的观点提供了一些佐证，该章认为，在19世纪，西方国家城市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提高降低了城市生育率，大大地提高了对城市教育和其他人力资本的投资。

最后几段讨论观察到的孩子数量和质量的需求函数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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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简化对这些函数的讨论，我们假定每单位资本的收入和收益率长期不变，这样，对所有的 t 来说，wt
 ＝1,rt
 ＝r。为了取得线性近似值，并假设收益率只影响其他变量的系数，那么，像方程（6.8）那样，我们可以把这些函数写成 
[13]

 


[image: ]



数量和质量的相互作用有助于 et＋1
 ＋ut＋1
 扩大对 nt
 （ce
 ） 的影响，也有助于 It
 增加对 I（t＋1）（be）
 的影响，还有助于降低 It
 对 nt
 （cI
 ）、et＋1
 ＋ut＋1
 对 It＋1
 （be
 ）的作用。当孩子数量和质量的影子
 价格不变时，即使家庭收入会提高对孩子数量和质量的需求，数量和质量的相互作用也会使 cI
 和 be
 成为负数。

遗憾的是，人们不能直接评估这些需求函数。由于人们对文化和许多特征的继承性知之甚少，所以，很难对捐赠进行计量。 
[14]

 但是，我们可以把捐赠排除不计，孩子的数量和质量可能仅仅与自己的收入、滞后的（lagged）数量和质量以及运气相关。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把方程（6.9）中的捐赠—生成等式简化成

et＋1
 ＝α＋het
 ＋vt＋1
 （6.24）

这里的 et
 是父母的捐赠，α 是常数。

如果把方程（6.22）延后一个时期，并对方程（6.24）加以利用，那么，根据看到的现象和一系列的相关残差，我们完全可以把对孩子数量的需求（下一章探讨对孩子质量的需求）表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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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捐赠用祖父母的收入 （It-1
 ）、父母的兄弟姐妹 （nt-1
 ）和父母的市场运气 （ut
 ）来代替。

兄弟姐妹的数量有一个正系数，它等于对捐赠的继承能力 （h）。这个系数表明：当每个人生产孩子的偏好和能力都相同的时候，当父母和祖父母的收入不变的时候，有很多兄弟姐妹的人往往也会有较多的孩子。因此，家庭生育率差异的存在（费希尔，1958年，第9章；本—波拉斯，1973年；威廉斯，1979年；托姆斯，1980年 b）并不意味着家庭的偏好差异会延续几代人，它好像比家庭收入差异存在的时间更长。

费希尔用对生育力的生物差异的继承来解释家庭的生育率差异。我的分析意味着我也用继承来解释家庭差异（假定 It
 , It＋1
 和 u*
 t-1
 不变），但是，在方程（6.25）中，兄弟姐妹的数量系数等于对家庭资本做出贡献的所有
 文化和所有
 生物因素的（平均）继承能力。生育率的生物决定因素对家庭生物总资本所做出的贡献可能很小，对包括文化资本在内的家庭总资本所做出的贡献，往往是微不足道的。

方程（6.25）的一个迷人之处在于，父母和祖父母的收入变化好像具有相反的影响作用：他们的系数小于零而等于 -h，这里的 h （继承的程度）是兄弟姐妹的数量的系数。由于孩子数量和质量发生十分强烈的相互作用 （cI
 ＜0），所以，父母的收入有负系数，而祖父母的收入有正系数。




[1]
 关于生命周期决定的探讨，可见格兹和贝克尔（1975年）、赫克曼（1976年）或布林德和韦斯（1976年）的论著，此不赘述。


[2]
 在社会相互作用理论中，家庭收入是“社会收入”的一个特殊情况，见贝克尔，1974年 b。


[3]
 第八章讨论“头头”在组织家庭决策中的作用。


[4]
 如果父母关心风险，那么，他们的投资就受其效用函数的第三个导数的影响。见劳里，1976年。


[5]
 格里利克斯认为，和具有同等能力差异的没有亲戚关系的孩子的投资差异相比，对兄弟姐妹人力资本投资数量的差异比较小。但我的分析却表明，投资于比较富裕的孩子的人力资本仅仅取决于其自身的特性，而不取决于兄弟姐妹的这些特性。只有当平等压倒贫穷家庭的效率时，我的分析才证明了格里利克斯关于这些家庭的观点。见谢辛斯基和韦斯（1982年）及托姆斯（1980年 a）关于这些问题的广泛的理论分析。在托姆斯分析的小样本的贫穷家庭里，平等确实好像占了支配地位。（我感谢格里利克斯对该注释内容的有益回答。）


[6]
 比如，在讨论台湾农村的情况时，马杰里·沃尔夫说：“妇女在生一个男孩之前，一直是她丈夫家庭里的一名临时成员……生下一个儿子，她就变成了子孙后代的一位母亲，一位有威信、受尊敬的人”（1968年，第45页）。或者，在伊拉克的小村庄里，“男孩确实是最好的，……当母亲年老时，他们会照顾她，女孩有什么好处?”（费尼，1965年，第192页）。也可参阅古迪（1976年）关于非洲和亚洲的文章。


[7]
 孩子预期效用的货币价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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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λ 是收入的边际效用，Ub
 和 Ug
 分别是来自儿子和女儿的效用价值，Vb
 和 Vg
 是这些效用的货币价值，pb
 是生一个儿子的概率。如果生儿子的概率仅仅取决于妇女的特性，如果所有妇女都只生一个孩子，且 πi
 是给有 pi
 b
 概率的妇女的奖金，那么，如果 [image: ]

 则和第 i、j 个妇女结婚的本质相同的男人们的福利相等。因此，如果 pi
 b
 ＞pj
 b
 , Vb
 ＞Vg
 ，那么，πi
 ＞πj
 。此外，如果 pi
 b
 ＞pj
 b
 。那么， [image: ]




[8]
 亚当·斯密预言，长子继承制“仍可能延续很多世纪”（1937年版，第362页）。


[9]
 例如，14世纪，英格兰人提出了信托概念，其部分原因在于逃避长子继承制（与约翰·兰格贝思的口头交换意见）。此外，通过抵押或其他债权，长子所继承的不动产价值大大降低了：见库珀的讨论（1937年）。


[10]
 穆斯林的思想家们反对这种观点，并坚持认为，儿子应该继承大部分遗产，因为女儿得到了嫁妆。


[11]
 由于所有的孩子都有同样的收入，所以，其父母的均衡效用是

U*
 ＝U（Z*
 t
 ,I*
 1 
[12]




[12]
 t＋1
 , I*2
 t＋1
 ,…, I*n*t
 t＋1
 ）＝U（Z*
 , I*
 t＋1
 , …, I*
 t＋1
 ）,

其中上标*表明均衡值。因此，U*
 t
 只取决于 Z*
 t
 、I*
 t＋1
 和 n*
 t
 ，如在方程（6.18）中那样。


[13]
 在这里，我受益于奈杰尔·托姆斯一篇未发表的论文。


[14]
 比如，见戈德伯格（1978年）对智力的生物继承性的证据所做的详细而重要的评论。



第七章 不平等和世代之间的变动性 
[1]



我在以前的一篇论文中曾经写道：

“尽管经验材料迅速增加，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也一直兴趣盎然且与日增加，但在上一代人的岁月里，为什么经济学家们都莫名其妙地忽略了对个人收入分配的研究?我认为，除了缺少直率而大胆的努力以外，其基本原因在于缺少一种理论，该理论既要与一般的经济理论息息相关，又能用于解释不同地区、国家和不同时期的实际差别”（贝克尔，1967年，第1页）。

刚才所说的收入分配问题后来得到了极大的重视——比如，见罗尔斯（1971年）和奥肯（1975年）的论著——但自此以后，还没有人提出一种令人满意的实际分配理论。

一个完整的收入分配理论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同一个家庭不同代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即通常所说的世代社会变动性；另一方面是同一代人不同家庭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由于对造成不平等的原因的看法相去甚远，所以，社会学家主要关注世代之间的变动，而经济学家们则主要考察同代人之间的不平等。在确定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时，社会学家们通过他们对他的背景、阶级，或者种姓制度的影响来强调其祖先的作用（布劳和邓肯，1967年；鲍顿，1974年）。另一方面，由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关于不平等的多数模型却忽略了通过家庭传递所引起的不平等，因为他们假设，随机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运气和能力的分布来决定不平等的（见罗伊，1950年；钱珀努恩1953年的论著）。

最近提出的两种分析认为，对世代变动和不平等做统一研究是可能的。人力资本理论表明，不平等来源于最大化的行为，该行为很少依赖运气和其他随机因素。 
[2]

 本书对家庭的经济分析则认为，一个人不是孤立的，而是家庭的一部分；家庭成员跨越几代人，家庭成员对家庭收入的生产和孩子的照料做出贡献，这些孩子使家庭香火延续不断。

年长的家庭成员是家庭的核心决策者，这些当前的决策者能用牺牲下一代利益的办法来增加其当前的消费。但他们不会这样干，因为他们关心其孩子的利益，也许还关心家庭其他成员的未来利益。同一个家庭里世代之间的这种连接纽带，要靠父母转移给孩子的家庭捐赠来维系。

该分析把人力资本研究和不平等问题熔于一炉，在这种不平等中，父母通过对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员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最佳投资的选择，来使他们的效用最大化。此外，该分析还认识到，财产捐赠和市场报酬还取决于运气，所以，收入也部分地取决于运气和最大化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

从任一初始点出发，以往家庭收入的不平等和世代变动都接近于均衡水平，这种均衡水平取决于运气和各种家庭参数，特别取决于财产继承权和对孩子投资的偏好。有时候，它还以令人惊奇的方式取决于经济增长率、税收、津贴、对“动乱”事件的预测，以及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家庭声望。例如，一种进步的税收——津贴制度甚至会扩大可支配
 收入的不平等，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不仅会减少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会淡化其家庭背景对收入的影响作用。

收入不平等的均衡

由于捐赠和市场运气不均等，所以，即使所有家庭在本质上都大同小异，但收入分配也是不平等的。当然，每代人收入的不平等，不仅取决于该代人运气的不平等，而且还用一种明确的方式取决于前几代人的运气。因为运气好的父母对孩子的投资较多，所以，孩子收入的增加使他们对下代孩子的投资更多，如此等等，直到所有的孩子都能从最初的运气中受益。上一章已经证明，参数 β 和 h 反映对孩子投资的偏好和继承财产的程度，由于投资取决于这些参数，所以，上几代人的运气对某既定一代人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取决于这些参数。

假定资本收益率（r）和每单位资本的收入（w）与资本的总积累无关（我不分析要素市场的均衡），我暂时假设这些参数在过去是不变的，所以，通过单位的选择，rt=r, wt
 =w=1。

如果每个人都没有结婚而生了孩子，那么，所有家庭都会永远保持各自的本质，和许多代人的追求一样，任何家庭的运气都会一如既往。当每个人都与财产相同、父母收入相同、运气也相同的人结婚时，家庭也会有效地保持它们的本质（本章稍后探讨不完全相称婚配问题）。

如果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且对孩子人力资本或非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不变，所有家庭的效用函数、收益率和财产继承度也相同，那么，由方程式（6.8）就可写出 t + 1 代中第 i 个家庭里惟一继承人的均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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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ei
 t+1
 是他的捐赠，ui
 t+1
 是他的市场运气，α 是花在孩子身上的那部分家庭收入，β 是对孩子的投资偏好。如果过去平均捐赠 （ē）不变，那么，简化的捐赠—生成方程式（6.24）就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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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h 是对财产的继承程度，ei
 t
 是父母的捐赠，vi
 t+1
 是孩子获得捐赠的运气，把方程（7.2）代入方程（7.1），我们就可写出收入—生成方程 
[3]

 



[image: ]



由于假设所有家庭都是同质的，所以，如果当代人和以前各代人的运气相同，那么，每代人的收入都相同。每代人收入的不平等都取决于从前所有各代人的运气分布情况。这一点可通过下列方式得到清楚的说明：把方程（7.2）和（7.3）重新代入方程（7.3），使第 t+1 代人中第 i 个家庭的收入和该家庭以前（m+1）代人的收入、财产以及所有插入代人的运气联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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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说，0<h<1, 或者只把父母的一部分财产转给子女，由于人类各代间隔的时间为20年或更长一些，所以，每代人的收益率（r）都有百分单位，每年的适度百分单位甚至也意味着每代人都有一个相当大的百分比。因此，r会大于0.5，甚至会大于1；β=α（1+r）因而也会大于1，因为花在子女身上的那部分家庭收入非同小可。

但是，如果现在假定 β 和 h 一样都小于1，那么，伴随着 m 的越来越大，Ii
 t-m
 和ei
 t-m
 的系数会趋向于0，且 αa 的系数会趋向于一个常数。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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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方程式（7.4）可波及到无穷多的各代人，且（由于β≠h）可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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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代人中第 i 个家庭的收入都只根据该代人和该家庭所有从前各代人的运气来表达：家庭参数 α、β、h; 社会参数 a, 从任何
 最初的收入分配和财产出发，过去的收入分配都发生了变化，且最终趋于方程式（7.6）的右边。

如果 ut
 和 vt
 在本质上都是被分布的具有有限方差的随机变量，那么，收入方差必定会接近一个静态水平，而无需给 ut
 和 vt
 的偏好或效用函数额外的约束条件。如果 ut
 和 vt
 的分布没有联系，那么，就可把静态方差，简单地写成（见数学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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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σ2
 I
 、σ2
 u
 和 σ2
 v
 分别是 I、u 和 v 的方差。

由于捐赠运气和市场运气的预期值都等于零，所以，方程式（7.6）就意味着每代人的预期收入或平均收入都必然趋于静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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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收入的均衡水平是家庭参数（α 和 β）和社会参数（ē）的一个简单函数，且与财产继承权（h）无关。已投入资本所做的贡献部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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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α>1/（2+r）, 这里的 d>0, 那么该部分与投资收益率和家庭收入中投资于孩子的部分正相关，这毫不奇怪。虽然方程（7.1）的推导假设父母可以举借债务而让子女偿还，但方程（7.9）说明，只要把家庭收入的大部分都花在孩子身上，那么，在均衡状态下，普通家庭就可以不举借外债而对孩子进行投资。显然，由于 r≥0.5, 所以，如果 α≥0.4, 那么，d>0。

论述社会公正和政治过程的作者们，总是对诸如基尼系数或方差系数这些不平等的尺度问题趣味盎然。如果方程（7.7）的符号被方程（7.8）符号的平方除尽，那么，收入方差的均衡系数的平方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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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σ2
 v
 =（1-h2
 ）σ2
 e
 （见数学附录 A）。相对于平均财产来说，市场运气和捐赠运气的不平等都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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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收入平等的均衡确确实实取决于市场运气和捐赠运气的比率，但比率的系数是由家庭通过捐赠继承权和对孩子投资的偏好决定的。由于 β<1, 所以，市场运气的系数必定小于1——可能小于1/3，因为 β 几乎大于1/2，也会大于1/2。父母对预期事件的反作用，大大地减弱了市场运气对不平等的影响程度。

当 h 和 β 较大时，捐赠运气系数大于市场运气系数，且差额很大。例如，当 β=0.6, h=0.5 时，CV2
 v
 的系数大约是 CV2
 u
 系数的2.5倍，CV2
 e
 的系数大约是 CV2
 u
 系数的2倍。由于子女自动地继承家庭财产，所以，受赠的运气对收入不平等有很大的影响。这就解释了当 h 较大时捐赠运气对收入不平等影响较大的原因。

捐赠运气系数不仅大于市场运气系数，而且捐赠运气的不平等也远远地大于市场运气的不平等。捐赠运气是一种“固定效用”，它取决于幼年的经历和遗传的继承权，且与人生共存亡。而市场运气却年年转移，变化很大。因此，如果每年的市场运气和捐赠运气都大同小异，那么，捐赠运气的“长久”或终生不平等就会比市场运气的终生不平等大得多。我们将会看到，从不同代人的永久收入资料中，怎样来估计捐赠运气和市场运气的长期不平等。

根据方程（7.7），收益率的上升提高投资偏好 β=α（1+r）, 投资偏好大则会提高收入的均衡标准方差。但从方程（7.8）来看，β 的增加也会提高平均收入的均衡水平。平均收入增加的百分比确实大于标准方差增加的百分比，所以，收益率和投资偏好的增大会降低方程（7.10）中的收入方差系数。但从人力资本理论中得出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结果却相反，它认为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提高会扩大不平等。但这个结果仅仅考察了收益率变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而没有通过水平变化和人力资本投资来考察对收入的影响 
[4]

 。收入不平等和方程（7.10）中的收益率之间有一种负相关关系，本章稍后常常用它来确定歧视、税收和经济增长对不平等的影响。

方程（7.10）最有意义的特征也许在于，h 和 β 不以加法而以乘法形式进入方程式：当 β 较大时，h 的增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较大。在模型中，通过每代人和捐赠之间的协方差，这种关系反映了对孩子投资和继承权之间的相互作用（见数学附录 A 中的方程式A.1）。

当家庭效用没有最大化时，我们从与不平等的比较中可以看到，效用最大化对投资和继承权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如同对决定不平等方程的其他各种性质的作用一样。如果对孩子的投资数量与收益率、家庭收入、捐赠和运气无关，那么，投资和继承权就不会相互影响，因而，受赠不均等对收入不均等所起的作用也会大大减小。 
[5]

 例如，如果 h=0.5, β=0.6，那么，捐赠不均等的系数就等于具有效用最大化的市场运气系数的2倍，而且，只有当市场运气没有最大化效用时，两种不均等的系数才相等。所以，不平等世代传递的机械模型没有把父母对自己或孩子的环境所做出的最佳反应结合起来，该模型有力地解释了捐赠不均等的作用，从而有力地说明了家庭背景对不平等的影响作用。

如果父母不能预料到孩子的市场运气，但不受风险的影响，且预料适当，那么，方程（7.10）中 CV2
 u
 的系数就会简单地乘以1/α2
 （见本书第六章）。因为 α 小于1，所以，不能完全预期到的“动乱”就增大了个人收入的不稳定性，也增大了总收入中的周期不稳定性（关于后者，可参见萨金特等1975年的论文）。然而，此时的市场运气系数可能会大于捐赠运气系数，因为父母不能用较多或较少的投资来抵消或好或坏的市场运气。

世代之间的变动性

人们往往把不同世代里某一家庭的收入和地位的变动看成是世代之间的变动性，“精华的循环”（帕累托，1971年）或机会均等。同代人中不同家庭之间的轻微不平等，和不同代人中各个家庭的高度稳定地位相一致，家庭的不稳定地位和同代人的显著不平等相一致。一本洋洋万言的著作虽然探讨了不平等的每一种类型，但却几乎没有用一种共同的分析结构把这些讨论统一起来。我写本书的目的在于，用分析世代不平等的相同结构来分析世代之间的变动性；论述对孩子投资偏好和继承程度也是决定世代之间变动性的重要决定因素。

孩子收入、父母收入、孙子收入之间的关系能够衡量家庭对孩子收入的影响。如果不考虑继承程度（h）,那么，不管市场运气和捐赠运气是否不平等，孩子收入和父母收入之间的均衡相关系数都等于对孩子投资的偏好（β）。 
[6]

 如果不考虑 h, 相对于捐赠运气的不平等来说，市场运气的不平等程度也不大（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过为什么是这样），那么，孩子收入和父母收入、捐赠之间的复合均衡相关系数就会大于 β, 其超过部分取决于 β 和 h （见数学附录 B）。

现在，我想考察一种差别，还想用一些方法来揭示出更多的世代变动性的尺度：父母、孩子、孙子和稍后各代人收入变化的后果。如果不考虑继承程度，那么，父母收入就增加 δIt
 , 因为：当 h=0 时，有利市场或捐赠运气使孩子的收入增加 βδIt
 , 使孙子的收入增加 β2
 δIt
 , 使第 m 代后裔的收入增加

δIt+m
 =βm
 δIt
 , m=1,2,…,（7.11）

只要 β<1, 这些收入就单调下降，如果 β<0.8, 那么，这些收入就接近于0——“四代之内，收入增加无几”。因此，如果子女的效用最大化只
 与同一个家庭的不同人相联系，那么，除非投资偏好接近于1，否则，世代之间的变动性就会十分显著。

如果投资不取决于收入或其他变量，只是靠家庭来提供，那么，当 yt
 是外生变量时，父母捐赠增加 δvt
 , 会使儿女的收入增加 hδvt
 , 孙子的收入增加 h2
 δvt
 , 第 t 代后裔的收入增加

δIt+m
 =hm
 δvt
 , m=1,2,…（7.12）

如果 h<1, 这些收入也会单调下降，而且由于 h 往往小于0.75，所以，经过几代之后，这些收入的增加额会接近于0。如果文化和生理上的继承只
 与家庭不同世代的人相联系，那么，除非继承程度接近于1，否则，世代之间的变动率就不会太高。

如果对孩子的投资取决于家庭环境，继承的程度也不能忽略不计，那么，父母收入的增加就不会简单地按照方程（7.11）和（7.12）所给出的增加量去提高他们后代的收入。尤其是，即便 h 和 β 都小于1，其后代的收入也会不断增加，而且，在收入增加低于最初增加额的25%以前，几代人的时间可能都过去了。因此，投资和继承之间的相互影响会明显地扩大祖先的收入和捐赠对当代人收入的影响。

例如，我们来看一看第 t 代人中第 i 个家庭捐赠运气 （δvi
 t
 ）的增加问题，它通过市场运气的减少得到补偿，从而使自身的收入保持（Ii
 t
 ）不变。由于孩子捐赠增加了 hδvi
 t
 , 所以，家庭收入（Si
 t
 ）增加时，第 t 代父母就想增加自己的消费、减少对孩子的投资。孩子自身的收入（Ii
 t+1
 ）因而也会增加，但其数额仅仅等于捐赠增加量的一部分（α）;其他部分被父母花在自己的消费上。孙子的自身收入也会增加，其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父母的收入 （Ii
 t+2
 ）增加了，另外，他们继承了自己父母已增加的一些捐赠。孩子收入增加的总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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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 β+h>1（如果继承程度和对子女投资偏好的总和大于1），那么，父母捐赠的一种互补增加会提高儿女的收入，还会使孙子的收入提高得更多
 。

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推导出孙子、曾孙、曾曾孙等等收入的影响。比如，如果 β+h 远远
 大于1，那么，曾曾孙收入的增加也可能超过其曾祖父收入的增加。方程（7.4）中有一个系数 ei
 t-m
 , 它给出了把第 m 代后裔收入变化与父母捐赠的互补变化融为一体的总公式。该系数与平均收入的均衡水平有关，它可以被估算出来，而且可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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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β+h<1时，β和h中的 gm
 项是一个对称的多项式，最初一代人的 gm
 有最大值；当 β+h>1时，它上升到最高点后开始单调下降。此处的峰值较为靠后，β 和 h 较大（见数学附录 C）。图7.1绘出了 β 和 h 值的3个集中 gm
 的轨迹。在曲线A上，β 和 h 二者都“低”，h=0.20, β=0.45, 到第4代，gm
 仅仅等于其初始值的16%；在曲线 β 上，h=0.30, β=0.80, gm
 上升一代人的时间后开始下降，到第10代人时等于初始值的不足25%；在曲线C上，h=0.70, β=0.90, gm
 上升5代人时间后开始慢慢地下降，直到第15代才等于初始值。只有在第29代之后，才等于初始值的不足25%!

由于运气可能非常好或非常坏，所以，一个既定家庭的收入可能正好高于或低于连续几代人的平均收入。这就是说，方程（7.4）中的 u 和 v 有同样的图形，对连续几代人来说，也不能略去不计。由于假定这些随机变量独立分布，所以，连续两代人以上有特别好或特别坏的运气的概率很低。然而，如果继承程度和对孩子投资的偏好很大，那么，对于一个只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有特别运气，而以后所有各代人都只有平均运气的家庭来说，其收入会明显地高于或低于连续几代人的家庭平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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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对于投资偏好和继承程度具有不同数值的收入变化的世代模型，m表示对家庭收入剧烈变动后的世代数字，gm
 衡量随后收入的效应。



因此，不管继承程度和投资何时较大，同一个家庭里连续几代人的福利总是紧紧相连的。继承程度和捐赠规模并非严格地取决于继承的规律性，而是受着社会组织的深刻影响。在评估个人的各种特征时，有些社会非常重视家庭的声望，因为他们没有直接得出评估的精确方法。因而，通过家庭捐赠投资来控制和指导家庭成员的特质，对于家庭保持和抬高其声望有重要作用（见第六章和第十章）。作为这些努力的结果，同一个家庭的成员比他们在“开放”社会里会变得更加大同小异。而在开放社会里，家庭很少从控制其成员的过程中获益。所以，当兄弟、叔叔、侄儿、孙子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相互多多关照时，如果投资偏好相同，那么，子女的收入就会和父母、祖父母以及其他亲戚的收入相差无几。

当继承程度较大时，同一家庭里成功或失败的影响会更为深远。所以，美国亚当斯家族也许备受关注，这是由于在这个开放社会里，许多代人的成就都非同寻常。在像印度或中国这样更封闭的传统社会里，得意家族往往司空见惯，不值得引人注目。

家庭估计和市场参数

捐赠概念好像是另一个“空匣子”。由于人们对具有很多特征的文化和生理继承性问题知之不多，所以，难以对捐赠进行计量。但第六章已经说明了如何把对孩子的需求更好地和已计量过的变量联系起来，也论述了如何从收入—生成方程中把同样方式的捐赠排除掉的问题（这归功于舍温·罗森，他建议我探讨这个问题）。如果把方程（7.1）和（7.3）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就能求出二阶随机差方程的结果，它只取决于连续三代人中同一家庭的收入及其市场运气和捐赠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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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和祖父母收入的变化对孩子收入的影响取决于投资偏好和继承程度。如果收入收敛到均衡水平 αē/（1-β）上，那么，两个参数必定都小于1。父母和祖父母之间收入差额的正系数衡量了这些代人收入增长对孩子的总影响。

由于 ut
 对 u*
 t
 有正影响，对 u*
 t+1
 有负影响，所以，残差 u*
 在长期内是负相关。当 h 较大时，由于 u*
 （t+1）
 和 u*
 t
 之间的方差的绝对值较大，h<1,E（u*
 t+1
 ）=0, 所以，从方程（7.15）得到的残差会围绕起点而减幅波动，这个起点十分明显。

如果父母的收入 It
 、父母和祖父母的市场运气 ut
 和 ut+1
 、孙子受赠的运气 vt+1
 都保持不变，那么，祖父母收入 It-1
 的增加会稍稍降低孙子的收入 It+1
 。祖父母收入的增加会提高父母的收入，父母的收入增加又会提高孙子的收入，从这个事实来看，祖父母收入和孙子收入之间的这种负相关关系令人惊奇。 
[7]

 然而，方程（7.15）的负相关关系却假定父母的收入和随机项目 ut+1
 、ut
 和 vt+1
 保持不变。只有在父母受赠的运气减少时，祖父母的收入才能增加且变量不变（见方程7.3），又由于当 It
 保持不变时，vt
 的下降甚至也会减少 It+1
 （因为孩子继承了部分捐赠），所以，It-1
 的增加好像减少了It+1
 , 这仅仅是因为暗含的 vt
 减少了。

许多有关世代变动性的讨论都估计了财产的分割，连接了收入—生成的过程，但却没有考虑基本行为（例如，霍奇，1966年；辛格和斯皮尔曼，1974年）。我们的分析表明，这种估计会使我们对因果关系产生错误认识。比如，方程（7.15）中 It+1
 的减少不是由于 It-1
 的减少引起的，而是由 vt
 的潜在减少引起的。

如果方程（7.15）中的两个收入系数已知，那么，β 和 h 就能确定下来了 
[8]

 ，所以，我们无需掌握捐赠知识，就可以确定捐赠的继承程度。如果方差和残差的协方差已知，那么，无需捐赠信息资料，就可确定和市场运气方差相关的捐赠运气的方差（见数学附录D）。由于 α=β/（1+r）,所以，一旦确定了 β,那么，就可用有关收益率的资料来估计花在孩子身上的那部分家庭收入 α。最后，可把 β、h、α 和 σ2
 v
 /σ2
 u
 代入方程（7.7），从有关收入方差的资料中确定捐赠运气和市场运气的方差。因此，如果能估算出方程（7.15）中的参数，那么，即使没有捐赠资料：投资偏好——继承程度、花在孩子身上的收入部分、市场运气和捐赠运气的不平等——我们也能了解不平等和世代变动性的决定因素所需要的全部信息。

从面对稳定环境的、同类家庭三代人的收入资料中，我们可以估计出方程（7.15）中的收入参数。因为残差 u*
 t+1
 和 It
 负相关（由于 ut
 与 It
 正相关），所以，应该用一种与 u*
 t+1
 无关的“替罪羊”来代替 It
 , 如曾祖父母的收入。 
[9]

 如果没有一种合适的“替罪羊”，但最小序数的平方可用，那么，It
 （β+h）的系数就向下偏斜，而 It-1
 （-β h）的系数向上偏斜。例如，如果 α=h=0.5,β=0.7, σu
 =1,且 σv
 =2（前面已论证过 σv
 为什么远远大于 σu
 ）, 那么，从大样本中得出的 β+h=0.2 的最小平方估计值就是1.1，-β h=-0.35的最小平方估计值是-0.27。因而，从中的方程（*）中可求出 β 的估计值，它轻微地向上偏斜到0.78，但 h 的估计值几乎向下偏斜30%，达到0.36。

不幸的是，有关父母和孩子收入的系统性优质资料寥寥无几，祖父母的资料干脆就没有。如果孩子的收入只与父母的收入相关，且能准确地计量出收入的数量，那么，β+h 的最小平方估计值就在 β 和 β+h 之间波动（见数学附录 E）。由于连续几代人的收入资料质量低下，所以，实际估计值可能很低（见戴蒙德1980年的估计值和讨论）。

不同种族的家庭

由于市场运气和捐赠运气的缘故，收入分配比工资分配更加均等，因为——从方程（7.6）来看——收入是各代人不同运气的加权总数。不过，即使各种各样的实际收入分配趋向公平，这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即使决定运气的捐赠和市场能力的分布是均匀的，但来源于运气的薪金的分配也可能严重扭曲（见本书第三章和罗森1978年的论文），方程（7.8）中关于所有家庭长期均衡收入都相同的含义更为混乱。我们知道，长期以来，美国黑人和别的地方的其他人种的收入都低于平均水平。

假设所有家庭都是同质的，那么，如果不改变基本方法和模型的线性度，就难以改变方程（7.8）的含义。由于在市场歧视、偏好或天资、能力和机会方面存在着天生差异，所以，他们的效用函数、收益率、预期捐赠和继承程度也许不同。如果各个家庭中的 r、h、e 和 d 不同，但在一个既定家庭中所有各代人的 r、h、e 和 d 都相同——子女继承了所有的参数，那么，仅仅引入表示第 i 个家庭的参数的上标，就可以对方程（7.6）加以修正。

如果所有家庭的 β 和 h 都小于1，那么，方程（7.8）中表示第 i 个家庭的长期均衡收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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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个家庭的均衡收入与继承程度无关，但与平均捐赠、花在孩子身上的那部分收入、对孩子的投资偏好正相关。 
[10]

 例如，美国黑人家庭没有白人家庭的均衡收入高，其部分原因在于，黑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比较低（见贝克尔，1975年）。

由于每个家庭的收入都围绕着该家庭的均衡收入水平波动，所以，如果它的均衡收入低于平均收入，那么，同一个家庭中不同代人的收入通常就低于平均水平。同理，如果一个家庭的均衡收入高于平均收入，那么，该家庭中不同代人的均衡收入往往就高于平均收入水平。结果，均衡收入分配就影响世代之间变动性的程度，该程度可用孩子收入和父母及其他长辈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来衡量，或者用当代人收入的变化对以后各代人收入的影响来衡量。尤其是，如果各个家庭的投资偏好和继承程度不同，那么，方程（7.5）中 It
 和 It-1
 的系数或方程（7.1）的函数 gm
 在各个家庭之间就会不同。

由于黑人的人力资本收益率较低——弗里德曼提供的一些证据表明，近年来这种差距可能有所缩小——所以，如果黑人家庭和白人家庭的效用函数相同，那么，黑人的投资偏好就比较低。 
[11]

 因此，正如戴蒙德（1980年）和弗里曼（1981年）所证明的那样，对黑人来说，父母收入的变化对孩子收入的影响比较小。

收入均衡分配依赖于收入分配和家庭参数的平均值。即使在不考虑市场和捐赠运气时，收入分配也可能会被严重扭曲、极不平等。例如，如果所有家庭的平均运气（e）和花在孩子身上的收入部分都相同，继承程度和市场运气、捐赠运气也可以略去不计（u=v=h=0）,那么，收入—生成的方程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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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βi
 是对称分布，对所有的 i 来说，Ii
 0
 =1,那么，Ii
 1
 应当按照和 βi
 相同的方差均匀地分布。不过，由于 β 和 Ii
 正相关，所以，Ii
 2
 的方差会大于 Ii
 1
 的方差，Ii
 2
 的分布将向右偏斜。Ii
 3
 上的偏斜和不平等会大于 Ii
 2
 的偏斜和不平等，而且，直到收入均衡分配出现时，这种偏斜和不平等现象才会消失（见数学附录 E）。父母的均衡收入和对孩子的投资偏好正相关，这是收入分配偏斜的主要原因。投资偏好较强的家庭收入较高，他们把这些收入的一小部分花在消费上，而把大部分收入用于对孩子的投资。

政府的收入再分配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有考虑税收、津贴和其他公共支出，但这些项目都能纳入我们对收入分配的分析之中。方程（7.18）基本上近似地表示了第 t 代人中第 i 个家庭所支付的税额和所得收益之间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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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Ig
 是“应纳税的”收入，b 和 s 是常数，Ω 有0中位数，假设 Ω 与市场运气和捐赠运气的分布无关。如果 b<0、s>0,那么，税款—收益体制会趋向“累进”，因为在高收入水平中，净税款是收入中的一个主要部分。但如果 s 是常数，那么，在边际收入水平上，税款—收益体制就“成比例”。变量 Ω 部分地衡量了确定该纳税的收入的困难（例如把闲暇除外），部分地反映了收入者相近似的政治权力的差别。比如，和熟食店老板、汽车技师和工人相比，农场主、教师和卡车驾驶员获得的政治权益更多，因为他们的政治权力更大。

我们可以把家庭可支配收入定义为：父母净纳税和净收益之总收入（他们自己的可支配收入）以及孩子可支配捐赠和市场运气对父母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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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ra
 是税后收益率。如果父母知道政府所有规划对家庭的影响，那么，家庭可支配收入就成了他们使效用最大化的约束条件，这里的效用取决于自身的消费和孩子的可支配收入。收入—生成和捐赠—生成的方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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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βa
 =α（1+ra
 ）, 它是税后投资偏好。 
[12]

 孩子缴纳的每一美元税款使他们的收入减少 α 美元，因为父母对他们的投资增加了（1-α）美元。

方程（7.19）表明，对用纳税方式给孩子筹资的父母进行补贴，或用纳税方式给父母筹资的孩子进行补贴，家庭可支配收入都没有影响，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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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如果家庭可支配收入不变，那么，孩子的可支配收入也不会变化。父母用抵消孩子税款或收益的办法，来增加或减少对孩子的投资见方程（7.21）。因此，方程（7.19）和（7.20）直接表明用未来的税收偿还公债，或者把青年人的税款转嫁给老年人，为什么不会加重未来各代人或青年人的负担——这些税款对现在各代人或老年人都没有好处。同样，旨在帮助青年人的公共教育和其他计划对他们也没有太大的好处，因为父母的支出相应地减少了。 
[13]



因此，假设每代人的预算都平衡，（我们的分析）几乎仍有普遍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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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image: ]

 是税前平均收入。如果所有家庭都是同质的，那么，从方程（7.20）中就可以直接推导出平均收入的均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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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image: ]

 通过降低税后收益率，s 的增加减少了 βa
 , 
[14]

 如果 α 提高不太多，那么，s 的增加也会减少方程（7.24）的分子。由于降低税后收益率会妨碍对孩子的投资，所以，s 的增加很可能会减少均衡收入。

从方程（7.20）中也很容易推导出可支配收入的均衡标准方差。用均衡平均收入除以均衡标准方差，可以得到方差的均衡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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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image: ]

 方程（7.24）和（7.25）表明，如果 α 和 σ2
 Ω
 提高不太多，那么，s 的增加就会减少可支配收入的均衡标准方差。不过，由于 s 的增加也会减少平均收入，所以，它对方差系数的影响不太明显。

如果可纳税收入的定义与税前收入的定义密切相关，那么，就可以确定对方差系数的影响。可纳税收入取决于：是否取消对孩子的投资；是否从可纳税收入中减去折旧；当收入利息增加时，是否对之征税；等等。让我们来看看两种似是而非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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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方程是以前部分的税前收入，第二个方程是假设对孩子的投资进行折旧。如果我们还假设税前收益率 r 不受资本积累的影响，那么，与这些可纳税收入的定义相一致的税后投资偏好就是：


[image: ]



如果 α 不受影响，r 大于 0.52, s 大于+0.1，那么，s 的增加必然会提高 fI
 。尤其是，如果 r 大于 l2
 ,那么，s 的增加也会使 f2
 增加。 
[15]



s的增加会降低 CV2
 e
 的系数、提高方程（7.25）括号内 CV2
 Ω
 的系数，也许还影响 Ω 本身的变异性。由于 s 的增加也许提高方程（7.25）括号外的项目的值，所以，我们的分析并没有支持下述流行观点：累进税制度下的再分配缩小了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相反，这种再分配也许正好扩大了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

有关不平等的多数讨论都忽略了税收或收益与包括收入在内的其他变量（在我们的公式里用 Ω 表示）之间的关系，这些讨论也没有超出均衡分配的初始范围。通过减少税后收入的变异性（假设 Ω 的变异性不大），虽然累进税下的再分配最初
 缩小了不平等，但恰恰提高了不平等的均衡水平，因为家庭减少了对后裔的投资。在过去150年间，再分配的较大增长对税后的不平等产生了一定作用，初始效应和均衡效应之间的这种矛盾，也许可以解释这种现象。

因此，累进所得税制度不仅不鼓励投资，使效率降低，而且还会扩大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相反，鼓励贫困家庭把财产投入资本市场，以筹措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却减少了不平等，同时也提高了效率（见本书第六章的讨论）。

经济增长

由于我已经假定 β 和 h 小于1，单位资本收入（w）、收益率（r）和平均捐赠（e）都不变，所以，收入的均衡水平也不变。比如说，如果由于自动化技术的进步，使 w 长期增长，那么，收入—生成的方程（6.8）就可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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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I*
 t
 =（wt+1
 /wt
 ）It
 =（1+γ）It
 是 wt+1
 单位在 t 代人的收入数值，r 是 w 每代人给定的增长率。由于对子女的捐赠增加时，对其投资就减少，所以，投资偏好就从 β 下降到 β*
 。

如果 β*
 和 h 小于1，那么，方程（7.29）就意味着，t 代人平均收入的均衡水平就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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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每代人的 wt
 的增长率是 γ,所以，It
 是可变的，而且也以 γ 的比率增长。γ 的增长提高了收入的均衡增长率，对每个既定的 wt
 来说，由于 γ 的增加减少了对孩子的投资偏好，所以，也降低了收入的均衡水平。

由于每代人的收入的标准方差和平均收入的增长速度都是 γ,所以，收入变差的均衡系数仍然不变。方程（7.10）的惟一变化是 β*
 代替了 β。同样，除了 β*
 再次代替 β 外，从方程（7.14）得出的世代之间变动性的相对程度也是不变的。

由于世代之间的变动性和变差系数与投资偏好负相关，所以，γ 的增加会提高世代之间的变异性、扩大一代人之间的不平等。收入的更快增长和各代之间机会的更加均等与一代之内不平等的后果相关，这并不奇怪。经济增长和“不平等”之间缺乏内在联系，因为经济增长也能和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和较低的继承程度相联系。即使当 β>1 时，如果 β*
 （和 h）小于1，由于收入分配会产生一种不变的变差系数，所以，本章所作的假设 β<1 能够被较宽松的假设所代替：

β=α（1+r）<1+r.（7.31）

因此，每代人的收益率能够远远地大于1，家庭收入中的绝大部分可能花在孩子身上，但只要收入增长率非常高，那么，本章的分析就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孩子的数量

概括性地假设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简单方法是：假设孩子的数量由外生变量决定，那么，效用函数和父母的家庭收入都依赖于孩子的数量及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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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有的 t 来说，这里的 wt
 =1,ni
 t
 是第 t 人中第 i 个家庭的孩子数目，假设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是同质的。由于孩子数目的增加会提高追加到每个孩子收入的总成本，所以，对孩子投资的影子成本是（如第五、第六章所讨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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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程（7.33）和一个既定的 nt
 来说，如果和 Zt
 、It+1
 有关的 Ut
 被最大化，那么，收入—生成的方程式 It+1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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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image: ]

 是第 t 代人中第 i 个家庭的调整过的投资偏好数量。花在孩子身上的那部分家庭收入 （α） 取决于追加到孩子收入中的影子成本 （πI
 ），个别也取决于孩子的数量（孩子数目的变化通常会改变自身消费的边际效用与孩子收入的边际效用的比率）。

由于花在孩子身上的那部分家庭收入的增加速度小于孩子数量的增加速度，所以，孩子数量的增加也会降低调整过的投资偏好。因此，孩子较多的家庭对每个孩子的投资较少，父母收入对每个孩子的影响也比较小。此外，当孩子在不同家庭之间的分布更不均等、更加偏斜的时候，收入分配就更加不平等、更加偏斜，因为调整过的投资偏好的分布更不平等、更加偏斜。

正如我们在第五章和第六章所看到的那样，该分析的困难在于孩子的数量不是外生的，它是由父母效用最大化所决定的，这种行为与孩子的质量和父母的消费相关。同时决定的“可察觉的”对孩子数量和质量的需求函数是：

nt
 =dn
 （It
 ,et+1
 +ut+1
 ）（7.36）

It+1
 =dI
 （It
 ,et+1
 +ut+1
 ）.（7.37）

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提高了捐赠和市场机会的效应，降低了父母收入对孩子数量的影响：即使在孩子数量和质量的影子价格
 不变的时候，如果父母收入的增加会大大地提高孩子的质量，那么，父母收入的增加也确确实实会减少孩子的数量。同样，孩子数量和质量的相互影响会提高自身收入的效用，而减少捐赠机会或市场机会对孩子质量需求的影响。

从方程（7.2）和（7.3）中重新代入 et+1
 ,It
 ,就变成过去和现在的市场机会和捐赠机会的系列函数 （ut+1
 、ut
 …;vt+1
 ,vt
 …）、继承程度（h），以及方程（7.36）和（7.37）的参数。通过推导得出的这些函数，通常可用于得到每人收入的均衡分配、每个家庭的孩子数目，以及孩子人数和父母收入之间的均衡协方差（见托姆斯和贝克尔1981年的论文）。

如果兄弟姐妹的捐赠机会或市场机会不同，人力资本有别于非人力资本，父母对孩子的性别也无特别偏好见方程（6.12），那么，较富裕的家庭对能力较大的孩子投入的人力资本较多，投入的非人力资本较少；相反，当且仅当效率支配着贫穷之家的公平时，这些家庭（只投资于人力资本的家庭）对能力较大的孩子才投资较多的人力资本。较富裕家庭的父母对孩子之间的差别所做出的反应是，扩大工资收入的不平等，缩小这些孩子总收入的不平等。而当效率或公平占支配地位时，贫穷之家的父母的反应却是扩大或缩小孩子收入的不平等。

相称婚配

第三章和第四章假设：婚姻市场上的参加者由于和其他参加者竞争而使他们的效用最大化，如果每个参加者都能了解所有参加者的特征，那么，有效的婚姻市场就会使那些家庭背景、智力、偏好和其他特征相同的人结为伉俪。但是，如果对参加者的信息了解得不全面，那么，婚配的相称程度就可能大大地降低（见第十章）。

由于未考虑结婚和两性间的再生产，所以，这种分析很容易解释过去的每个家庭。庆幸的是，当人们为生孩子而结婚，甚至当婚配的相称程度很低时，这种分析也能解释各种家庭。为了简化讨论起见，我们假设父母有两个同质的孩子，但只有一个孩子（也许是老大或老二）在婚后继承了家庭的姓氏；子女长大成人时都结婚；再暂时假定，每个孩子的收入都取决于其父母的投资、捐赠和市场运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结婚但不生育孩子。如果孩子继承了父母平均捐赠中的一部分（h），那么，第 i 个家庭中一个孩子的收入—生成方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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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image: ]

 是他父母的总收入。继承第 t 人中第 i 个家庭姓氏的那个人与第 κt
 家庭的某些人结婚，对所有的 t 来说，我再假定 wt
 =1。

配偶的收入和捐赠之间的相似性取决于婚姻市场的信息。我们假定，配偶的这些特征是通过下列线性随机相称方程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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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随机变量 t
 、ψt
 与 It
 、et
 不相关，但 t
 和 ψt
 ,It
 和 et
 之间相关；系数 RI
 和 Re
 反映每一特征婚配的相称程度；RI
 和 Re
 一直不变。婚姻市场信息的增加会提高 RI
 和 Re
 , 减少  和 ψ 的变异性。 
[16]

 虽然家庭背景相似的人们总是互相结婚（RI
 和 Re
 将大于0），但同一家庭里不同世代的人常常与家庭背景不同的人结婚（即 κ 取决于 t 和 i）。

把这些方程代入（7.38），就可得到收入—生成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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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方程（7.40）中删掉捐赠一项，以便得到一个连结前后三代人的收入的总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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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image: ]

 和 [image: ]

 代替了 β 和 h 外，方程（7.40）、（7.42）和方程（7.3）、（7.15）是一样的（见数学附录 G）， 和 ψ 是随机项目的一部分。当 RI
 =Re
 =1 时，方程（7.40）、（7.42）和前面的这些方程大同小异。所以，从前的分析相当于假设在收入和捐赠方面的完全相称婚配。不过，两个特征完全相称的婚姻也许行不通，其部分原因在于，婚姻市场上的每个参加者都有一个既定的收入和捐赠“约束”（见韦塞尔斯1976年和戈德伯格1979年的论文；以及附录 G）。但是，有关这些特征的信息不完全性却是主要原因。我们很容易估量家庭背景和其他方面的特征，但却难以估量捐赠运气和市场运气。不完全的信息降低了婚姻绝对相称的程度，提高了婚姻随机决定因素的重要性。

在婚姻市场上，不断完善的信息通过收入和捐赠提高了绝对相称的程度，从而提高了 β～ 和h～。由于 β 或 h 的增加提高了收入的均衡变差，所以，完善的信息和更加相称的婚配也增加了收入的均衡方差 
[17]

 ，虽然由于相称婚配随机决定因素（和ψ）的变异性下降而使效应变得适中了。

我已经说过，如果 β 和 h 足够大，即（β+h）远远大于1，那么，对很多人来说，其后裔的收入将高于或低于许多代人的平均值，这仅仅是因为有的祖先是富人，而有的祖先是穷人。方程（7.42）表明，当相称婚配不完全时，（β+h）就是世代变动性的相关决定因素。因此，如果 β 和 h 小于1，没有按照收入和捐赠来形成非常相称的婚配，那么，世代之间的渗透性就一定
 很大。例如，当一个祖先是富人或穷人时，如果婚配与收入和捐赠随机相关，那么，后代的收入会单独和迅速地退回到 β 和 h 小于1的正常状态。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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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噩运不断或好运纷至沓来外，除非婚姻都门当户对，否则，一个家庭就不会世世代代富甲一方或一贫如洗。

我已经假设，一个人的收入并不取决于其配偶的特征，这等于假设平均收入与婚配的相称程度无关。 
[18]

 不过，我在第三、四、十章有关婚姻市场的分析却表明，婚配的相称程度非常重要，因为已婚者的家庭产出取决于夫妻双方的特征。由于伴侣配合较好，所以，婚姻市场信息的完善会使 RI
 和 Re
 增加，婚姻的平均产出提高。因此，即使收入的标准方差会使平均收入增加的百分点更多，但RI
 和 Re
 的增加也许正好会降低收入变差的均衡系数。在相称婚配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问题上，其他人认为婚配的相称程度必然扩大不平等，但却忽略了相称婚配对婚姻生产的影响。例如，布林德（1973、1976年）或阿特金森（1975年，第150—151页）等。

如果每单位资本的收入增长率（w）等于每代人的 γ 那么，调整过的投资偏好和继承程度就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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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RI
 [image: ]

 0.6（与夫妇的教育大致相当），Re
 =+0.5,γ [image: ]

 +0.4,（从25年间的综合情况看，w每年大约增长1.2%），那么 [image: ]

 =0.57β, [image: ]

 =0.75h。因此，高速增长和严重不相称婚配会大大降低投资偏好和继承的程度，从而也会明显地降低收入的绝对变异性和世代之间的不变程度（如图7.1中函数gm
 所衡量的那样）。然而，不相称程度的提高会增强收入的变异性，不完全相称婚配也会提高收入的相对变异性，因为婚配的相称性对婚姻产出有巨大的影响作用。

摘要和结论

本章阐述了不平等和世代变动性理论，其关键性假设是，每个家庭都使两代人之间的效用函数最大化——这是本书自始至终都使用的一个假设。效用取决于父母的消费和孩子的质量，孩子的质量用孩子长大成人时所获得的收入来衡量。数学附录H表明，用孩子长大成人时的效用来衡量其质量，其含义是一样的。

当孩子从父母那里得到人力和非人力资本时，其收入就会增加。家庭声望、知识和技艺的捐赠以及家庭环境所提供的条件，都会提高孩子的收入；从遗传上来看，种族决定了他们的收入和其他特征。投资和捐赠是连结孩子命运和父母的桥梁。

孩子的收入也取决于随机项目，这些项目反映他们在捐赠“彩票”和市场“彩票”收入上的运气。运气分配是许多收入分配模型的基础，这些模型没有涉及效用的最大化。由于对孩子的最佳投资取决于他们的市场运气和捐赠运气，所以，在我们的分析中，运气和效用最大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父母的效用最大化受下列因素的制约：父母收入、孩子对捐赠的继承、对受赠的每个预期和市场运气。对孩子的最佳投资依赖于对孩子的投资偏好，投资偏好是我们分析中的一个重要参数。它与花在孩子身上的那部分家庭收入、对孩子的投资收益率和婚姻的相称程度正相关，但与收入增长率负相关。

孩子的均衡收入取决于下列因素：孩子的市场运气和受赠运气、父母的收入和捐赠以及两个基本参数——对捐赠的继承程度和对孩子的投资偏好。如果这些参数都小于1，那么，家庭之间的收入分配就接近一种静态分配。收入变化的静态系数越大，市场运气和捐赠运气的分配就越不平等，继承的程度越大，对孩子的投资偏好越小。过去收入增长率的下降提高了投资偏好，或者，收益率的上升提高了投资偏好。

不同家庭在收益率、平均捐赠和其他参数方面的差异，扩大了收入的不平等。这些差异和收入、运气的相互作用又拉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例如，即使运气和所有参数的分布都相称，投资偏好较高的家庭收入也较高，扩大不平等和使收入向右偏斜的相互作用比较大。

人们经常说政府的再分配累进税制度会缩小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但我们的分析却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诧的结论：在可支配收入的长期均衡分配中，累进税和政府支出也许正好扩大了不平等，其基本原因就在于，较低的税后收益率减少了父母对孩子的投资。

当继承程度和投资偏好较大时，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收入和捐赠对子孙收入的影响就更大。如果这些参数的总和小于1，那么，即使一代人的较高收入对众多后代的收入有副作用，但子女的收入、孙子的收入和其他较早后代的收入也会大大地增加。如果这些参数的总和大于1，那么，有几代人的收入确实会先上升后下降，而且，增加的最大收入会超过初始增加的收入。由于继承程度和投资偏好之间的相互作用，使这些效应不会持续下降：比如说，继承程度的增加扩大了投资偏好变化对收入的影响。

当不同家庭之间的投资偏好和其他参数相差更大时，家庭背景对孩子相对经济地位的影响就更大。例如，低于投资偏好之家的各代人的收入都会低于平均收入，因为他们对后代的投资比较少。

本章的分析有力地证明：收入分配理论不必成为帕累托分配理论、特殊随机机制和有关继承的任意假设的一个综合，但能以构成微观经济学核心的均衡和行为最大化原则为依据。我们的理论把运气、家庭背景、相称婚配、文化、生理以及经济继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融为一体。而且，对同代人之间的不平等和几代人之间不平等的分析，也不需要把经济的和社会学的分析割裂开来；二者都能用一种统一的理论对之进行分析，该理论就是不同世代之间不同家庭的收入决定论。

数学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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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边是一个常数，左边随着m的增加而无限地增加，所以，gm
 必定在一个限定的m达到一个单独的高峰后开始单调下降。因此，由于g1
 ＝1，g2
 ＝β＋h，所以，当β＋h＜1时，对所有的m来说，gm
 都下降，当β＋h＞1时，gm
 在m＞1处达到高峰。m的最大化数值可从下式中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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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t＋1
 对It
 的回归会略去方程（7.15）中的It-1
 和ut
 。回归系数的最小平方估计值是


[image: ]



这里的bux
 是y对x的一个简单回归系数。由于bIt-1
 It
 和butIt
 二者都是正数，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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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It＋1
 It
 是It＋1
 和It
 之间的相关系数，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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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差异是微不足道的。

It＋1
 对It
 的回归也省略了方程（7.3）中的父母捐赠（tt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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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由于第i个家庭的均衡收入是Ii
 ＝αe/（1-βi
 ），所以，当βi
 均匀地分布时，这些收入分配将向右倾斜，因为像1-β i这样一个正态均匀分布变量的反数向右倾斜。

为了证明这一点，使1-βi
 ＝xi
 ，yi
 ＝1/xi
 ，xp
 和yp
 分别是x和y的分配中的第p个百分点，那么，衡量x的一个偏斜度（非参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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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假设，x是均匀分布的。由于反数的排列相反，对所有的p来说，由于yp
 ＝1/（x100-p
 ），所以，


[image: ]



这里的p＞50。

即使当所有家庭都有相同的均衡投资偏好的时候，如果暂时继承了或高或低的偏好，那么，收入分配就会倾斜。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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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方面，方程（7.40）和（7.42）基本上都没有变化。

H.本附录用父母的效用函数取决于子女的效用或福利的假设，来代替父母的效用函数取决于子女的收入的假设（也可见第八章）。庆幸的是，有关不平等和世代之间变动性的含义是大同小异的。

如果第t代人的父母的效用函数取决于自身的消费和子女的福利，作为用子女的效用函数的一个惟一的相变来衡量，那么，

Ut
 ＝VZt
 ，ψ（Ut＋1
 ），（A.2）

其中（dψ/dUt＋1
 ）＞0。由于子女的效用函数依次取决于其自身的消费和他们的子女——第t代人的父母的孙子——的效用函数的一个相变，又由于假设不同代人的效用函数是相同的，所以方程（A.2）就可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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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的效用函数也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消费和他们的子女的效用函数，所有各代人都是如此。把这些连续的后代的效用函数代进第t的效用函数，我们就可以把后者写成一个他们自己的消费函数和所有后代的消费函数：

Ut
 ＝U（Zt
 ，Zt＋1
 ，Zt＋2
 ，…）（A.4）

每代人既消费又对孩子进行投资（对第二代以后的投资是不必要的）。如果用（t＋1）代的预算方程来代替第t代的投资yt
 ，那么，第t代的预算方程就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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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t＋1
 是第t＋1代对t＋2的投资。用t＋2代的预算方程来代替yt＋1
 ，所有以后的yt＋1
 都是如此，第t的预算方程可以写成下列这种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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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的右边给出了第t代时的“家庭财富”，或者是第t代自身收入的总和以及所有以后各代的捐赠和市场运气的现值。方程左边说明，家庭财富是用于现时消费和所有后代的消费。

只有在完全具备t代的知识的时候，t代的家庭财富才能被看成是所有后代变化不定的未来的市场和受赠运气，也才能把它看成是一项超越最大预见能力的任务。一种更合理的研究是，走向相反的极端并假设后代的运气根本不可能预见。如果不考虑每个家庭的风险，那么，取决于不同各代人的预期消费的效用函数的最大化就受到家庭财富的约束。均衡状态意味着，t代的家庭预期财富取决于t-1代的家庭预期财富、投资偏好（β）以及变成现实的市场运气和受赠运气。

更重要的是连续三代人收入之间的均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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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和It-1
 的系数——（β＋h）和（-β h）——与方程（7.15）中的系数相同。现时和滞后的市场运气与现时受赠运气的系数同方程（7.15）的系数基本上一样，但方程（4.7）中滞后的受赠运气有一个负系数，而且不进入方程（7.15）。就家庭背景对子女收入的影响来说，由于方程（A.7）和（7.15）中的It
 和It-1
 的系数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取决于子女福利的效用函数和取决于子女收入的效用函数就具有同样的意义。此外，他们对收入均衡分配的决定也具有类似的含义。




[1]
 本章基本上来源于我和 N.托姆斯合写的一篇文章，1979年《政治经济学杂志》[87（6），1153—1189]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同意本书转载。


[2]
 见明塞尔（1958年）和贝克尔（1967、1975年），也可见罗伊（1950年）、曼德尔布罗特（1962年）、胡萨克尔（1975年）和罗森（1978年）的“能力”模型。


[3]
 科利斯科（1974年）论述社会变动性的文章很有趣。他用类似方程（7.3）的形式假设了一个方程组，但是，他的方程组不是来自于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也没有把 Ii
 t
 、ei
 t
 、vi
 t+1
 和ui
 t+1
 系数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效用最大化行为包含了 ui
 t+1
 , 并出现在方程（7.3）中，如 α 的变化对 β 的影响。此外，由于他的方程中的系数与投资收益率、在父母偏好中孩子的重要性或其他市场和家庭特性无关，所以，不能用他的方程（没有引导出关于行为的假设）来确定这些特性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作用。


[4]
 见奇斯威克（1974年）或贝克尔（1975年）。把收益率变化对投资均衡分配的影响结合起来的分析，没有发现不平等和收益率之间的任何关系（贝克尔，1967年，1975年）。


[5]
 收入的均衡方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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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σ2
 y
 是在孩子身上既定投资的方差，平均收入的均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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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y 是在孩子身上的既定平均投资，d 由方程（7.9）确定，因此，

这里的 CVy
 =σy
 /y。


[6]
 由于 Ii
 t+1
 =βIi
 t
 +αei
 t+1
 +αui
 t+1
 , 所以 [image: ]

 因为：在均衡状态下，如果 h=0,σIt
 =σIt+1
 ,那么，et+1
 和 It
 无关。


[7]
 不过，可参见本书第六章对孙子的人数和祖父母的收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的讨论。


[8]
 如果β+h=a1
 , β h=a2
 ,那么，


[9]
 因此，如果有四代人的资料可用，那么，就可以确定参数的值（戈德贝格1979年探讨了该系统的认同作用）。


[10]
 比完全继承权更加合理的假设是：部分地继承了某些参数。花在孩子身上的那部分收入和对 t + 1 代人的投资偏好，可能与第 t 代人的参数是线性关系：

和 αi
 t+1
 =（1-bi
 ）αi
 +bi
 αi
 t
 +∈i
 t+1
 , 0≤bi
 ≤1

βi
 t+1
 =（1-ci
 ）βi
 +ci
 βi
 t
 +δi
 t+1
 , 0≤ci
 ≤1,

这里的∈i
 和δi
 是干扰量，αi
 和βi
 是第 i 个家庭中的 α、β 参数的均衡值。正如方程（7.16）所示，我们很容易证明：均衡收入和 bi
 、ci
 无关，而与 αi
 、（1-β i
 ）、ei
 成比例。


[11]
 对孩子投资的偏好 β=α（1+r）也间接地
 受 r 的影响，这是因为，在效用函数中，当父母消费与子女收入之间的替代弹性小于或大于1时，r 的增加会降低或提高 d。如果子女收入不是父母的“劣质”商品，那么，β值必定按照和 r 相同的方向发生变化。


[12]
 方程（7.21）意味着，如果父母预期到 Ωi
 t+1
 , 那么，Ωi
 t+1
 就与税前收入（Ii
 t+1
 ）无关，因为当 Ωi
 t+1
 增加时，他们的投资也增加。这解释了我为什么假设 Ωi
 t
 与 ui
 t
 和 vi
 t
 无关而不必与可纳税收入（Ig
 it
 ）无关的原因。


[13]
 见巴罗（1974年）的观点及其在稍后著作（1976、1978年）中的系列探讨，以及费尔德斯坦（1976年）的观点；也可参阅本书第十一章。


[14]
 如果父母的消费和子女可支配收入之间的替代弹性小于1，那么，税后收益率的降低也会提高花在孩子身上的那部分家庭可支配收入。但是，由于 α 的任何上升都不会完全抵消 ra
 的下降，所以，税后投资偏好也会减少。如果 αs 的任何增加都会大于 βα
 的减少，那么，s 的增加会减小方程（7.24）的分母。


[15]
 如果r>（1+r）2
 （1-s）α（1-α）,通过微分，那么，f1
 /s>0。当 r>0.225（1+r）2
 ,或 r>0.52时，如果 s≥0.1,那么不平等（的条件）就满足了。——因为α（1-α）≤1/4。

对于 f2
 来说，如果 r-l2
 >rβa
 （1-αsl2
 ）-l2
 β2
 a2
 ,那么，f2
 /s>0。如果r>l2
 ,1-αsl2
 ≤βa2
 ,那么，这种不平等就必然会维持下去。当这些不平等消失时，它也会保持不变。


[16]
 由于假定所有的人都结婚， [image: ]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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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I
 和 Re
 的增加分别减少了 σ2
 
 和 σ2
 ψ
 。


[17]
 其他人也得出了相称婚配的增加提高了不平等性的结论。见布林德（1973年）、阿特金森（1975年）的论著。柏拉图确实用气质和家庭背景来为不相称婚配辩解，因为他认为，相称婚配增加了不平等性：

我们对一个出身于高贵门第的孩子说，——噢，我的儿子，你应该和下列人结婚：聪明的男子总能提高晚辈的声望，并和他们结成亲戚；——这是城市和他联姻的家庭利益，……他酷爱倔强，……他应该渴望成为年长父母的亲戚；他具有相反的性格，他应该寻求对立的同盟，……每个人生来都有最喜欢自己的习惯，整个城市就这样在财产和特质上变得不平等；因而，在多数国家里，我们最不希望发生的相同结果却出现了，……富裕的男人不应该和富裕的家庭攀亲，强大有力的男人也不应该和强大有力的家庭联姻，……我们应尽力使男人们的精神变成向往其孩子的气质平等，当他们结婚时，使它变成比极端良运的平等更加重要（柏拉图，1953年，第340—341页）。


[18]
 由于有了预期，所以，方程（7.40）就意味着平均收入与 RI
 和 Re
 无关。

因此，在静态均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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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方程（7.18）一样，与 RI
 和 Re
 无关。



第七章附录 人力资本和家庭的兴衰 
[1]



自帕累托提出用一种特殊的非对称分布来恰当地近似表示较多收入和财富的分布以后，人们就称之为帕累托分布。从那时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探讨个人和家庭之间的工资、收入与财富等方面的分配不平等问题。然而，他们很少注意把家庭中几代人的不平等看作是由父母、孩子和子孙的收入与财富的关系所决定的。在既用经验证据又用理论分析来系统地考察世代间的变动性方面，熊彼特是惟一的主要经济学家（熊彼特，1951年）。

另一方面，在孩子和父母的职业、教育及其他特性方面，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都提出了相当多的经验证据。布劳和邓肯（1967年）在其流行的著作《美国人的职业结构》中，考察了家庭背景对孩子成就的影响。早在1889年，约翰·杜威就写道：“在平均数方面，父母是例外或偏离平均值的孩子，子女所偏离的平均值只相当于父母偏离值的三分之一。……贫穷之家的孩子不可能生活得更好，各方面都比较富有的穷人之家的孩子，也不可能达到像三分之二这样的比例”（杜威，1889年，第333—334页；O.D.邓肯提醒我们注意这个论点）。

虽然对家庭之间的不平等的讨论几乎完全和对同一家庭不同世代之间不平等的讨论割裂开来，但在分析上，这些不平等还是紧密相联的。尤其是，比如说，对父母和孩子之间关系的平均值的偏离意味着长期收入上的不平等很严重，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在父母和孩子关系的简单的马尔可夫模型中，这些论点是显而易见的：

It＋1
 ＝a＋bIt
 ＋εt＋1
 ,（7S.1）

其中It
 是父母的收入，It＋1
 是孩子的收入，a 和 b 是常数，假设影响孩子收入的随机因素 （εt＋1
 ）与父母的收入无关。

如果b大于1或等于1，那么，收入不平等在长期内就会继续扩大；反之，如果b的绝对值小于1，那么，收入不平等就会趋向一个不变水平。显然，b 的大小也衡量了父母比较富裕的孩子是否总是没有其父母富裕，还衡量了父母比较贫穷的孩子是否总是比他们的父母生活得更好。这个例子意味着，即使在严格的等级统治的社会里，除非不平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继续扩大，否则，很多优秀和劣等的家庭在几代之内就会此起彼落。

和父母成就趋向或偏离平均值相比，孩子这些偏离值是一个社会里机会平等程度的指示器。本附录分析了不平等机会的决定因素，有时候，人们把这种不平等机会叫作世代间的变动性，或者，像本附录的标题那样，叫作家庭的兴衰。我们交叉使用这些词汇。

社会学家们对变动性做了许多经验研究，但都缺乏解释其发现的框架或模型。我们试图弥补这一缺点，并填补这些文献中常见的空白，其方法是提出一个系统的模型，该模型依赖于下列因素：所有参加者的效用最大化行为、不同市场中的均衡，以及参加者之间关联程度不等的随机因素。

一种适合于探讨家庭兴衰许多方面的分析，必须囊括下列内容：如利他主义中所表达的父母对孩子的关心；对孩子人力资本的投资；婚姻市场上的相称婚配；对孩子的需求；父母对特别有能力或弱智孩子的态度；对下一代或甚至再后几代中所发生事件的预期。虽然我们根据最大化行为把行为的方方面面都塞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中，但我们没有试图让每一个因素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出现。不过，我们的研究却指出了将怎样才能提出一种更完善的分析。

我在“威廷斯基讲座”中提出了一个模型，用以解释家庭之间的不同投资问题，我们对人力资本的许多分析都是根据这个模型提出的。但是，那个演讲主要考察的是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与非对称问题，而没有推导出父母和孩子的收入与资产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分析也是根据我们的一系列论文而提出的，这些论文分析了婚姻、生育率、父母的利他主义以及父母和孩子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本附录虽然最接近于贝克尔和托姆斯（1979年）的论文精神，但也有重要差异。我们相信，现在的论述有了显著的改进提高。我们没有把人力资本和收入与其他财富区别开来，但糅进了对债务隔代转移的限制。我们假设父母效用决定于子女效用，而不是子女的永久性收入，我们还考察了内在生育率对父母和孩子的财富数量与消费之间的关系的影响。这些改进解释了本附录的含义为什么有时候与早期论文的含义有很大的不同。在一篇旨在批评本书部分内容、贝克尔和托姆斯（1984年）的论文以及本附录的初稿中，戈德伯格（1985年）有时候也没有看到这些差异。

由于几代之间的不平等和家庭之间的不平等息息相关（如方程7S.1所揭示的那样），所以，任何对不平等的恰当分析都必须考察下列内容：婚姻类型、生育率、对未来各代人的预期以及人力资本投资。越来越多的论著都试图把更现实的家庭行为模型融入财富与收入分配的模型之中。 
[2]

 虽然这些论著和我们的著作具有很多相似性，但实际上只有我们才把家庭的兴衰和人力资本投资结合起来，这种人力资本投资与资产积累、消费发展和对孩子的需求发生相互作用。

收益和人力资本



完全的资本市场

某些孩子具有优势，因为他们出生在具有实际能力、十分强调孩子学习和其他优越的文化与基因特征的家庭之中。生物和文化都由父母传递给孩子，一个以密码形式编入DNA，另一个则融入家庭的传统之中。人们对文化特性的了解远远少于对生物特性传递的了解，在生物和文化对每个家庭特殊禀赋的相对贡献方面，人们甚至知之更少。我们没有必要把文化禀赋和基因禀赋区别开来，我们也不试图详细说明文化传递的精确机制。我们沿用以前论文（贝克尔和托姆斯）的假设作为第一个近似值，它由随机线性方式或马可夫方程传递：

Ei
 t
 ＝αt
 ＋hEi
 t-1
 ＋vi
 t
 ，（7S.2）

其中Ei
 t
 是第t个家庭中第i代的禀赋（或禀赋的向量），h是对这些禀赋的“继承”程度（程度的矢量），vi
 t
 衡量传递过程中的非系统补偿或机会。我们假设父母不能对孩子的禀赋进行投资。

没有必要对捐赠继承的大小甚至符号做出更重要的限制，因为，从有关父母和孩子（也许还有祖父母收入）的精确资料中能够估算出可继承的程度。但是，捐赠仅能部分继承和0＜h＜1的假设是对文化捐赠的一种合理概括，这种捐赠是众所周知的基因特性的遗传。这个假设意味着捐赠趋向平均数：禀赋良好的父母，其孩子往往也有超过平均数、但稍低于父母平均值的天资；相反，父母天资不佳，其孩子往往也有低于平均天资但高于父母平均值的天资。

可把 αt
 解释为同一社会里一个给定群体内所有成员共有的社会天资。如果社会天资在长期内不变，且h＜1，那么平均天资将最终等于社会天资的1/（1-h）[即lim Et
 =α/（1-h）]。但是，比如由于社会对捐赠投资的缘故，所以，α 也许不是常数。

实际上，所有考察工资和能力的收入分配的正规模型，都假设能力会自动地转化为工资，有时候会被对不同种类的能力所调和（比如，见罗伊，1950年；曼德尔布罗特，1962年；丁伯根，1970年；贝文和斯蒂格利兹，1979年）。这个假设在理解收入分配的某些总特征，如非对称方面，是有用的，但它很难圆满地分析父母对孩子收入的影响。父母不仅会给孩子一部分捐赠，而且还会通过对孩子的技术、健康、学习、动力、“信任”和其他许多方面的投资来影响孩子成年时的收入。这些支出取决于孩子的能力、父母的收入、偏好和生育率、对教育的其他人力资本的公共支出以及其他变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由于工薪实际上是惟一的收入，所以，父母主要是通过影响孩子的潜在工薪来影响孩子经济福利的。

为了用一种简单方法来分析这些影响，我们假设生命可分为孩童时代和成年时代两个时期，还假设成年时的工薪依赖于人力资本（H）（它也许部分地是“任信”的一种衡量）和市场运气（l）:

Yt
 =γ（Tt
 ,ft
 ）Ht
 =lt
 .（7S.3）

一单位人力资本（γ）的收入取决于要素市场的均衡，它与技术知识（T）正相关，与经济中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比率（f）负相关。由于我们注意到了家庭之间的差异，所以，γ的精确值往往不太重要，因为它对所有家庭来说都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假设 H 的度量是选定的，所以，γ=1。

虽然人力资本有多种形式，包括技术、能力、个性、外貌、声望及合适的信用，但我们还可以通过假设不同家庭内的人力资本是同种的和同“材料”的方法来进一步做些简化。研究表明，孩子时代的投资对后来的发展关系重大（比如，见布鲁姆，1976年），所以，我们还假设包括在职培训积累的人力资本总量与孩子时代所积累的总量成比例。这样，成年的人力资本和预期收益就取决于从父母那里继承的捐赠（x）,公共项目对孩子发展的支出（s）：

Ht
 ＝Ψ（xt-1
 ，st-1
 ，Et
 ），当Ψj
 ＞0，j＝x，s，E.（7S.4）

能力、早期学习（知识）以及家庭文化和基因“基础结构”的其他方面，往往会提高家庭和公共支出对人力资本生产的边际影响；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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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支出的边际收益率可由下式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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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mage: ]

 决定于不等式（7S.5）。

虽然不同人的人力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高度替代，但每个人都形成一种独立的人力资本“市场”，其收益率依赖于对他的投资数量和人力资本总存量。随着对一个人投资的增多，其边际收益最终会下降，因为随着他所放弃的收益的增加，投资成本最终提高了。随着剩余工作时间的缩短，收益甚至还会下降得更快（见贝克尔1975年更深入的探讨）。

在比较有效率的市场上，非人力资本或资产往往可以买卖。因此，和人力资本相比，资产收益对每个人所拥有的资产数量大概更不敏感。在能力、其他捐赠和财富对不同资产收益的影响方面，人们知之甚少，尽管一些理论认为它们有正相关关系（见1976年埃利希和本-蔡恩，1984年伊豆荻提供的证据）。我们的分析只要求有合理的假设：和人力资本收益相比，资产收益对任何个人的捐赠和积累的敏感性相当低（贝克尔在1967年和1975年的著作中，做出了一个相似的假设）。这个假设的一个简单特殊情况是：每个人的资产收益率都相同。

在对孩子进行大多数投资以前，父母已经看到了孩子捐赠的许多机会。因此，我们假设父母完全知道这些投资的收益率（只要社会环境αt
 和公共支出st-1
 已知）。父母必须决定怎样把他们给孩子的总“遗产”配置到人力资本和资产上。我们最初假设，父母为了筹措对孩子的支出，就在一定资产利率下借款；当孩子长大成人时，这些负债能变成孩子的还款义务。

当父母消费或闲暇的减少没有损失的时候，我们假设父母使孩子的福利最大化。这样，父母就借款，而无论是否有必要让孩子的净收入（工薪减少、负债）最大化，收入最大化要求对孩子人力资本的支出等于利率的边际收益率。如果公共支出和私人支出可以相互替代，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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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借贷资金能形成孩子的负债，所以，父母能够从自己的投资中把他们自己的资源和对孩子的利他主义区分开来（区分理论的一个例子）。

在图7S.1中，最佳投资由水平“资金供给曲线”rr和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HH或H′H′）的相交给出。该图清楚地表明，天资较好的孩子积累的人力资本较多；父母对拥有天资E的孩子的支出为ON单位，同时，对天资E′＞E的孩子积累的支出ON′＞ON。因此，天资较好的孩子有较高的预期工资，因为方程（7S.3）把人力资本转化成了预期成年时的工资。天资和支出的正相关关系提高了天资对工资、工资不平等和非对称（相对于天资的不平等和偏斜来说）的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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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S.1 父母对孩子支出的收益率



利率的增加减少了对孩子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也减少了工资。我们来比较一下图7S.1中的ON和O [image: ]

 。公共支出增加的影响较不明显。对私人支出来说，如果公共支出的每一美元都完全替代，那么，人力资本的生产就取决于他们的总和x＋s，以及E；公共支出的增加因而会等于私人（父母）支出的减少，而人力资本的积累不变。即使这样，公共支出的巨大增加也会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因为私人支出不可能是负数。

请注意，孩子的人力资本和收入不依赖于父母的资产和收入。因为贫穷的父母会靠借贷来筹措对孩子最佳资本投资所需要的资金。但是，孩子的收入依赖于父母的收入，因为礼物和遗留的资产与债务对父母的收入和财富十分敏感。富裕的家庭确实会自我筹措人力资本的所有积累，还会增添一个相当大的资产礼品。

虽然孩子的收入和人力资本与父母的收入和财富不直接相关，但它们通过对捐赠的继承而与之间接相关。继承程度越大，父母和孩子的人力资本与收入的关系就越密切。为了推导出父母和孩子收入之间的关系，我们把由方程（7S.7）确定的x的最佳水平代进收入—生成方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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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等式与E和Y、、g、r有关，Et
 可用方程（7S.2）中的Et-1
 代替，Yt
 与Yt-1
 、t
 、vt
 、t-1
 及其他变量有关，则

Yt
 ＝F（Yt-1
 ，t-1
 vt
 ，h，st-1
 ，st-2
 ，rt
 ，rt-1
 ，αt
 ）＋t
 .（7S.10）

当可继承的天资（h）较多的时候，父母收入和孩子的收入联系更紧密，这不足为奇。父母和孩子收入之间的关系也依赖于天资对收入（φE
 ）的总影响。如果这种影响和天资水平无关（EE
 ＝0），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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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对各个家庭的支出不同（st-1
 ，st-2
 ），那么，家庭之间的截距ct
 也就不同。随机项*
 t
 与父母的市场运气负相关。

如果成年人和孩子的运气（*
 ）保持不变，那么，孩子的收入就以1—h的比率向平均值回归。在子女终身实际收入对父母终身实际收入（Yt
 对Yt-1
 ）的OLS回归中，父母终身实际收入中的暂时性成分（t-1
 ）使系数向下倾斜。回归系数的期望值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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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σ2
 
 和σ2
 y
 是t
 和Yt
 的方差。当终身收入中暂时性成分上的不平等是终身总收入不平等中的一个较小部分时，这个系数与继承程度就更加接近。

具有特殊种族、宗教、等级和由于其他因素而受到市场歧视的家庭，所得到的收入比没有这些因素的家庭要少。具有受到歧视因素的人所挣到的收入比没有受到歧视因素的人要少，即使他们父母的收入都相等时也是如此。只要歧视会减少来自给定天资的收入，那么，在继承程度一定的情况下，具有受歧视因素的人挣到的收入就比较少，因为这时歧视会减少与父子收入有关的方程的截距[方程（7S.1）中的ct
 ＋αt
 E
 ]。

不完全进入的资本市场

到资本市场上筹措对孩子的投资，把收入转移和父母的慷慨行为与资源区别开来。但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都认为人力资本对出借人没有多少间接联系。通过怠工或参加低收入的工作和高强度精神收入的办法，孩子们能“逃避”为他们签订的市场债务。这种来自工作精力和就业机会之信息的私有性质的“道德危险”，能对来自人力资本的收入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外，多数社会都不愿意集中管理父母为孩子签约的债务，这也许是因为不太关心孩子福利的少数父母为了提高自己的消费而把债务留给孩子的缘故吧。

为了突出地说明给孩子签约的不完全债务方法的影响，我们假设父母通过下列方法必须筹措对孩子的投资：出售资产、减少自己的消费、减少孩子的消费、增加孩子的劳动力活动。我们来看一看没有资产的父母的情况。 
[3]

 他们部分地通过减少自己的消费来筹措对人力资本的足额投资（见图7S.1中的ON），因为他们不能为孩子签订债务。相对投资于孩子之资源的边际效用来说，他们自身消费的减少提高了它的边际效用，从而减少了对孩子的一些支出。因此，对留给孩子的债务限制，既减少了对孩子投资的数量，也减少了父母自身消费的数量。比较富裕的父母总是消费较高，对孩子的投资也比较多。

因此，没有资产的父母对孩子的支出，不仅依赖于孩子的天资和公共支出——如方程（7S.7）那样，而且还依赖于父母的收入（Yt-1
 ）和对孩子的慷慨行为（w），或许还依赖于孩子及稍后各代的运气的不确定性（εt-1
 ）。用方程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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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共支出影响私人支出的收益率，如对学费给以补贴的时候，那么，公共支出和私人支出就不会完全替代。但是，如果它们能完全替代的话，那么，g*
 就简单地依赖于st-1
 和Yt-1
 的总和：公共支出的增加等值于父母支出的增加。现在，孩子天资对投资的影响是双重的（g*
 <=>0），这是因为，孩子天资的增加提高孩子的资源和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生产率。当父母预期孩子会比较富裕时，对孩子的支出就会受到阻碍，因为这把边际效用降低到父母对孩子的追加支出上。

在图（7S.1）和（7S.2）中，两条对支出的需求曲线相近似，而且在孩子天资较好的家庭里，这种曲线还比较高。一个家庭的资金成本不再发生变化，或者，对所有家庭来说，资金成本都相同。对孩子增加的支出降低了父母的消费，父母消费的降低提高了主观贴现率（资金的影子成本）。对收入较高或天资太差的孩子的父母来说，这些贴现率比较低。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汇点决定了每个家庭对孩子的支出。父母收入的增加使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并使对孩子的支出较多（比较图7S.2中的S1
 和S′1
 ）。交叉点的分布决定了投资和利率的分布——像贝克尔（1967、1975年）揭示的那样，从而也决定了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和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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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S.2 在资本约束下，父母对孩子的支出



把方程（7S.13）代进收入—生成方程（7S.3）和（7S.4），我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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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κt-1
 包括w、st-1
 和εt+1
 。现在，孩子的收入直接依赖于父母的收入，间接取决于天资的遗传。一些作者（鲍尔斯，1972年；米德，1976年；阿特金森，1983年）认为是直接影响，因为他们说父母的“传递”增加了孩子的机会；另一些作者也认为是直接影响，因为他们说父母直接从孩子的人力资本中得到了效用。值得庆幸的是，从分析上来说，可以把父母收入对筹措资本方法的影响从他们对“接触”和“效用”的影响中区分开来。

通过天资遗传，父母收入对孩子收入产生间接影响，用Et-1
 代替Et
 ，再用方程（7S.14）代替Et-1
 ，我们还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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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母的收入和孙子的收入通过对孩子筹措投资的影响而间接地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父母的收入还不足以反映父母的资源和天资对孩子的影响作用。方程（7S.17）表明，当父母的收入和孙子的运气保持不变时，祖父母收入的增加会降低孙子的收入。对孩子筹措投资的约束，使祖父母的收入和孩子的收入之间形成负相关关系，还扩大了父母收入对孩子收入的正面影响。 
[4]



如果Yt
 和Et
 、Yt-1
 近似地线性相关，那么 
[5]

 ，


[image: ]



父母的收入系数大于继承的程度，等于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倾向（β*
 ）。像在方程（7S.12）中那样，终身收入的暂时性成分使Yt-1
 的系数的OLS估计值趋于减小，Yt
 和Yt-1
 之关系的一般最小二乘估计值趋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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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b*
 t、t-1·t-2
 是Yt
 和Yt-1
 之间的偏回归系数 
[6]

 。因此，父母和孩子终身收入之间的偏回归系数和简单回归系数，确定了资本市场对孩子投资倾向约束影响的上限。对于父母的终身收入来说，有时可通过使用诸如叔叔、祖父母终身收入作为一种工具（见戈德伯格，1979年；贝尔曼和陶布曼，1985年），来使我们克服OLS估计值中的这些偏差。

在方程（7S.14）中，父母和孩子收入之间的直接关系很可能是凹形抛物线关系，而不是线性关系。因为随着父母收入的增加，孩子自身投资的障碍会减少，当对孩子人力资本的投资足以把边际产品降低到资产率的时候，父母收入的进一步增加就会提高遗留给孩子的遗产，但如果资产率与父母的收入无关，那么，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数量就不会产生影响。在比较富裕的家庭中，父母的“接触”和父母从孩子人力资本中得到的直接效用大概会更加重要。因此，对父母收入和孩子收入关系的曲率来说，相对于这些变化的解释而言，资本约束具有不同的含义。

贝克尔和托姆斯（1979年）的探讨说明，由于β和h的进入是对称的，所以，在没有其他信息——如系数较大——的情况下，即使知道了诸如方程（7S.18）中与父母和孩子收入相联的系数的实际值，也不可能确定β和h。方程（7S.11）不包括β*
 ，用这个简单的方程可以把富裕家庭中不受资本约束的收入联系起来。因此，如果知道了富裕家庭中父母收入的系数，那么，就能知道h的大小。然后，通过使用关于h的这种信息资料，我们就能区分出方程（7S.18）中的β*
 和h。

资本受约束的父母对孩子进行福利最大化的投资受到了限制。由于系数β衡量这种父母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倾向，所以，对于资本不受约束的富裕家庭来说，β*
 不进入收入—生成方程。换言之，在富裕家庭中，β*
 都等于零。即使在低收入家庭中，相对于h来说，也没有对β的大小做一般的假设，因为β依赖于对孩子的公共转移支付、收入和其他变量。

在我们早期的著作中（比如，见贝克尔和托姆斯，1979年），当父母可能给孩子留下债务、且没有把人力财富和其他财富区分开的时候，系数β衡量给孩子遗留下财富的边际倾向。我们的早期著作和本附录的下一部分表明，该边际倾向取决于父母对孩子的慷慨行为，但对收入的反应可能不敏感。在多数家庭中，这个系数可能都很大。这种推测促成了我们早期著作中的假设（β＞h），从诸如方程（7S.18）的系数中，可用这个假设来判定β和h的大小。

戈德伯格（1985年，第19—20页）说我们没有提供评价这种假设的单独方法，他是对的。本附录在确定h值的目标方面取得了进步：在给孩子留下正遗产的（富裕）家庭里，从父母和孩子收入方程的系数的认识中来确定h的大小。如果给定h*
 ，那么，在资本受约束的贫穷之家的收入方程里，从父母或祖父母收入系数的了解中就可以确定β的大小（或β*
 和父母收入之间的更一般的关系）。——甚至也可以从富裕家庭里父母和孩子消费关系的了解中来确定β——父母给孩子留下财产的边际倾向。

相对于贫穷和中等水平的家庭来说，富裕家庭更容易自我筹措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平均工资相比，比较富裕的家庭还有较好的捐赠，这种捐赠把富裕家庭中人力资本的财富最大化投资提高到超过贫穷之家的水平。其含义是，对孩子投资的财富效应超过了捐赠效应。如果捐赠严重地趋向平均值，那么，财富效应就占据支配地位，因为在这个时候，比较富有的孩子的天资远远低于其父母的天资，而比较贫穷的孩子的天资远远高于其父母的天资。我们的例证说明，和工资有关的捐赠确实严重地向平均值回归。

如果资产收益对工资和捐赠反应高度敏感的话，那么，富裕家庭可用于筹措孩子财富最大化投资的较多的资源就意味着：和资本受到更多约束的贫穷和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相比，对孩子投资的均衡边际收益率比较低，即使富裕家庭的捐赠和收益率都比较高，情况也是如此。这样，随着父母收入的增加，均衡边际收益率趋于下降，也许不是单调下降。结果，人力资本边际收益率等于资产收益率，而随着工资的增加，边际收益率将会相对不变。比较贫穷的孩子处于劣势，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继承的捐赠较少，而且还是因为其父母的资本约束限制了他们所继承捐赠的市场价值。

如果富裕家庭的边际收益率比较低，那么，人力资本从富裕家庭向贫穷家庭的孩子的微小调整就会提高各个不同家庭的平均边际收益率。即使富裕家庭里的捐赠和对孩子投资的平均生产率比较高，但这种再分配也会提高效率（也可见贝克尔1967、1975年的论著），“平等”（用不平等来衡量）和效率之间的一般冲突不见了；偏向优势欠佳的孩子的投资再分配等值于资本市场效率的提高。即使在公共支出和私人支出可以完全替代的时候，对受资本约束之家庭的孩子的人力资本的公共支出较多，也会提高对这些孩子的投资总数量。其原因在于，如果对其他家庭征税，那么，公共支出就增加了一个家庭的总资源。在受资本约束的家庭中，家庭所增加的资源被父母和对孩子的投资分享了，其分享比例取决于投资边际倾向（β*
 ）。如果公共支出和私人支出是完全替代的，那么，对孩子的政府支出部分1-β*
 就被孩子父母支出的补偿反应所抵消。也就是说，为了进一步使家庭其他成员平等，受资本约束的父母甚至也会对那些孩子——从对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政府支出中获益——的时间和支出进行再分配。显然，父母的补偿反应大大地削弱了大众健康规划、对贫穷孕妇的食物供给和某些启蒙规划以及社会保障规划的作用（见本书第六章和第十一章的论述）。

我们已经看到，在给孩子留下正遗产的家庭里，对孩子的总投资不受政府对孩子支出的影响，这里的政府支出和父母支出是完全替代的。为了完全抵消这种公共支出，父母就减少自己的支出。但是，公共支出和私人支出也许不能完全替代。比如，如果公共支出提高了家庭支出的收益率，那么，已增加的公共支出甚至也能提高家庭支出，因为“替代效应”抵消了“再分配效应”。

戈德伯格批评了我们（1985年，第9—10页，1986年又作了重复），其原因是在论述各种公共规划时，我们强调再分配或收入效应抵消了替代效应，因为我们合写的一篇论文已经详细地说明，通过改变父母对孩子投资的收益率，政府规划也许具有替代效应（见贝克尔和托姆斯，1976年，第S156页）。由于再分配效应显而易见，而替代效应捉摸不清，甚至连作用方向也模糊不定，所以，我们强调了许多规划的再分配效益，这些规划包括启蒙规划、福利、资助孕妇和社会保障。比如，社会保障规划的替代效应是什么?或者，启蒙规划提高而非降低父母支出的边际收益率，这有证据吗?（见第六章）虽然对教育学费的补贴乍看起来提高了父母教育支出的收益率，但实际上，当和住房的定量配给结合起来的时候，它们可能降低了边际收益率。为什么很多规划好像对劳动力参与率都有微弱效应?由政府补贴所产生的收入在家庭之内的再分配解释了这一问题。当然，对参与率的微弱效应并不意味着替代效应是负的，或者，它们强化了再分配效应，但微弱效应确实意味着这些规划有强烈的抵消替代效应。

如果能指定孩子来照料老人，那么，资本受约束的父母通过减少生命周期储蓄就能够筹措对孩子的支出。在很多社会里，低或中低等收入的父母在年老时都能得到孩子的赡养，而不是出售自己年轻时积累的黄金、珠宝、地毯、土地、房屋或其他资产。我们的分析表明，由于父母对孩子投资的收益率高于其他资产投资的收益率，所以，这些父母都选择孩子而不选择资产作靠山。

实际上，中低等收入的父母和孩子之间往往有一种隐含的契约——父母对孩子进行投资，孩子以赡养年迈的父母作回报，这种契约不全靠社会制裁来得到执行。如果对孩子的投资能产生较高的收益，这种收益是产出的一部分，它是由孩子提供的防止特别长寿的任意一种保险，那么，父母和孩子都能够依靠这种契约而生活得更好一些。

资产与消费

我们的分析表明，在对孩子投资的边际收益率降低到资产率之前，留给孩子的遗产和资产赠品不会增加太快。父母捐献的进一步增加主要是采取资产形式而非人力资本形式，因为资产的收益对积累的数量反应比较迟缓。这些结论表明，在相对比较富裕的少数家庭中，都留给孩子较多的遗产；孩子人力资本的资产率随着父母财富的增加而增加。经验证据清楚地表明，和比较贫穷的家庭相比，财产和非人力资本的收入在比较富裕的家庭中更加重要。

经验研究还说明，存款比例保持在不变水平上，或者随着收入（包括“永久性”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见迈耶1972年的述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提出的衡量存款的尺度是不准确的，因为它们没有把下述内容看作是存款：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来自代际间捐赠的增加或减少所产生的“资本收益或亏损”。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主要是对孩子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由于捐赠向平均值回归，所以，父母对低收入水平孩子的捐赠趋向增加，而对收入水平较高的孩子的捐赠趋于减少。因此，经验研究没有弄清楚中低收入家庭的相对存款，因为相对来说，这些家庭的代际间资本收益和人力资本投资较大。我们认为，用一个恰当的存款概念能够圆满地表达储蓄比例随永久收入的增加而降低的现象。如果对孩子投资的均衡边际收益率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那么，这毕竟只是预期。

在比较富裕的家庭中，多数资产形式的遗产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小，我们的这个结论不像卡尔多（1956年）、帕西内蒂（1962年）或阿特金森（1983年）那样，事先就假设利他主义中的“等级”差异或储蓄倾向的其他差异。在我们的分析中，所有家庭都有相同的储蓄和遗留财产的内在倾向，因为假设他们对孩子的利他主义都是相同的。诚然，存款上存在着显著的“等级”差别，比较贫穷的家庭主要对孩子人力资本进行储蓄，这不算作存款或遗产。

一个人的资产取决于父母的遗产和他本人的终身积累。我们假设，父母通过使他们的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方法来选择资产，这种选择受预期收入和孩子终身资产积累的约束。为了进一步分析遗产问题，我们必须转向父母对待效用最大化的明确态度。我们仍然暂时假设每个成年人都不结婚，都没有孩子。

在父母的自身消费和子女的不同特性上，假设父母的效用函数都是复合可分离函数，只要这些特性与孩子的总资源正相关，那么，我们的大多数分析都不依据这些特性的某一具体数值。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假定父母的效用取决于孩子的效应（Uc
 ）的方法，来使父母和孩子的消费关系得到简化，如下述方程

Ut
 ＝u（Zt
 ）＋δUt＋1
 ，（7S.20）

其中Zt
 为父母的消费，δ是常数，它衡量父母的利他主义程度。

对所有各代人来说，如果方程（7S.20）给出的偏好函数都相同；如果撇开孩子时代的消费不说，那么，父母的效用间接地等于所有子孙后代消费的总效用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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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效用仅仅直接依赖于孩子的效用，但由于后代又关心子女，所以，又间接地依赖于所有后代的效用。

我们假设，父母能顺利地使他们的“动态”效用最大化，如方程7S.21所揭示的那样，和父母效用最大化的转移支付相比，孩子为了得到更多的转移支付，会和父母讨价还价，我们的假设排除了这种讨价还价现象。一个更常见的假设是，父母将自己和孩子的效用的加权平均数最大化，而权数的大小决定于讨价还价的能力（见内洛夫等人1986年对这种假设的规范应用）。但是，这种概括不会使任何重要的结论发生变化。

由于所有各代人的收入和收益率是完全确定的，所以，使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即是常规条件。例如，在消费的替代弹性不变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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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父母用负债的方法来筹措对孩子的投资支出，让还债成为孩子的义务，那么，资金的边际成本将等于全部家庭财产的资产率。因此，方程（7S.23）或（7S.25）表明，在所有利他主义（δ）和替代程度（σ或p）都相等的家庭中，代际之间消费的相对或绝对变化都相同。每个家庭在各代人中都保持其相对或绝对的消费地位，而且消费也不向平均值回归。换句话说，父辈中任何程度的相对或绝对的消费不平等，都将不折不扣地传给下一代。

然而，只要孩子没有继承全部捐赠，那么，不管父母的利他主义如何，孩子的收入仍会趋向平均值。当收入趋向平均值时，消费并不自动地趋向平均值，这是因为，和自己的实际收入相比，父母能期望孩子有或多或少的收入。他们利用借贷或资产来抵消收入的预期回归对财富的影响作用。

所以，虽然收入会向平均值回归，但如果父母完全到资本市场上筹措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那么，用消费衡量的福利就根本不会向平均值回归。随着父母收入的增加，给子女留下的遗产将增加，而遗留的债务将减少。在有关家庭变动性的浩繁文献中，似乎都忽视了代际之间在收入和消费上的这种严重差异。

人们对诸如方程（7S.23）和（7S.25）的主要含义——家庭之间在消费和总资源上的所有最初差异都不折不扣地传递给下一代——仍然没有搞清楚。毫无疑问，当今一代人的总资源和遥远的祖先的资源根本无关。有几种因素使过去对消费和总资源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这些因素包括：难于向孩子转嫁的债务、未来的不确定性、父母财富对生育率的影响，以及不完全相称的婚配。我们对这些变量一一进行分析。

只有当孩子有义务偿还父母造成的债务时，消费与收入才完全相分离。如果父母不给孩子留下债务，那么，没有财产的父母就不能抵消孩子捐赠和收入上的任何正回归。父母面临着一个复杂的最大化问题，因为资本约束只会束缚几代人。可以把效用最大化的结论概括为内因决定的全部贴现率和一个家庭中每代人的边际收益率，它为该代人的决策提供指导和反馈。无论对债务渠道的约束在什么时候妨碍了父母向子女的借款，这些影子价格都高于资产率。对拥有足够资产来增加或减少留给孩子遗产（比较富裕）的父母来说，其贴现率等于资产率。

我们认为，受约束的父母的均衡边际收益率随着其收入的增加而趋向下降。所以，方程（7S.23）和（7S.25）意味着，随着父母收入的增加，世代之间消费的相对或绝对增长速度也会下降。但在比较富裕的家庭里，其边际收益率等于资产率，世代之间消费的相对或绝对增长速度保持不变。因此，和富裕家庭中子女的消费相比，在贫穷家庭里，孩子消费向平均值的正向回归更迅速。这个结论是父母消费和孩子消费之间“凸”形曲线关系的反映。同时，和比较富裕家庭中收入的负向回归相比，贫穷家庭中收入的正向回归更缓慢。

在富裕家庭中，孩子继承的遗产像一种缓冲剂，它抵消了孩子收入向平均值的任何回归。和比较富裕的家庭相比，最富裕的家庭只要充分增加遗产来抵消其子女在收入上的较强的负向回归，那么，它在长期内就能保持自己的消费水平。结果，遗产可能会偏离平均值。

虽然后代许多运气的不确定性是难以完全把握的，或者，它并非固定不变，但我们对消费的分析已经假设它是完全确定的。如果每代人都知道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留给孩子遗产的数额，但又不能完全确定孩子的收入，更不能对下一代人了如指掌，那么，预期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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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εt
 是指对第t代所进行的预期，它发生在没有获得t和t+1 代之间子孙的收入和其他财富的新的信息以前。

用指数函数表示，这个一阶条件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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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是一个正的常数，nt+1
 是Zt+1
 围绕 [image: ]

 的波动的分布，它不依赖于Zt
 。如果资本市场允许所有家庭来为其子女的财富最大化而筹措投资，那么，在所有家庭中，rt+1
 =ra
 , 其中ra
 为资产率。这样，方程（7S.27）就意味着消费的增长是随机不定的（当寿命的长度不确定时，考蒂利考夫等人推导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进而言之，（7S.27）表明，如果效用函数是幂函数，那么，不确定因素只是给消费增加了一个随机项，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消费向平均值回归程度之分析的含义。

对方程（7S.26）左边二阶导数的近似值清楚地表明，不确定性对向平均值（该平均值有总效用函数）回归程度的影响，依赖于效用函数的二阶和更高阶导数的符号和大小 
[7]

 。即使在每种消费都不具有确定性的时候，不确定性也能促使回归偏向消费的平均值。在直观上好像与这些具有相互意义的效用函数相关的情况下，不确定性也能促使回归偏离平均值，或者促使较大的回归率以较高而非较低的消费水平偏向平均值。因此，我们不能对下述问题做出任何有力的陈述：不确定性对父母和孩子消费的平均值的回归程度的影响。

生育率和婚姻

向婚姻平均值的回归和财富对生育率的积极影响有助于解释下述问题：在比较富裕的家庭中间，消费和总资源的差异为什么不能无限期地传给后代。我们在这里只简要地进行一下分析。贝克尔和托姆斯（1984年）、贝克尔和巴罗（1988年）及本书第十一章的附录也都对生育率、婚姻对消费和遗产的意义进行了探讨。

让我们先假设所有父母都只有一个孩子，并将效用函数（7S.20）简化为

Up
 =u（Zp
 ）+a（n）nUc
 ,（7S.28）

且a′＜0，其中Uc
 是n个性质相同的孩子中每个孩子的效用，a（n）是每个孩子的利他主义程度。最佳孩子数量的一阶条件是孩子的边际效用和边际成本相等。孩子对父母的边际成本等于对孩子的净支出，它包括各种遗产和其他礼物。边际成本取决于环境和父母的决策。

前一节的分析表明，富裕家庭的消费和总资源不向下回归，因为这些家庭能用足量的馈赠和遗产来抵消其孩子收入的向下回归。值得庆幸的是，当孩子的数量变化时，这种不真实的含义并不存在。比较富裕的家庭总是把他们较大资源中的一部分花在额外孩子的身上。这可能使每个孩子所得到的遗产少于孩子数量不增加时所得到的遗产（见贝克尔和巴罗1985年著作中的例证），生育率对财富增加的正向反应使每个孩子的消费和财富负向回归，其回归速度也许很快。没有资产的中低等收入之家要避免给孩子留下债务，就必须变换每个孩子的收入、孩子数量和父母的消费。正如在许多研究中所发现的那样（比如，见布莱克1981年的论著），对每个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及孩子由此得到的收入与孩子的数量呈负相关。在生育率和父母收入呈负相关的家庭中，收入向平均值的回归程度比那些不相关的家庭的回归程度更低些。

对前面关于孩子之间反应差异的分析，我们没有更多可补充的（见贝克尔和托姆斯1976年，托姆斯1981年和本书第六章的论述）。这种分析表明，比较富裕的家庭对天资较好的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较多，而用较多的馈赠和遗产来对其他孩子给以补偿。比较贫穷的家庭主要对孩子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它面临着效率与公平的冲突：对天资较好的孩子投资较多，效率较高；对天资较差的孩子投资较多，利于公平。

尽管有人认为兄弟姐妹之间的显著差异有助于确定代际之间收入的变异程度，但没有必要把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代际之间的变异程度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兄弟姐妹之间的收入差异取决于某一代内的个体特性，如父母效用函数中兄弟姐妹之间的替代；而代际之间的收入差异则取决于不同代人之间的差异，如向捐赠平均值的回归（见托姆斯1984年的深入探讨）。

向婚姻平均值的回归——称为不完全相称婚配——也增大了向收入、消费和资产平均值的回归程度。婚姻的实际效应还是没有它表面上可能产生的效应那么明显，因为父母往往能够预见到孩子的婚姻类型。例如，富裕的父母能够像他们利用馈赠和遗产来补偿捐赠的减少一样，通过馈赠和遗产来抵消一些和富裕孩子结婚的倾向对其子女福利的影响。通过对姻亲间本应是他们孩子的礼品的讨价还价，来全面地分析父母行为和孩子婚姻预期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见第七章和贝克尔、托姆斯1984年的一些探讨），尽管如此，但是，很多模型只是简单地忽视了父母对孩子婚姻的预期，这些模型难以令人满意（见斯蒂格利兹，1969年；普赖尔，1973年；布林德，1976年；阿特金森，1983年）。

我们没有把生育率和婚姻完全纳入对代际之间变动性的分析之中——我们在戈德伯格的叙述中加上“完全”二字，他说，“公平地讲，[生育率和婚姻]没有纳入代际间系统”（第13页）。然而，本节的讨论、贝克尔、巴罗（1988年）和第十一章对生育率的讨论，以及贝克尔和托姆斯（1984年）对婚姻的探讨都表明，效用最大化分析能将生育率、婚姻和代际间的变动性融入一个具有实用意义的普通框架之中。

实证研究 
[8]



涉及收入或不同世代的财富的经验研究寥寥无几，这一方面是因为获取这些材料比较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科学家对此缺乏浓厚的兴趣。表7S.1和7S.2列示了几项研究中的估计数字：工资、收入和财富向平均值的回归程度，决定性因素（若有）的系数、观察数目及每一个回归中对其他变量（若有）的注释。

表7.4列举了儿子和父亲的工资或收入的证据，它来自根据美国独立数据系列的三项研究，以及对英国、瑞典、瑞士和挪威的各个研究。 
[9]

 除了对日内瓦的研究以外，尽管父亲和儿子的平均年龄相差很大，但阿特金森（1981年）和贝尔曼、陶布曼（1983年）都提供证据说，这种年龄差异对向平均值回归估算程度的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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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S.1 儿子的收入或工资以线性、半指数和线性指数形式对父亲的收入或工资的回归



注：ε=儿子收入或工资对父母收入或工资的弹性；E=工资；H=每小时的工资；I=收入；I3=3点职业的收入；ICD=收入阶层代表；IHH=家庭收入；IP=父母的收入；W=周工资。

a.参加工作的前5年；b.罗伯特·M.豪泽也是如此（1984年10月2日，私人通信）；c.对反应变动性的调整；d.对工作经验的调整，工作经验等于或少于4年的儿子除外。该回归是加权回归，以便使每个父亲都有相同的权数；e.工作经验，对14岁时居住地区的三个代表，对14岁居住地区类型的4个代表，14岁时居住在单亲或女性家庭的一个代表；f.弹性等于收入等级之间的差异。


[image: ]

表7S.2 儿子的财富对父亲或祖父的财富的回归



注：圆括号内为t检验值。

a 门奇克还将以下变量作为补充变量：父母和孩子的死亡间隔期，兄弟姐妹的数量（加1），前夫（妻）孩子代表。

b 线性指数回归。

c 沃尔用一个“工具”来代表父母的财富，用下列变量来确定这个工具：户主的年龄（和年龄的平方），职业和地区指数，农业和非农业人口，是否与父母有血缘关系。祖父母的财产是实际财产。

d 沃尔用父母和姻祖父母的数据代替父亲和祖父的数据。

e 沃尔用一个手段来代表父母和祖父母的财富。她用上边注c中列示的变量来确定这个手段。

这些研究中的多数估算值都表明，父亲的工资（或收入）增加10%，引起儿子收入的增加小于2%。最大值是对英国约克市的估算值，在那里，儿子每小时的工资增加4.4%。除马尔默以外，所有研究的置信区间都相当大，因为父亲的收入只能“解释”儿子收入变化中的很小部分。此外，反应误差和父亲工资（或收入）中的暂时性成分会使这些回归系数严重偏斜。 
[10]

 进而言之，本附录以前的分析表明，终身收入中的暂时性变化和祖父母收入的省略使这些回归系数偏小。如果父母收入的影响不大（见方程7S.18），且终身收入中的暂时性成分也不大，那么，由省略祖父母收入所产生的误差也就不会大。

豪泽等人（1975年）通过用父母4年收入的平均数和儿子3年收入的平均数来减缩反应误差和暂时性成分，而豪泽（1990年）使用的则是父母4年收入的平均数和儿子参加工作最初5年收入的平均数。蔡（1983年）不仅对父母的多年收入进行了平均，而且还使用了对收入的追忆材料。在豪泽的建议下，我们运用比尔贝和豪泽（1977年）的分析，对父母收入的反应误差进行了校正。贝尔曼和陶布曼（1983年）把工作经验不足4年的儿子排除在外，因为他们的收入不能恰当地代表他们的终身收入。沃尔夫和斯利佩（1973年）及弗里曼（1981年）把父亲工作收入的平均数当作父亲的终身收入，以此来降低暂时性成分的重要性。

尽管对反应误差和暂时性成分都进行了调整，但在所有的研究中，对工资和收入回归系数的估算都相当小（瑞典的高收入除外）。另外，当儿子收入的简单平均数对父亲5年收入的简单平均数进行回归时，彼得（1985年）运用“全国纵向调查”资料（弗里曼在1961年运用了相同的调查）数据所进行的研究也发现回归系数很小（小于0.2）。

收入的生命周期变化为终身工资向平均值的大量回归提供了一些间接数据。依据定义，一个人一生中的捐赠不变，因此，工资与生命周期的关系比与世代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因为父母不能把捐赠完全传递给孩子（捐赠在所有各代人中都是一个“固定效应”）。换句话说，相对于同伴中的其他成员而言，一个人在不同年龄阶段与自己的相似程度，要超过他与他父亲在相同年龄阶段的相似程度。根据美国一项7年调查结果估算，在不同年龄里，男性收入中“固定”成分之间的相关系数约为0.7（参见利拉德和威利斯，1978年表1）。和不同年龄中收入固定成分之间的关系相比，儿子对父亲天资的继承能力肯定比较小（可能还非常小）。

表7S.1的数据表明，由于资本约束（β*
 ）很大，所以，对天资的继承能力（h）和父母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倾向都不大。例如，如果父子终身收入之间的回归系数≤0.4，且一生中暂时性收入的变化小于一生中总收入变化的1/3，h=β*
 ，那么，h和β*
 都小于0.28。而且，若β*
 =0.6，那么h≤0.6；若β*
 ≥0.4，则h≤0。

如果资本约束荡然无存，那么，相同的家庭就能控制住收入最好、最受尊敬的职业吗?（关于这种担心，见赫恩斯坦1971年发表的、经常被引用的那篇文章）回答是否定的。职业最好的家庭经常变化不定，即使是“有功”的家庭，也是如此。这是因为，与收入有关的捐赠不能被高度地继承下来——h小于0.6，甚至可能更小。通过另一条途径，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如果父子终身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小于0.4，那么，祖先的所有优势和劣势在三代之内实际上就消失殆尽了：“家无三代富，穷不过三代。”在这种“开放”的社会里，父母对孙子女及其后代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他们几乎没有通过家庭名誉和其他手段来影响后代收入的动机。

尤其是，由于不同世代之间决定收入的因素变化不定，所以，任何终身的“贫穷文化”在不同世代之间都要消失。例如，父母收入只及平均值的一半，其孩子会期望自己这一代的收入超过平均值的80%，而孩子的孩子可能只希望收入略低于平均值。

然而，家庭背景是很重要的。例如，即便是向平均值的回归程度为80%，那么，父母收入2倍于平均数的孩子，要比父母收入仅为平均数50%的孩子的收入高出30%，30%的奖金与10%—15%的工会会员奖，或16%的两年额外教育奖有很大的关系（见刘易斯，1986年）。出身于成功之家的孩子确实有明显的经济优势。

对种族、社会地位或其他“永久”特征的歧视是造成“贫穷家庭”的部分原因，这些家庭的发展可能更为缓慢。在美国，黑人的发展显然比其他移民的发展慢得多，其部分原因就在于公众和个人对黑人的歧视。相对于白人来说，尽管许多人都对黑人的平均社会地位的变化进行了研究，但几乎没有人研究黑人家庭中父子收入之间的关系。表7S.1的证据说明，由于反应误差较大，且对黑人来说显然又更加复杂，所以，这些证据也许不真实（见比尔贝等，1977年）。尽管如此，但和老年白人的收入相比，老年黑人的收入向平均值的回归也更加迅速。在过去20年里，年轻黑人的机会有了显著改善。在表7S.1中，年轻黑人的收入向平均值的回归比较缓慢，这说明歧视加速了向平均值的回归（见本附录前面的理论分析）。

戈德伯格指出（1985年，第29—30页），和本节经验数据所揭示的β*
 值相比，我们以前研究中所用的β说明值要高得多。但β和β*
 是不同的，再重复一遍，β是指不受资本约束的家庭把财产遗赠给孩子的倾向。所以，低β*
 值与高β值并没有联系。低β*
 值，再加上低h值，确实反映了代际间收入的显著变动性，而高β值则意味着家庭代际之间财富和消费的变动性不大，这些家庭把财产留给子女（我们撇开财产和孩子消费及财产和每个孩子消费之间的区别不谈）。

在本附录中，我们欣然承认了收入、财富和消费之间的区别，也注意到代际之间的资本约束和生育行为，这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代际之间的变动性。但是，由于低β*
 值与高β值之间没有联系，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解释为什么经验证据中的低β*
 值“使我们自己撕扯自己的头发，自己咬牙切齿”（戈德伯格，1985年，第29—30页）。何况除了生育率和婚姻之外，我们还对高β值的预期很大呢。

表7S.2列示了对美英父母与孩子财产之间关系的三个研究材料。哈布雷和希钦斯（1979年）及门奇克（1979年）都运用了对富裕财产的遗嘱检验，而沃尔（1985年）则采用1986年和1970年的财产普查数据。在对美国最近几年的资产遗嘱检验中，父子资产之间的估计弹性大约是0.7，这不仅低于对19世纪英国现有人口的财产的估计弹性，而且也低于对英国遗嘱检验资产的弹性。

当沃尔采用父母和祖父母的财产资料时，他发现祖父母的财产有一个很小的负系数，但当他采用祖父母财产的实际数值时，却又发现祖父母的财产是一个正相关系数。和方程7S.18结合起来的理论分析表明，当祖父母的财产影响不大时，对祖父母的财产确实有一个很小的负系数，这和沃尔的研究一样。贝尔曼和陶布曼（1985年）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祖父母在校的学习时间与其后三代人的学习时间（年）之间有一个很小的（但非统计上的显著）正系数。方程7S.18确实意味着，当父亲的学龄系数比较小的时候——在他们的研究中，它小于0.25，祖父母的学龄是一个负系数，尽管如此，他们的发现也与我们的理论无关。

尽管财产向平均值的回归好像慢一些，但表7S.1和7S.2的数据还是有很多的局限性，以至于我们无法很有把握地来确定是财产还是收入向平均值的回归稍微慢一些。如果父母给孩子留下遗产，以减缓孩子总财产和消费向收入平均值的回归，那么，财产回归就会很缓慢。但是，和比较贫穷的父母相比，如果比较富裕的父母有很多的孩子，那么，财产回归就会很迅速。在19世纪，父母的生育率和财产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沃尔确实发现了这一点。

在20世纪的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里，由于生育率下降、收入增加，政府对教育的补贴及社会保障迅速增长，所以，对孩子投资的资本约束可能会有所减少。戈尔丁和帕森斯（1984年）研究中的证据与美国19世纪后期贫穷家庭中大量的资本约束有关。这些家庭为了使少年儿童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更大，就迫使他们早早辍学。在美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受教育年限的不平等减少了，家庭背景对孩子教育成就的影响减弱了，这说明资本约束减弱了（费瑟曼和豪泽，1976年）。

有证据表明，在欠发达国家里，家庭背景对孩子成就的影响比在美国的影响要大。例如，在玻利维亚和巴拿马，父亲所受教育对儿子所受教育的影响就比美国要大。此外，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巴拿马，父亲所受教育的影响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明显地减弱了（见凯利等，1981年，第27—66页；赫克曼和霍茨，1985年）。

我们建立了一个收入、资产和消费由父母向孩子及其后代传递的模型，该模型以父母关心孩子福利的效用最大化为基础。代际间的变动程度或家庭的兴衰取决于下述因素：不同代人的投资和消费机会的效用最大化行为与不同种运气之间的相互作用。

我们假设：文化和天资会自动地由父母传递给孩子，父母和孩子天资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继承”的程度。世代之间工资的变动性取决于对天资的继承能力。如果所有父母确实都乐意靠借贷来筹措对孩子的最佳投资，那么，世代之间工资变动性的程度在实质上就等于对天资的继承能力。

当人力资本居于次要地位的时候，由于贫穷家庭靠借款来补足其有限的资源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这些家庭难以筹措对孩子投资的资金。这种资本市场限制减少了贫穷家庭对孩子的投资。因此，世代之间收入的变动性就不仅依赖于对天资的继承能力，而且还依赖于贫穷家庭自我筹措对孩子投资的自愿态度。

世代之间工资的变动程度也取决于不同家庭中孩子的数量。当投资必须由家庭来筹措时，一个家庭中的额外孩子会减少对每一个孩子的投资数量。因此，家庭规模和父母工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也会降低世代之间工资的变动性。

资产的作用像一副缓冲剂，它抵消了天资向平均值的回归。尤其是，成功的家庭总是给孩子留下遗产，以抵消他们预期收入上的负向回归。

有办法轻易进入资本市场的父母，能通过转移资产或借贷来抵消工资向平均值回归对孩子消费的任何影响。这种资产有限地把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消费关系与对天资的继承能力和工资向平均值的回归区分开来。由于低工资家庭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均衡边际收益率总是较高，所以，那些不想给孩子留下财产的中低收入水平的家庭，其消费总是向上回归（正向回归）。在确实给孩子留下遗产的比较富有的家庭中，其消费和总资源总是向平均值回归（负向回归），其主要原因在于生育率和财产之间的正相关。规模较大的家庭用这种方法减少了遗留给孩子的财产，不完全相称婚配往往也会使消费和财产向平均值回归。

我们仔细查阅了大约十几项有关父母和孩子的工资、收入和财产的经验研究。除因歧视而受害的家庭以外，在美国和其他比较富裕的国家里，工资向平均值的回归似乎很快，财产向平均值的回归也是巨大的。几乎所有祖辈的工资优势和劣势在三代之内都荡然无存。贫穷似乎不再是延续几代人的一种“文化”了。

工资向平均值的迅速回归意味着，对天资的继承能力和对孩子投资的资本约束都不大。随着生育率的长期下降以及收入和对教育补贴的增加，这些约束的重要性大概会越来越小了。

在本附录和以前的论著中，我们认为，家庭行为理论对理解不平等和家庭的兴衰是很必要的。但在形成这个观点的过程中，我们没有试图降低经验定位研究的重要性。实际上，我们经常把这些研究看作是理论分析的重要补充。如果把我们关于最大化理论的观点解释成是对经验和统计工作——这种工作没有严格地依据最大化行为模型——价值的否定，那我们将表示抱歉了。

但我们还是认为，在理解公共政策和其他事件对不平等和家庭兴衰的影响方面，我们的家庭行为模型是有用的。我们在这里和戈德伯格发生了分歧，他否定我们的理论中加入了过多的、不以最大化行为为基础的公式。他声称（特别是第30—33页），我们的理论与一个家庭中不同代人的工资或收入的简单回归模型没有什么不同的含义，通过简要地总结一下我们分析的含义，也许能使他这些无谓的指责大白于天下。

1. 和比较贫穷的家庭相比，在比较富裕的家庭中，收入向平均值的回归更快。尽管孩子的捐赠和父母的收入正相关，但人力资本从比较富裕的家庭到比较贫穷的家庭的小小的再分配，往往也会提高投资的综合效率。其原因在于，比较贫穷的家庭的投资受到了有限资源的约束。

2. 和收入不同，如果生育率和父母的财富无关，那么，和比较富裕的家庭相比，在比较贫穷的家庭里，消费向平均值的回归更快。在给孩子留下礼物和遗产的家庭中，消费确确实实一点也没有趋向于回归。

3. 我们的分析还表明，生育率和父母的财产正相关。这种关系淡化了可留给每个孩子的财富，在富裕家庭中，它还引起每个孩子的消费与父母的消费之间的关系向平均值的回归。

不管采用什么方法，我们都不知道哪一种有关家庭的分析具有这些含义。这些含义没有经验验证，但是，戈德伯格（1985年）主要就是对我们分析的新颖性而不是它们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通过对公共项目的考察，我们还可以得到其他的含义。

贝克尔和托姆斯（1979年，特别是第1175—1178页）指出，累进所得税能扩大税后收入的长期相对不平等。虽然标准离差明显降低，但由于父母减少了留给孩子的遗产，所以，平均收入最终还是要下降。戈德伯格的有益的计算（1985年，特别是第24—25页）支持了我们在分析上的证据，即累进程度的增加实际上导致了税后不平等的加剧。然而，他的计算还表明，甚至在相对不平等可能开始扩大以前，两代人的时间都一去不返了。由于不考虑较大累进对税收系统中非系统因素的不平等作用的影响，所以，他夸大了不平等可能开始出现以前的延时期，而低估了最终净增加的可能性（见贝克尔和托姆斯，1979年，特别是第1177—1178页）。 
[11]



我们在这里不专门研究不平等问题，但我们相信，当累进程度提高时，我们建立的模型也暗含着税后不平等可能会加剧。通过部分的影响诸如方程（7S.11）、（7S.18）、（7S.27）中的系数，所得税会改变我们分析中的行为。我们不能从世代间行为的精确模型中推导出由这些和其他方程所组成的经验或回归模型，经验或回归模型难以分析所得税对这些方程中的系数的影响作用，因为这些模型往往不能为如何确定这些系数提供指导作用。

对于家庭所面临的其他政策和各种环境的变化来说，这个结论也是适用的。本书确实不专门适合于不平等和世代之间的变动性，而致力于理解所有的社会行为。

为了用一个不同的公共项目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考察了公债和社会保障对一个家庭不同代人的消费的影响作用。巴罗（1974年）用一个父母利他主义的模型来研究社会保障和公债是否对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当生育率固定不变时，该模型与我们提出的利他主义模型大同小异。

当给孩子留下遗产的父母得到社会保障或公债收益时，他们增加自己孩子的消费；相反，他们就增加遗产来抵消这些公共项目对孩子消费的影响作用。但是，利他主义的父母受到给孩子遗留债务的约束，所以，社会保障提高了他们的消费，而降低其孩子的消费（见德雷曾，1978年）。

为了避免误解，我们急需补充一点。我们不主张所有的公共项目都要通过家庭之间的补偿减少而被中立化。对这个例子中的贫穷家庭来说，或者，当生育率变化时，对所有的家庭来说，这种假设都是不真实的（见贝克尔和巴罗1988年的论著及本书第十一章的附录）。此外，我们已经指出过，累进所得税降低了对孩子投资的积极性。我们主张非中立，但我们对家庭行为的分析有助于理解不同的公共项目对家庭兴衰的影响作用。

在对上述以及其他观点进行评价之前，获取系统的经验证据是必不可少的。在结束本文之前，我们重申一下自己的立场：这些证据将进一步证实，对效用最大化框架中家庭行为的分析，可以为进一步了解现代社会中家庭的兴衰提供更多的有效说明。




[1]
 本附录与尼格尔·托姆斯合写，最初发表在《劳动经济学杂志》（1986年）第4期附录第1—39页上。征得同意，在此重印，形式上稍做了修正。


[2]
 对该文献的重要贡献者是斯蒂格利兹（1969年）、布林德（1974年）、科利斯科（1974年）、贝尔曼和陶布曼（1976年）、米德（1976年）、贝文（1979年）、莱特纳（1979年）、门奇克（1979年）、肖罗克斯（1979年）、劳里（1981年）和阿特金森（1983年）。


[3]
 即使终身都积累资产的父母，在对孩子投资期间，也可能会缺乏资产。


[4]
 戈德伯格（1985年，第16—17页）指责我们对祖父母的负财富系数的表达过于惊奇，他的指责也许是恰当的，因为我们的模型中蕴含着这样一个系数（贝克尔和托姆斯在1979年著作中的第1171页写道：负系数“好像令人吃惊”。我在本书第一版第148页上说：“它令人吃惊”。），但是 ，我们从没有说过祖父母财富的增加会减少孙子的财富；在这方面，戈德伯格的观点（1985年，第2页）是错误的，我们问道：最先有祖父母、父母和孙子间假设关系的人，怎样解释祖父母财富的负系数——如在沃尔研究和稍后的表7S.2中所列示的那样。


[5]
 贝克尔和托姆斯在（1979年）推导出了一个近似公式。但那里的系数叫β，它指把所有资本（包括债务）遗留给孩子的倾向，而非指不留给债务的父母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倾向。在对数中，如果天资和收入—生成方程是线性的对数关系，那么，在孩子、父母和祖父母收入的对数中，方程（7S.18）中的近似值也将是线性的对数关系。这样，父亲收入每增加1％，β＋h就给出了孩子收入增加的百分数。对-β*
 h来说，情况也相似。


[6]
 方程（7S.18）意味着 [image: ]



如果经济是长期均衡（见贝克尔和托姆斯，1979年），那么，b*
 t，t-1
 ＝b*
 t-1
 ，t，σ2
 yt-1
 ＝σ2
 yt
 ，方程（7S.19）中的等式相同。b*
 t，t-1
 和方程（7S.19）右边项目之间的关系是从贝克尔和托姆斯（1979年附录E）的论著中推导出来的。


[7]
 如果rt+1
 是常数，那么，方程（7S.26）中的u1
 t+1
 的二阶（导数）的近似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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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t+1
 ）j
 ,（j=3,4） 是来自t+1 代消费效用的第j阶导数，v是nt+1
 围绕着AZ＾Gt+1
 的给定的变差。当（u）4
 与（u）3
 密切相关时，方程左边的项很可能小于1（向平均值回归）。


[8]
 我们感谢罗伯特·豪泽，他使我们注意到几项以威斯康星州高中毕业生为材料的代际间的研究，他还指导我们通过多种调整来更正这些研究中的反应和计量错误。


[9]
 这些研究有很多局限性，豪泽等人（1975年）的样本家庭只取自威斯康星一个州，且只包括从高中毕业的儿子。在贝尔曼和陶布曼（1983年）的样本中，所有的父亲都是孪生兄弟；阿特金森（1981年）样本中的父亲是约克市的中等收入者。在沃尔夫和斯利佩（1973年）的研究中，父亲都来自马尔默；吉罗德（1984年）调查了日内瓦州的学生；索尔托夫（1965年）使用的是来自挪威某城市的一个很小的样本。


[10]
 这些估计值也可能会偏斜（方向不明），因为提供的材料不适合工作时数和非金钱的就业收入（见贝克尔和托姆斯1984年的讨论，注13）。


[11]
 我们只是认为不平等可能长期增加，戈德伯格也承认了这一点，但他还是对本书第七章中的一个观点提出了批评。这个观点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为什么再分配的大幅度增加仅仅对税后不平等产生适度的影响作用呢? 初始效应和均衡效应之间的矛盾也许能解释这个问题。”在贝克尔和托姆斯的其他著作（1979年，第1178页）中也有相似的论述。戈德伯格置我们观点中的“也许”于不顾，而说我们是“猜到”。他反问道：“在过去五十年里，平均数和可支配收入的方差都下降了，这是真的吗? 如果是假的话，那么，他的模型（即贝克尔—托姆斯模型）提供了什么解释呢?”（1985年，第26—27页）

这都是奇谈怪论。我们还不至于这样愚蠢，而坚决主张在过去五十年中仅仅
 是税收制度对收入产生了影响，也没有试图确定其他因素是如何影响不平等的。由于我们用模型证明了累进所得税不必从长远上降低不平等；同时，在过去50年里，不平等显然也没有很大的缩小，所以，我们推测累进税制是否确实缩小了不平等。这种推测肯定与重新评价累进税降低不平等的一般信念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段时间内的其他变化可能会掩盖所得税对不平等的负效应，但这需要证实而不是做出简单的假设。



第八章 家庭中的利他主义

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著作中曾经指出，人们在市场交易活动中总是自私的：“我们每天所消费的食品并不是出自屠户、酿酒人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利己的动机，我们不是利用他们的利他主义之心，而是利用他们的利己主义之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从来不说自己需要，而只说对他们有利”（1937年，第14页）。在其早期的研究中，亚当·斯密不无讽刺地说道：“我从不准备怀疑任何人在利己主义方面的缺陷”（1853年，第446页）。实际上，人们在市场交易活动中的利己之心，已成为以后经济学界所有理论研究的假设前提条件。对这一点的任何异议，都会被“人类本性”的模糊暗示，或者在为生存而竞争的市场上，利他主义迷失在利己主义之中的断言所完全排除。

然而，一般认为在家庭内部利他主义却是十分重要的。亚当·斯密还曾说过：“每一个人都会比其他人更敏感地感受到自己的快乐与痛苦……除了他们自己以外，通常与他们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比如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和兄妹等，都是他们最为钟爱的对象，也就自然地经常成为对他们的幸福或者痛苦有着最大影响的人”（1853年，第321页，见科斯关于史密斯洞察力的讨论，1976年）。

利他主义效应

我们可以拿一个人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起初这个人（h）对于自己家庭的其他成员，比如说他的妻子（w），是有效率的利他主义者。“利他主义”意味着，（h）的效用完全取决于（w）的福利（见本书第七章的数学附录H）。“有效率的”则意味着，（h）的行为已经被他的利他主义所改变。严格地说，利他主义应该被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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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Un
 和Uw
 分别代表利他主义者和利他主义受益者的效用，ψ是Uw
 的正函数，Z1h
 是h消费的第j个商品。对于j=1,…m,如果Z1h
 的均衡水平不同，如果Uw
 不进入他的效用函数，那么，他的利他主义就是有效率的。

如果（h）是有效率的利他主义者，并且已经把他的一部分收入花费在（w）而不是他自己的消费上，如果（h）和（w）消费单个（或者加总）的商品数量为Zh
 和Zw
 ，那么（h）的预算限制为：

Zh
 +y=Ih
 ,（8.2）

式中，假定Z的价格为一个单位，y代表花费在（w）上的数量，Ih
 代表（h）从婚姻市场上所得到的收入。这一夫妇的消费总量等于她 
[1]

 的收入与（h）捐赠的总和：

Zw
 =Iw
 +y,（8.3）

式中，Iw
 代表（w）从婚姻市场上所得到的收入，如果她已经与一个不同于（h）的利他主义者结合为夫妻的话，用方程式（8.3）中的Zw
 -Iw
 代替方程式（8.2）中的y，那么，可以推导出（h）家庭收入的方程式，Sh
 ：

Zh
 +Zw
 =Ih
 +Iw
 =Sh
 .（8.4）

既然一个利他主义者可以使其自身的效用最大化（以其家庭收入约束为条件），那么，用效用 
[2]

 的术语来说，他就可能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利他主义者。或许——但必须注意，（h）通过对（w）的转移收入，也提高了（w）的效用。这里，我将给出一个与人类行为相关的利他主义定义——与消费和生产的选择相关——而不是给出一个关于人类“真实”动机的哲学讨论。

一个有效率的利他主义者，比如（h），他配置其资源的活动是由以下均衡条件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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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程式（由方程式（8.1）的最大化而获得，以家庭收入方程式为条件）可以通过对Zh
 和Zw
 需求函数的推导而求解：

Zh
 =Zh
 （Sh
 ）和 Zw
 =Zw
 （Sh
 ），（8.6）

式中， [image: ]

 ，因为在其家庭收入增加和y＞0的情况下，如果（h）要使Zh
 和Zw
 增加，那么i=h,w。

图8.1用图解的方法说明了（h）的行为。图中Zh
 是沿横轴标出的，U0
 、U1
 和U2
 是（h）的无差异曲线。如果（h）的预算线是Sh
 Sh
 , 那么均衡点为e点。在e点处，无差异曲线的斜率（ [image: ]

 ）等于此线的斜率-1。当家庭收入增加到Sh
 时，该线移至预算线之外，并与Sh
 平行。Zh
 和Zw
 的新的均衡值由e点给出，并且在e点，Zw
 和Zh
 都大于它们e点的值。

如果在捐助E0
 上，（h）的无差异曲线的斜率小于（绝对值）预算线的斜率，那么（h）的利他主义将是有效率的。有效率的利他主义使均衡点沿家庭收入线从捐助位置（Zh
 =Ih
 和Zw
 =Iw
 ） 移动到e点，y（y=Zw
 -Iw
 ）提供了捐赠物，Zh
 （Zh
 =Ih
 -y） 提供了利他主义者的消费。很清楚，（h）不仅在他的消费与他给（W）的捐赠之间分配了他的收入，而且还确定了其受益者的消费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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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一个利他主义者对其受益者的捐赠，这一捐赠的数量由他的偏好和他们的消费共同决定。



如果（w）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她的效用仅取决于Zw
 ，那么，从捐助点E到均衡点e的移动，将会提高（w）和（h）双方的效用。而超过e点之后，沿着预算线的任何进一步移动，都将会提高（w）的效用，降低（h）的效用。这就是（h）在e点停止向（w）捐赠行为的原因。在图8.2中，Sh
 Sw
 曲线提供了由家庭收入限制 
[3]

 而描绘出来的效用可能边界线。其中E倾斜部分（She
 ）是（h）的利他主义的结果。沿着这个部分向e点的任何移动，对（h）和（w）来讲都是帕累托——最优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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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当他们收入为既定，而利他主义者改变其捐赠时，一个利他主义者和他的受益者的效用边界线。



在图8.1中预算线的位置，因为Zw
 和Zh
 消费均衡的位置仅仅是由其家庭收入，即（h）和（w）收入的总和决定的。所以，在（h）和（w）之间收入再分配的变化，将会引起捐赠位置的改变，不过它不会改变预算线。若捐赠点仍停留在均衡位置的右边，就像图8.1中E1
 和E2
 在e点的右边一样，这样，Zh
 和Zw
 的消费就将不受其影响。既然均衡位置仍在e点，那么，由（h）所给予（w）的捐赠数量的变化，会完全抵消（w）收入的任何减少（比如在E2
 点）或增加（比如在E1
 点）。结果是，只要（h）保持有效率的利他主义，任何趋向（w）的收入再分配与脱离（w）的收入再分配一样，都不会对（h）或（w）的消费产生任何影响；他的捐赠契约或者充足的消费完全抵消了这些再分配。

如果对（w）的再分配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把捐赠点推到最初均衡点的左边，那么，（h）就不再是有效率的利他主义了，因为（w）“过于”富裕了。通过放弃对（w）的捐赠，（h）部分地减少了对（w）的再分配。本来他希望减少得更多一些，但是他缺少从利己主义的（w）那里得到额外捐赠的力量。

如果（h）或（w）遇到了一场意外的灾难，从而极大地减少了他或她的个人收入，那么，其家庭收入也会以同样的数量减少。不过，灾难遭遇者的消费将以一个较小的数量减少，因为家庭收入的减少会使利他主义者自动降低自己的消费和其受益者的消费，这样也就减轻了家庭收入减少的后果。比如，如果Iw
 下降，（h）将增加给其妻子的捐赠，并减少他自己的消费，以抵消她收入下降的部分；相反，如果Ih
 下降，（h）将减少他的捐赠和她的消费。

用这种方法，利他主义者保证了其家庭成员能够抵御自然灾害和其他随之而来的不测事件：一个利他主义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这一保证。因为通过利他主义者捐赠的变化，其他一切家庭成员都会被引导去承担一部分责任。由于利他主义家庭有较多的保障，因而他们比利己主义家庭的成员更愿意采取提高自身收入可能性的行动。不过，利他主义家庭的家庭收入可变性却很小，原因在于其家庭成员考虑到整个家庭的利益（见下面的讨论），从而尽力去缩小家庭成员之间的收入共变性。

通过提高其家庭收入的行为，一个利他主义者的经济境况会变得更好；通过降低其家庭收入的行为，一个利他主义者的经济境况会变得更差。由于家庭收入是利他主义者与其受益者的收入之和，所以，如果他所采取的行动更多地降低了她的收入，他就宁可放弃这些能够提高自己收入的行动；如果他所采取的行动更多地提高了她的收入，他则愿意采取这些能够降低自己收入的行动。为了用几何图形说明这种行为，在图8.3中，E0
 代表h和W的最初捐赠，Sh
 Sh
 是他的预算曲线，e0
 表示最初均衡位置。如果以小于她的收入增加的一种行动来降低他的收入（新的捐赠点E1
 ），那么，新的预算曲线Sh′
 Sh′
 一定会在原预算曲线Sh
 Sh
 的上方，他在e1
 点的经济境况要比e0
 点更好一些。另一方面，如果以小于她的收入减少的行动来提高他的收入（新的捐赠点E2
 ），那么，新的预算曲线S2
 h
 S2
 h
 一定会在Sh
 Sh
  的下方，在e2
 点上，他的经济境况会比e1
 点更糟糕一些。

需要强调的是，一个利他主义的丈夫总是避免向这样的地区迁移：即在这里他的收入有所提高而他妻子的收入有更大的下降；反之，若他妻子的收入有所下降而他的收入却有更大的提高，他就会乐意进行这一迁移。“有附加条件”的居住者和“有附加条件”的迁移者——如他在第一个例子中和她在第二个例子中——随着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的上升，已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不仅意味着单人居民户的迁移比多人居民户的迁移更为常见，而且也表明失业与迁移二者呈正相关（有关的分析和论证，见明塞，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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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机会变化对利他主义者及其受益者消费的影响。



一个利己主义的受益者是否试图以牺牲她的捐助者的利益作为代价来提高她自己的效用呢? 或者说他的利他主义是否会影响她对他的行为呢? 如果他的捐赠超过了她的控制范围，一个利己主义的受益者将会使她自己的收入最大化，因为这会使其消费和效用最大化。她将会采取提高自己收入的一切行动，同时拒绝采取降低自己收入的一切行动，而根本不考虑这些行动对他的收入的影响。可是，他的捐赠是不会超过她所控制的范围的，比如，如果她收入提高的效应更多地降低了他的收入，那么，他将以比她收入的提高还要更大的幅度来减少对她的捐赠（如果他的捐赠真的能够比她的收入提高得更快的话）。因为家庭收入下降了，所以，她的消费最优水平线也会下降（见方程式8.6）。但是，到那时她的经济境况将会与他一样糟糕。这样，她从损害他的行为中所得到的利己主义利益就只会给她带来痛苦。

由于W最大化

Sw
 =Zw
 =Iw
 +Y，（8.7）

如果y有更多的减少，那么，她就会拒绝采取Iw
 行动；相反，如果y有更多的增加，那么，她就会乐意采取降低Iw
 的行动，因为（h）会以比Iw
 更大幅度的下降来提高y。这样，就提高了家庭收入和（h）对Zw
 的需求。从方程式（8.4）中可知

Sw
 =Zw
 =Sh
 -Zh
 .（8.8）

虽然Sw
 与Sh
 是不相等的（它们因Zh
 而不等），但是，如果对（h）来说，Zw
 是一种更优质的商品的话，那么，它们将会一起增加或减少。然后通过家庭收入最大化，（w）可以使她的效用最大化。如果对于（h）来说，Zw
 是一种更劣质的商品，那么，当Sh
 降低时，Zw
 将上升，Iw
 则下降，因此，Sh
 将会使（w）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好一些。因为她可以得到（h）的“大量”补偿。由于不良投资很多，（w）可能通过把Iw
 降低到零或者降低到零以下的办法来提高其效用。因而一个利己主义受益者的正收入似乎要求，她的效用对于其捐赠者来说是一种优质商品。

当然，利他主义的捐赠者和利己主义的受益者之间的利益一般是不一致的。利己主义受益者喜欢得到超出捐赠者意愿的更多的捐赠。例如，在图8.2中，捐赠者不愿意超过e点而进入效用可能线的负斜率部分。不过，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不意味着，也不应该被混淆为是他们的行为选择之间的冲突。

由于一个利己主义受益者总是希望使家庭收入最大化，即使她对于其捐赠者是利己主义的，她的行动还是会被一只看不见的自私自利的手所指导，抛弃这种差别。因而一个利他主义者的热情帮助，可以使一个利己主义的受益者也尽职尽责，仿佛她对利他主义者的照顾就是对自己的照顾。所以，稀缺资源“爱”被节俭地使用。 
[4]

 虽然在其他地方我称此为“罗登·凯德原理”（见贝克尔，1974b和1976a，以及下一部分的讨论），然而，它还是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利他主义者和利己主义受益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的。这个简单、然而却非常著名的原理，对于我们理解效率、劳动分工和家庭行为等许多问题都有着重大的启示。

例如，利他主义者和他的利己主义的受益者都互相把他们“外在”影响内部化。他们不仅把他们的行为对其配偶收入的任何效果内部化，而且把消费的直接效果内部化。例如，当一个利他主义者（或他的利己主义的受益者）用手抓饭吃的价值超过其配偶忍受恶心的价值时，他就会这么做；或者当他在床上读书到深夜的价值超过他的配偶所损失的睡眠的价值时（见数学附录A），他也会这么做。这些例子说明了个人行为和涉及到家庭成员福利的其他行为规范是如何随一个有效率的利他主义而自动地发生变动。

也许这一分析的一个另外的含义是，当一个利他主义者或他的利己主义的受益者都决定用手抓饭吃，或者都决定在床上躺着读书时，他们双方都能得到更大的福利。由于这时利他主义者的效用将会被提高，因而他会增加对她的捐赠，使这一捐赠大于他的行为所给她造成的最初损害。他也会减少对她的捐赠，使其小于她的行为给他造成的最初损害。在这个意义上，受益者可以通过利他主义者捐赠的变化而得到补偿，从而使他或她的经济境况有所改善。如果利他主义的受益者最先被损害，那么这些变化是正值；如果利他主义者本人最先被损害，那么这些变化是负值。

一个利己主义受益者是愿意以牺牲其家庭收入作为代价来增加她自己的收入的，在这一收入的增加超过她从其捐赠者那里所得到的捐赠的情况下，她就会这样做。这时，他将会受到他的伤害，并因此被推到停止给她捐赠的“角落”。但是，这时她的经济境况会变得好起来，因为她收入的增加超过了他捐赠的减少。例如，在图8.4中，如果在（h）和（w）之间进行重新分配，捐赠点从E0
 移到E1
 ，那么利己主义者（w）的消费将增加aE1
 ，即使（h）不再向她捐赠也是如此。当一个利他主义者处在这么一个“角落”时，虽然他不能使其家庭收入最大化，就像（h）在E1
 点的情况那样，但是他将不会忽视自己的行为对其（潜在的）受益者的影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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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由两人的偏好和消费所决定的他们之间相互的利他主义行为。



因此，只要捐赠为正值，利他主义者和他的利己主义受益者都会使他们的合并收入最大化。如果利他主义的受益者也是利他主义者，并且她的效用函数取决于她的捐助人的福利，那么，他们的合并收入最大化就会有更大的可能性。如果她的收入与他关系非常大，也就是说，如果捐赠对她比家庭收入预算曲线与她的无差异曲线相切之点（图8.4中的e1
 点）更有利的话，那么，她就会愿意向他捐赠。如果捐赠对他比家庭收入预算曲线与他的无差异曲线相切之点（图8.4中的e0
 点）更有利的话，那么，他就会愿意向她捐赠。当捐赠处于两个切点之间时，双方就会都不愿意向对方捐赠。

当捐赠点在切点的右边或左边时，即当两人都向对方捐赠时，他们二者都愿意使家庭收入最大化。如果这些点是相等的——例如，在图8.4中e0
 和e1
 是相同的——则二者总是要使其家庭收入最大化，而不管捐赠或他们的行为对收入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果他们的效用函数是相同的，或者更一般地说，如果Zh
 和Zw
 同值，即它们的无差异曲线的斜率都等于1，这些点将是相等的。不过，当他们的消费相等时，如果其自身消费的边际效用超过其他人消费的边际效用，并且他们二者都是更利己而不是更利他的话，即使Zh
 和Zw
 同值，其斜率也不等于1。 
[6]



多人的利他主义和妒忌

一个利他主义者可以有许多受益者，包括他的孩子、配偶、父母和兄弟姐妹等。一个向几个利己主义的孩子或其他利他主义受益者捐助的利他主义者的效用函数和预算方程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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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均衡条件下，一个利他主义者可以从自己收入或其他受益者收入的一个很小的增加上（假设yi
 ＞0）得到同样的效用。

对于一个单独的利他主义受益者来说，推导出来的全部理论能够继续证明，一个利他主义者特别要把其行为对不同受益者的外部效应内部化，就像要把自己的收入或消费以及他的受益者的收入或消费最大化一样。此外，每一个利他主义受益者，无论他如何自私自利，都会被利他主义者对其行为效应内部化的反作用所引导，这一行为效应是指利他主义者自己的收入和消费。

当其他利他主义受益者不进行报复时，一个利己主义受益者能够忽略其行为对他们的影响吗?例如，一个自私的汤姆会以降低他的妹妹简的收入1500美元为代价来为自己增加1000美元的收入吗? 即使假定简和他们利他主义的父亲都未发觉汤姆的行为损害了简的利益。“罗登·凯德定理”也以否定的结论回答了这一问题。


罗登·凯德定理


每一个利他主义的受益者，无论他多么自私，都会使其捐助人的家庭收入最大化，从而把他对其他利他主义受益者影响的全部效应内部化。

为了证明这一定理，应该说明，如果汤姆采取损害简的行动，那么，其家庭收入就会减少500美元。由于与其父亲相比，汤姆与简倾向于消费更优质的商品（见我们前面的讨论），因而当其家庭收入下降时，他们的父亲就会降低他们的消费水平。他可能通过减少他所给汤姆的1000美元以上的捐赠来降低汤姆的消费水平（假设他最初给汤姆的捐赠超过1000美元）。他也可能通过采取提高对简的捐赠，但不超过1500美元的办法来降低简的消费水平。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会使汤姆的经济境况变坏，因而他不会这么做。的确，如果简的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汤姆甚至会采取降低自己收入的行动，因为这时汤姆的父亲会增加对汤姆的捐赠，而这一捐赠的数量则大于汤姆收入减少的数量。

虽然“罗登·凯德定理”假定，利他主义者知道其受益者的效用函数和消费水平，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其受益者的效用和消费水平变化的原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汤姆的父亲并不知道汤姆是造成简的收入减少的罪魁，因而他无法阻止汤姆损害简的行动。

“罗登·凯德定理”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扩展，可以用它来说明嫉妒行为。


推论：


每一个利他主义的受益者，无论对其他利他主义受益者或者他的捐助者如何嫉妒，他都会使其捐助者的家庭收入最大化，并因此而帮助那些被嫉妒者。

例如，汤姆是不会采取任何有损于被他嫉妒的妹妹的行动的，如果家庭收入因此有所减少，即使对他个人有好处，他也不会这么做；并且他还有可能会采取帮助他妹妹的行动；如果家庭收入因此而有所提高，即使这样做损害了他个人的利益，他也仍然会这么做。或者说，在一夫多妻制中，如果家庭收入因此而会被减少的话，那么丈夫的第一个妻子将不会采取任何损害被嫉妒的第二个妻子的行动；如果家庭收入因此而会被提高的话，那么第一个妻子还有可能帮助第二个妻子。

为了证明这个推论，我们可以写出嫉妒的汤姆（或嫉妒的妻子）的效用函数：

ψ＝ψ（Zt
 ,Zj
 ）,（8.13）

式中， [image: ]

 表示汤姆对简的嫉妒。他们的利他主义的父亲的效用函数则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消费，汤姆的效用以及利己主义的简的效用为：

Uh
 ＝U[Zh
 , ψ（Zt
 ,Zj
 ）, Zj
 ].（8.14）

虽然简的消费的增加直接提高了其父亲的效用，因为 [image: ]

 ，但是它却间接引起了其父亲的效用的降低，因为 [image: ]

 可是，如果父亲最初已经给了简捐赠的话， 
[7]

 那么，正数的直接效应必定大于负数的间接效应，这就是


[image: ]



如果汤姆和简的效用 ψ 和 Zj
 与其父亲的效用相比是更优质的商品，那么当家庭收入减少时，由于汤姆采取了损害简的行动而使自己的经济境况变得更糟；同样，当家庭收入增加时，由于汤姆争取了帮助简的行为而使自己的经济境况变得更好。是其父亲对汤姆的捐赠引起了这些变化。如果汤姆自己的消费水平有了更大的提高，当简的经济境况有所改善时，嫉妒的汤姆的经济境况也会得到改善。

趋于更大嫉妒的汤姆的效用函数的变动，会减少其父亲对简的捐赠，的确，如果汤姆变得非常嫉妒的话，那么他给予简的捐赠可能减少到零。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的父亲将较少地关注简的收入变化，而较多地关注汤姆的收入变化。汤姆可以从其极大地损害简、减少家庭收入的行动中得到好处，因为他父亲不可能大量地减少对汤姆的捐赠。当然，如果父亲不支持孩子们之间的嫉妒的话，那么他的效用函数就可能只取决于汤姆的消费而不取决于汤姆的效用函数（见下一部分关于优质商品的讨论）。

不过，在一个家庭中，当家庭成员的有效率的利他主义没有对嫉妒进行应有的惩罚时，它就会对这个家庭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例如，一个父亲嫉妒其利己主义的子女，这样就可能降低而不是提高他的效用。所以，利他主义可以引导利己主义的孩子和其他利他主义的受益者们去采取利他主义的行动，而嫉妒则会引导孩子们和其他嫉妒的受害者们去采取嫉妒的行动。

如果一个人 （e） 嫉妒其利己主义的家庭成员 （m），那么他们的消费可能被看作是对减少其嫉妒的一种商品生产的负投入：


[image: ]



因为 κ＝1,…, m。

e 的效用函数将是：


[image: ]



如果嫉妒受害者的消费被大量减少，一个嫉妒者是愿意减少他自己的消费的。如果花费在嫉妒受害者身上的每一个美元可以减少他一个单位的消费量，那么，嫉妒者的预算限制和其受害者的消费将变成：


[image: ]



式中，Re
 是 （e）的“嫉妒收入”，即嫉妒者和他的受害者之间的差额。（e）把其嫉妒收入 Re
 的一部分花费在自己的消费（Ze
 ）上，另一部分花费在他嫉妒的减少上（提高 E）。由于 Ue
 与 Re
 单一相关，当 E 的价格保持不变时，我们可以推导出以下定理：


嫉妒定理Ⅰ


一个有效率的嫉妒者总是希望他的嫉妒收入最大化，并且，他总是要采取一切行动来扩大他自己和其嫉妒受害者之间的收入差额。特别是在他们的收入被更多地降低的情况下，嫉妒者将乐意减少他自己的收入；在他们的收入被更少提高的情况下，嫉妒者将乐意提高他自己的收入。

用图8.5能够很容易地说明这个著名的定理。在这里 F0
 是最初捐赠的位置，R0
 e
 是嫉妒者 （e） 的嫉妒收入，连结 F0
 和 R0
 e
 的预算线假定有＋1的斜率，f0
 是使其效用最大化之点。Ie
 和 Iκ
 之间差额的扩大，提高了他的嫉妒收入，并使他的预算限制线向右移动。如果 Iκ
 被减少得比 Ie
 多，那么，新的捐赠点可能是 F1
 ，然后，新的预算线 F1
 Re
 ′ 将移至最初预算线 F0
 R0
 e
 的右边，这是因为 Re
 ′ 超过了 R0
 e
 。很明显，（e）将采取各种行动去提高 Re
 ，并把他的预算线向右边移动。


[image: ]

图8.5 由嫉妒者的偏好、消费和被嫉妒者的消费所共同决定的嫉妒的成本。



被嫉妒者 （κ）在 f1
 点比在 f0
 点的经济境况更糟，因为当他的境况较好时，（e）会增加他的嫉妒消费，从而 （κ）将采取降低 Re
 的行动来损害（e）。那时，（e）将大量地减少他在嫉妒上的开支，使（κ）的经济境况得到改善。更一般地说，一切嫉妒的受害者都希望能够降低嫉妒者的嫉妒收入，并损害他的利益，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可以使他们的经济境况变好。所以，与利他主义者和利他主义受益者之间的和谐相比较，可以看到是嫉妒者制造了嫉妒者与嫉妒受害者之间的冲突。不过，嫉妒也可以在其受害者之间制造出和谐来，就像利他主义可以在其受益者之间制造和谐一样。这是因为即使利己主义的嫉妒受害者，也希望能提高其他嫉妒受害者的收入（以此来打击嫉妒者）。在下面相当于利他主义的“罗登·凯德定理”中，嫉妒受害者的行为能够被规范化。


嫉妒定理Ⅱ


一切嫉妒受害者都希望嫉妒收入和嫉妒者的效用最小化。因此，他们只采取缩小嫉妒者和嫉妒受害者之间收入差额的行动，如果嫉妒者的收入有了较大的减少，或者如果其他嫉妒受害者的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那么，每一个嫉妒受害者都愿意减少自己的收入。

“罗登·凯德定理”和有关嫉妒的定理说明，如果罗登·凯德们要扮演罗登的角色，他们就必须要有罗登的父亲们——罗登的妻子们必须要有罗登的丈夫们。如果兄弟姐妹、父母和丈夫对其孩子和妻子是利他主义的，那么，即使是利己主义，嫉妒的妻子或孩子也会对他们表现出利他主义来；如果父母或丈夫嫉妒自己的儿女或妻子，那么他们的孩子和妻子就会表现出对自己的父母和丈夫的嫉妒。不过，“罗登·凯德定理”并不意味着具有利他主义成员的家庭是完全和谐的。利己主义的孩子总是希望从其父母那里得到更多的捐赠，自私的妻子也总是希望从其丈夫那里得到更多的捐赠，并且，嫉妒的孩子或妻子总是希望给予他们的兄弟姐妹或妯娌的捐赠更少一些。孩子们用哭闹、哄骗和其他办法来推迟断奶时间，减少父母对他们的惩罚以及增加父母花费在他们身上的金钱、时间和精力（见特里弗斯的分析，1974年）。

家庭收入分配上的这一冲突不应该、也不意味着它可以与收入生产上的任何冲突相混淆。的确，“罗登·凯德定理”说明，在具有利他主义成员的家庭中有和谐的收入生产：即使存在着利己主义、嫉妒的孩子或妻子们影响生产 
[8]

 全部决策的行动也罢（除非利他主义被驱赶到一个“角落”里）。所以，具有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成员的家庭既不会有完全的和谐，也不会有完全的冲突。但是，和谐表现在生产方面，而冲突表现在分配方面。当然，如果有更多的家庭成员是利他主义者时，在分配方面的冲突就会较快地减少，而生产方面的和谐则会较快地增加。

如果其配偶也是利他主义者，并且也为其子女进行捐赠的话，那么，一个利他主义父母的家庭经济境况就会变好。由于孩子的福利会对其父母的福利产生影响，因而从父母那里所得到的捐赠数量将取决于其配偶捐赠的数量。的确，每一个人都可以享有其他人的捐赠。[见关于公共产品的讨论，萨缪尔森（1955年）、蒂德曼和塔洛克（1976年）]

“罗登·凯德定理”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父母的捐赠一直推迟到自己的暮年才进行：考虑到整个家庭的利益，他希望给他的孩子们提供一种长期的激励。的确，他把一些捐赠物一直保存到他临终之前，以便他能够说出最后的话。 
[9]

 不过，他通常并不会把所有的捐赠物都留到最后才交给子女，部分原因是他必须与他的孩子们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

这一分析解释了为什么利他主义的父母要把自己的财产作为遗产而不是作为捐赠留给自己的孩子们，即使捐赠税比遗产税低， 
[10]

 即使对其孩子来说捐赠用途更大。这一分析还说明与较贫穷的家庭相比，较富裕的家庭能够从年龄较大的子女身上引致更多的利他主义的行为，其原因在于较为富裕的家庭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对孩子的非人力资本投资一样多，并且它们更乐意把非人力资本作为遗产或捐赠给予自己年龄较大的孩子们。

“罗登·凯德定理”与我们前面的分析，其基本含义是一致的，其证据是父母给不同孩子的遗产都常常是一样多的（见门奇克的例子，1980年，汤姆斯，1980年 a）。再强调一下，遗产与捐赠品之间的区别是十分关键的，因为富裕的父母主要是用捐赠来对那些得到较少遗产的孩子进行补偿。 
[11]

 如果捐赠能够完全补偿这些孩子的话，那么，这些相等的遗产将会从年纪较大的子女身上引致数量相同的利他主义。但是，如果用遗产来进行这一弥补，那么从得到捐赠的年纪较大的孩子身上却只能引致较少的利他主义。

如果养老金市场是不完善的，父母又过早去世，那么，即使比较贫穷的父母也会留下遗产（汤姆斯，1979年）。由于较贫穷的父母不能完全补偿得到较少捐赠的孩子（见第六章），对于这些孩子来说，这种“出于无意”的遗产会更大。在一个小型不动产样本中，遗产较大地倾向于给那些得到较少捐赠的孩子（汤姆斯，1980年 a）。

“罗登·凯德定理”也解释了为什么捐赠通常是有名有姓的，即使一个利他主义者，也希望其受益者知道谁是他们的捐助者，以便他们能把他的利益合并进自己的行为中去。这样，捐助者要求署名的行为并不意味着他的赠品是为了“购买”社会声望或者是要求回报，它可能仅仅包含着这样一种认识，即完全的赠品是能够明显地把利己主义的受益者引导到利他主义的行为上来。

报复的威胁能够引导完全利己主义的家庭成员去考虑他们的行动对其他家庭成员的影响。不过，报复威胁的效果会随着家庭成员年纪的增大和较少“行动”而逐渐减弱。但是，即使家庭成员的年纪较小，报复也不可能单独引导出充分的利他主义行为来（见拉德纳的讨论，1979年、1980年和特尔瑟，1980年）。此外，无意识的行为常常不容易与有意的伤害行为区别开来，因为后者能被伪装，使无知的人们不能辨别。虽然利己主义的家庭不需要惟一地相信报复的威胁，因为他们能够协商制订契约和其他协议来采取利他主义的行动，但这些制度安排却极有可能遭到欺骗、欺诈、猜疑以及维持安定和强制实施协议的成本等的阻碍。

利他主义家庭无需通过签约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也可参看库尔兹，1977年），因为即使利己主义和嫉妒的家庭成员，也能够被引导从而采取利他主义的行为。所以，对于他们而言，维持安定和强制实施的费用支出是不必要的，并且，用声称无害的办法去隐瞒有害的行动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利他主义者不会进行报复。 
[12]

 但是，他会对家庭收入的变化做出自动的反应，而不去考虑其变化的原因。的确，当每个参加者都能获得一个有限的、但却是长期连续的反应时，即使稍微有一点利他主义的人，也能够采取充分合作的行为。利他主义家庭部分地免除了“最后步骤”的可能性是因为利己主义的家庭成员也被引导采取利他主义的行动，直到利他主义者去世甚至更晚的时候，才可能把遗产和其他被拖延下来的捐赠交给继承人。 
[13]



乐善好施者的情况也许可以说明一些利他主义者对协作的、有效率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见兰德斯和波斯纳的分析，1978年）。当一个利己主义者看到有人掉进水中，有人遭到袭击，或者有人处在恐怖环境中的时候，如果没有获得金钱或物质补偿的承诺，他会拒绝提供帮助。然而，一个利他主义者，即使他面临危险，甚至即使他的利他主义是如此微弱，以至于他不能采取一切方法去解救前面提到的那些不幸的人，他也还是要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帮助的。虽然他从这一帮助中所得到的边际效用可能很小。一个利他主义者从帮助他人中获得的效用总量增量仍可能会超过他努力的负效应，或者他所承担的风险，因为那些遭受不幸的人的福利要大幅度地下降。这一例子不仅说明了在利己主义失败的地方，利他主义是如何引致有效率的行动的；而且说明了在利他主义十分微弱的时候，利他主义者是如何有效率地改变其行为方式的。

本书第二章表明，居民户中扩大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特别是在生儿育女的妇女和参加市场活动的男人之间扩大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鼓励了那些逃避自己责任和以牺牲其他家庭成员作为代价来发展自己福利的行为。因为一个利他主义者会使其受益者的家庭收入最大化，并且他绝不会逃避自己的责任，也不会在其他方面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增加自己的福利。所以，利他主义扩大了劳动分工和资源配置的效率。

与亚当·斯密和其他经济学家不同，埃米尔·迪尔凯姆断言，一种扩大的劳动的主要优势不是增加生产，而是增加劳动者的利益和感情和谐（“有机的团结”）。 
[14]

 我则认为，利己主义者之间的劳动分工可能会鼓励欺骗和逃避责任，而不是有机的团结。与迪尔凯姆的看法相反，我坚持认为，一种思想感情的和谐是有效率的劳动分工的原因，而不是结果（也可参看迪尔凯姆在赫什利弗的讨论，1977年 a）。从劳动分工到感情和谐之间的惟一联系是利他主义家庭和其他组织的生存与繁荣，这是一个需要简要地加以分析的课题。

家庭效用函数

如果说利他主义者或嫉妒者都会注意他们的受益者或受害者的效用的话，那么对利他主义和嫉妒的分析就比较容易扩展到许多商品的分析上去。因为在

Uh
 ＝U[Z1h
 ,…, Zmh
 , ψ1
 （Z11
 ,…, Zm1
 ）, …, ψp
 （Z1p
 ,…, Zmp
 ）],（8.17）

式中，Zij
 是第 j 个家庭成员所消费的第 i 个商品，因为 j＝h,1…, p，当第 к 个自私的受益者的效用增加时，ψκ
 增加。利他主义者 h 把“美元”捐赠给他的受益者，因为当他们用这些美元使他们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时，h 的效用也达到最大化。他的预算方程式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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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πi
 是第 i 个商品的价格 yκ
 是捐赠给第 κ 个受益者的美元。κ 的预算方程式替代了 yκ
 之后，利他主义者的家庭收入是：


[image: ]



等式的最左边表示，花费在利他主义者和其受益者消费上的家庭收入，显然，他们所消费的商品是不同的。

所有利他主义受益者都愿意使家庭收入和利他主义者的效用最大化，即使他对他们的决策并无决定权，因为他们自己的效用是与他的效用一起增加或者减少的。结果，一个利他主义者的家庭，可以被看作是存在着一个家庭的效用函数，全体家庭成员不管收入如何分配，都自愿地使这一效用函数最大化（只要利他主义者不被赶到“角落”里去）。

一个家庭效用函数推导的结果，可能与保罗·萨缪尔森（1956年）所提出的关于社会无差异曲线的著名论点形成鲜明对比。不过，萨缪尔森对他所提出一个一致的“家庭社会福利函数”还没有进行充分的说明，就已经把它移植到不同家庭成员的单个效用函数上了。除此之外，他还说，一个家庭成员的“财货偏好有独立于其他家庭成员消费之外的特性。但是，血浓于水，不同家庭成员的个人偏好与被称作‘同感’或者‘社会福利函数’的东西可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这些考虑到了每个家庭成员消费水平所应该得到的或伦理的价值”（第10页）。对于这一观点，我所感到不解的是，不同家庭成员所“应该得到的”消费是否可以简单地合并到每个家庭成员的个人偏好之中。因为根据我的分析，它们并不是通过一种“同感”来建立其内部联系的。

萨缪尔森还提出（第21页），“如果假定家庭内部可以有一种最佳的收入安排，以便使每一个家庭成员的美元支出等于其道德价值，那么就可以给整个家庭推导出一组与消费总量相联系的无差异等高线。家庭可以被看作就像它使如此一组偏好函数最大化一样的行为”（最初用斜体字）。根据我的理解，“最优再分配”起因于利他主义和自愿捐助，“偏好函数组”是与利他主义的户主完全一致的，即使当他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时也是这样。 
[15]

 虽然他的“无差异等高线”并不简单地取决于家庭对每一商品的总消费，家庭消费也不取决于家庭收入的分配（除了“角落”）。家庭消费与家庭收入水平呈正相关；与商品的相对价格水平呈负相关。

如果 （h） 的效用函数取决于另一个家庭成员 （j） 的效用，同时 （j） 的效用函数取决于 （h） 的效用，那么，一种无限的回归将在捐赠的运动中得以确立。例如，（h） 的捐赠直接提高了 （j） 的效用，同时，由于 （h） 的利他主义，他的效用也因此而间接地得到提高，这又在事实上提高了 （j）的效用，因为（j）也是互惠的利他主义者，等等。这种无限回归可以用数学语言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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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使合适的限制被安排在一定程度的互惠的利他主义之内，一个家庭的效用函数也依然存在。基本的限制是指从自己消费中所得到的边际效用有超过从其他人的消费中所得到的边际效用的趋势（见数学附录C）。

即使利他主义的父母，也不只是接受其年幼子女的效用函数，这些年轻子女太缺乏经验，以至于不能明白“对于他们来说什么是好的”。 
[16]

 父母们可能希望孩子们学习时间更长一些，不要太贪玩，要多听父母的话。在其子女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和接受了更多的教育之前，父母总是希望控制他们的消费及其他行为。当然，孩子们（在现代，尤其是在他们的青春期）可能认为，他们已经懂得了许多事情，而他们的父母却对许多社会的重大变化缺乏了解。在日新月异的社会里，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加剧烈，而在年纪较大的孩子们之间的冲突却通常较为缓和，因而利他主义的父母更愿意把美元捐赠给那些按他们的意愿进行消费的孩子们。

有时父母希望孩子们不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这不仅因为父母是利他主义的，相信自己掌握了更充分的信息，而且还因为他们是在与其子女一起进行竞争，他们可以从其子女的成就中树立自己的声望。也有可能他们是出于“利己主义”的缘由。父母的效用函数可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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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κ
 代表父母从其第 κ 个子女消费中得到的利益，如果它与 κ 的效用函数紧密相关的话，那么，父母将只能从非限制性捐赠中获得极小的收益。的确，若 Qκ
 与 Uκ
 负相关，则非限制性捐赠会使父母的经济境况变得更糟。父母可能用捐赠的特殊商品来替代，或者会对其子女花费他所捐赠的美元的方式加以限制。 
[17]



Qκ
 与 Uκ
 之间的冲突意味着，在一个家庭中并不存在一个共同的效用函数，不同的家庭成员会使不同的效用函数最大化。因而，这种家庭的冲突可能要超过利他主义家庭的冲突。的确，如果 Qκ
 与 Uκ
 呈负相关的话，那么，这种冲突就会与嫉妒家庭的冲突相同。

家庭中的利他主义与市场上的利己主义

本章一开始，我就曾指出，利己主义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市场交换中，而利他主义则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家庭生活中。但是，我没有解释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在家庭中是利他主义者，而在商业和企业中却是利己主义者。其理由并不在于利己主义的父母和子女或者利他主义的买者和卖者都不存在。我们可以看到，被忽视的孩子与父母以及乌托邦的冒险者也进入生产和消费。我认为，利他主义鲜见于市场而多见于家庭的主要原因，在于在市场交换中利他主义的效率较低；而在家庭生活中利他主义的效率较高。

尽管亚当·斯密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对市场交易中的利己主义行为进行了历史性的、极有价值的讨论，但是，这些论点还是未能从对基本理论的研究中推导出来。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市场竞争中，有目的的行为（目标取向行为）比随意的、无目的的行为有更强的生命力（见赫什利弗的观点，1977年a）。但是，这些探讨并没有说明，利他主义的有目的的行为是否与有目的的利己主义的行为有同样长久，或者更为长久的生命力。亚当·斯密（1853年）曾试图解释为什么人们对于自己的家庭成员比对陌生人有更多的利他主义，但是他没有说明当利他主义行为和利己主义行为在市场交易中发生冲突时，有什么事情可能发生。

一个简明、朴素的观点是：在市场交易中，利他主义是无法与利己主义进行竞争的。因为利他主义者对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所要求的价格总是低于市场价格，所以他们一般总是得到较少的利润和其他货币收入。这一观点朴实地说明了利他主义者接受精神收入，并用它来替代货币收入——如同他们要出售产品、提供服务一样，他们也要消费——如同他们要使其货币收入最大化一样，他们也要生存，只是他们不想使自己消费得太多而已。 
[18]



利他主义不具有普遍性的原因，不在于利他主义者接受精神收入代替货币收入，而在于利他主义在市场交易中所生产的精神收入是一种无效率的方式。比如，一家工厂为了使其产品遵守利他主义的价格原则而降价出售给一些消费者，消费者从利他主义厂商那里所得到的货币价值接近于 Δp（x0
 ＋1/2Δx），此处 Δp 是价格补贴，x0
 是顾客的消费。如果他们没有得到补贴的话，Δx 是由补贴所引致的消费增量，1/2ΔpΔx 是由补贴所带来的消费者剩余。同时，厂商的利润降低到 Δp（x0
 ＋Δx），它也超过了从消费者那里所赚取的货币收入。

如果所有消费者都被索要同样的价格，并且幸运的消费者可以得到一个现金馈赠的话，那么，厂商和这些消费者的受益者则可以从减少同样数量的利润中获得更大的效用，或者从减少较少的利润中获得同样的效用。如果赠品等于 Δp （x0
 ＋Δx），那么厂商的成本将是相同的。但是，这些消费者效用增量的货币价值，从而利他主义厂商的效用增量的货币价值会比 Δp（x0
 ＋1/2Δx） 更大。因为赠品能够按照愿望随意花费，并且与这个产品的消费无关。同样的看法可以说明，现金赠品对雇员受益者比高工资率更有效率，或者说，现金赠品对雇主受益者比低工资率更有效率。

结论是：根据利他主义、用现金进行交易的厂商所得到的效用，大于有着同样偏好
 和市场机会的其他厂商，而后者总是给消费者、工人或供给者以补贴。因此，用现金进行交易的厂商比利用市场交易传递其利他主义的厂商更有效率。虽然市场交易中效率较高的参加者可能有较高的利他主义倾向，但是他们的行为表现却好像是利己主义的，即要使他们的货币收入最大化。他们通过与市场交易无关的现金交易来表达其利他主义。这一点早已被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制造业头面人物的戏剧性行为所说明。这些人本来都是一些臭名昭著的利己主义者，但却为慈善事业捐赠了巨款。

这一观点并不排除家庭企业雇佣自己的孩子和其他亲属来做工。“罗登·凯德定理”表明，利他主义的受益者会比其他雇员较多地考虑企业的利益，而较少地出现偷懒、盗窃和其他损害企业利益的行为（而且厂商可以雇佣那些并不是利他主义者的亲属，因为厂商了解其亲属的技术、性格特征和所需支付的费用。雇主可以利用这些信息给他们的亲属分派适当的工作，并利用这些信息来探测其亲属生活“过于优裕”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们盗窃了企业的东西）。通过采取指定小时工，或者通过红利形式的现金交易，厂商能够支付给雇员——受益者以更多的利益，即这一利益大于其在劳动工时所作的无效率的交换价值。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虽然利他主义在市场交易中没有效率，可是小的家庭企业在农业、服务业和在其他一些行业中却一直兴旺发达（见第二章）。

随着利他主义受益者的数量增加，对他们的平均捐赠最终将减少。这是因为当捐赠较少时，利己主义受益者们很少会考虑其捐助人的利益。一个拥有许多受益者的庞大的组织结构的利他主义首脑，很容易被其受益者的这种伤害行为推到零捐赠的“角落”。这些人竟声称：“全人类的朋友也不是我的朋友”。大的企业数量远远超过大的居民户的数量，因为对于一个企业来讲，由专业化投资和劳动分工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是更为重要的（见第二章）。在居民户内部的利他主义比在企业内部更为普遍，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在小的组织结构中利他主义更有效率。

利他主义在家庭中普遍存在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家庭组织很小，有许多互相影响的因素，而且还因为婚姻市场存在着把利他主义“分配”给其受益者的倾向。一个利己主义的受益者会把她的家庭收入与从婚姻市场上其他参加者所得到的其捐赠者配偶的家庭收入相对比，她接受捐赠后的家庭收入（方程式8.7）是：

Sw
 ＝Zw
 ＝Iw
 ＋y,

式中，Zw
 是她的消费，y 是他给她的捐赠，Iw
 是她自己和一个在其他方面完全相同的利己主义参加者的收入，有其受益者的利他主义者的家庭收入（方程式8.4）是：

Sh
 ＝Zh
 ＋Zw
 ＝Ih
 ＋Iw
 ,

式中，Ih
 是利己主义者的收入，他们在其他方面则与利他主义者 （h）完全相同，由于妻子的消费按两倍计算（它进入他们双方的效用函数）。与那些同样举行了婚礼，但既没有捐赠者又没有受益者的人相比，他们的婚姻会有更好的经济境况。 
[19]

 所以，我们能够轻易地解释为什么拥有关怀——或爱情——的婚姻可能成为配偶均衡类型的一个组成部分（见第十一章关于扩展型家庭的讨论）。

利他主义的父母不会比利己主义的父母有更多的孩子，但是，他们在孩子身上却投入了更多的人力资本，或者说他们更注重提高孩子的质量。因为通过其投资效应对孩子的自然作用，利他主义父母的效用也会得到提高（也可参看伊什卡瓦，1975年）。因此，与利己主义家庭的孩子相比，利他主义家庭的孩子也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功”，这将会把利他主义家庭的影响扩展到其家庭成员中去，并且，它们的影响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其事实根据是，有成功的父母就可能有成功的孩子。对子女的利他主义多半是从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并且世代相传。

我们的分析也解释了为什么通常父母给予孩子的要多于孩子给予父母的。 
[20]

 即使父母和孩子同样都是利他主义者，父母也会更多地给予孩子，因为他们对孩子的投资是更有效率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假定所给予的仅仅是转移资源，并且回到前面几章的更一般的、似乎很有道理的假设，即捐赠的生产率取决于一系列因素，也包括捐赠接受者的性格特征等。对孩子的捐赠可能要比对父母的捐赠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因为孩子们的寿命要比其父母更长， 
[21]

 并且，也还没有能够像其年迈的父母那样积累那么多的人力资本，这样，即使子女同样是利他主义的，父母也将给予他们更多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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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 当父母和子女具有同样偏好时，父母给子女的捐赠以及捐赠的生产率。



图8.6假定，父母和子女的偏好相同，无差异曲线 U0
 和 U1
 以45°线为对称线，沿45°线有一个 -1 的斜率。如果捐赠位置 E 处于45°线上，那么，父母和孩子都没有给对方捐赠，即使每一美元捐赠都会给接受者增加一个单位的消费。不过，如果他们的转换曲线 AB 的斜率在45°线上超过一个单位，由于父母对子女的捐赠比子女对父母的捐赠具有更高的生产率，那么当父母给予子女捐赠为 yc
 （1＋r），子女接受父母的捐赠为 ye
 时，父母和子女的效用均达到最大化。式中 r 是父母对子女捐赠的回报。

结论性的评论

即使利他主义只限于家庭内部，它也仍然指导着所有资源的大部分配置。在一切社会，包括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家庭对相当大部分的经济活动承担着责任——一半或者一半以上——因为家庭已经为其成员投入了大量的消费、教育、健康和其他人力资本。我认为，利他主义所支配的家庭行为的范围与利己主义所支配的市场交换的范围是一样大的。如果我的这一看法没有错误的话，那么利他主义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将远远超过现在公众对它的了解。但是，由于经济活动和市场交换的同一性，利己主义行为的普遍性被过分地夸大了。

在过去的200年里，有关探索利己主义的经济效应的模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因此，在这期间，经济科学已经使亚当·斯密的洞察力精细化了。现在已知的利己主义在不同市场类型中配置资源的方式是非常多的，然而不幸的是，一个同样复杂的关于利他主义的分析模型却一直没有被提出来，我希望本章关于利他主义的分析能够成为这一模型进一步发展、完善的起点。 
[22]



数学附录

A. 虽然这是一个关于其家庭收入最大化的相当直接的暗示，但是所给予的证明却可能是很有教益的。如果 dZ0
 h
 和 dZ0
 w
 通过一种特殊的行动直接改变了 h 和 w 的消费，那么利他主义的效用变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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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的 dV0
 是在 h 和 w 消费变化时对 h 的价值，h 和他的利己主义受益者 w 双方仅采取了提高 h 效用的行动——即提高家庭收入——因为只有这些行动才有可能使他们的经济境况变得更好一些。由于 λ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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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式子就得到了证明。只要 h 的效用函数取决于 w 的效用，那么这个分析很容易概括由 h 和 w 消费的许多商品。

B. 如果 ψj
 ＜0 和 Zj
 增加，汤姆仍将生活得较好，即使 dψ＝ψt
 dZt
 ＋ψj
 dZj
 ＞0

或者

dZt
 ＋（ψj
 / ψt
 ）dZj
 ＞0.

汤姆采取提高其妹妹简和家庭收入的办法很明显将会使他自己的经济境况变糟。

如果

当 dIt
 ＋dIj
 ＞0 时， dIt
 ＋（ψj
 /ψt
 ）dIj
 ＜0，

不过，已增加的对汤姆的捐赠和可能成为减少其父亲给简的捐赠的这一行为，将会提高 dZt
 和 dZj
 的联系，从而满足第一个不等式。因此，当第二个不等式成立时，汤姆、简以及他们的父亲的经济境况都将得到改善。同样的道理，因为第二个不等式颠倒了，所以看起来似乎可以改善汤姆经济境况的行动，实际上却会使汤姆的经济境况变得更糟。其父亲已经减少的给汤姆的捐赠和可能增加的给简的捐赠这一行为，将会降低 dZt
 与 dZj
 的联系，以便使第一个不等式也颠倒过来。

C. 分析科布—道格拉斯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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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h
 , aj
 , bh
 和 bj
 大于零，代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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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 bh
 bj
 与依据保持科布—道格拉斯形式的 Ub
 和 Uh
 所作的转换无关。从其他人的效用变化而来的边际效用受到限制，因此，这些效用函数将是存在的，仅仅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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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布—道格拉斯被总效用函数所替代时，很容易说明最后的这个不等式仍然保持必要和充足条件。

在 ah
 可能小于 bh
 和 aj
 的意义上，自己消费的重要性要小于其他人的效用，而且 aj
 可能小于 bj
 。不过，如果 bh
 bj
 ＜1，由于，αh
 αj
 ＞βh
 βj
 ，所以自己消费的重要性必然远远大于其他人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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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程式更适用于一般效用函数。




[1]
 为了区别利他主义与利他主义受益者，我用阳性代词来代表利他主义者，用阴性代词来代表利他主义受益者。


[2]
 我们考虑一下下面这个问题：“只有你们，我嫉妒你们……我嫉妒你们所拥有的一切权利。我非常自信，我没有感到我有必要对你们表示粗俗的感谢；我似乎感到，你们反倒应该感谢我，因为我给了你们享受大量满足的机会……为了增加你们的幸福，我可以尽快出世。我将作为你们的恩人降临，因为在我感到痛苦的时候，可以给你们一个帮助我的机会”（狄更斯，1867年，第41页）。


[3]
 我感谢舍温·罗森的建议，这使我有可能画出了这个图，也可见科勒德（1978年，第106页）。


[4]
 根据D.H. 罗伯逊的说法，“我们（经济学家们）最能为节约稀缺资源——‘爱’而做出自己的贡献，即充分而又节约地利用这种稀缺资源。因为我们知道，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爱’是世界上最可贵的东西”（1956年，第154页）。


[5]
 由于一个利他主义的受益者会使Sw
 =Iw
 +y增至最大限度，所以，当y=0 时，她可能单独使Iw
 最大化。而一个利他主义者将会把下面的方程式最大化：

Sh
 =Ih
 +mh
 Iw
 

式中，mh
 Iw
 是相对于他来说的（w）收入的货币值，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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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均衡位置上他的无差异曲线的斜率。如果他的捐赠是正值（y＞0），那么，mh
 =1, 他使Ih
 +Iw
 =Sh
 最大化或者使家庭收入最大化。不过，如果他的捐赠为零的话，0＜mh
 ＜1，他就不会忽略她收入的变化，虽然她收入变化的重要性要比他小。


[6]
 （h）的效用函数，可以称作倾向于利己主义的、中间的、或倾向于利他主义的。因为当Zh
 =Zw
 时，U/Zh
 U/Zw
 ，对于（w）来说也是如此。如果（h）和（w）的效用函数都倾向于利他主义，他们的愿望就很难实现。因为这时他们二者都要求对方比自己消费得更多一些，这种“过度的”利他主义冲突与“过度的”利己主义的冲突在形式上是同一的，两个方面的效用函数都是倾向于利己主义的。

为了搞清楚这一点，可让图8.4中的e点来代表由（h）所选择的均衡位置，e0
 点代表由（w）所选择的均衡位置。如果在E0
 点捐赠，则（h）和（w）都有可能要求从h到w得到一定的捐赠。不过，只要（w）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捐赠，并且达到了e0
 点时，她就会拒绝接受额外的捐赠。除非（h）通过给她提供一个要么没有任何捐赠，要么有大量捐赠的选择，并把这些捐赠达到e0
 点以外，从而引导（w）接受更多的捐赠。同样，如果捐赠在e1
 点的左边，则（w）想把捐赠点移到e0
 点，而（h）却不愿意接受e1
 点右边的任何捐赠。当捐赠点在e0
 和e1
 点之间时，二者都愿意向对方捐赠，同时都不愿意接受对方的捐赠（见数学附录C）。


[7]
 在均衡条件下，其父亲可以从汤姆和简所消费的每一个微小的增加上得到相同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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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和简消费水平之间的直接与间接边际替代率之和等于1。由于 ψj
 ＜0; ψt
 ＞0，所以，直接边际替代率的均衡大于他们愿意达到的没有嫉妒时的边际替代率。


[8]
 我知道我的每一个妻子都在不停地议论我，她们嫉妒丈夫的爱情。并且当其丈夫对一个妻子的孩子比对其他两个妻子的孩子更好时，或者当丈夫给一个妻子带回礼品而没有给其他两个妻子带时，她们就会产生被抛弃的感觉。然而，这三个妻子却是相互依赖的。因为她们知道，没有其他人的帮助，她们的生活就会更困难。基本的嫉妒和细小的厌恶就是这些。日常生计的压力会使这些消失或减弱（费尔内，1965年，第170页）。


[9]
 只有李尔王理解了这一点：

李尔：你能说我愚蠢吗? 孩子

愚蠢的人：在你出生的时候，

你已经把你的一切

其他财产都抛弃了。

——莎士比亚，《李尔王的悲剧》


[10]
 捐赠品的边际税率似乎比遗产税低，但最近的研究（亚当斯，1978年）表明，捐赠品和遗产的实际边际税率差别并不大。


[11]
 有关捐赠品的证据太少，以致不能考察这个深刻含义（见门奇克，1980年）。


[12]
 从一份连环漫画《唐迪》（《芝加哥讲坛》，1979年12月17日）的对白中，可以认识这一点。我很感激斯蒂芬·斯蒂格勒带给我的这本杂志，并使我对它发生了兴趣。

唐迪的养父：你祖母给我买了这些花样滑冰鞋，因为她爱我。

唐迪：可事实却不是这样，她只不过是在贿赂你，使你不再欺侮我。

唐迪的养父：这二者本来就是一回事。


[13]
 利他主义家庭和利己主义家庭一样，可以把其遗产拖延到最后才移交。


[14]
 这样，我们可以利用一种新的观点来思考劳动分工。在这个例子中，它能给予的经济含义是不能与它所产生的道德效应相提并论的，并且它的实际作用是在两个或更多的人们中间产生一种和谐的感情（迪尔凯姆，1933年，第56页）。


[15]
 萨缪尔森（第9页）似乎可以相信，如果家庭偏好函数组与户主的函数相同，户主必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16]
 也许这样论述更好一些：年幼的子女们的基本效用函数可以被接受，但是却不能相信他们能使其效用最大化，因为他们所掌握的关于居民户生产函数的信息总是十分有限的。


[17]
 一个喝醉酒的人对另一个卡通画中的人说：“你能一口气喝下这瓶酒吗?”另一个人回答：“我怎么知道你是否已经买了下酒的菜呢?”


[18]
 对黑人和其他人的歧视与货币收入最大化不同，因为歧视者放弃货币收入以减少精神成本，因此，他们不能使其较低的货币收入与较高的精神收入相平衡（见贝克尔，1971年）。


[19]
 一个利他主义的捐助者和他的受益者结合，会比一对利己主义的夫妇有更好的经济境况，其补充理由在于，与利己主义的婚姻相比较，利他主义的婚姻具有更高的效率和生产力。


[20]
 自从《圣经》问世以来，这种现象一直被关注，例如，阿波斯特尔·保罗写道：“子女不应该为父母而储蓄，但是，父母为了抚育孩子却必须这样做”（Ⅱ科林特恩斯12∶14，我把这个引证归功于奈杰尔·托姆斯）。


[21]
 生物学家认为，来自非人类父母的捐赠也比来自其后代对他们的捐赠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因为他们后代更多的再生产潜力还处于保存状态。


[22]
 下列经济学家也对利他主义的经济问题进行过讨论，如鲍尔丁（1973年），费尔普斯（1975年），赫什利弗（1977年b），库尔兹（1977年），多拉德（1978年）和其他一些学者。



第九章 非人类物种的家庭

经济分析不仅对于理解人类行为，而且对于理解非人类物种的动物行为也是一个有力的工具。很明显，一切动物都必须“决定”是实行单配偶制，还是实行多配偶制；是生产较多的后代而很少照顾它们，还是生产较少的后代而更多地照顾它们；是按照性别和其他方法进行严格的劳动分工，还是相反；是对其后代和其他动物采取利己主义的行为，还是利他主义的行为。

这一章把前面几章有关人类家庭发展的分析用来分析其他动物：可用第三章到第五章的分析来解释动物后代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不同动物所选择的配偶制度，后者包括鸟类、哺乳动物类和两栖动物类。 
[1]

 我们可以同样好地把以上分析运用于劳动分工、利他主义（见贝克尔，1976年a）和不同动物种类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

动物幼仔的数量和质量

每一种动物的成员总会为食物、配偶和其他有限的资源而互相竞争。其中强壮的、聪明的和对异性有吸引力的动物在生育后代方面占有更多的优势，因为它们能强行霸占更多的资源，包括配偶。在生产后代方面获得成功的特性，在以后各代的生产中会成为更为普遍的事情，即使它们是由遗传而得到的特性。这种自然选择过程是现代生物学的基础。

每一个动物（它生育相当多的后代）被继承的特性和其现有的从一个祖先遗传下来的东西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管这些特点在其他方面是否处于不利地位。所以，自然选择意味着在动物种族后代养育方面的基本竞争，有着这样特性的动物更容易生存，即它们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能量都用来使其存活的幼仔和后代最大化。因为被继承的特性是通过基因遗传的，自然选择还意味着占有更多资源和配偶的动物能够在以后各代中使它们的基因复制品最大化（道金斯，1976年）——生物学家把这种最大化称之为遗传学上的“适应性”。

我们可以想象出被生产函数所决定的这一适应性：

G＝G（n,q）,（9.1）

这里的 n 是复制品或者已经生产出的幼仔的数量，q 代表每一个幼仔再生产的价值。适应性最大化会受到有限的能量供给与时间供给的约束，同时也会受到 n 与 q 生产函数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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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n
 和 eq
 分别代表花费在 n 和 q 上的资源，e 代表资源总供给，γ 和 δ 代表影响 n 和 q 的其他因素。每一个成功的动物总是要生产更多和更高质量的幼仔，因为它们有更多的能量和其他资源（比 e 多），或者说，它们更有效率（γ 和 δ 有更高的价值）。

如果 n 和 q 的生产函数能够通过简单函数变得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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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预算方程式可以被写成：

pn
 n＋pq
 q＋pnq＝e.（9.4）

pn
 n 项是生产幼仔的成本，它取决于它们的“质量”。这些固定成本在几乎所有动物中对雌性动物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雌性动物要把相当多的资源用于其生产卵子上，而雄性动物通常却能很容易地使这些卵子受精。但是，为了接近雌性动物，雄性动物也要使用很多办法来进行竞争。pq
 q 项代表幼仔质量的追加的固定成本，它不取决于幼仔的数量。有时候雌性动物要为获得较为有利的巢穴地而进行竞争，在较为有利的巢穴中，雌性动物可以有较好的生存机会，以提高幼仔的质量。或者说，在这些地方，雄性动物能够较容易地保护自己的大量幼仔，pnq 项是可变成本，它取决于幼仔的质量和数量。

如果资源在 n 和 q 之间进行配置，那么方程式（9.4）的预算约束会使适应性最大化。


[image: ]



此处 πn
 和 πq
 分别代表生产一个追加单位幼仔的数量和质量的影子价格。如果 pn
 、pq
 和 p 不变，那么 πn
 和 πq
 也不变，因为 πn
 实际取决于 q, πq
 实际取决于 n。数量和质量之间的这种互相影响，在第五章中已经系统地探讨过。如图9.1所示，这里 G0
 和 G1
 代表适应性生产函数的凸向原点的无差异曲线。 n 和 q 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指，方程式（9.4）的资源限制边界线也是凸向原点的，如 AB 所示。如果资源限制边界线与无差异曲线相比，更少地凸向原点——如果 n 和 q 之间没有较强的互相影响——那么， n 和 q 的最优结合将会在一个内部位置，如图中的 f 点。不过，如果资源边界线不比无差异曲线更凸向原点，那么，最优的结合点就将在一个“角落”，即 n 大（或 q 大）而 q 小（或 n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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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动物幼仔质量和数量之间的相互影响



n 和 q 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即 pn
 , pq
 和 p 的适度变化可以对 n 和 q 的最优结合产生巨大影响，即使它们在生产函数上的适应性不存在密切的替代关系。例如，pn
 的增加相对于 πq
 来说可以提高 πn
 。这可以引导出一个趋近于 q 而远离 n 的替代关系（对 n 和 q 的需求与它们的相对价格负相关）。而这一替代关系对于 πq
 来说将有可能进一步提高 πn
 。因为 n 和 q 之间的相互影响，还可以引导出一个趋近于 q 而远离 n 的追加替代关系。这个过程会不断重复，直到一个新的均衡出现为止。在图中，pn
 的“补偿性”增加可以把边界线从 AB 改变到 A′B′, n 和 q 的最优结合点从 f 点移动到 f′点。

n 和 q 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解释以下事实：即使我们不作基本成本函数存在有根本差异的假设，不同性别的动物的再生产“战略”仍然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例如，雌性动物生产幼仔的固定成本大于雄性动物，因此，与雄性动物相比，雌性动物总是倾向于生产较少的幼仔，并花费较多的精力去哺育它们。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生物界雄性动物的再生产战略与雌性动物的再生产战略有着本质的不同。 
[2]



同一性别动物成员的再生产战略也有以下不同：例如，能够轻易地吸引异性的雄性动物，更追求自己所拥有的后代的数量，但在哺育其幼仔上却很少投资；而没有多少吸引力的雄性动物则精心地喂养着自己为数不多的后代，或者其他同类的幼仔。

在动物的幼仔不能独立生活的一个较长时期内，一些种类的动物在其后代的哺育和“教育”方面投资很多，而同时在其他方面的投资却很少。我的分析认为，不同种类动物的这一差别主要是由其再生产基本成本的差别而引起的，尤其是数量固定成本 （pn
 ）和质量可变成本（p）的差别。那些仅仅有稍高固定成本和稍低可变成本 
[3]

 的动物，与其他动物相比，有更少的幼仔和更多的哺育幼仔的投资。其原因还是由于数量与质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

在基本生产成本和养育后代方面，动物中间的这一对称性差异在于质量和数量相互影响所引起的变形，这一变形歪曲了可观察的动物后代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别。并且，大量动物的后代质量不高。生物学家有时把动物分成 γ 战略和 K 战略两种类型：前者生产较多的幼仔，但对每一幼仔的投资较少；而后者生产较少的幼仔，但对其照顾和教育的投资较多（威尔逊，1975年，第99—100页）。我认为，对动物这两种战略的分类，通常可以适用于区分许多种类的动物，因为数量和质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也许已经把再生产的基本成本和哺育幼仔等各种动物之间的一般性差别，扩大为其数量和质量上的根本差别，而它们的数量和质量是呈负相关的。

对其后代在经验和技术上的投资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它们在特殊任务上的分工越专业化（见第二章），它们的寿命就越长（见第一章）。K-战略比 γ-战略在其后代身上投资更多，其部分原因就在于 K-战略类动物一般都生活在寿命较长、密度较大和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群体之中（见威尔逊的概述，1975年，第101页）。 
[4]

 因为对幼仔的较多投资延长了其不能独立生活的周期，所以，它们的后代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都无法自立。

配偶系统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都假定雌、雄动物在已经组织好的“市场”上选择配偶、安排婚姻。一些动物，包括萤火虫、蝗虫、松鸡、羚羊和山羊等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领地（被称作“列克”），在这里，雄性动物和雌性动物为了争夺有利的领地而争斗。它们为了交配而审视异性；有时也为了生育后代而选择配偶（威尔逊，1975年；威利，1973年）。虽然大多数动物并没有形成“列克”，但是，择偶市场这一概念对于非人类物种似乎也是适用的。在择偶市场上，大多数动物发展和完善了其寻找和选择配偶的非常精细的方法。

因此，假设一切雄性动物和雌性动物都是在有效率的择偶市场上寻找它们自己的配偶的，如果所有具有相同特征的参与者都希望得到同样的合法收入；如果较高质量的参与者与较低质量的参与者至少得到同样的合法收入；如果有可利用机会 
[5]

 的参与者能够使它们所预期的合法收入最大化，那么，这一市场就是有效率的。

雄性动物之间的差别，是由其遗传的不公平影响、变异以及影响寿命、外貌等不同性格特征的其他因素造成的。具有较大吸引力的雄性动物可以与许多雌性动物相交配；而缺乏吸引力的动物却不得不独身。如果“一夫多妻”的雄性配偶能够为其雌性配偶提供充足的保护、食物，或者能够为其后代提供高质量的基因，那么，雌性动物则更愿意与“一夫多妻”的雄性动物交配，即使“一夫一妻”的雄性动物更为专一。也就是说，雌性动物宁愿选择不太专一的成功者，也不愿选择十分专一的失败者。

一个“一夫多妻”的雄性动物，每一次交配都会生产许多幼仔，并且它会给每一个相同的配偶分配相等数量的资源。如果不同的配偶都独立地生产和养育后代，如果所有的雌性动物完全相同，那么，方程式（9.1）到（9.5）就意味着第 i 个雄性动物每次交配所生产的后代的适应性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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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m
 和 ef
 分别表示一个雄性动物和一个雌性动物的总资源，κi
 是雄性动物的配偶数量，em
 /κi
 和 ef
 是花费在每一个配偶所生产后代的数量和质量上的支出，αi
 可测量第 i 个雄性动物的效率。

因为每一个雌性动物都在其所生产的幼仔身上保存了50%的遗传基因，而在由其他动物所生产的幼仔身上则没有它的遗传基因（如果它们没有亲属关系的话），因此，雌性动物比较喜欢那些能够提供较大数量幼仔的雄性动物——方程式（9.6）中最大的 G1κ
 。如果雌性动物认为所有的配偶都可以使其幼仔的产出最大化，并且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配偶的话， 
[6]

 那么，雌性动物为其雄性配偶提供最大幼仔产出量的竞争，将会使不同雄性动物的产出量均等化。

所以，同样为雌性动物所熟知的、有效率的择偶市场的基本条件是：

对于所有的 i 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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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 代表每一个雌性动物的均衡合理的收入。 
[7]

 为了简化分析过程，我假设κ 继续变化，因为κ 是用来计量花费在交配时间上的小时数或者天数的。

不管生产适应性的任何规模经济，κ 的增加总是要减少每一个配偶的产出数量，因为适合于每一个雌性动物的雄性动物资源较少（即当κ 增加时，em
 /κ 减少）。在每一配偶产出量的负效应与它们的更大效率的正效应达到平衡之前，更有效率的雄性动物的配偶数量会增加。拥有几个配偶的更有效率的雄性动物会有较高的收入。因为所有雌性动物都得到了同样的收入，的确，第i 个雄性动物的均衡收入与它的配偶数量简单地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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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效率较高的雄性动物可以吸引许多配偶，因而当雌性动物的数量不能与雄性动物的数量保持较大比例时，效率较低的雄性动物就可能因找不到配偶而不得不独身。效率较低的雄性动物独身的根本原因在于，雌性动物（Cf
 ） 所要求的价格超过了这些雄性动物所能够支付的价格。 
[8]



很明显，配偶的分配受到了雄性动物效率分配的决定性影响。不过，它也明显地较少依赖雄性动物和雌性动物对适应性生产的分配，较少地依赖适应性生产函数的规模收益。这一点能够在假定G、ef
 和em
 不变的条件下，把方程式（9.7）微分化，即可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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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弹性∈（G, em
 ） 能够测量雄性动物对适应性生产的边际贡献，当雄性动物的边际贡献较小时，效率的变化对配偶的边际数量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果G 与em
 、ef
 之间的第t 度同质，并且t＞0，那么，∈（κ, α） 和雄性动物贡献与雌性动物贡献之间的关系，可以被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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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 代表雌性动物对其后代生产和照料的全部贡献与雄性动物全部贡献的比率，当t＜＞1 时，G 的规模收益也随之减少、不变或增加（见数学附录A）。

当b 是一个常数时（即当G 是一个科布—道格拉斯函数时），对于κ 来说，这个微分方程式能够被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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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κ 的对数标准离差来计量配偶分配的不均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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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性动物收入和配偶的不均等性，是与雄性动物效率的不均等性成比例的。这一比例性因数与雌性动物对生产适应性的相对贡献呈正相关；与规模收益呈负相关。如果规模收益不变或减少（t≤1），雄性动物的收入和配偶数量的不均等将超过其效率上的不均等；如果雌性动物对适应性有重要贡献，这一差异就可能很大。例如，如果t=1, r=3，当效率增加一倍时，配偶收入将会增加16倍!并且，配偶的分配和雄性动物的收入会更多地向右倾斜，超过效率的分配。甚至效率的一个对称性分配也意味着，如果雌性动物对适应性的贡献更多，那么，就会使其配偶和收入分配更加倾斜。

生物学文献表明，雄性动物效率的分配和雌性动物在生产、照料其后代方面的相对贡献是“一夫多妻制”发生率的决定性因素（见奥里恩斯的例子，1969年；特里弗斯，1972年和奥尔特曼等，1977年）。不过，这些变量并没有合并在一起去决定它们的相互影响，也没有能把规模效益考虑进去，因而这一文献并没有包含这样一个“数量”效应的预测。这一“数量”效应是指雄性动物效率或雌性动物相对贡献变化的“一夫多妻制”发生率。

通常，由于雌性动物对于生产和照料后代要比雄性动物有更大的贡献，因而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动物一般总是“一夫多妻”的，而无须假设雄性动物之间的极大差异。的确，方程式（9.12）就说明了，如果雄性动物没有花费时间来照料幼仔的话，那么雌性动物在雄性动物中的分配将是非常不均等的。雄性的鼠尾松鸡在一个“列克”交配之后并不照顾自己的幼仔。一份研究资料表明，5%—10%的雄性动物会对75%以上的交配负责（威利，1973年，第107—109页）。同样，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岛上，一些雄性海豹会对80%的交配结果负责（勒伯夫，1974年，表1）。

如果雄性动物之间的差异不大，并且其规模收益不呈较大幅度的下降的趋势的话，那么，当雄性动物更多地养育其幼仔时，“一夫一妻制”就可能成为很普遍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几乎所有鸟类都是“一夫一妻制”（拉克，1968年，第150页），并且在孵化鸟卵和哺育以及保护幼鸟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雄鸟通常总是给小鸟很多照料。在鸟类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情况下，仅有一小部分鸟有一个以上的配偶。例如，对雄性靛青鸟的研究表明，仅有10%的靛青鸟是“一夫多妻”（凯里和诺伦，1975年）。一般来说，“一夫一妻”或者适度的“一夫多妻”在强调后代质量的κ战略动物中，比在强调后代数量的r战略动物中更为普遍（威尔逊，1975年，第243页），因为雄性动物有更注重后代质量的倾向。

人们认为一些雄性动物比雌性动物更为优质，是因为它们有更高级的基因可以被其后代所继承，在保护幼仔和预防灾难方面更为熟练，有更多的能量和其他资源。如果在雄性动物中间生产函数和有效的资源存量不同，那么相同的雌性动物的收入将是

对于全部i 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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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m 测量雄性动物有效资源的差异，n 计量雄性动物之间效率的差异。通过对α 的微分，我们可以容易地推导出：


[image: ]



式中，ε（m, α）=（dm/dα）（α/m） 和ε（n, α）=（dn/dα）（α/n），雄性动物的均衡数量是与资源水平成比例的，因为相同效率的雄性动物在每一次交配中要花费相同的资源。在“一夫多妻制”的人类社会中，资源一直是配偶数量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见第三章）；在非人类的动物世界里，资源对于配偶数量来说可能也是十分重要的。

相对于雌性动物的适应性收入来说，雄性动物的平均适应性收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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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 代表在择偶市场上雄性动物与雌性动物的比率。假定没有配偶的动物的收入为零，雄性动物的相对收入同参与者的性别比例呈负相关。如果生产和哺育雌性幼仔与雄性幼仔的价值相等，那么在成年雄性动物比成年雌性动物更稀缺时，雄性幼仔会比雌性幼仔具有更高的价值；在成年雌性动物比成年雄性动物更稀缺时，则雌性动物幼仔会比雄性动物幼仔具有更高的价值。所以，性比例总是要保持在接近1的水平上，当这一比例低于1时，父母就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生产较多数量的雄性幼仔；当这一比例高于1时，则生产较多数量的雌性幼仔。 
[9]



年幼的雄性动物在为争夺稀缺的雌性动物而与其同性所进行的竞争中，根本无法成为那些更强大的、“更富裕的”、更有经验的成年雄性动物的对手。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在“一夫多妻制”社会中，为什么第一次交配的雄性动物一般都年纪较大（见威利，1973年，第137—139页;威尔逊，1975年，第329页；巴拉什，1977年，第141页）。在“一夫多妻制”社会中，雌性动物的第一次交配年龄效应还没有被界定清楚，因为正如方程（9.13）所给出的那样，雌性动物的收入可能与“一夫多妻制”的发生率没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如果后者主要是由雄性动物和雌性动物对适应性的贡献所决定的话。不过，当“一夫多妻制”发生率较大时，雄性动物与雌性动物第一次交配的年龄差距也比较大（见威利所提供给我们的证据，1974年，第209—210页；威尔逊，1975年，第329页）。

父母总是希望增强其雄性幼仔的力量，提高其雄性幼仔的技能。此外，雄性动物为了在吸引雌性动物的竞争中获得优势，也愿意承担基本的成本和风险。所以，正如运气是由遗传（u） 决定的那样，效率则是由生产技能（h） 决定的。

α=u+h （9.16）

h 的生产函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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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 [image: ]

 ，此处e*
 m
 代表花费在h 上的资源。

总资源

em
 +e*
 m
 =e0
 m
 （9.18）

全部资源被配置在适应性的间接生产（通过效率函数）和适应性的直接生产之间，对于一个可以使适应性收入（Cm
 ） 最大化的配置来说，其均衡条件 
[10]

 为，如果m（α）≡1，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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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雌性动物对适应性（r） 生产的相对贡献的增加，引起在效率上更大的支出，直到 [image: ]

 被有效地降低为止。由于雌性动物贡献的增加，也鼓励了“一夫多妻制”。而当“一夫多妻制”成为普遍现象时，每一雄性动物都会更多地投资，也会更有效率。

自从达尔文对有关择偶竞争和第二雄性特征 
[11]

 选择进行讨论以来，雄性动物适应性最大化的含义已广为人知；而鲜为人知的是雌性动物贡献的增加能够通过提高强大的雄性动物和弱小的雄性动物之间的不平等来提高雄性动物效率的不平等。 
[12]

 由于随着雄性动物效率不平等的增加，“一夫多妻制”现象也会增加，因而雌性动物贡献的增加直接或者间接地促进了“一夫多妻制”现象的增加；也就是说，在方程（9.12）中，通过提高σlogα
 的系数和σlogα
 自身，r 的增加会提高σlogκ。
 

在雌性动物不同而雄性动物相同的情况下，同样的分析也是适用的。雄性动物宁愿与一个拥有多个雄性配偶的优等雌性动物进行交配，也不愿意与一个单性配偶的“次等”雌性动物进行交配。一个有效率的配偶市场会在雌性动物中间分配同样多的雄性动物，以便使各个雌性动物的适应性生产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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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m
 是雄性动物的均衡收入，i
 表示“分配”给具有效率的βi
 的雌性动物的配偶的均衡数量。推导出方程式（9.11）的论点旨在说明，如果G 是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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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由于雌性动物的主要贡献是生产和哺养后代，所以1/r 一般较小，并且比r 要小得多。因此，把方程式（9.12）和方程式（9.12′）进行比较，就可以说明，如果在雄性动物中的不均等性和雌性动物中的不均等性（相对于σlogα
 和σlogβ
 来说）是相同的，那么，σlog
 通常比σlogκ
 更小。并且，我们的分析也说明，雄性动物中的不平等有可能超过雌性动物中的不平等，因为当r 较大时，前者也较大。前面的方程式（9.19）已经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即当1/r 较大时，后者也较大。结果，用σlogκ
 来计量的“一夫多妻制”发生率应该大于用σlog
  来计量的“一妻多夫制” 
[13]

 的发生率。造成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r 通常大大超过1/r；二是由于σlogα
  超过了σlogβ
 。

的确，在整个生物界， 
[14]

 “一夫多妻”现象远比“一妻多夫”现象更为常见，而且雄性动物中的不均等性似乎远远超过了雌性动物的不均等性。尤其是幼年的雄性动物死亡率一般总是高于幼年雌性动物的死亡率。例如，勒伯夫曾经分析了幼年雄性海豹的高死亡率（1974年，第169页）。我们的分析又进一步说明，对雄性动物的投资要多于雌性动物（因为r 大于1/r），这一论点也为经验所证实：雄性动物一般成熟较晚、较高大（身躯比较大），并且比较强壮（见威利，1974年，第209—211页；亚历山大等人，1979年）。

由于1/r 与r 呈负相关，所以“一夫多妻制”与“一妻多夫制”很少会出现重叠现象。当“一夫多妻”成为普遍现象时（r 比较大），“一妻多夫”现象就会很少出现；而当“一妻多夫”成为普遍现象时（1/r 比较大），“一夫多妻”现象则也会成为很少见的事情。许多“一夫多妻”的动物实际上从未同时进行“一妻多夫”活动（可见珍妮的例子，1974年）。r 和1/r 的负相关关系也说明，当“一夫多妻制”发生率较大时，与雌性动物相联系的对雄性动物的投资也比较大。亚历山大和他的助手们（1979年）曾经证明，当“一夫多妻”现象比较普遍时，就平均水平来说，雄性动物要比雌性动物更为高大一些（通过雌性动物的平均体积来计算）。

第i 个雄性动物和第i 个雌性动物一起进行生产（如果它们没有另外的配偶），其适应性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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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mage: ]

 它似乎是有解的（可参阅第四章关于人类的讨论），即雄性动物效率的提高，通常会提高对与具有较高效率的雌性动物交配适应性的效应，反之，则相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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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说明，（9.21）的条件意味着同一等级的动物的交配，通过有效率的择偶市场，能力较强的雄性动物与能力较强的雌性动物将会被配置在一起。与大多数人类特性和已经被观察到的其他动物的特性一样，门当户对、互相般配的婚姻是最为常见的现象（费希尔，1958年，第六章；特里弗斯，1972年，第170页）。

在大多数情况下，雄性动物和雌性动物都宁可选择一种隐秘的、只拥有一个优等配偶的“一夫多妻制”；也不愿意选择一种公开的、拥有许多个次等配偶的“一夫多妻制”。一个雌性动物可能更喜欢隐秘的“一妻多夫制”，即使她优等的配偶是公开的“一夫多妻”者，其原因在于雌性动物是适应性生产的主要贡献者。它有着对于隐秘的“一妻多夫制”的偏好，它对适应性的贡献越大，它的优等配偶的雌性伙伴就越少；如果它是公开的“一妻多夫制”者，相对其配偶来说它的优越性就越大（见数学附录，注释B）。

所以，公开的“一妻多夫”现象十分少见，因为优等的雌性动物更喜欢隐秘的“一妻多夫制”。如果优等雄性动物的配偶们也可能是优等的，那么与“一夫多妻”的雄性动物相交配的雌性动物将有更大的适应性，因为交配的双方可能都是优等的。有关红色翅膀的黑鸟与黄色头部的黑鸟的证据与这一观点是一致的（奥里恩斯，1972年）。但是，其他证据却并非如此，例如，“一夫一妻”的雌性土拨鼠似乎比“一夫多妻”的雌性土拨鼠有更大的适应性（唐豪尔和阿米蒂奇，1971年）。这说明，在“一夫多妻”的雄性动物中，有一些与次等的雌性动物进行了交配。

结论性评论

在争夺配偶和其他资源时，各种动物都要使其效用最大化。非人类物种，甚至大多数人类的这一最大化行为都是无意识的，并且在短期内也不可能全部最大化——但是，如果非人类物种能够使其复制基因的生产最大化，那么，它们就可以长期生存下去。因为单个成员的最大化行为在市场上具有稳定的偏好（对后代的欲望），而这一市场协调了各个竞争者之间的偏好，所以，经济分析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来说明非人类物种的长期行为，以及经济研究方法的主要限制性特征（见贝克尔，1976年b，和本书的导言）。

对于这一引起较大争论的问题，为了避免误解，我想马上指出，人类行为和其他动物行为分析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我相信人类行为仅由一些原始的、生物的因素来决定。很明显，现代社会的人类并不是简单地使其后代的生产最大化的，他们准备生育的是另外一种孩子，这种孩子有更长的寿命、受到更好的教育、有更为成功的事业。人类行为和其他动物行为之间的连续性并不需要在解释人类行为时就生物学和文化力量的相对重要性作出判断，虽然文化力量极为重要，生物因素也不可忽视。人类行为是由各种文化和生物力量的结合来决定的，在市场上效用仍然具有稳定的偏好而最大化，而这一市场可以把不同个人的欲望协调起来。

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行为的连续性，已经使得一些生物学家得出如下结论，即人类行为一定有一种最基本的生物成分。一般人拒绝接受这种生物成分的含义，他们坚持认为文化优势总是会否定一切行为的连续性的。可是，经济学的研究也表明，行为总是存在着某种连续性的，因为一切动物都必须充分利用市场和非市场条件，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进行稀缺资源的配置。因此，就生物力量在决定人类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来说，行为的连续性仅有适度的影响。

可以肯定，如果能够容易地把偏好具体化，并且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这样（施蒂格勒和贝克尔，1977年），那么，关于人类行为的定理将更为明确、更有力量。由于自然选择决定了其他动物的偏好是简单的、同一的，所以在理解其他动物的长期行为，甚至包括人类行为方面，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能更有力量。的确，现代生物学正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明确的最大化模型，它与经济学家们所使用的模型是非常相似的。 
[15]

 同样，经济学方法似乎提供了一种关于人类行为和非人类行为的统一论述，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了文化力量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而生物力量是非人类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

数学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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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它和它的“一夫多妻”的雄性动物将生活得更好。

如果 [image: ]

 ，这个不等式将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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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更可能选择“一夫多妻”的雄性动物，r 和αi
 /αj
 越大，j
 和κi
 就越小。例如，如果r=3，它将更愿意成为一个“一夫多妻”的雄性动物的第5个配偶（κi
 =5），而不愿成为第3个雄性动物的单一配偶（j
 =3），因为第3个雄性动物的效率只相当于第5个雄性动物的一半（αi
 /αj
 =2）；因此，如果r=1，它宁可选择3个次等的配偶，而不愿做它的第二个配偶。




[1]
 我从以下学者的研究中得到很大受益：费希尔（1958年），拉克（1968年），威尔逊（1971年，1975年），特里弗斯（1972年，1974年），威利（1973年，1974年），道金斯（1976年）和巴拉什（1977年）。


[2]
 以前的探讨忽视了数量和质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以为由于雄性动物和雌性动物在再生产成本上存在着巨大差别，因而它们的再生产战略也有很大不同。见特里弗斯（1972年）的开拓性研究，以及威尔逊（1975年，第324—326页）和巴拉什（1977年，第156—158页）的必要重复。


[3]
 如果数量 （pn
 n）的总固定成本大于质量 （pq
 q）的总固定成本，那么可变成本 （p）的减少相对于 πq
 来说提高了 πn
 ，对于大多数动物来说都是这样。


[4]
 当昆虫的群体越大、昆虫的寿命越长时，其在幼仔身上的投资也就越多。根据威尔逊（1977年，第182和440页）的观点，“简单的概括是，随着成熟的群体规模增大，不同等级昆虫的差异也在增加”。社会行为的最精细形式会在昆虫大的、永久性的群体种类中出现。在“女王”身上的投资要比在其他等级昆虫上更多一些，因而“女王”的寿命就更长一些（也可见奥斯特和威尔逊的分析，1978年，第163页）。


[5]
 奥尔特曼等人（1977年）慎重提出的假设与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的假设是相似的，可以大致设想，他们假定择偶是依次进行的，但参与者在进行选择时却往往忽视后来者的影响。所以，合理预期不仅取决于单个动物的特征，而且也取决于它们到达时间的先后顺序。这是一个毫无说服力的假设，其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内容被严格限制，除非到达的分布是被专门安排的；主要原因在于择偶市场的胜利者能够更好地预期市场后入者的影响。如果这些预期在平均数上是正确的（“不偏不倚的”），那么，奥尔特曼的模式也适用于本章。


[6]
 这个假定推导出强制性交配或“强奸”，即在交配中使用暴力，见巴拉什（1977年，第67—68页）。


[7]
 当夫妻之间的婚姻的产生被严格界定以后，新娘的价格、嫁妆和其他资本转移，在有效率的市场上会等于同一参加者的边际产品（见第四章）。由于非人类物种仅仅涉及后代的生产，并且其后代只能获得父母50%的遗传基因，所以，有效率的择偶市场并不能使其边际产品均等化，但却可能使生产的适应性均等化，如方程（9.7）所示。不过，我们可以轻易地证明当G 是科布—道格拉斯函数时，择偶市场的均衡条件与婚姻市场的均衡条件价值是相等的。


[8]
 当κ<=0时，令每一配偶的产出量最大化，即可以得到 [image: ]

 =G（em
 /κ, ef
 ）。如果κ0
 是有效率的α0
 的雄性动物配偶的均衡数量，那么有效率的αγ
 ＜α0
  的全部雄性动物都将独身，因为它们仅仅能够养活潜在的配偶 [image: ]

 f
 =1/2αγ
 [image: ]

 ， [image: ]

 是低于市场价格Gf
 =12α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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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9]
 该观点第一次是由费希尔提出的（1958年，第158—160页）。本书第三章为人类所设计的公式更为复杂，因为人类不能够简单地使适应性最大化。


[10]
 见本书第三章数学附录D中的一个相关公式的证据。


[11]
 见达尔文（1872年），拉克在关于鸟类研究中指出：“毫不奇怪，在一个杂乱和多偶制的社会中，大多数雄性动物都有华丽的羽毛和精彩的表演，因为通过这些特征的展示，获胜的雄性动物可以得到多个配偶。因此，这些能够使雄性动物吸引异性的特征具有一种强大的选择力”（1968年，第159页）。


[12]
 见本书第121页注①中的证明。


[13]
 显然，我关于只有一个配偶的生产与有其他多个配偶的生产无关的假定，对于一个“一妻多夫制”的动物家族来说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这种动物家族中父亲是不确定的。由于造成“规模”收益递减，这种不确定性限制了“一妻多夫制”的发生率（见巴拉什，1977年，第165页或亚历山大等人，1979年，第413页）。


[14]
 见珍妮（1974年）或巴拉什（1977年，第90页），在说明了鸟类中的“一妻多夫”十分罕见之后，珍妮说“无论共存的‘一妻多夫’配偶制的适应性如何，它的进化都取决于除了雄性孵化和父系行为以外的其他方面从前的或伴随的进化”（第140—141页）。


[15]
 见查诺夫饲料模式的例子（1976年），奥斯特和威尔逊（1978年）的有关昆虫的论述，雷希林等人（1980年）关于鸽子、老鼠和其他动物行为的经验证据模式。



第十章 信息的不完全性、结婚和离婚

前面几章，我们讨论了有关结婚、家庭劳动分工、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其他家庭决策问题，而没有对信息的不完全性和婚姻的不确定性进行认真分析。信息的不完全性可能经常被人们忽视，然而它却正是离婚、在婚姻市场上寻觅配偶、孩子对年长父母的捐赠、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信任和其他行为的实质所在。例如，婚姻市场的参加者一般都很难知道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才能，更不了解其潜在配偶的可靠性、和谐性以及其他性格特点。虽然他们可以通过约会和其他方式来搜寻和完善自己的信息，但是他们通常到结婚时还带着对对方极不正确的评价。他们总是要等到结婚以后，随着有关信息的进一步完善，再来修正这些评价。

本书的最后两章将要探讨由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各种后果。本章则集中讨论完善婚前信息的方法，以及婚后一旦得到完善的信息可能引起的离婚后果。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地方，婚后最初几年内所获得的信息常常会成为婚姻很快终结的主要原因。

婚姻市场上信息的不完全性

假设婚姻市场的参加者对于他们的意中人的效用仅掌握有限的信息，尤其是对其性格特性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婚后仍可以与单身时一样“便宜地”寻找新的意中人，或者不用付出很大代价就能够结束已有婚姻的话，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很快地与所遇到的并不十分满意的配偶结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从这次优先的婚姻中可以得到好处，因为在结婚的同时，他们还可以继续寻找新的意中人。但是，由于婚姻的确会对已婚者继续寻找配偶造成限制，即限制他们接近其他单身男女的行为。由于结束一场婚姻的成本可能十分昂贵（主要原因在于用于后代和用于婚姻的特殊投资），因而婚姻市场的参与者通常并不会马上与他所遇到的第一个还说得过去的婚姻候选人结婚，而是要努力去了解他们，以便选择更好的候选人。

更多地寻觅和更完善的信息提高了效用，而这一效用是期待从婚姻中通过婚姻选择质量的改进来获得的。不过，在寻觅更佳配偶的过程中，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和其他昂贵的资源，寻觅的时间越长，从婚姻中获得利益的延迟期也就越长。一个理性的人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继续寻找更好的配偶：一条途径是对新增候选人的“边际扩张”；另一条途径是对自己感兴趣的候选人新增信息的“边际深化”，直到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在每一个边际上都相等为止。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当一个理性的人通过“追加寻找”最终发现并确定了较好的候选人时，他就会结婚。因为他知道，继续寻找的追加成本会超过从更好的候选人那里所得到的预期收益。

在婚姻市场上寻找配偶的行为，可以采取许多种形式，其中包括在修饰和打扮上的支出、举办社交会、约会、教堂联谊、男女生同校学习、为单身男女准备酒吧和公寓、根据收入情况和其他性格特征分区居住，以及交换能够详细说明个人所取得的各种成就和家庭背景的简历。 
[1]

 偶尔也可以利用婚姻介绍所，就像东欧犹太人所使用的那样。 
[2]

 但是，寻找配偶的非正式的方法却比商业方法更为普遍。对于这一现象的一种解释是，当爱情占优势时，那些寻找配偶的人都不愿意依靠商业性的帮助；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当婚姻候选人的品质差异很大，对其进行适当的分类成为择偶的决定性因素时，通过朋友、亲戚、同学、联谊会以及其他非正式途径来寻找配偶就会成为一种有效率的方法。而在劳动力市场上，非正式途径同正式途径一样重要，尤其对于熟练工人来说更是这样（里斯，1966年），爱情则很少进入市场交易（见第八章）。

由于了解一个人的最好方法是与他在一起生活，因而未婚夫妇花费一些时间在一起共同生活，或许也包括试婚， 
[3]

 对于互相深入了解会更有效率。然而，在避孕药具质量低劣、可靠性差的情况下，试婚和其他婚前接触会使怀孕的危险性极大地增加。本世纪内，试婚和婚前接触频率增加， 
[4]

 是对避孕技术发生重大改进的合理的反应，但是并不能由此断言，年轻人现在比过去更重视性试验。

从广泛、深入的寻找和接触中所获得的信息，可以用来评价婚姻候选人的性格特性。对于那些难以评价的特性，可以通过利用容易评价的特性信息——诸如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种族和外貌等来进行部分的测定——因为这些特性同那些难以评价的特性常常按照一个有规律的方式一起变动。例如，某一个婚姻候选人是否诚实可靠、和蔼可亲，一般都与其家庭的声誉有关，理解力则与其受教育的程度有关。

因此，一些容易评价的特性（即能代表并说明未知的特性）具有一种远远超过它们对婚姻产出所作的直接贡献的影响。一些可变量，如外貌、家庭背景等对于候选人的后代抚育、基因构成、个性以及其他难以直接评价的特征都起着十分重要的向导作用。

相反，传统上的一些难以评价的特性，所获得的直接影响力却很小，尽管它们是婚姻效率的重大贡献者。尤其是传统婚姻对爱情所持的明显的轻视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爱情不重要，只是由于持久的爱情与短暂的热情不容易区分，因而婚前对爱情的任何直接评价的可信度总是比较低的。这样，对爱情的间接评价就会取代对它的直接评价。例如，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和家庭背景是很重要的，因为爱情更容易在受过同等教育的和有着相同家庭背景的男女之间产生和发展。

在20世纪，对性和谐的公开关注和其他特征有了实质性进步，约会增加，男女生同校学习，试婚以及与婚姻候选人之间的其他接触都提高了直接评价的可信度。所以，现在人们更关心的是个人的性格特征而不是家庭背景。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个人性格特征对于婚姻福利来说，现在比过去更重要了（见本书第十一章）。

本书第四章所提出的理论可以说明，大部分性格特征可以由拥有完全信息的有效率的市场所产生的婚姻来进行实际分类。事实上，受教育程度、智商、种族、宗教、收入、家庭背景和许多其他性格特征也被实际分类。通常研究人员也仅仅了解那些容易被评价的特性，而那些使研究人员也感到困难的、不易被评价的特性，诸如情感、才干的增长等，对于当事人来说，要评价它就更为困难。由于较难评价的特征比那些为人所熟知的特征更难以分类，所以就要求专门研究人员所设置的明确分类的范围，必须大于对所有特征进行分类的范围。

信息的不完全性与离婚

如果在婚姻市场上，寻求配偶者对全部婚姻候选人都拥有完全信息的话，那么，离婚将成为对配偶多样性需求，或者对性格特征的生命周期充分的预期反应。于是在结婚许多年后，大部分离婚事件将会出现，因为其性格特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发生变化。不过，事实却正好相反，大约40%的离婚（包括废除婚约）都发生在婚后的前5年中，并且，他们在婚姻破裂前的一年或更长时间中已经开始了分居生活（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1979年）。

然而，如果求偶者的信息不完全程度较高的话，那么，绝大部分离异事件就会随着婚后所得到的对方性格特性信息的迅速增加，而在婚后不久就会发生。与婚前所能得到的信息相比，婚后最初几年通常可以得到其配偶关于情感和许多其他特性的更有效率的信息。我认为，婚后不久就出现的婚姻破裂，主要是由于婚前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婚后信息的充分积累所造成的。这一观点以以下事实为依据：即收入和健康等方面的一些预料不到的变化的确增加了离婚的可能性（BLM 
[5]

 ，1977年）。

那些婚后不久即离婚的妇女认为，她们对婚姻失望的主要原因是夫妇双方之间的互不相让以及价值观念的冲突。这大概是由于新婚期间对这些特性的过分看重所造成的。一方面，性格的冲突和性生活的不和谐可能是造成婚后不久即要求离婚的主要原因，而对于共同生活很长一段时间的夫妇来讲，这就算不上是离婚的重要理由了。在婚后一段时间里，很少得到有关这方面特性的追加信息。另一方面，关于其他妇女和潜在收入的一些信息，获得它需要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并且它成为多年夫妻离异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的确，其他妇女的插足和经济上的冲突常常会成为结婚数十年后的妇女要求离婚的主要理由（古德，1956年，第128—129页）。

对婚姻的不满和离异的主要根源不一定是婚姻福利减少。因为，受教育程度、年龄大小，身体外貌和其他一些容易被评价的特征并不是引起对婚姻不满的主要原因，因为婚后人们已经不太注意这些特征了。正如在婚姻市场上对那些容易被评价的特性的强调，并不意味着这些特性比其他特性对婚姻福利的贡献更大一样。同时，在“离婚市场”上，对那些难以评价的特性的相反强调，也不意味着这些特性的贡献更大。 
[6]



在婚后的最初几年里，对其配偶的信息积累越迅速，离婚的时间就可能越早。离婚率在婚后的最初几年内是最高的，四五年后会迅速下降。虽然对这种现象的部分解释是，那些有离婚倾向的人为了尽快从其婚姻关系中摆脱出来（见赫克曼，1981年，关于多样性的效应）。

关于结婚的时间越长，离婚的可能性就越小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一个婚姻保持其完整性（婚姻特有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婚姻资本积累起来了，婚姻的价值也就增加了。孩子是首要的例子，尤其是年幼的孩子。尽管了解其配偶的性格特征也十分重要（海默尔和斯廷奇科姆布，1979年）。婚后，当一对夫妇有了自己的孩子，特别是当孩子年龄尚小时，离婚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不仅美国和其他一些富有的国家情况是这样（古德，1963年，第85、364页；BLM，1977年），而且原始社会也是这样（桑达斯和汤姆森，1979年）。

反过来讲，离婚预期会减少婚姻特有资本的积累，因为离婚后这些资本的价值必然会减少。可以推测，那些试婚者或未婚同居者所生育的孩子数量要少于有合法婚姻的人，其中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前者之间的关系无法得到较长时间的维系（见科格特，1972年，关于巴西的未婚同居者和合法婚姻），那些种族、宗教信仰不同的夫妇比那些性格特点基本相同的人更容易离婚。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不同种族或不同宗教的夫妻为什么即使在其婚姻比较美满的情况下也很少生育孩子（见美国BLM的证据，1977年）。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在印度，不同种姓夫妇所生育的孩子为什么少于同一种姓的夫妇所生育的孩子（达斯，1978年）。

离婚的预期部分是由离婚者自己实现的，较高的离婚预期可能性减少了对婚姻特有资本的投资，从而提高了离婚的实际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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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未婚同居和试婚比合法婚姻更加不稳定，不同宗教或不同种族的夫妇关系比同一宗教或同一种族的夫妇关系更加不稳定，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这种混合婚姻所生育的孩子较少。与此同时，正如前面所说明的那样，混合婚姻有较少的孩子，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对婚姻的预期较不稳定。

婚姻特殊投资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理论可以用来说明同性恋者的家庭为什么远不如异性恋者的婚姻稳定（萨格赫和罗宾斯，1973年，第56—58页，第226—227页）。因为同性恋者的家庭不能生育孩子，而且，一般说来，他们的劳动分工以及婚姻特殊资本也少于异性恋者。并且，同性恋者极不光彩的名声也增加了他们寻求“同性配偶”的成本，因而也减少了他们可得到的有关其配偶的信息。此外，像试婚一样，由于同性恋家庭没有对对方的诉讼权，没有离婚后一方给另一方的生活费和孩子抚养费，因此，离婚后，这样的家庭也就在世界上消失了。

女性结婚通常要早于男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男性的人力资本投资较大，因而推迟了其成熟和独立生活的时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对孩子的需求减少时（见本书第三章），男女双方的投资更加趋于相等，所以，现在男女第一次结婚的年龄大致相同。例如，在美国，男女第一次结婚的平均年龄差已由1900年的4岁，下降到1970年的2.5岁（美国人口普查局，1971年c）。

然而，离婚妇女的再婚时间却比离婚男性的再婚时间要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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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女性在非常年轻时离婚也是如此。大多数离婚的妇女总是要承担起保护孩子的责任，这也是阻碍她们再婚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的道理，带有私生子女的妇女第一次结婚的时间要晚于那些没有孩子的妇女（伯科夫和斯克拉，1976年）。

年幼的孩子增加了离婚妇女寻找另外配偶的成本，并且严重地减少了离婚妇女的净资源（韦茨曼和狄克逊，1979年）。或许正是这些因素，增加了她们再婚失败的可能性，虽然在再婚后双方共同生育的孩子可以使这种可能性减少（BLM，1977年）。值得注意的是，私生子女和第一次结婚前的其他任何怀孕，也都会增加再婚失败的可能性（克里斯坦森和迈斯纳，1953年，伯科夫和斯克拉，1976年）。

如果离异的女性没有监护孩子的任务，那么离婚妇女的再婚时间会早于离婚的男性，正如没有孩子的单身女性结婚时间要早于单身男性一样。的确是这么一种情况，若离婚的女性没有监护孩子的任务，她们中的45%可能会在离婚后的一二年内再婚，这个比率比有监护孩子任务的离婚妇女的再婚率（22%）高出一倍多，也远远高于离婚男性的再婚率（31%）。这一估计的结果是假定那些没有子女监护任务的离婚妇女同没有孩子的妇女一样会很快再次结婚的。这一论点建立在一个复归方程上，即一个妇女在一特定时期内是否再婚，要由一些变量来决定，其中包括孩子的数量（BLM， 1977年）。

从离婚中所得到的收益

如果仅仅假设丈夫和妻子都同样预期，离婚后的生活境况会有所改善，那么，他们双方都会同意离婚。虽然这种要求双方共同同意才能离婚的方法与单方同意即可离婚的方法相比，使离婚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希望离婚的夫妇能够顺利地讨价还价，那么，离婚的频率和发生率应该同这些或那些规则相类似。这一观点是科思定理（1960年）的一种特殊情况，也是本书第四章内容的自然扩展，即如果仅仅假定夫妻都预期离婚后的生活境况会比不离婚的其他变通办法更好一些，那么，一对处于婚姻危机中的夫妇会以双方互相满意的结果而离婚。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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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Zm
 和Zm
 d
 分别代表丈夫对保持婚姻和离婚所预期的商品财富， 
[9]

 Zf
 和Zf
 d
 分别代表妻子对保持婚姻和离婚所预期的商品财富。如果讨价还价的成本较低而且容易成功的话，那么，这一必要和充分条件就可以用下面更加简单的公式来表示：

Zmf
 ≡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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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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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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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mf
 d
 . （10.2）

很明显，如果（10.2）中的不等式不能成立，那么，（10.1）中的不等式也不能成立。公式（10.2）还说明，公式（10.1）是可以通过以下假设得到证明的，即由于离婚，丈夫的财富将会减少（Zm
 d
 ＜Zm
 ），即使离婚后夫妇的财富总量会增加（Zmf
 d
 ＞Zmf
 ），妻子仍然有可能通过“贿赂”丈夫，以使其同意离婚，即妻子给丈夫一定的财产，这一财产可以弥补他因离婚而遭受的直接损失（Zm
 -Zm
 d
 ）。只要妻子给丈夫的财产小于他们的合并财富（Zmf
 d
 -Zmf
 ），那么她的生活境况就可以得到改善。

或许方程式（10.2）不十分明晰，但方程式（10.1）却是非常清楚的。当夫妇双方中任何一方能随意离婚时，或者仅仅当丈夫就可以随意离婚时，方程式（10.2）仍然是离婚的一个必要和充分的条件，就像传统的伊斯兰社会那样。如果丈夫可以从离婚中得到好处（Zm
 d
 ＞Zm
 ），但是他们的合并财产减少了，那么，妻子就可能贿赂丈夫，即把他们婚后的财产给丈夫以更大的份额，以使其不要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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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过来，如果丈夫在离婚中遭受经济损失，但是他们的合并财产可以增加的话，那么，妻子也可能会通过给丈夫更多财产的办法来贿赂丈夫，使他同意离婚。

离婚史上充满了用财产来引诱执拗的配偶，使其同意离婚的例子。中世纪在阿拉伯地区的犹太人中，只有丈夫才有权利提出离婚的要求，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如果不是我们已经掌握了绝大部分案例的详细资料，人们在印象中总是认为是妇女首先提出离婚要求的。并且大部分人拒绝承认她们的财产权利
 （她们的嫁妆和其他结婚彩礼）”（戈伊坦，1978年，第256页，补充的加重点部分）。在日本，1948—1959年期间，90%以上的离婚案件都是夫妇双方共同同意的，尽管也有某一方首先提出离婚的情况（莱恩施泰因，1972年，表5）。

即使如此，人们仍会理性地说明，合法的规则也会制造差异：由离婚诉讼所引起的怨恨和其他感情冲突会使夫妇双方关于离婚的讨价还价的费用变得十分昂贵，并且把离婚的时间拖得很长。或者只有当夫妇一方使另一方的日常生计都难以维持时，他们才可能同意离婚（弗里德曼，1969年；戈伊坦，1978年，第265—266页；桑德斯，汤姆森，1979年）。为了获得关于合法规则效应的数量证据，可以考虑在1970年加利福尼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加利福尼亚是美国制定只要单方提出申请即可判决离婚的法律（无过失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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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第一个州。而以前美国有关可以判决离婚的法律要求，要么夫妇双方共同同意；要么在敌意的诉讼中找出婚姻“失败”的证据。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和其他各州，离婚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6%和4.1%。如果加利福尼亚不实行无过失离婚，我们就有可能大概地估计出现在它的离婚率将是多少。加利福尼亚实行无过失离婚的假设条件是，在1969年到1976年期间，任何两年之间的离婚增长与美国其他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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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离婚增长乘以它们在60年代（0.9=0.036/0.040）平均增长率后，有一个相等的增长率。在图10.1中，这些“预期”的比率实际上低于加利福尼亚1970年和1971年这两年中的实际比率，略低于1972年，与1973年、1974年的实际比率大致相同，略高于1975年和1976年的实际比率。虽然加利福尼亚州的离婚率在两年之内可能有所提高，但是，无过失离婚的法律似乎并没有对该州离婚率的变动产生持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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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如果准予离婚的法律从双方同意离婚、过失离婚到“无过失离婚”的变化，对离婚率的变动并没有产生持久影响的话，那么，从离婚中所得到的收益分配Zmf
 d
 -Zmf
  （10.2）就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动。尤其是，若男性比女性更急于离婚，其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监护孩子的任务，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在与自己的妻子还维持婚姻关系的同时，有许多机会去与其他女性约会。因此，“无过失离婚”会通过慷慨的财产给予来减少他们为了使其妻子同意离婚而给予她的压力和刺激。在加利福尼亚州，1970年以后离婚时父亲所给孩子的生活费和抚养费与其收入相比却明显地减少了（狄克逊和魏茨曼，1980年，表2）。

（10.2）中的不等式，在分析不同变量对离婚倾向的作用上，有一个简单、易行的标准，人们仅仅需要决定，已婚夫妇的共有财产在离婚的过程中是否有所增加，而不必担心这些增加的财产如何分割，或者谁拥有这些财产的合法途径。例如，一种负所得税制度，或者一种对带有未成年子女的母亲的帮助方案，都有可能会提高家庭中的分居和离婚比率。在这种家庭中，离婚和分居者的收入相对于已婚者的收入有所改观。从效果上看，这些计划为贫穷妇女在离婚时提供了财产，而这些财产又鼓励了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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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1960年到1976年加利福尼亚州和除该州之外的美国其他各州，每1000名已婚妇女的离婚率。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1963年b，1973年e，1977年a和上述期刊，1978年；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局1979年和上述期刊。这些信息是由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局、公共卫生服务部的亚历山大·布拉特瑞斯提供。

如果某对夫妇的收入超过了他们原来的预期，或者如果夫妇某一方的任何其他性格特征引致了比预期更好的结果，那么，这一夫妇从维持其婚姻关系中所得到的预期财富将会增加。不过，这种说法也有一些自相矛盾之处，因为如果他们的预期已经实现了的话，那么他们的婚姻就更有可能解体，而通过离婚，丈夫和妻子的合并财富将会比他们勉强维持其婚姻期间的财富会有更大的增加。其原因在于，他们已经不再是完美的一对了：一个比预期还要好的人，是应该与一个比其原配更好的人结合为夫妇的；而她则应该找一个比其原来的丈夫差一些的配偶。公式（10.2）的这种含义是建立在经验性判断基础之上的：夫妇双方婚后所实现的收入、健康和生育没有达到预期与超过预期一样，都会使婚姻破裂的可能性增加（BLM，1977年，第Ⅱ部分，Ⅰ）。

如果是丈夫，而不是他的有工作的妻子在其他地方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工作——这种现象现在已经越来越普遍，因为越来越多的妻子已经加入劳动大军——如果丈夫因此离开而其妻子仍然留住原处的话，那么他们的合并财富就有可能最大化。不过，他们的分居生活却增加了他们婚姻破裂的可能性，因为维持婚姻优势被其分居的现实削弱了。由此可知，移居海外的现象确实提高了婚姻破裂的倾向（见明塞尔，1978年，分析和论证）。

那些工资或其他收入较高的男性与其他男性相比，可能会从婚姻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因为他们可以吸引众多的女性或者质量较高的女性（见本书第三、第四章）。这种情况可以说明，他们为什么能在很年轻时就结婚，丧偶或者离婚后为什么又能很快再次结婚（基利，1974年，1977年，BLM，1977年）。由于从婚姻中所得到的收益增加，与离婚收益相比，维持婚姻的收益也在增加，因而有较高收入的男性应该有较低的离婚倾向。这一结论显然与流行的观念相悖，但是，它却是以经验数据为依据的，不仅美国的情况是这样，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古德 ，1963年，第86页）。

工资较高的妇女从婚姻中所得到的收益低于工资较低的妇女。因为较高的收入减少了她们对孩子的需求，也削弱了婚姻生活中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优势（第二、第四和第五章）。所以，工资较高的妇女离婚倾向也较高。这一结论已被许多数据和事例所证实（见BLM，1977年）。的确，在过去30年中，妇女收入的增加，成为这一时期离婚率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一个结果）。

近几十年来，黑人家庭的不稳定状况已经成为公众关注和评论的主要话题。举例来说，引起较大争议的莫伊尼汉报告就反映了这一情况（美国劳工部，1965年），用美国黑人的北迁，或者近年来福利的增长，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黑人家庭会越来越不稳固。自从本世纪以来，甚至更早一些，在美国，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黑人家庭的稳定性远远低于白人家庭（桑德森，1980年）。

如果仅仅从黑人比较贫穷，并且黑人妇女的相对工资（相对于黑人男性的工资）要高于白人妇女的相对工资（相对于白人男性工资）这一角度看，黑人家庭要比白人家庭更不稳固（史密斯，1977年，1979年）。黑人与白人在收入、工资和失业方面的差异，完全能够说明近年来黑人与白人在婚姻不稳定性上的差异（罗斯和索希尔，1975年，第四章）。考虑到黑人在过去几百年间的收入模式，我们可以想象，很长一个时期以来，黑人家庭一直没有白人家庭稳固，无论他们在其他方面是否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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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奴隶制没有消灭黑人家庭（古特曼，1976年），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黑人家庭的不稳固性至少是奴隶制的遗产。相对于白人的收入来说，黑人的收入降低了，相对于黑人男性来说，黑人妇女的市场生产率提高了。

在混合婚姻的离婚倾向很高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人要同那些与他们的宗教、种族、年龄或者受教育程度都十分不同的人结婚呢?其实这些人并没有忽视离婚的危险，因而他们的子女较少。并且他们的行动也表明他们已经预料到了他们离婚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对于那些进入混合婚姻行列的人们来说，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缺少宗教信仰，或者缺少关心自己民族、提高自己教育水平的“偏好”，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他们的离婚率会如此之高?此外，混合婚姻似乎也没有提供一种对高离婚率进行补偿的优势：其收入水平同生育率一样很低，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下面这个1967年的收入方程（资料来源于经济机会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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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m
 代表1967年已婚男性收入的对数，Sm
 代表他们受教育的年数，em
 代表他们劳动力成长的年数，Sf
 代表其妻子受教育的年数，r代表在夫妇是同一种族时，一个虚设的等于1的变量，圆括弧内注明的是t统计数字。r、Sm
 Sf
 的正数值（没有统计意义）的系数说明，男性的收入并不高，相反，在不同种族，不同教育层次的混合婚姻中可能更低。 
[16]



大多数好像很有道理的解释是这样的：虽然人们预期到了混合婚姻的离婚可能性较高，但他们还是跨入了混合婚姻的殿堂，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原本就没有期望他们能够寻找到或者等待到更好的配偶。也许他（她）们在这一寻觅过程中是非常不幸的，或者已经怀孕，或者年龄较大，或者担心择偶市场正变得十分狭小起来。那些婚前已经怀孕的妇女和那些超过了30岁仍未结婚的人更有可能与不同宗教的人结婚（伯奇纳尔和钱塞勒，1962年；克里斯坦森和巴伯，1967年）。

一些人跨入混合婚姻的行列，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不幸，而是因为他们在寻找自己合意的婚姻候选人方面是无效率的，或者说他们存在着降低其对婚姻预期收入的性格特征。一般来说，这些人是更有可能跨入混合婚姻行列的，不仅第一次婚姻是这样，而且第二次和以后的再婚也极有可能仍然如此。因此，如果人们在第一次婚姻中失败仅仅是由于运气不好的话，那么他们仍有可能都期望在再婚市场上得到一个中等运气，表10.1的证据说明，运气不好的主要原因并非只是混合婚姻，40％以上的“天才”很可能同那些与他们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再度结为夫妻，如果他们的第一次婚姻就是同与其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结合的话。因此，假如他们的第一次婚姻是与同一宗教信仰的人结婚，那么，只有不到20％的人会同与其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再婚。表10.2表明，再婚并不会自动增加混合婚姻的可能性：丧偶的犹太人与一个非犹太人结婚的可能性小于第一次结婚的犹太人；而离婚的犹太人与一个非犹太人结婚的可能性则大于第一次结婚的犹太人。

表10.1 根据婚姻和以前的行为，与宗教信仰不同的人结婚的特曼“天才”的比例

	现行婚姻
	
第一次

婚姻


	第二次婚姻
	
	第三次婚姻
	


	
	
	第一次婚姻与相同宗教信仰的人结合
	第一次婚姻与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结合
	第二次婚姻与相同宗教信仰的人结合
	第二次婚姻与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结合



	妇女：
	
	
	
	
	



	与同宗教信仰的人结婚
	0.88
	0.81
	0.44
	0.40
	0.50



	与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结婚
	0.12
	0.19
	0.56
	0.60
	0.50



	观察数字
	486
	26
	9
	5
	4



	男人：
	
	
	
	
	



	与同宗教信仰的人结婚
	0.86
	0.82
	0.67
	1.00
	0.67



	与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结婚
	0.14
	0.18
	0.33
	0.0
	0.33



	观察数字
	689
	38
	18
	4
	3






资料来源：贝克尔等人（1977年，第1168页）。数字来源于1950年特曼样本中的高智商项目的婚姻史。

表10.2 1960—1963年之间印第安纳州犹太人内部通婚的比例

	婚姻类型
	原来婚姻配偶的情况
	
	


	
	一方或双方丧偶
	双方单身
	一方或双方离婚



	宗教信仰相同
	0.81
	0.60
	0.32



	宗教信仰不同
	0.19
	0.40
	0.68



	观察数字
	32
	485
	254






资料来源：罗森塔尔（1970年，第436页）。

那些不幸地跨入了混合婚姻行列的人们，从勉强维持的婚姻中所得到的预期收益是较低的。由于他们只希望在再婚市场上得到一个中等的运气，因而他们具有较高的离婚倾向。婚后他们所了解的信息与他们所预期的信息差异较少，从而使离婚与继续维持婚姻相比成为一种颇具诱惑力的选择。同样的论点说明，对于那些混合婚姻的夫妇来说，其离婚倾向也是比较高的，这是由他们对婚姻的预期收益较低的性格特征所造成的。那些进入混合婚姻行列的无效率的寻觅者，他们甚至很难从再婚中获得哪怕是很小的利益，其原因在于他们在择偶市场上同样是无效率的。然而，由于结婚时他们掌握其配偶的有关信息太少，因而他们也同样具有较高的离婚倾向（见贝克尔等人，1977年；怀尔德1980年的进一步讨论）。

离婚与耻辱

一对夫妇离婚的原因，在于婚后一些意想不到的信息把他们从维持婚姻中所得到的财富降低到了从离婚中所能够得到同样数量的财富的水平，他们可能并不像在婚前所想象的那样般配，或者一方（或者双方）不能令人信赖，或者更爱争吵。那些因为不能令人信赖或者爱争吵而离婚的人们，在再婚市场上也不可能成为很有诱惑力的婚姻候选人。不幸的是，这些无效率的信息决定了他们从再婚中所预期的财富会不断下降。

然而，一般说来，那些离过婚的人们与没有离过婚的人相比起来，可能更爱争吵，在其他方面也不讨人喜爱，因为令人不愉快的脾气往往是导致其婚姻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17]

 除了在一些特殊案例中离婚的原因不易被确定之外，离过婚的人一般总是被看作是比正常人更不理想的婚姻候选人（不理想的工人、债务人和邻居）。 
[18]

 并且，曾经离过两次婚的人要比离过一次婚的人更容易受到诋毁，当然，离过三次婚的人会遭到更多的责骂。因而一个人仅仅因为其配偶的坏运气而离婚的可能性，会随其离婚次数的增加而减少。

如果离婚会带来耻辱的话，那么，离过婚的人只能在比其原来婚姻更不利的条件下再婚。婚姻条件的恶化，减弱了结婚的激励，这种与离婚相联系的耻辱说明，再婚的可能性会随着以前离婚的次数而减少。此外，表10.1和表10.2的数据也表明，离过婚的人期望从再婚中所获得的利益，总是要小于他们期望从原有婚姻中所得到的利益。离过婚的人（不是丧偶）很有可能和那些与自己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再婚，即使他们原来的婚姻是和那些与自己宗教信仰相同的人结合的。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从维持婚姻关系中所得到的预期收益一般来说是相当大的。生育率很高，已婚妇女很少进入择偶市场（见本书第十一章，一个较为充分的讨论）。因此，那时曾经把离过婚的人看成是一些非常坏的搭档、脾气暴躁，不适合过婚姻生活。在本世纪里，由于从维持婚姻关系中所得到的收益下降，鼓励了人们甚至去与那些并不是十分不般配， 或者并不是十分难相处的人离婚。所以，随着时光的流逝和离婚人数的增加，与离婚相联系的耻辱在不断地减少。甚至不需要“许可”增加，不需要对“异常”行为的更大宽容。与过去相比，现在人们已经把离婚看作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了。离过婚的人从再婚中所得到的收益通常总是小于一般人从第一次婚姻中所得到的收益，因为离过婚的人有着较爱争吵的性格特征。此外，由于他们有着从婚姻中降低预期收入的另一性格特征，或者他们是无效率的配偶寻觅者，因此，他们的收益较少。再婚的婚姻要比第一次的婚姻更易于解体，特别是对那些以前已经数次离婚的再婚者来说更是如此。表10.3说明，第二次婚姻的离婚率在其结婚的第一个五年内最高，第二个五年次之，但都高于第一次婚姻的离婚率。即使在目前婚姻保持稳定，并且其他几个变量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以前曾经两度离异（或者更多次），又第三次（或者更多次）结婚的再婚者的离婚率仍然是非常高的（莫纳汉，1958年，表5）。

表10.3 由特殊婚姻间隔所造成的离婚可能性，以及那些虚设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说明以前结婚或丧偶（美国白人男女，年龄15—65岁）

	说明的变量a
	婚 姻 间 隔
	
	
	


	
	女 性
	
	男 性
	


	
	0—5
	5—10
	0—5
	5—10



	如果第二次和第三次结婚b，虚设变量=1
	0.138
	0.012
	0.036
	0.013


	
	（15.94）
	（1.36）
	（4.13）
	（1.68）



	如果第一次结婚丧偶，虚设变量=1
	0.002
	-0.018
	-0.009
	-0.009


	
	（0.13）
	（1.19）
	（0.47）
	（0.51）



	R2
 （完全回归）
	0.037
	12.23
	12.08
	0.80



	F（完全回归）
	56.82
	12.23
	12.08
	0.80



	抽样范围
	11960
	9627
	8688
	6948






a. 圆括号中的数字是t的统计数字。其他包括回归系数在内的各种变量是指年龄、受教育程度、现行婚姻的年龄，男性1966年的收入所得，以及妇女在现行婚姻中通过生育子女的间隔所结算的得到子女的数字。如同表中所列举的那样，第一次虚拟变量的系数显示了对那些离过婚的人再次离婚的可能性的影响，并且把它看作是存在于第一次婚姻之中；而两种虚拟变量系数的总和，则表明了对那些原来丧偶的婚姻发生离异的可能性的影响，也把它看作是存在于第一次婚姻之中的。这些现行婚姻中所流行的年龄限度、年纪大小，特别是对婚姻持续时间而设立的种种标准，在这些调查中，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这一标准的重要性，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解释，即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第一次婚姻持续的时间越长，婚姻期间离婚的机会就越多。

b. 对于男性来说，是指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婚姻，而对于女性来说，则是指第二次婚姻。

资料来源：贝克尔等人（1977年），第1178页。




[1]
 在日本，即使在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日本人中间，仍然盛行着通过朋友或其他中间人来交换双方简历的现象。


[2]
 对这些中间人的一个可笑的虚构说明，请参阅阿莱赫姆（1969年）。


[3]
 同样，对于工人和厂商来说，想要相互了解，试用是一个有效率的办法，比让工人把时间花费在学校里或者其他“屏幕”上更有效率。


[4]
 很久以前，许多国家就使用了结扎（或称作夜间帮助）和其他措施来控制由于婚前接触而可能导致的怀孕危险。


[5]
 这一部分的分析和论据一部分来源于贝克尔等人（1977年），因此，把它归于BLM。


[6]
 同样，令人不满意的工作条件——这不能帮助他们自己提高评价——成为说明工人在其工作的最初几年里容易辞职的一个重要理由（鲍尔加斯，1979年），也可见纳尔逊（1970年）在消费者选择讨论中关于“寻找”和“经验”商品之间的区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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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p 代表离婚的可能性，s 代表对特有资本的投资，α 和β 分别代表能够提高p 和s 的外生变量。α 可能是一个虚设变量，在未婚同居中等于1，在合法婚姻中等于0。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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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α 增加了离婚可能性的总效应（一个从合法婚姻到未婚同居的可能移动），超过了α 单独的效应，在这里婚姻所特有的投资被减少了。


[8]
 一项研究表明，31%的男性和仅22%的女性在离异后的两年内再婚。


[9]
 效用与商品收入之间的关系，已经在本书第四章讨论过了。


[10]
 如果

Z*m
 =Zm
 +Δ＞Zm
 d
 和Z*f
 =Zf
 -Δ＞Zf
 d
 ，

那么夫妇双方才愿意保持其婚姻。

式中，Δ 代表妻子给丈夫的贿赂，任何高于Zm
 d
 -Zm
 ，低于Zf
 -Zf
 d
  的贿赂都将满足双方的不等式。


[11]
 无过失离婚至少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莱基在其所著的《欧洲伦理道德史》（1880年）一书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

另一个，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产生于变化了的婚姻形式的结果，婚姻形式仅仅被视为是一种世俗的契约，也是为了幸福缔结的婚姻合约，它的持续取决于双方的同意。任何一方都会使其婚姻解体，而离婚却可以给夫妇双方以再婚的权利。毫无疑问，在这一理论给定的条件下，契约式的婚姻变化是没有规律的（第306页）。

然而，在列举了一些罗马史上离婚和再婚的例子之后，他又写道：

毫无疑问，也存在着极端的案例，但是，婚姻生活的稳固性已经被严重地削弱了，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不过，夸大影响婚姻生活方面的那些种种合法的变化的影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在公众议论不存在偏见的情况下，夫妇双方都有离婚的自由，这也并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抛弃对方的权利，这一点总是掌握在丈夫的手中……，在共和体制下，从来没有或者很少实施过（第307页）。


[12]
 在1970年和1974年之间，除加利福尼亚州之外，仅有另外10个州实行了无过失离婚（福斯特和弗里德，1974年）。


[13]
 自从70年代以来，这一法律减少了从提出离婚申请到最后离婚判决这一过程的最低居住要求和最少等待时间。如果按照原有的法律，一些由1970年和1971年所提出的离婚申请，要到1972年和1973年才有可能得到批准。的确，舍恩和他的同事们（1975年）指出，关于在1970年和1971年离婚率猛增的情况，完全可以用下面事实来进行解释：即在时间上的这些变化，从更小的范围上说，是加利福尼亚州居民的离婚案在内华达州得到确认所致。不过，若时间因素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的话，那么，1972年到1974年的预期离婚率应该远远地高于实际离婚率，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14]
 汉南等人（1977年）和基利（1980年）分析了关于负所得税实验参加者的离婚率。赫尼希（1974年）研究了给予那些带有未成年子女的母亲所提供的帮助，可能会对女性户主家庭数量变动影响的问题。


[15]
 桑德森（1980年）提出了这一观点，并且同时提供了一些关于黑人男性与女性在19世纪中收入情况的资料。


[16]
 当然，这一方程式并不可能确定混合婚姻是否会降低其收入，也不可能确定那些收入较低的男性是否一定要跨入混合婚姻的行列，或者对这二者都不可能确定。


[17]
 约万诺维奇（1978年）鼓励了这一讨论。


[18]
 弗林和赫克曼（1980年）分析了劳动力市场上的耻辱。



第十一章 家庭的演进

在最近的数十年内，离婚率、生育率、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家庭组织的其他方面以及家庭自身，都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尽管这些变化是巨大的、迅速的，并为社会公众所广泛瞩目，但它不应该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在此以前的家庭是停滞不前的。原始社会和农民社会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制度。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西方家庭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变革过程。

本书最后一章将运用前面各章所提供的发展的分析方法，考察家庭的长期演进和家庭近年来所发生的变更方式。这一讨论只是纯理论性的、粗线条勾画的，因为我毕竟不是历史学和人类学方面的专家。不过，我相信，我所作的这一对家庭经济的素描，是可以刻画出那些极大地影响了家庭的长期演进和当代家庭发展的主要因素的。

传统社会

所有传统社会都面临不确定性和信息有限性，这是需要我们去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在愚昧无知的原始社会中，巫术、妖术和迷信横行（托马斯，1971年）。大多数孩子在10岁以前就死亡了（见第五章），许多人结婚不到十年就失去了配偶，恶劣的天气和虫害可能会毁掉人们全年的收成，凶残的猛兽和流行的疾病毁灭了牧群和野生动物，甚至连普通的市场交易也充满了关于商品质量和买卖双方信誉的不确定性。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曾经指出，在所有的农民市场制度下，“信息是十分贫乏的、稀缺的、被错误分布的、传播极无效率的以及被不负责任地评价”。并且，“对所缺少的信息的搜寻、对已有信息的保护等，都只不过是游戏的名称而已”（格尔茨，1978年，第29页）。

如同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所表明的那样，传统社会在农业、狩猎或其他技术的运用上，一般都没有经历累积的变动过程，虽然由于运气和能力不同的影响，以及可能持续多年的瘟疫和异乎寻常的气候等，都会造成家庭的兴衰，但是，经济和社会生活却趋于静止和停滞。

这些社会也曾设法采用各种方法来对付不确定性和愚昧，但是，由于缺乏规范的制度保障，因而那些有较好收成或能猎获到较多猎物的人们，都被鼓励（甚至强迫）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平均分配给其他人。 
[1]

 虽然用体力开发零星分散的小片荒地是一种粗放的、代价昂贵的降低农业收入波动的方法，但是这一方法作为抵御各种不测的自然灾害的有效方法，却在农业社会中被广泛地采用（麦克洛斯基，1976年）。

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或者更准确地说，亲属家族——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保护家庭成员抵御不确定性。在原始社会中，馈赠总是在亲属之间进行的，当人们遇到天灾人祸时，可以依靠其亲属之间的互相帮助来克服危机（赫斯科维茨，1965年；波斯纳，1980年）。一个家族就好像一个相当有效的“保险公司”，在这里，即使一个血缘关系较远、较松散的家庭也很小，因而能够使家庭成员之间互相监督——防止他们偷懒和不关心他人。在其他方面也可以得到由家族关系所提供的保护优势。此外，由于同一家族的人生活在一起，或者比较接近，因而便于了解家庭成员的性格特征、观察家庭成员的行动。

另外，家庭组织中的利他主义要多于其他组织中的利他主义，甚至连利己主义的家庭成员也会在利他主义家庭成员的行为引导下，把利他主义成员的利益合并到自己的行为中去。否则，利己主义的家庭成员将有可能被自己的利己主义行为所损害。因为再这样下去，利他主义的家庭成员花费在利己主义家庭成员身上的时间和资源将会不断减少。本书第八章曾经证明了“罗登·凯德定理”是如何引导利己主义的家庭成员像利他主义者那样去行动的。

一个家族在抵御不确定性方面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使那种由于继承权而把土地分割的观点，与那种把土地分散开来以防止收入波动的观点趋于一致。由于继承权的分割，形成家庭成员之间土地的分散，从而降低了家庭收入的波动。因此，家庭保险可以降低每一个家庭成员收入的波动。

在传统社会中，年纪较大的人总是会受到大家的尊敬，因为他们拥有长年累月积累起来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对于处在那些静态环境中的年轻人来说具有特殊的价值（布伦纳，1979年）。在传统社会中，对于年轻一代的知识传授，主要是通过对其子女、侄子、侄女和下一代亲属的家庭文化遗传来实现的。那些年长者所拥有的与其职业相联系的知识和特殊技艺等，更容易传授给那些与其家庭背景相似的年轻人（见第六章，罗森茨韦克和沃尔品，1979年）。

由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监督，防止了家庭成员逃避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也防止了家庭成员对由其家庭担保的其他“道德危险”的违反，因而传统社会鼓励家庭对自己的成员进行监督，以便能够及时发现那些可能危害其他家庭成员的犯罪活动，其中包括拖欠债务。这种鼓励常常也包括整个家族对其成员的反社会活动进行惩罚（斯通，1977年，第126页；波斯纳，1980年）。

年轻一代的家庭成员通常从事与自己的父母和其他亲属相同的职业，耕种相同的土地，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已经从自己的长辈那里获得了从事这些劳动的专门知识。的确，可以把家庭看作是一所小型的专门学校，它为特殊职业、耕作和手工作坊培训学生，并且在这些毕业生的资格得到社会正式认可之前，家庭负责担保他们的这一资格。在传统社会里，家庭“学校”的重要性说明了一个农场在同一个家族中为什么可以一直维持许多代；家庭为什么能够培养出某种特殊的专门人才来，如士兵（武士）、牧师（婆罗门）、商人（杂货商）、农场主（农民）、服务人员和其他工人。

家庭通常不仅有为特殊职业或者其他活动培养学生的权利，而且还要为那些不称职的或不诚实的毕业生承担责任。19世纪日本伟大的艺术家安藤·广重从东京他父亲那里继承了管理射击场的职业，并把这一权利传给了他的堂兄，后来其堂兄又传给了他的儿子，儿子又传给了孙子（楢崎，1968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种姓制度和封建制度并不是简单地把财富再分配给上流家庭，而是这些制度依赖于家庭训练，以证明它们的家庭成员具有适应这种特殊职业的能力和资格。因为当时在这些职业中还没有能够找到一种配置人力资源的更好的方法。

为其家庭成员的行为承担责任的家庭，将有可能指导，或者强迫其家庭成员去做那些可以为整个家庭带来荣誉和创造机会的事情。与其他国家相比，17世纪的英格兰是一个个人主义社会（麦克法兰，1979年，第七章），但是，上流社会的父辈们似乎仍为其子孙进行职业选择（斯通，1977年，第179页）。

在传统社会里，婚姻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而一般家庭都尽可能避免与那些不诚实的家庭或者那些因管理不善而总是求助于别人的家庭，以及那些可能会有损于自己名声的家庭交往。这样，在其家庭成员的配偶选择问题上，家庭总是要进行相当严格的把关。14世纪的法国村庄“许多婚姻是由家庭或者朋友安排的，而很少注意当事人的感情”，或者“一个人宁愿与上帝（单人家庭）结婚，而不愿与任何一个婚姻伙伴结婚”（勒鲁瓦·拉杜里，1978年，第188—189页）。

有时候，两个家庭通过其家庭成员之间的多边联姻结合成一个联盟，犹如古代社会的婚姻一样（福克斯，1969年）。伦纳德在描述19世纪印度市民的种姓制度时说：“多边联姻一般发生在一些有限的家庭中间，有时两个家庭的一代人中就可能出现五对联姻”（1978年，第88页）。在一些社会中，在表兄妹之间和在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联姻是很普遍的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本家庭（扩张型家庭）内部的婚姻可以减少形成不良亲属关系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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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环境中，追求爱情的婚姻是很难被容许的，除非这一婚姻能够为家庭带来利益。在16世纪的英格兰，罗曼蒂克的爱情和对情人的热烈追求，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被指责为是婚姻的非理性和非长久性的土壤（斯通，1977年，第86页）。勒鲁瓦·拉杜里曾经专门研究过法国农庄14世纪时的情况，在那里“追求热烈的爱情是可能的”，但是“这一追求必须在严格的圈子里进行，这一圈子实际上引导并统治了对婚姻伴侣的选择”（1978年，第186—187页）。在当时，你可以去爱一个娼妓，也可以在私下发生一些桃色事件，但是，家庭在你婚姻伴侣的选择上却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它绝不允许爱情妨碍家庭福利目标。

在传统社会里，如果这些家庭要继续从维持一个大家庭中获取利益的话，那么，它们绝不能允许自己家庭中关系已经破裂的已婚夫妇离婚。相反却能够允许丈夫、有时也允许妻子通过姘居或者私通来寻求慰藉。因此，它们也可能会像农业社会和19世纪中期以前的西欧那样，禁止或者竭力反对离婚。 
[3]



在传统社会里，家族的重要性是通过对其亲属关系和家世血统的强调来表达的，也是通过关于不同种类家族的许多专用术语，甚至原始社会的语言来表达的（福克斯，1969年）。在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中，一个家庭拥有自己的农场，每个个人，甚至核心家庭成员也仅仅拥有它的“使用权”，而其所有权则是归整个家庭所有的（赫斯科维茨，1965年，第16章；纳什，1966年，第34页；麦克法兰，1979年，第18页）。

在现代美国，一个人可以合法地选择任何姓名，包括 V on 的前缀，或者一些很有名气的姓名如洛克菲勒、卡里奇等。因为一个家族的姓名本身并不能给家庭带来什么利益。然而，在传统社会里，对家庭姓名的保护（如果家庭有姓名的话）就像现代许多国家保护自己商品的商标一样。其原因在于，在传统社会里，一个家庭的姓名可能成为一份很有价值的财产或者商标。那时，一个家族的祖先因为他们的成就会受到后代的尊敬甚至崇拜，并且，家族绝不容许对其祖先的任何批评。

伯父、伯母、叔叔、婶子、侄儿、侄女、表兄、表妹、舅舅、舅母、外甥、外甥女以及其他亲属相见时，常常要赠送礼品，制定家庭计划，并教育后辈人要互相检查和监督每个人的行为表现。这些经常性的接触和监督，减少了家庭成员之间的隐私。未婚女性出入社交场合须有年长妇女的陪伴，以防止意外怀孕或其他纠纷。在伊斯兰国家已婚妇女要被隔离起来，以避免男女之间的暧昧关系发生（见曼杜弟，1975年），与其他家庭的接触也要受到限制，以预防有损害自己家庭声誉或增加自己家庭义务的行为发生。这里，家庭成员的隐私权之所以被侵犯，是因为每个家庭成员的行为都会对其他家庭成员的福利产生影响（关于隐私和“胡作非为”之间关系更一般的讨论，请参阅贝克尔，1980年）。

虽然贫穷和不成功的家庭成员很少有自己的秘密，因为他们吃饭、睡觉和生活都在一个十分狭小的空间内进行，但是在其经济和社会选择方面，他们通常会有比成功的家庭成员更大的自主权。一个贫穷的人可以选择自己的配偶和决定自己的活动方式，因为他的家庭并不会从他的这一行动中失去什么。的确，一个有抱负的穷人会离开其家庭而远走高飞，以避免其家庭低下的社会地位对他的进一步发展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现代社会

在现代社会，市场推进了贸易和生产的迅速发展，高速发展的经济环境又进一步改变了技术、收入和就业机会。年长的家庭成员所积累的知识，已经远不如在传统社会中那样对年轻人有用了，因为现在年轻人所面临的是与其前辈完全不同的经济背景。为传统工艺培养学徒的小型学校已远不如学生来自许多不同家庭的大型学校更有效率，因为后者所传授给学生的是适应新环境的一般性知识。传统社会中由家庭给学生们所提供的“资格证明书”现在已经由学校通过考试制度取而代之，并且契约和循环往复的商业活动减少了对原先那种资格证书的需求，对于那些违反合同的人可以通过法律制度予以惩罚，那些不称职或者不能胜任工作的人是根本无法混下去的。

在现代社会，通过给遇到灾难的家庭成员提供捐赠和贷款的方法而建立起来的家庭保险已经没有太大的作用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在自己困难时到资本市场借贷，宽裕时到银行储蓄的方法来进行“自我保险”。并且，市场保险是建立在千百万个家庭经验基础之上的，它可以对火灾、死亡、老年人、病人以及其他灾难提供一种任何单个家庭都无法比拟的有效保护。

所以说，家族在现代社会已远不如传统社会那样重要了，因为市场保险已经代替了家族保险，市场学校已经代替了家庭学校，考试和合同代替了家庭的资格证明。家族不仅不再对关于监督和控制其成员的这类事情感兴趣，而且也没有能力再来管这类事情了。每个家庭成员都在寻找对自己有利的机会。由于家族在现代社会已不太重要。因而家族的祖先和家庭的长辈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们的极大尊敬；并且他们已很少反驳别人的批评，相反却更多地在公共场合和精神病医生的私人办公室里受到别人的批评。塞缪尔·约翰逊在18世纪后期已经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观察和研究。

在那些非商业化的国家里，一个家庭的众多分支必须依赖于树干才能生存。所以，为了使家庭的主人关心他们，他们表示自己的利益是与主人的声誉、感情和利益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他则尽力增加他们的利益，这样，第一个大的亲属圈或者氏族就出现了。但是，随着商业活动的发展，这种限定在家庭内部的联系就变得越来越不必要了，家庭成员之间很少再有这种互相来往的机会，这一关系也就逐渐地消失了。 
[4]



家庭重要性的下降，说明了那些中层和上层社会的家庭成员是如何获得了在传统社会中只有贫穷家庭中才能拥有的自由和行动的自主权：子女们首先有权拒绝父母为自己所选择的配偶；然后，他们有权利选择父母所反对的配偶；最后，他们有权利在选择配偶时根本不去考虑父母的意见。在现代社会，男女之间的约会，甚至十几岁的少年男女之间的约会，以及为了得到更合适的配偶而在婚姻市场上的广泛寻觅都变得更为常见了，因为人们是在寻找个人之间而不是家庭之间的和谐性，尤其是每个人都在积极地（常常并不是成功地）寻找他们自己所爱的配偶。

不幸的是，爱情和个人性格特征在婚前并不像家庭声誉和家庭地位那样容易被确定，而后者在传统社会中是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许多已婚的人们发现他们并不相爱，或者通过他们的婚姻经历而对对方在一些方面感到不满，于是，其中一些人就会提出离婚，然后再到婚姻市场上去寻找新的配偶。因此，现代社会似乎成为一个多爱情婚恋与高离婚率并存的自相矛盾的结合体。

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父母生育较少的孩子，而在每个孩子身上却花费了较多的投资（可参阅本书第五章的讨论）。并且，在传统社会里，大部分时间和其他资源的投资是由其祖父母、伯父母和其他亲属所承担的，因为他们的利益是与孩子们的福利、行为等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结果，现代社会的父母会为孩子的死亡而更为震惊。一般来讲，他们更关心每一个孩子的福利，因为他们为孩子投入了巨大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此外，“罗登·凯德定理”也说明，即使利己主义的孩子也能从他们对父母的利他主义行为中得到好处，他们的父母已经为他们进行了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而其父母对孩子福利投资的多少则主要取决于父母的福利程度。

许多历史学家都已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与传统社会的家族相比，现代社会的核心家庭成员更加友爱，联系也更为紧密，而传统社会中血缘较远的亲属，如表兄妹，关系则更紧密（参看肖特的例证，1977年，第85页，第124页）。这里，我认为现代社会中配偶之间的关系更紧密，因为在其配偶的选择中，爱情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今天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更为紧密，因为今天所强调的是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在传统社会中，之所以表兄妹之间以及与其他亲属的关系更为紧密，是由于家族的保险功能、家庭成员的培训，以及对其家庭成员的全面负责所造成的。

如果说现代社会是从本章所强调的传统社会的特征演变而来的话，那么，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和核心家庭则是从传统社会中扩展型家庭和血缘型家族发展演变而来的。许多人痛恨个人主义，怀念消失的传统家庭，但是，我的分析却表明，个人主义之所以取代了家庭主义，是因为传统社会中许多家庭功能已被现代社会中市场和其他组织所取代了，而后者则具有更高的效率。例如，传统社会的家庭保险、家庭供给和家庭训练的资格证书已远不如现代社会的市场保险和市场训练更有效率。对于那些假设的传统家庭亲密关系的怀念，显然是忽视了传统家庭对个人隐私和个人选择的限制，忽视了传统家庭对其成员所遇到的灾难的不完全保护，以及忽视了传统家庭对于那些超越了家庭背景的机会的限制。

20世纪后半期

图11.1—11.9表明了自50年代以来，美国的生育率、离婚率、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成年人在校注册率、老年人独居率和其他一些家庭组织和家庭结构的变动趋势。毫无疑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家庭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比如，从1950年到1977年的合法婚姻生育率下降了大约1/3，而离婚率却提高了一倍多。带有未成年子女的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了两倍多，以带有未成年孩子的妇女为户主的居民户比例也增加了两倍多。的确，美国家庭变化之迅速，已经超过了自这一殖民地建立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

我相信，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妇女挣钱能力提高的必然结果。美国年龄超过14岁的职业妇女的真实周收入，从1950年到1964年增长了30%左右，从1964年到1978年增长了大约10%（见图11.4）。妇女挣钱能力的提高，也提高了花费在非市场活动上的时间的既定价值，从而提高了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同时也提高了妇女哺育子女的相对成本，减少了她们对孩子的需求，因为抚养孩子需要花费其母亲大量的时间（见第五章的扩展讨论）。有关的统计数字（布茨和沃德，1979年；沃德和布茨，1980年）表明，妇女收入和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是1957年以来美国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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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美国从1950年到1970年之间，每1000名年龄14—44岁已婚妇女合法生育的比率与每1000名年龄在15—44岁未婚妇女的私生子女的比率。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1979年c和以前同名资料；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局，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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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美国1950年到1978年之间，年龄为18—24岁的人口在校注册比率。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1979年b和前期的同名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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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1950年到1978年之间，美国已婚妇女和带有不到6岁的子女的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1975年c和1979年c，和前期同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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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从1951年到1978年，美国妇女的周平均实际收入（按1967年的美元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1967年，1980年c和前期同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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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1950年到1977年之间美国每1000名已婚妇女的离婚率。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1979年c和前期报告；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局，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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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1970年到1979年之间，美国未婚夫妇同居的数字。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1979年a，1980年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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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7 1950年到1979年之间，美国以妇女为户主，带有18岁以下子女的不完全型家庭。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1980年b和前期同名报告。

婚姻收益的减少是由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生育率的下降所引起的，因为性别的劳动分工已经失去其优势（见第二章到第四章的讨论）。当婚姻收益减少时，离婚就会更具诱惑力。自1950年以来，迈克尔（1978年）关于生育率、离婚率和劳动参与率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表明，现有配偶的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的变化与随后离婚率的变化呈正相关。婚姻收益的下降和离婚率的上升，增加了未婚同居的现象，并且也明显地提高了以妇女为户主的家庭的比例（见图11.6和图11.7）。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使私生子女的比例相对于合法婚姻的生育率大大地提高了（见图11.1）。

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是她们工资率提高、生育率下降和离婚倾向增强的结果）必然会提高妇女的挣钱能力，因而也增强了对经济发展的效应。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看到的那样（也可见波拉切克，1975年），妇女在市场活动中所花费的时间越多，她们在市场技艺和市场经验中的投资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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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8 1950年到1977年之间美国的实际福利支出。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1975年c，1979年c以及前期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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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 1962年到1979年之间，美国年龄为65岁和65岁以上的独居老人的比例。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1980年a和前期报告。



离婚率、生育水平和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也会以其他的方式相互作用。例如，当离婚率提高以后，生育率就会下降。因为婚姻的破裂使抚养孩子更为困难，并且也减少了孩子给家庭所带来的欢乐。第十章所提供的论据说明，那些对离婚的可能性预期较高的夫妇，婚后可能生育较少的子女。当离婚率提高之后，无论是单身妇女还是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市场经验是有用的，它会告诉人们，当一个家庭解体时，一个妇女必须成为其未成年孩子的主要经济负担者。

5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妇女挣钱能力增长的绩效并没有加速，然而，从那时起，离婚率和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却迅速提高。在过去的20年中更是如此（奇斯威克和奥尼尔，1977年；迈克尔，1978年），并且从1956年到1976年之间生育率的急剧下降超过了在此之前的任何一个20年中生育率的下降水平（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局，1979年）。妇女挣钱能力提高的启动作用，加速了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生育率和离婚率的变化。当生育率较高，而离婚率和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较低时——就像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那样——由于妇女挣钱能力的提高而造成的生育率下降，对于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她们仍然把自己的大部分青春用于抚养孩子。她们不愿意在市场导向的人力资本上过多投资，其原因之一是她们在使用这些资本的劳动制作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很少；原因之二是在她们抚养孩子的漫长岁月中，这一资本将严重贬值（明塞尔和奥费克，1980年）。在离婚收益和广泛的性别分工维持较高水平的情况下，离婚率的影响也是很小的。

最后，随着妇女挣钱能力的继续提高，生育率的继续下降，花费在抚养孩子身上的时间也会大大减少，以保证已婚妇女在其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前和最后一个孩子入学之后，把整块时间都花在劳动工作上。年长妇女的较高的参与预期，激励了姑娘和年轻妇女在市场取向的人力资本上的投资，而这又进一步提高了妇女的挣钱能力和劳动参与率，进一步降低了生育率。结果，甚至在妇女挣钱能力还未增长的情况下，妇女的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生育率的下降就可能已经加速进行了。并且，这两个因素又加速了离婚率的提高，因为人们从婚姻中所获得的收益的下降也在进一步加速进行。更进一步说，离婚率增长这一事实本身，最终鼓励了更多的离婚事件发生，因为离过婚的人很少再感到耻辱，而且他们能够更容易地找到其他离婚的人再度结婚（见第十章和贝克尔等人，1977年）。

在最近的数10年间，因为其他事件的影响，典型家庭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异常迅速的变化。在本世纪50年代中，或许是因为“避孕药”的引进所宣告的“避孕革命”极大地减少了那些父母本来就不想要的孩子的数量，因而提高了离婚率和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虽然避孕措施的推广为我们提供了控制孩子生育时间和生育数量的较好方法，但我在本书第五章中所提出的观点却是，对于本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所出现的生育率下降现象，用“避孕革命”仅仅只能说明其中的一小部分原因。

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鼓励妇女减少她们生育孩子的数量，提高她们的劳动参与率，以及（在必要时）通过与其丈夫离婚从而成为自己家庭的户主等办法来维护妇女的独立性。毫无疑问，妇女运动为了帮助一部分妇女采取这些措施而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以及各种观点和论据。不过，我相信，与其说妇女运动是一种改变她们的社会角色的主要力量，还不如说是对已经极大地改变了这一角色的其他力量的主要反映。

在最近几十年间，福利国家的增长，极大地推动了家庭的变化。从1950年到1963年之间，那些用于社会保险、失业津贴、对老年的医疗照顾方案和医疗补助项目，对带有未成年子女母亲的补助、食品补贴以及其他转移支付项目等，实际上增加了123%，从1963年到1967年增长了167%（见图11.8）。对带有未成年子女母亲的补助和其他种类的福利在早期增长很快，而医疗照顾和社会保险等则是近期才流行起来的。

如果，当父母收入增加时，支付给带有未成年子女的母亲的援助款项就会减少；当父母生育了计划外的孩子，或者当父亲不抚养其子女时，支付给带有未成年子女的母亲的援助款项就会增加。那么，这就是一个提高育龄妇女，包括单身妇女生育率的方案，同时，也是一个鼓励离婚、阻碍结婚的方案（这一援助方案接受者的福利会因孩子而增加，会因结婚而减少）。实际上，这一福利是贫穷妇女的生活费，它可以替代丈夫的收入。随着婚姻收入的普遍下降，福利支出能够说明为什么在避孕药和其他有效的避孕措施已广泛使用的情况下，私生子女相对于合法婚姻子女生育率的比例仍有相当大的增长。

在实行失业津贴制和老年人医疗照顾及医疗补助方案以前，失业者和病人都是依赖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和家庭其他成员的帮助。当丈夫失业时，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妻子的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来维持一家生计的（明塞尔，1966年；史密斯，1979年）。因此，公共福利事业的发展，就像19世纪私人市场上人寿保险业的发展一样（塞里塞尔，1978年），通过进一步削弱家庭在保护其成员抗御意外灾难中的传统作用，从而削弱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

一些重要的公共福利项目主要是在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资源让渡，例如，社会保险是正在工作的人向退休老人的资源让渡，“免费”教育是成年人向儿童的资源让渡。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资源让渡可能不会改变带有孩子的一般家庭的合并收入（见本书第七章的论述），但是，它们对家庭行为和生活安排仍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政府从成年人口（主要是父母）那里征税来维持公共教育经费的行为，由于父母可以通过减少他们在孩子的教育和其他用于孩子的人力资本上的支出来补偿他们自己因交纳这一税款而损失的资源，这一税款是为孩子提供公共教育的，但这一公共教育对孩子的总投资可能只有很小的净效果（见本书第六章），然而，公共资助和这些父母的反应，削弱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联系，这也是最近几十年来两代人之间矛盾加深的原因之一。如果因为国家对孩子的支出增加，从而使父母减少了对孩子的投资的话，那么，利己主义的孩子就会有较少的动因去考虑他们自己的行为对其利他主义的父母福利的影响——父母福利的减少并不会减少孩子的福利，并且利己主义的孩子也会有较少的激励去服从那些试图通过减少或取消他们对孩子的经济或其他援助的威胁来控制其子女行为的父母。

那些通过对劳动人口征税来筹措的社会保险经费，减少了子女赡养已退休父母的支出，因此，孩子们被税收征走的一部分资源已经得到了补偿（巴罗，1978年）。父母们可能较少注意或考虑那些对他们很少尽赡养义务的子女的利益，在最近几十年里，与孩子分居的老年人数量正迅速增加，他们或者与子女分家单过，或者生活在敬老院中（见图11.9），这表明孩子与年老父母之间的关系正在削弱。迈克尔和他的同事（1980年）所提出的证据表明，社会保险支出的增长，是那些包括已婚子女和丧偶父母的联合家庭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妇女挣钱的能力增强了，福利国家在西方其他国家也迅速增加。如果我关于美国在这一时期内的变化的介绍是真实的话，那么这一时期其他国家的家庭也应该发生了同样巨大的变化。图11.10到图11.12表明，1964年以来的法国、英格兰、威尔士和瑞典等国的生育率已经下降了30%，离婚率上升了一倍多，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了20%多。日本的情况尤其令人感兴趣：妇女解放运动还没有波及到那里，避孕药也已经被政府禁止，然而，自1950年以来，日本的生育率却下降了40%多；1960年以来的离婚率上升了差不多20%；1955年以来，日本职业妇女的比例则上升了50%以上。

虽然以下图表对这5个国家主要变化的描述基本相似，但它们之间的重大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例如，在英格兰、威尔士、瑞典和法国的生育率下降，是在美国生育率下降几年之后才开始的，而日本生育率的下降却开始于美国生育率下降的许多年之前，而且日本离婚率的提高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对于这些这样或那样的差别，至今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并且，关于其他国家的这样或那样的资料的主要信息只是在千篇一律地重复，根本谈不上多样化。家庭变化基本上都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中以类似革命的方式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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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0 1950年到1978年之间英格兰、威尔士、法国、日本和瑞典每1000名年龄为15—44岁的妇女的生育率（统计数字中，法国包括15—49岁的妇女，日本包括10—49岁的妇女）。



资料来源：法国《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78年a和前期同名资料。英国劳动就业部，1975年，英国统计中心办公室，1980年和前期同名报告。日本统计局，1980年和前期同名报告。瑞典国家统计中心署，1980年，以及前期同名资料。

自从本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非常缓慢。70年代早期迅速变化的动向解释了在整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为什么生育率持续大幅度下降，以及为什么离婚率和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持续以较大的幅度上升。然而，如果经济发展速度继续减慢，福利国家继续保持适度扩展的话， 
[5]

 即从本章的分析中可以预言，生育率不会急剧下降，离婚率、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私生子女和以妇女为户主的不完全家庭数量也不会迅速增加——家庭组织和家庭行为的许多其他方面则会出现更为循序渐进的变化。的确，发展速度减慢到一定程度时，最终可能提高生育率，也可能根本改变家庭行为其他方面的走向。这里我故意用“最终”一词，因为我们还没有太多的关于生育率、劳动参与率和离婚率反馈时间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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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1 1950年到1979年间，法国、英国、日本和瑞典的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



注a日本所显示的百分比是指所有得到工资的在职妇女。

资料来源：法国《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56年，1964年，1971年，1978年b英国劳工局，1975年、1978年；日本统计署，1980年和前期同名资料；瑞典国家统计中心，1980年和前期同名报告。

这些对未来所作的尝试性预测，可能是结束一个关于家庭长期发展预测章节的适当方式。本章试图说明，经济研究为分析以下事实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框架，即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家庭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然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却是非常缓慢的，其较大变化甚至延续了几百年的时间，虽然经济研究不能概括人类行为的全部事实，但它似乎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改变了家庭行为的主要责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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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2 在1950年到1978年之间，英国和威尔士、法国、日本以及瑞典每1000名妇女中的离婚率。



资料来源：见图11.10。




[1]
 理查德·波斯纳（1980年）已经对原始社会中所盛行的赠品的含义进行过考察，尽管我关于传统社会的不确定性的分析从根本上说与他的理论是无关的，但是，我的不确定性理论的发展却在从与波斯纳的讨论中和从其他文章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了很大的帮助。约拉姆·本—波拉斯（1980年）也对这一问题进行过分析，并且与我的分析有一些相似之处。


[2]
 有一则叙利亚寓言这样描述了表兄妹之间的婚姻关系：“你已经知道的运气比你所希望知道的运气要更好一些”（帕塔，1971年，第170页）。


[3]
 例如，在英格兰1850年以前，离婚须经议会审议，每年仅有一件离婚案能得到批准（朗特里和卡里尔，1958年），不过，许多传统社会仍有很高的离婚率，见普赖尔（1977年，第335，339页）和波斯纳（1980年）的讨论。


[4]
 博斯韦尔（1959年，第98页），我是在斯通（1977年，第259页）的帮助下才获得这份参考文献的。


[5]
 这是一个不可靠的假设，因为我们对经济发展和福利国家扩展速度减慢的原因并没有深入地进行讨论和理解。见爱德华·丹尼森（1979年）关于美国经济增长减弱的有关讨论。



第十一章附录 国家与家庭 
[1]



在身体和心理发育阶段的许多年里，儿童自己不能照顾自己。由于儿童的智力发育还不足以使他们同其监护人签订有效的合同，所以，法律和社会规范要求对儿童进行保护。为此，法律惩罚虐待儿童、拐卖儿童和未经政府批准堕胎的犯罪行为。同时，法律还为儿童提供义务教育，为有儿童的家庭提供福利帮助，对涉及儿童的离婚有严格规定，并且规定了最低的结婚年龄。

一般来说，如果违反条款没有提高所有当事人的收益，那么买卖合同就是有效的；另一个判断合同有效的标准是：违反条款获利一方所获得的金钱没有超过受害方所失去的金钱。然而，对于儿童来说，由于儿童智力还不成熟，这一点就排除了他们同其父母或者同其他负有照顾义务的人之间所签订合同的有效性。

建立家庭内部有效关系的这种困难，为我们提供了解释国家大量干预家庭生活的依据。我们相信，大量的国家干预就像是当儿童能够安排照顾自己时所产生的合同，换句话说，我们相信，许多有关家庭的规定能够提高家庭活动的效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些规定不仅提高了儿童的福利，而且也提高了父母的福利，或者至少提高了父母和儿童的共同福利。

如果说“正义”同儿童的健康是一致的，那么，这种效率的观点就意味着国家所关心的是如何正确对待儿童，因为儿童的健康是我们考虑的主要因素。但是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只有影响儿童的因素才决定着国家是否进行干预，因为影响父母的因素也应当考虑进去，当父母和孩子获得的财物或者当孩子获得的财物超过他们父母的损失时，国家就要进行干预。

按照理查德·波斯纳和其他人的观点，当交易费用很大时，普通法就会增进效率。波斯纳（1986年）说：“当自由市场交易费用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也就是说，当市场交易是不经济的时候，普通法就会通过规定其价格来调整市场活动”（第230页）。

我们不能说效率引导国家去干预家庭，但是我们可以说，国家干预市场是为了资助教育、为老人提供养老金和规定离婚的途径，这种干预，从总体上说，是符合效率观点的。

法规和公共抉择的现代理论，怀疑政府的行为是否支持了效率和正义。我们将在本章后半部分简要地分析一下利益集团的行为，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为了提高家庭安排的效率，必须有国家干预。

为了解释国家政策，我们制定了一个在不同条件下分析家庭行为的方法，该方法大大扩展了以前的成果。20年前我在沃伊廷斯基演讲中曾经指出，只有给成年孩子赠品或留下遗产的父母，才是对孩子的最佳投资（贝克尔，1967年），贝克尔和托姆斯以后又发展了这个观点（1986年，和这一卷第七章的附录），汤普森和鲁特尔在不知道贝克尔文章的情况下，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我们对国家干预家庭决策好处的讨论，概括了1967年我的沃伊廷斯基演讲和本书中对教育和其他人力资本投资所进行的分析。在被引用的汤普森和鲁特尔的论文中，他们对政府干预家庭的原因作了很好的分析。另外，1987年纳洛夫等人还探讨了有关的生育问题。

对孩子的利他主义

父母的效用决定于孩子的多少、孩子的效用和他们自己的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绝大部分父母对他们的孩子是利他主义的。这种利他主义观点，可以从父母经常为孩子作出牺牲的行为中得到证明：父母为照顾孩子花费大量时间；为孩子的教育和健康花费金钱；给孩子馈赠；把遗产留给孩子等。所有的父母或多或少地都为孩子作出了牺牲；但是，只有部分父母能给成年孩子可观的赠品或留下大量遗产。

柏拉图的《理想国》反对天才儿童由他们父母抚养，他提倡“当孩子一出世，就由为此目的指定的官员来负责抚养……，同时，采取一切措施防止母亲知道哪一个是自己的孩子”（康福德，1951年，第160页）。柏拉图的这种观点引起了哲学家的注意，并启发人们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结果都失败了，甚至以色列集体农场运动又重新规定了父母有抚养孩子的义务。

父母的利他主义解释了为什么全社会具有比柏拉图更现实的常识，为什么社会把照顾孩子的主要义务交给他们的父母或者其他近亲属。具有利他主义思想的父母是孩子最好的看护人，因为他们能够考虑自己的行为对孩子健康的影响，他们有时为了增加孩子的消费和安逸，宁愿牺牲自己的消费和安逸。

当然，也有些父母虐待自己的孩子，比如殴打孩子等，但是，现代西方国家对父母作为孩子的看护人是非常信赖的，至少相对于其他人作为看护人来说是这样的。尽管政府对父母虐待缺乏自卫能力的孩子感到痛心，但也很少要求孩子离开自己的父母，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英格兰和威尔士，18岁以下的儿童，由政府照顾的不到万分之二（见美国慈善协会，1984年）。

反对父母的利他主义具有重要性的人所引用的事实是，父母很少为孩子的生命保险，这个证据没有提到孩子的死亡对父母效用的影响。然而，因为最佳保险能够使世界不同国家的家庭收入的边际效用相等，即使一个孩子的死亡极大地减少父母的效用，但如果它几乎不能提高甚至减少父母的金钱边际效用，那么，这种死亡也不能保险。赞成父母的利他主义具有重要性的理由是，父母为了减少孩子意外事故、患病和受到其他伤害的可能性，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些“自我保护”行为不是反映孩子意外事故对父母收入边际效用的影响，而是反映孩子意外事故对父母效用水平的影响。

我们的分析表明，家庭成员之间的经常接触能够提高利他主义的程度，也就是说，利他主义很有理由包含对某些财产的偏好，这种偏好是由于对有关物质消费而养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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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利他主义者对财产的偏好比父母用遗产“买”孩子的探视这种观点，更能解释为什么父母会留给经常探望他们的孩子以更多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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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登·凯德定理”认为，在某种条件下，利他主义的父母和他们或许自私的孩子可能形成有效率的关系，这种关系从整体上可以使家庭的财产达到最大化（见第八章）。如果这种理论适用于大多数情况，那么，国家对家庭的干预就不会引起效率的提高。

然而，当父母不给孩子馈赠或留遗产时，“罗登·凯德定理”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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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不给孩子赠品或遗产，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利他主义思想较弱；有的父母即使具有较强的利他主义思想，当希望自己的孩子比自己更富有时，也会不给孩子赠品和遗产。而当经济发展较快，孩子的天赋或其他能力又比父母强时，孩子会比其父母更富有。

遗产在富裕家庭的财产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中产阶级家庭财产中所占的分量一般，而在穷人家庭里却不占重要地位。其中一个原因是孩子的财富将超过贫穷家庭父母的财富，但却很难超过富裕家庭父母的财富。无论是什么原因，留给孩子遗产，这种现象意味着，父母同孩子之间的某种有效交易，在贫穷家庭里不可能像在富裕家庭里那么普遍。然而，遗产也可能会造成其他不利的影响，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进行研究。

对儿童人力资本的投资

父母必须减少自己的消费（包括空余时间），省出时间并节约财产，以用来花在孩子抚养、教育、培训和健康上，甚至利他主义的父母也不得不在自己的消费和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之间作出选择。但是，准备为孩子留下遗产的利他主义父母，可以通过把遗产作为孩子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避免这种选择。实际上，父母对于那些自私自利的孩子可以强迫他们偿还其投资。这些父母愿意对孩子进行有效投资，因为孩子效用的提高并不会给父母带来什么损失。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们假定父母在一生中积累的用于老年消费或留作遗产的财产，它的收益率为4%；如果用于孩子人力资本的投资，它的临界收益率超过4%，那么，准备留给孩子赠品和遗产的父母，在不降低自己消费的情况下，会更多地向孩子投资。如果人力资源投资的临界收益率为7%，那么1000美元的投资，能够给孩子成年后带来每年70美元的收益；如果父母从银行储蓄中取出1000美元用于孩子投资，即他们每年减少了40美元的收益，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消费，同时可以使他们的孩子每年增加30美元的收益。

很明显，只有当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临界收益率等于财产收益率时，利他主义的父母才会把留给孩子的遗产用于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他们会由于有效率的投资而富裕起来，因为他们能在遗产和投资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

有些利他主义的父母没有给孩子留下遗产，因为他们从成年孩子消费中所得到的边际效用，要少于他们从老年消费中所得到的；他们很想牺牲孩子的消费来提高自己的消费，但是，由于他们不愿意给孩子留下债务，所以他们不会这样做。虽然，在一些社会里，孩子有义务偿还父母所欠的债务，但是，这种做法在今天并不普遍。自私或者利他主义思想较弱的父母，是想给孩子留下大量债务的，但是，在年老父母与孩子生活在一起并由孩子赡养的社会里，社会舆论普遍不赞成这种做法；在年老父母不同孩子一起生活的现代国家里，社会舆论同样谴责这种做法，只是这种谴责并不起什么作用。

那些不愿给孩子留下债务的父母，会通过减少对孩子人力资本的投资，来增加自己的养老储蓄，即用自己的消费替代孩子消费的办法来实现。因此，在没有遗产的家庭里，用于孩子投资的临界收益率必须超过养老储蓄的收益率，否则，父母会把准备用于孩子投资的财产用于自己的储蓄，从而导致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

当储蓄收益率低于人力资本投资临界收益率时，父母和孩子之间好像签有“合同”一样，要求父母增加投资，以达到有效率的水平；反过来，按照承诺，孩子要给老年的父母更多的回报，这样，父母和孩子都可能富裕起来。令人失望的是，年幼的孩子不可能成为这种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社会规范的要求，或者父母和孩子的“有罪”感，无遗产的家庭将在孩子的人力资本上投资不足。

更为一般地讲，如果一个利他主义者在一个国家里给予一个受益者利益，而在另外一个国家里却不这样做，那么，他的支出是无效率的。而如果他在其他国家也这么做时，一个利他主义者将从他们自己和其受益者的消费的同样微小的变化中得到同样的效用。所以，在这些国家，受益者哪怕给他一点小小的承诺作为报酬，他也将乐意去做更多的善事。利己主义的受益者也能从这么一个协议中得到好处，因为在这个协议中，他在一些国家中所得到的要大于在另一些国家中所放弃的。不幸的是，受益者的承诺是不可信的，就像孩子们在幼年时会承诺将来赡养自己年迈的双亲一样不可信。

国家干预儿童的教育和其他人力资本的投资，能够使这一投资达到有效率的水平。由于贫穷的父母不可能进行有效率的投资，所以，国家的这种干预可以减少穷人孩子与富人孩子之间的不平等机会。19世纪80年代美国制定的一些义务教育法就起着这种作用，在后来的30年里，这些法律很快被许多国家所采纳。国家通常制定一个最低要求的法律，这个法律的要求除了该国最贫穷的家庭不能达到外，其他家庭都能达到（兰德斯和索尔门，1927年）。这些法律提高了穷人孩子受教育的水平，而对其他富人孩子也没有什么不利的影响。

美国在19世纪后半叶，对公立小学的资助开始增加，20世纪对公立中学的资助大幅度提高，这些资助提高了相对贫困家庭孩子的受教育水平。因为随着国家对教育开支的增加，公费医疗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孩子教育的影响不断减小（费瑟曼和豪泽，1976年）。

父母具有较强的利他主义思想，有助于对孩子进行有效投资，而且能够提高父母给成年孩子留下遗产的可能性。然而，如果孩子认为当他们陷入困境时，父母会援助他们，那么，这种较强的利他主义思想又会带来其他的负效应。例如，如果孩子现在没有得到父母的馈赠，但确信不久的将来就能从利他主义的父母那里得到，这样，他们就会不注意节约，甚至还会为了增加目前的消费而去大量借钱，从而减少他们将来的财产，因为他们认为将来当他们生活困难时，其利他主义的父母就会增加对他们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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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地，如果孩子认为将来当他们的收入较低时，他们的父母会给他们以大力资助，这样，他们就会在学校贪玩而忽视学习。从利他主义的父母那里得到馈赠的孩子，都希望以后能得到更大的馈赠，如果得不到，他们就会冒险；如果得到了，他们会抱更大的希望（馈赠不可能不起着鼓励的作用）。

父母如果能事先承诺将来给孩子赠品和遗产的数量，就不会给孩子带来这种不良的诱惑。有了事先的承诺，孩子就不会指望父母把他们从赌博或其他困境中解脱出来。如果父母认为孩子由于无节制地赌博、忽视学习等自己的原因造成了困难，他们就可能减少自己的利他主义，这样事先的承诺也就成为不必要的事情了。

即使事先承诺完全可行，父母也可能不作这样的选择。“罗登·凯德定理”提出了一个将来选择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能够限制孩子做出对自己有利而损害其父母的行为。因为当孩子做出这种行为时，父母就可以通过减少给孩子的馈赠和遗产，使孩子的处境恶化（见第八章，布鲁斯和沃尔德曼，1986年）。父母如果想帮助那些不是因为自身过错而陷入困境的孩子，他们也可以选择事先不作承诺的方式。

如果事先承诺不可行或者不能令人满意的话，父母也可以采取其他能给孩子带来良好愿望和行为的方法。比如，如果孩子愿意学习，父母可以在教育和其他培训方面进行大量投资，父母还可以为孩子投资其他固定资产，比如为他们购买房子等。

公共政策亦不赞成孩子们的无效率行为。许多国家规定，如果孩子提前结婚、退学、人工流产，或者买含酒精的饮料，必须事先得到父母的同意。可以想见，作出这些规定的一个原因，是为了防止孩子过早地去做那些会给他们的将来带来危害的事情；另一个原因是，为了防止孩子可能过早地陷入困境而要求父母给予帮助。国家试图对父母影响孩子行为的最佳方式起引导作用。

社会保险及老人赡养

从历史上看，孩子是老年父母的主要帮助者，老人常常是同孩子们住在一起的，他们生病时有孩子照顾，孩子还为他们提供饮食和其他方面的帮助。40年前，在美国年龄65岁以上的老人独立生活（迈克尔等人，1980年）的大约只占25%的比例。

能留下遗产的富裕家庭很少依靠孩子，因为他们可以避免许多因年老而带来的不便和危险。例如，超过原来预计寿命的父母，可以通过减少遗产的途径，提供晚年的消费。来自遗产的这种机会，在增加的老年岁月里，起着像养老金一样的保险作用。如果父母不把遗产作为孩子财产的大部分来源，他们年老时，就可以通过减少遗产的办法，有效地防止各种不便和危险，而这对孩子的幸福并没有多大影响。实际上，孩子会在父母年老时帮助他们，虽然这种帮助可能并不是完全出于自愿。

只要父母同意在孩子人力资本的投资上保持一个有效率的数量，贫穷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是愿意帮助他们的。在一些社会中，父母与孩子之间有合同或者其他明确的协议。但是，在大多数社会里，有一些“社会规范”要求孩子赡养老人，虽然关于这些规范产生的历史背景我们知之甚少。但是，在由无特征城市和流动人口所组成的现代社会里，这些规范的约束力极其微弱。但是，为老人的公共支出和为儿童教育及其他人力资本投资的公共支出，可以用来弥补由于这些社会规范失去作用而留下的空缺。

在西方国家，近几十年来为老人支付的费用迅速增加，美国政府为65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平均支出都在8000美元以上，其中大部分是医疗保险费和养老金。对老人开支迅速增加的原因是否主要是由于掌握政权的老人增加而引起的呢?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引起了不同年龄的人为争夺国家的有限财力的讨论（例如，见朗曼，1985年）。有些经济学家支持旨在免除这一代人为下一代人负担重税的平衡预算修正案（可参阅布坎南和瓦格纳，1977年）。在一次在美国人口协会振奋人心的演讲中，塞缪尔·普雷斯顿指出，要以部分地减少儿童的公共支出作为代价来增加对老年人的公共福利支出（普雷斯顿，1984年），这次演讲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我们对老人开支可以提出另一种解释，即它是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签订的“社会合同”的一部分，向成年人征税是为了资助儿童的投资；反过来，当成年人衰老时，他们就可以得到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费。这个社会合同的目的在于保证贫穷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能够达到富裕家庭在没有政府帮助的条件下所能够达到的水平，即对孩子的有效投资和对老年父母的赡养。

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儿童的教育、早期项目、福利和其他类似方面开支很大，最近几年，为22岁以下儿童每人每年的有关开支超过2500美元，虽然在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老年人实际开支平均以超过7%的速度增长。但是，从下表可以看出，老人费用的增长并不是建立在牺牲儿童福利的基础上的。从1950年到1983年，平均每个儿童的公共支出相对于每个老人的公共支出来说，其增长速度几乎是没有变化的。

表11S.1 美国22岁以下和65岁以上平均每个人的公共开支表（以1980年美元计）

	年份
	22岁以下儿童的开支费（包括高等教育费）（1）
	65岁以上老人的开支费（2）
	（1）与（2）之比率（3）



	1920
	122
	a
	—



	1930
	293
	126
	2.3



	1940
	393
	1022
	0.38



	1950
	557
	1708
	0.33



	1960
	922
	3156
	0.29



	1970
	1825
	5447
	0.34



	1980
	2472
	7520
	0.33



	1983
	2515
	8307
	0.30






a 为不能确定的一个小数。

资料来源：美国公共卫生事业部的《社会安全公报年度统计附刊》（不同年份的 ），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教育统计摘要》（不同年份的），美国商务部、人口统计局的《美国统计摘要》（不同年份的）。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美国，1940年以前花费在教育上的开支占绝对比例，而老人的公共支出则相对较少。如果说对儿童教育的公共支出和对老人关怀的公共支出是社会合同的两个方面，那么，交纳税款资助儿童投资的第一代父母，就是第一代接受老年国家抚养的人。如果从一个已婚的年轻人开始征收教育税，到他进入老年社会保险，要经过30年到40年。在美国，实际时间或许更长，因为向美国移民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得到限制，在这之前确立的社会保险制度极大地鼓励了大量老年移民的涌入。

每个老人的开支大大超过每个儿童的开支（8300美元对2500美元），这好像很难用社会合同来调解二者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些数字有一定的欺骗性：如果说二者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儿童实际上比老人更富有。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假定成年人花2500美元资助一个儿童的人力资本投资，当他们到65岁时，可以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年得到8300美元的帮助。这种为了儿童和老人的开支一代一代地继续下去，直到将来可能的最后一代，那么，哪一代更富有呢?

由于美国现在人口净增率趋于稳定，所以，我们假定代表父母方的成年人25岁有一个小孩，以后不再有孩子，我们不计父母相对于社会减少的孩子费用，也不计孩子赡养父母相对于社会保险费减少的费用（我们的分析直接适用于父母减少的费用等于孩子减少的赡养费）。在美国，25岁的人有79%的可能性活到65岁，65岁的人有望活到82岁。因此，第一代的每一个成年人从25岁到46岁，每年支付2500美元后，他从66岁到82岁每年可以得到6557×（79%×8300）美元。以后的所有下一代的每个儿童都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每年2500美元的人力资本投资，直到他们22岁。最后一代人虽然不向孩子投资，但是他们从41岁到57岁，每年必须支付6557美元用于赡养上一代的老人。中间一代的每一个人从25岁到46岁，每年要支付2500美元用于儿童投资，并且从41岁到57岁还要每年支付6557美元用于上一代老人的赡养费，他们从66岁到82岁每年才得到6557美元的养老金。

因为用于教育和其他培训的投资收益率超过5%（见普萨沙诺普罗斯，1973年），又因为大部分儿童的公共支出又都是用于儿童的教育和其他培训，所以，我们假定5%的投资收益率从23岁到65岁期间以增加收入的形式体现出来，22年的2500美元投资每年可以增加收入5939美元，那么，最后一代的每个人从23岁到40岁每年可得到净收入5939美元，他从41岁到57岁，由于需要支付6557美元赡养上一代老人，他还得拿出618美元（6557—5939美元），但从58岁到65岁，他每年又可收入5939美元。由于利润率不可能是负的，所以这种净收入的现值就是正的。因此，最后一代人很明显地会从抚养孩子和赡养老人的这种交换中得到好处。

与最后一代人不同，中间一代人还必须抚养下一代的孩子，读者可以计算出他们的净收入。由于收入趋向的现值是正的，因此，所有中间一代人也能明显地从儿童和老人的公共支出的现在结构中得到利益。

第一代成年人做出的牺牲最少，他们每个人从25岁到46岁，每年支付2500美元的孩子抚养费；从66岁到82岁他们可得到6557美元的老人赡养费，这期间的内部投资收益率稍低于2%。这种利润率却稍高于1948年到1980年美国短期政府证券的平均利润率（1.8%）（见巴罗，1987年），但它大大低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有形商业资本4%的利润率（见普雷斯科特，1986年）。这一代人做出的牺牲较少，因为公共支出没有扩大他们的人力资本，然而，他们可能富有，即使内部投资收益率低于市场利润率，因为当下一代的福利较高时，他们的效用也较高（假定父母对孩子是利他主义的）。

不管对第一代人如何看待，我们的结论否定了这种观点，即在美国，政府对老人的支出大于政府对儿童的支出。实际上，从现行儿童的国家投资水平得到利益的任何一代人，都能够很容易地用这种投资所创造的高收入，去支付现行水平的老人赡养费，并且还可以有相当可观的剩余。因此，孩子非常愿意同他们的父母一起加入社会合同，这样一来，孩子按照现行标准赡养他们的年老父母；反过来，他们将来也能够得到按照现行标准国家给予的帮助。

我们的理论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儿童和老人之间的有效合同，一方面能够提高对贫穷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另一方面也能够保障这些家庭老人的收入和健康。以前我们曾指出，对教育的公共支出有利于下层和中层阶级。国家医疗保险也有利于较贫穷的家庭：在过去20年左右，国家医疗保险开支的迅速增长大大减少了家庭收入对医疗保险的影响（富克斯，1975年），另外，在社会保险变得更为重要以后，贫穷阶层和中间阶层的老人比以前更不愿意与自己的孩子住在一起（迈克尔等人，1980年）。

离婚

实际上，各个社会都禁止在未达到一定年龄之前结婚，许多国家还禁止两个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男女结婚，而且在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也不允许一夫多妻。关于离婚，各国都有许多规定。在19世纪中叶以前，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基本上不允许离婚。从1800年到1850年，在英格兰平均每年不超过两对夫妇离婚（朗特里，1958年）。这种情况后来慢慢地有了变化，如果夫妻一方犯了通奸罪、遗弃自己的配偶或者犯了严重的过错，西方的离婚法允许他们离婚；经过夫妻双方同意的离婚，特别是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也已经被允许。大约在20年前，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允许夫妻中任何一方提出的离婚要求，无需证明对方是否有过错或是否得到了对方同意。

尽管有些离婚会对孩子造成严重影响，但它究竟会对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们现在知之甚少。从现有的资料中，我们难以区分这一影响究竟是离婚给孩子带来的影响，还是由于父母不和给孩子带来的影响（见埃默里，1982年）。所有利他主义的父母都为自己孩子的利益考虑，如果离婚会给孩子造成伤害，他们就会减少离婚的可能性。即使我们不考虑离异父母在确定每人对自己孩子花多少时间和金钱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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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他主义的父母在他们的孩子受到伤害的情况下，也可能离婚，甚至当孩子消费的货币价值超过父母获得利益的货币价值时，那些不能留下遗产的父母也可能离婚。其原因是，如果父母不离婚，孩子又不能保证父母的老年赡养费，孩子就没有其他可信的办法去“贿赂”父母，让他们与自己生活在一起。

当然，有遗产的家庭的情况就不同了。如果离婚不改变对孩子利他主义的程度，它只影响将来的收入和其他可交易物质的价值，那么，父母决定离婚也会使孩子富裕起来。其原因是，父母通过提高馈赠和遗产的办法，补偿因为离婚给孩子造成的所有损失。这就是第八章所讨论的“罗登·凯德定理”的含义。

然而，如果离婚减少孩子不可交易物质的消费，即使父母留下遗产，孩子也会经受痛苦的磨难。例如，父母离婚后，孩子由于很少看到自己的父亲，可能感到不愉快，父母又不能对由于离婚给孩子的幸福和其他非物质消费所造成的影响进行直接的补偿。实际上，如果对不可交易物质的影响降低了孩子可交易物质的边际效用，那么离婚的利他主义的父母就减少了对孩子可交易的馈赠，从而使孩子经济境况恶化。

我们以前曾指出，利他主义的程度是不固定的，它常常反映父母与受益者之间联系的频繁和密切程度。在特殊情况下，离婚的父亲在自己独自生活过一段时间后，由于与孩子的接触减少，就可能会对孩子变得冷漠起来，这就是许多已离婚的父亲不愿付孩子抚养费的原因。 
[7]

 这同时也加强了我们的结论：即使离婚前父母对孩子是非常利他主义的，离婚后甚至仍会给孩子留下遗产，但是他们的离婚仍然会使孩子的经济境况恶化。

离婚可能极大地伤害那些有许多孩子又不能挣钱的妻子，特别是当她的前夫不履行对孩子的经济义务和其他责任时更是这样。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在需要夫妻双方同意的离婚中，因为在许多社会，丈夫可能在对妻子不利的条款下，威胁妻子，使其同意离婚。

我们建议国家可以模拟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合同中规定无效条款的办法来限制离婚。这种建议也不是没有根据的。例如，这种合同可以大大减少有许多孩子的家庭离婚的可能性，因为孩子（包括母亲）由于离婚而受到损失的总量是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多而增加的。许多国家禁止大家庭离婚，这样大家庭的夫妻不容易获准离婚，而没有孩子的婚姻则可能很容易地解体——“取消”婚姻。在19世纪，当出生率出现下降时，禁止离婚的条件放宽了。在最近几十年里，低出生率和高妇女劳动参与率刺激了对无过错离婚条件的进一步放宽。

一些父母选择与孩子分开生活，不是通过离婚的途径，而是通过出卖孩子的办法。这种做法受到普遍禁止，因为出卖孩子降低了社会效用。一些年轻的未婚妇女和一些因贫穷而需要钱的父母是可能出卖孩子的两种人。一些被卖到需要孩子的富裕家庭去的孩子，可能认为自己比同亲生父母呆在一起更富有。甚至父母怕孩子由于将来无法补偿他们的抚育费可能遭受痛苦而将孩子卖掉。正像限制离婚可以提高效率一样，因为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有些合同是不可行的；禁止出卖孩子也能提高效率，兰德斯和波斯纳（1978年）。波斯纳（1987年）认为有一个严格限制的出卖孩子的权利比现行的受控制的收养制度要好。他们的观点或许是正确的。我们注意到通过援助有未成年孩子家庭和其他措施，资助有孩子的贫穷家庭，可以鼓励未婚和贫穷的母亲抚育自己的孩子，而不是采用让别人收养的办法来遗弃他们。

最佳人口

我们可以发挥大胆的想象，既不但考虑父母同已出生的孩子之间的关系，而且考虑父母同未出生的孩子之间的“合同”。这样的设想为确定最佳的家庭规模和最佳的人口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关于最佳人口的文献已经失去了其引人注目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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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个未出生的孩子能保证出生后最终补偿父母，如果孩子“同意”补偿能使他富有的父母同意生育，那么，这种“合同”就是帕累托最优（我们假设第三者不因孩子出生而受伤害）。但是这样的合同是不可能的，因为孩子还没有出生。当未出生的孩子给父母的补偿符合帕累托最优时，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都会很低。

孩子数量最佳效用的首要条件是，父母对孩子的增长不关心。未出生的孩子需要补偿父母，这样就改变了父母对孩子多少不关心的态度，进而希望多要孩子。不管父母是不是利他主义的，由于孩子的补偿减少了新增加孩子的净费用，所以，这个结论对于那些不能给孩子留下赠品和遗产的父母来说是正确的，因为这些父母可以从孩子对其年老时赡养和其他补偿中得到好处。

我们得出的令人震惊的结论是：这一补偿降低了那些能给孩子提供赠品和遗产的父母的效用。实际上，未出生的孩子对父母的补偿，减少了父母给他们的净馈赠，但是父母不希望是这样。因此，能给孩子留下馈赠和遗产的家庭，一定有符合帕累托效率的孩子数量（不考虑家庭以外因素的影响）；未出生的孩子对父母的补偿只能使父母的处境恶化，而不会使父母富有。

这种关于未出生孩子承诺的好像是荒诞的想法，却有着非常具体的含义。我们已经说明了较贫穷的家庭不像富裕家庭那样能留下遗产。如果未出生的孩子对父母的补偿承诺是不可行的话，那么，较贫穷家庭的孩子出生率就可能太低，富裕家庭（指能留下遗产的家庭）的孩子出生率就是最佳的。因此，我们的看法是，在不考虑第三者影响的情况下，不公开的总人口出生率低于帕累托效益率。

较贫穷家庭应该有较少的孩子这个结论，会使读者感到震惊，因为较贫穷家庭的孩子实际上比富裕家庭的孩子还要多。这是因为，其他因素提高了较贫穷家庭的人口出生率，这些因素包括：社会福利措施、教育资助以及父母缺乏计划生育知识等。

汤普森和鲁特尔（未注明年月）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不能留下遗产的父母倾向于要较少的孩子。但是同我们的结论相比，他们的结论是建立在这些家庭对孩子的人力资本不能进行有效的投资基础上的。这样的根据是不可靠的，因为家庭对孩子的投资不足，可能会引导家庭去要更多的孩子，而不是要更少的孩子。每个孩子低于最佳的开支会“人为地”降低新增孩子的有效支出，因为孩子之间的消费数量和质量是相互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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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人之间的政治竞争

既然国家政策产生于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那么，为了政治利益的斗争又是怎样导致旨在提高效率的国家干预家庭呢?本节在父母利他主义占主要地位的前提下，简要地回答这个问题。

成年人与儿童之间的政治竞争，实际上算不上是一种竞争，因为儿童不能投票，又没有其他办法和能力组织有效的政治团体。如果成年人运用他们的政治权力发行债券和其他证券，当他们年老时，可以通过把这些证券卖给下一代成年人的办法，资助自己的晚年生活。一些经济学家赞成政府的平衡预算和对债务证券的限制，因为这样能够控制对缺乏政治能力的儿童和下一代的剥削。当然，如果每一代人能够拒绝承认上一代人的债务证券，这种办法也是可行的。由于拒偿债务问题不属于本章所要讨论问题的范围，所以，我们只讨论债务不被否认的情况。

虽然现在的几代人可能剥削将来的几代人，但是，利他主义限制了他们这样做的欲望。实际上，如果所有的父母都是利他主义者而且都能留下遗产，那么，现在的几代人就没有剥削将来的几代人的欲望。尽管如此，如果他们想这样做，他们可以通过给后代留下较少遗产的办法，从将来的几代人那里剥削到财产。虽然不能留下遗产的家庭，赞成债务和对缺乏政治能力的将来几代人的剥削，但是，他们的利他主义程度将极大地影响到他们如何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去对抗将来的几代人。

我们已经指出，不能留下遗产的家庭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是不足的，但他们能够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来增加教育和其他培训的投资，建立公立学校和奖学金来增加孩子的福利。现在的几代人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通过向将来的几代人发行债务证券的办法提高儿童的福利。

虽然利己主义的父母想极力从孩子那里榨取更多的财产，但是，利他主义的父母却愿意把这些增加的财产同孩子分享。这就意味着将来的后代也能从现在的几代人的政治权力中获得利益。因此，即使一些父母的利他主义还不够强，不能为孩子留下确有助益的遗产，不能为孩子的人力资本进行有效投资，但是，当现在的几代人运用其政治权力向将来的几代人发行债务证券和其他证券时，父母的利他主义还是足以保证将来的几代人也能获得利益。

这种对政治权力和政治动机的极简单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解释，在美国为什么儿童的公共支出相对于老人的公共支出来说并不少；下一代人从儿童的国家开支中所得到的利益，足以支付老人的社会保险费和其他费用，甚至他们还能从他们人力资本的国家投资中得到剩余利润。

我们对国家普遍干预家庭的制度安排已经作了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许多国家行为达到了使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家庭安排更有效率。很明显，父母和孩子之间不是总能作出有效率的安排，因为孩子不能保证将来给予父母补偿。

能够留下遗产的家庭，可以通过减少遗产的办法，“强迫”孩子补偿父母对他们人力资本的投资。因此，这些家庭不会出现孩子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现象。相对而言，不能留下遗产的家庭（通常是比较贫穷的家庭）会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国家应通过资助学校和其他培训机构的办法，提高这些家庭对孩子的投资，使之达到有效率的水平。

我们不仅要考虑国家对教育和培训的资助，而且还要考虑社会保险和其他对老人的资助，补助新生的孩子，制定限制离婚和出卖儿童的法律，制定孩子早婚和其他选择要经过父母允许的法律。显而易见，国家对家庭决策的很多干预有助于提高家庭组织的效率。




[1]
 本附章是该书作者同凯文·M.墨菲共同撰写的，它首次刊登在《经济与法律》杂志1988年第31期，第1—18页上。这里经过作者同意，在形式上略作了改动。


[2]
 关于偏好，见贝克尔和墨菲（1986年）。


[3]
 伯恩海姆等人发展了这种观点（1986年）。


[4]
 伯格斯特龙讨论了其他限制条件（1989年）。


[5]
 布鲁斯和沃尔德曼（1986年），林德贝克和韦布尔（1987年）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6]
 韦斯和威利斯对这个问题作了透彻分析（1985年）。


[7]
 韦斯和威利斯（1985年）还提出了其他理由。


[8]
 见米德（1967年）和弗里德曼（1981年）对这种文学的批评。


[9]
 见贝克尔和墨菲（1986年）、纳洛夫等人（1986年）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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